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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1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机动车交通戛然而止。
大学生悠闲地在汽车道上散步,追随悦耳的长笛声走向野餐的地点。踩着滑板的小孩们争先从红绿灯前穿过。从南方的艾恩德霍芬到北方的格罗宁根,汽车在荷兰的大街小巷上几乎完全消失了——只有一些德国游客,以及几名经过特许、可以开车去教堂的牧师除外。64岁的朱莉安娜女王,也抛下她的加长卡迪拉克,愉快地骑自行车前去看望孙子和孙女。对于那些没有牵涉到背后的艰难决定的人来说,1973年荷兰的第一个“无车星期天”带着些许的轻松和惬意。①
四周之前,埃及和叙利亚军队突破了以色列的防线,以军节节败退,整个国家都岌岌可危,这就是后来所称的赎罪日战争。在美国和荷兰向以色列倾售了大量武器之后,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开始了反击和报复。在沙特阿拉伯的带领之下,石油输出国早已要求提高原油价格,1月时每桶3.2美元的油价,到了10月16日,已经被抬高到了每桶5.11美元。现在,他们将出口的阀门把守得更紧了,而且完全切断了对荷兰和美国的供应。
阴郁笼罩了整个欧洲。随着石油库存的缩减,比利时、瑞士、意大利、挪威,甚至那些离不开汽车的联邦德国人,很快也将面临他们自己的无车星期天。汽车限速更低了,恒温调节器关小了,柴油也开始定量供应了。斯德哥尔摩的室内游泳池也被关闭,以节省加热所需的能源,就连环比利时汽车大赛也被临时叫停。周末开车的特权成了令人垂涎的身份象征。一向以用社会责任引导市场经济而自居的联邦德国,受到了一名本国加油站经理的挑战:她在解释她如何分配汽油时相当直率,那就是“我不认识的人一滴也没有”。②
大西洋彼岸并没有无车星期天。但是,他们的恐慌情绪只多不少。美国正在被高油价吞噬,而理查德·尼克松则正在被高油价带来的危险的政治局面吞噬。“我们正面临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能源短缺危机。”11月7日晚间,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向全美国发出警告。他要求美国人降低空调的温度设定,并宣布实施“独立工程”,一个意图在1980年之前停止美国原油进口的精密计划。国会在争论汽油是否要定量供给,以及是否要授权尼克松在炼油企业、公交公司、加油站、农民和所有有需要的群体之间分配石油供给。之后,天气渐冷,卡车司机开始用堵塞高速公路来抗议一路飙升的柴油价格,而房主们则切断了家中的圣诞节彩灯作为呼应——当然,也可能是为了避免邻居责备的眼神。漂浮在石油上的得克萨斯州,发明了一种相当流行的汽车贴纸,上面写着“冻僵北方佬”。排队购买汽油的司机们,迫切地想要趁着还能买到这些珍贵液体的时候,把几乎还满着的油箱再次加满。美国梦似乎破碎了。
石油危机打破了加拿大市场的均衡,石油储量丰富的阿尔伯塔省经济一片繁荣,而进口依赖程度偏高的魁北克则受到重创。日本市场的反应更加令人不安。1973年石油价格全线上涨,但日本人并没有预见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的国家与中东并没有什么冲突,很多日本公司还与阿拉伯国家联合抵制以色列。但是日本在中东问题上的中立态度并不能在油价飙升之时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日本人没有去堵塞高速公路,也没有去威胁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但是石油廉价时代的终结仍旧带来了深深的焦虑:日本的庞大工业体系所需的每一滴原油都是进口来的。政府将经济增长的预期降低了一半,开始对工厂限量供应石油和电力,并且指示各家各户熄灭热水器上的加热指示灯。③
虽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但是这场危机并没能延续多久。到了1973年12月,原油供给并未短缺的事实浮出水面。欧洲港口很快被储油罐淹没;等待驶向美国精炼厂的运油船在大西洋上排成了长队。高油价和节约措施降低了原油需求,一些急于变现的石油出口商把油泵调到了最大,意图用增加产量来保障收入的稳定。1974年1月,欧洲的最后一个无车星期日悄无声息地过去了。2月,尼克松放出了政府的汽油储备,加油站边的长队渐渐消失了。3月18日,阿拉伯的石油出口国迫切希望美国从以色列撤军,因而正式解除了石油禁运令,把注意力放在了如何避免产量过剩导致价格崩跌之上。
这场全球石油危机已成为过去。④但是从它的灰烬之中,一场延续时间更长、引发了无尽的动乱和麻烦的新危机正在萌芽。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说,20世纪的后50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却见证了遍及大半个地球的经济增长与繁荣的奇迹。确保汇率稳定的一系列国际协议被制定出来,国际贸易限制得以放松,向贫穷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开辟了国际合作的新领域。经济爆炸式地增长,每个人几乎每天都能感受到生活水平在提高。新的住宅、汽车和消费品,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也触手可及,一系列政府主导的社会福利计划和私人劳务合同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安全感。即便是亚拉巴马产棉区的佃农和意大利南部的皮革工也能在这场空前的大繁荣中找到前所未有的致富机会。
第二阶段,从1973年开始到20世纪末,与上一阶段完全不同。在日本、北美、欧洲大部分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热闹的繁荣景象被惨淡经营所取代。国际合作转向了无止境的贸易纠纷、汇率争端和境外投资冲突。各国的白领阶层开始忧心忡忡。蓝领阶层则坐上了经济下滑的过山车。从宾夕法尼亚州希拉河谷的钢城,到日本北部的煤矿区,再到马赛北部的高地,区域经济的崩溃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流失。循环往复的经济危机侵袭着不同的国家,包括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养老金价值缩水,家庭的积蓄被迅速消耗,单位时间工资的购买能力大幅下降。劳动力短缺变成了失业率高居不下,年轻人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只能选择做临时的短工。这是一个充满焦虑的时代,很难激发起人们乐观面对的勇气。
以上描述似乎会令人不解和疑惑。毕竟,提起20世纪50年代,人们会想到小学生的防核武器演习,会想到欧洲大部分国家被“铁幕”包围,会想到朝鲜战争中16国联军与中国军队的对抗,会想到阿尔及利亚战争摧毁了法兰西共和国。60年代,美国的稳定被反种族歧视的抗议活动和越南战争打破,北爱尔兰问题将当地变成了战争区,学生运动和劳工动乱冲击着世界各国的政府。70年代初期,通货膨胀成了世界性问题,工人们游行抗议,要求保护他们得之不易的微薄酬劳。对于农民来说,这也不是个四平八稳、知足常乐的年月,能让他们舒舒服服地打理羊群,在田间地头讲讲天南海北的传奇故事。
然而,这几十年间出现的波折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的经济状况得到了稳步的改善——不仅仅对富人如此,几乎每个人都尝到了经济繁荣的果实。事实上,当时的生活的确美好——工作很容易找到;食物充裕,大家都能住上像样的房子;新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们不再担心失业、疾病和年老——个人冒险精神受到激励,从参加街头游行,到加入反主流文化和反物质主义组织。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更加完善的经济安全体制,让不同国家的群众得以参与到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社会与文化改革运动中去,从某种意义上说,为接下来对社会不公的公开挑战提供了信心和基础。性别歧视、环境破坏,还有对同性恋的压制——这些问题都在人类社会长期存在,但过去几乎没有激起过公众的愤怒。
接下来,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增长就此停滞了。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追求无限可能的宣言渐渐让位于对于未来的恐惧。找一份工作,做一段时间再辞职,已经成了负担不起的奢侈。现在到了找到工作就要拼命保住的时候了。也许科技公司和华尔街的并购大亨们还在春风得意,但其他所有人都已如履薄冰。公众情绪阴郁不安。
这两个阶段的割裂可以说相当突兀。1948—1973年,世界经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精细测算,从1950年到1973年,全世界所有居民的人均收入以2.92%的年均增长率提升,按照这个速度,人均生活水平在25年内就能翻上一番。当然了,繁荣还远远没有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在很多国家,少数人占有了绝大多数财富,更多人则被遗忘在贫穷之中。即便如此,有史以来,还是从未有过如此之多的人口在如此短的时期内生活水平得到了如此大幅度的提升。⑤
在发达国家,增长的趋势更加引人注目。就业率、薪资、工业产值、商业投资、生产总值:几乎所有衡量经济活力的指标都在逐年迅速提高,其中仅有几次短暂的中断和调整。银行倒闭十分罕见,破产率相当低,通货膨胀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与此同时,社会的整体公平也在改善,收入分配更加均等。“近期的增长趋势如果能够得以延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经济发展程度将达到难以置信的水平。”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名高级官员在1966年宣称。和当时很多严肃的思想家一样,他也开始由衷地担忧将来社会可能无法为收入持续上涨的消费者提供足够的产品。⑥
战后经济发展的神奇轨迹在1973年达到了顶点,当时,世界人均收入的年增长速度为4.5%。按照这一速度,个人收入水平在16年内就能翻倍,在32年内能翻两番。世界各地的普通百姓都完全有理由感觉良好。⑦
然而,好时光突然就一去不复返了。世界经济再也无法达到1973年的黄金水平。多变和动荡成为常态,稳定反而成了例外。在欧洲、拉丁美洲和日本,直到20世纪末,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还无法达到1973年之前的一半,生活水平也无法得到显著的提高。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收入水平几乎没再提高,北美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对繁荣的共同体验很快褪去,通货膨胀到处肆虐,人们对于政府改善生活水平的信心也开始动摇。
人们过去对政府的信心,建立在经济学家、战略规划家和运筹学专家卓越才能的基础之上——用当时的术语说,就是专家政治论,相信他们能够引导自己的国家走上一条经济稳定增长的道路。他们构建出越来越高深的模型,将全部国民经济用一长串公式描述出来,政策处方就从中直接推导而来。整整25年,似乎只要听从他们的指导,就能确保所有人都有工作和饭碗。但是随着充分就业状态的消失,收入水平停滞不前,专家政治论者似乎丧失了原有的高度。通过稍微调高或调低利率、缩减或增加税收、修建大坝或高速公路来解决部分失业问题——从表面上看,这些标准的补救措施让国民经济从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一直处于总体健康的状况;但如今,它们似乎已经不再具备治愈经济的神奇能力。政客们也无法实现他们对选民的承诺,只能在与外汇投机客、石油输出国酋长和其他他们无法控制的势力的对抗之中勉力支撑。
在早些年,没有人会因为就业率低下而责备政府官员,因为在他们眼中,这根本就不是政府的职责。人们不认为帝王和总统能对干旱和洪水有哪怕一点的控制,更不用说银行破产和投资泡沫破裂了,尽管泡沫破裂之后会是大范围的痛苦和恐慌,甚至引发商业的停滞。经济下行到来之时,政府官员能做到的无非就是发布鼓舞士气的演说,然后祈祷黑暗时期赶快结束。
然而,困难时期本来就是常态,而不是例外:从1873年10月到1897年6月,美国经济收缩的月份要远多于增长的月份,尽管总体是正向增长的。⑧
政府最早挑起复兴经济的重担,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当时,大量的失业工人威胁着政治稳定,提高就业率成了当务之急。曾经到过苏联的人说,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失业率为零,人人都在为国家工作。理想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创造就业在世界各地都该有同样的效果。描述失业率和国民收入的关系的统计学方法,是大萧条时期的一项新发明,正是这一发现,促使政府采取措施进行干预。一旦失业率以占劳动力百分比的形式报道出来,而不再仅仅是个模糊的社会问题,政客就有巨大的压力通过降低这一数字来展示其执政水平。他们无法再像从前那样,站在场外,顺其自然地等待问题解决。
所以,当世界经济在1973年突然急转直下,民主国家都在等待领导人开出振兴经济的良方。然而,事实上,无论是政客还是他们的经济顾问,都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在于何处。他们之所以会采取行动,是因为压力之下不得已而为之,而不是因为相信自己的措施有效。从政治角度出发,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比承认自己无能强。可以预见,他们的举措并没能带动世界经济回到那个就业充分、持续繁荣的黄金时代。
导致世界经济发展放缓的明显因素有很多:能源价格大幅上升,导致工业成本相应提高;汇率变化剧烈,增加了商业中的不确定性;人们对汽车、住房、家用电器的消费需求突然减弱;人口增长速度也开始放缓。在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还潜藏着一个更为危险的问题:生产率,经济学家用来描述投入与产出比率的指标,不再像以前那样逐年提升了。正是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企业与政府的大量投资和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率的快速提高,造就了战后经济的增长奇迹。如果生产率增长放缓,国民经济提升家庭收入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就会下降。
如何解决生产率的问题,并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供参考,于是不同阵营的政客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兜售他们的税收和支出主张,强调他们的措施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为工厂和设备开支提供税收优惠,以刺激商业投资;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加强对专利权的保护,鼓励发明创造;加大科学研究领域的支出;增加大学招生人数;扩展职业教育范围……这些措施被重新包装为通过加速创新步伐来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手段,而且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⑨
与此同时,在政治领域,政府受到了保守党的攻击。他们指责政府动用了过多干预市场的手段,从而导致了生产率增长的放缓。古老的“小政府”政策再次受到推崇,被视为解决眼前问题的最佳方案。环境污染、职业安全保护、法定工作时间、经营许可、首次公开发行等方面的法规受到猛烈抨击,被认为导致了经济效率的降低。保护工会和社会保障计划的法律,尤其是失业救济,被批评为干扰了劳动力市场效率。然而在对这些所谓的增加了社会负担的政策进行改革之后,生产率没有发生任何改善。如果一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技术变革,属于政府无法控制的因素,任何政策手段都将收效甚微。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就业机会大量减少、工资增长水平低下、棘手的高失业率成了国民经济的常态,选举出来的政客和他们任命的主掌经济政策的官员一样,都没能有效地逆转经济下行的趋势。尽管政府下发了成堆的政策备忘录,经济学家们构建了大量高深的数理模型,人们对经济不景气原因的理解却没能更进一步。90年代,美国学者保罗·罗默(Paul Romer)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颠覆式的革新,提出创新与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程度要远远高于劳动力和资本;“内生增长理论”——他的理论被冠以了这样一个并非让人一目了然的名称——认为提高教育水平、支持科学研究以及鼓励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远胜过微调预算赤字和税率。他的理论席卷了经济学领域,但是30年过去了,罗默已经不再确定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过去20年间,”他在2015年承认,“增长理论在科学上没能取得公认的进展。”⑩
这样的论断让我们当代人大跌眼镜。如果说经济不是一台可以被精心调整的仪器,从长期看经济发展的轨道主要由政府官员和央行官员无法控制的因素决定,那么这种观点与二战以来一代又一代学生从课本中学习到的理论大相径庭。更加令人沮丧的是,1973年以来的波动趋势很可能标志着经济发展在向常态回归,恢复到生产率、增长率和生活水平蹒跚前进,有时甚至停滞不前的状态。我们通常认为,保守派的政客尤其崇尚市场调节,对政府控制经济产出的能力持高度怀疑,但事实上,他们和所谓的改革派一样沉迷于“政府之手”的力量。“让经济增长缓慢成为常态,无异于放任经济逐步走向失败。”保守派美国政治评论员乔治·F.威尔(George F. Will)在2015年批评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经济政策时曾这样断言,就好像经济增长率是总统能够自由裁量决定的一样。⑪
纵观历史,黄金时代相当短暂。仅仅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就从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了难以想象的繁荣,生活水平稳定提高,就业机会随处可见,然后这一切又毫无预兆地戛然而止。在过去的近50年中,学者一直试图找出问题的原因以及修正的方案。但是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可补救的,长期繁荣是历史长河中的独特事件,它不仅相当空前,而且也将无奈地绝后。生产率实验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茨维·格里利谢斯(Zvi Griliches)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很可能20世纪70年代根本没有什么特殊或者反常之处,”在对生产率变化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之后他认为,“也许50年代和60年代初莫名其妙的高增长率才是真正的谜团。”⑫
人类凭借自身的力量无法将世界经济恢复到其巅峰状态,这一事实的后果是深远且持久的。人们的心态发生了根本变化,直到迈入21世纪,对于政府的怀疑态度仍始终笼罩着政治生活。由此,福利国家的道路也开始碰壁;国家机构开始萎缩,个人不得不在医疗、教育和养老方面承担更多的开支和风险。公允地说,20世纪70年代经济形势的变化让世界向“右”转了。全球政治气候更热衷于市场化,因为另一条路径似乎已经失败。对于“小政府”、个人责任和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呼声占领了政治辩论的阵地,颠覆了长期以来既定的公共政策,将玛格丽特·撒切尔、罗纳德·里根和赫尔穆特·科尔等保守派政治家推上了权力的中心舞台。
富裕国家在危机过后的很多年里,社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发生了巨大转变,坐拥资本的人远比仅有劳动力的人更有优势。贫穷的国家中,有些急于跻身发达经济体之列,经济突飞猛进,随后又陷入了泡沫破裂后的萧条。工资增长停滞,社会不公日益加剧,以及政府机构的无能和懈怠,让愤怒和沮丧在一个又一个国家蔓延,文化、政治和社会都因此重塑。国际金融爆炸式地发展,也令对其的监管和控制远远超出了政府的能力范畴。在10年的时间里,从秘鲁到印度尼西亚,新兴经济体受到了一波接一波的崩溃式打击。工会几乎在所有国家都丧失了谈判优势,而世界贸易格局的迅速变化也冲击着以工业为支柱的城市,战后以来一直在发展壮大的产业工人阶级被扼杀殆尽。刚刚织成不久的安全之网,本应保护家庭免受风险冲击,并提供阶层流动的希望,现在已经破陋不堪。⑬
这些,都成了大量文学、历史、音乐和电影作品的素材,从意大利前总理传媒大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的40多本传记,到美国工人阶级的偶像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愤怒尖酸的讽刺歌曲。然而无一例外,这些作品都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这些令人不快的变化源于本国内部一些力量的推动。比如,美国记者乔治·派克尔(George Packer)在记述这10年时写道:“我们现在知道,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源于美国共识的破灭,这一共识就是在战后国内混合经济发展和冷战时期国际主义呼声的背景下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契约。”⑭
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新闻上或许在所难免:很少有人是真正的全球主义者,而我们对于周边事物的理解往往是由我们在母国接触到的新闻报道、政治运动和辩论塑造起来的。掌握着媒体发言权的政客,当然会把本国出现的问题归咎到其他国家身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客动辄指责日本,说它在国际贸易中的不正当竞争导致美国制造业受损;20世纪初,波兰和叙利亚的移民又被指控为西欧国家高失业率的罪魁祸首。但是,政客们往往会淡化全球经济趋势和个人福祉之间的关联,这样,执政党不会看上去对时局缺乏掌控,二来在野党也可以用经济问题攻击对手。
通过这种方式解读社会和经济变革有一种误区,那就是我们会更倾向于将各种变化归因于政府可以控制的因素,无论是税收政策、关税减免、福利计划,还是可能使某个政客当权的选举规则。当然,这些因素都有一定影响。但同样毋庸置疑,20世纪末的经济发展停滞和相应的政策转变不仅仅是国内原因导致的。社会契约的重塑不仅发生在美国,日本、瑞典、西班牙和很多其他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每个国家都进行了一系列社会与经济改革。这股正在发生作用的力量穿越了国家的边界,而我们必须在全球视角下对它进行审视,才能真正理解这一时期。
“全球化”,这个在当时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词汇,既是1973年之后严酷的经济气候的起因,也是它的结果。全球游资的惊人增长,导致政府调控汇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难度大大增加,更不用说维护银行系统的稳定了。鉴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政客们开始大肆增加政府开支,用以创造就业和刺激消费,并把经济下行视为短期的表现。这些手段没有奏效之时,他们又拼命想要扭转局势,不惜采取一些在几年前还会被认为是过于激进的措施。针对运输、通信和能源产业的监管,原本保障着政府对这些领域的严格控制,现在被逐步削减。此外他们还取消了国家对特定行业的垄断,并开始出售国有企业。放松管制和私有化,让原本在国有工厂中高枕无忧的工人们丢掉了“铁饭碗”,但也为更加千变万化、更具有创新活力的经济环境铺平了道路。是政府为互联网经济开辟了成长的天地——如果还由原来的电话寡头来管理通信,我们可能还要在电话厅前排队投币。
当然,世界不光围着金钱转。很多因素对20世纪晚期的发展都有影响,从遍布全世界的性别平等运动到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对峙,及其在世界各地引发的代理人战争,从宗教激进主义的复兴到1989年“铁幕”瓦解之后的欧洲统一运动。毋庸置疑,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关切。正是这些——美国的反歧视运动、加拿大和西班牙与本国分裂主义的斗争、韩国和南美国家民主政府的重建——充斥着广播新闻和历史教材。然而,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是,这些事件都是紧跟在一场冲击全球经济、让所有人陷入紧张不安之中的剧变展开的。
历史的这一篇章记录了一段缓慢而痛苦的转变。20世纪下半叶前期,即便是最僵化的企业都业绩不俗;等到了后期,大量知名的制造商和银行都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陷入困境之后无力回天。工人的技术资本——需要通过数十年的反复劳动才能获取的技能,在50年代和60年代非常受人尊敬,而且广受雇主欢迎。然而没过多少年,随着工厂技术的改良,这些知识转眼就变得不值一钱。战后工业扩张期繁荣发展的工业城市艰难地适应着新的形势,此时,提供服务和创新观点的能力远比织布和金属冲压要重要得多。在一些人眼中,奖励创造力和敢于冒险的社会,取代了原有的阶级固化、鼓励下层不求上进的愚民式社会。在其他人眼中,战后建立的将政府与企业联结起来以提高普通人的福利的社会契约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冷酷的市场经济,社会对失业、疾病和养老的保障大不如前。
也许,与黄金时代一同泯灭在历史长河中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人们对于未来的信心。此前整整25年,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普通人都能感觉到他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们都能够确信,所有的牺牲和艰苦工作都是在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打下坚实基础。随着黄金时代的结束,这一时期蓬勃的乐观主义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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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新经济学
只有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才会认为得克萨斯州的阿灵顿的发展前景有什么特别之处。阿灵顿横跨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线,位于达拉斯和沃斯堡之间。二战之后的阿灵顿还是特里尼蒂河平原上的一座灰尘漫天的农业城镇。它最知名的地标建筑是1892年建造的露台,下面荫蔽着两条主干道交会处的一口矿泉水井。它最著名的商业中心——“顶山台地”,是远近闻名的高档娱乐场所,在地下室运营着非法赌场,并且建有专门躲避警方突击检查的密室和地道,其中还贮存着充足的食物。阿灵顿不是一座特别穷的城镇,但也绝对不是特别富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在八年级之后辍学。男人当建筑工、焊接工,或者在杂货铺里打工,女人大都在家劳动。十分之一的家庭没有独立的洗手间。
除了在战时修建了一些供飞行员练习起飞和降落的飞行跑道之外,1946年的阿灵顿和20年之前几乎没什么两样。城镇的人口稍有增长,达到了5000人左右,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抗经济大萧条的工程留下了几条街道。即便是最有想象力的宣传者也无法相信,到了70年代初期,就是这座暴土扬尘的小城,居然能拥有一座汽车工厂、一处大型游乐园、一所四年制的国立大学和一支大联盟棒球队,更不用说增长了2000%的人口,以及供这些人居住的带有草坪、山核桃树和两个车库的牧场式住宅。①
在二战过后的那些年里,这样的变化并不罕见。法国人把这段时期叫作“光辉的三十年”;英国人称之为“黄金时代”;德国人的说法是“经济奇迹”;意大利人就是简单的一个词,“奇迹”;日本人则更加谦虚,称之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无论用哪种语言,当时的经济表现都备受称赞。
事实上,这是有史以来最令人惊叹的经济进步。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数以亿计的人口脱离了赤贫,过上了之前难以想象的富裕生活。这一时期开始之时,美国农场上尚有200万头骡子在田间犁田开沟,西班牙几乎完全与外部隔绝,而175个日本家庭中仅有一家装有电话。这一时期结束之时,法国平均工资的购买能力翻了4倍,每年有数百万人乘坐飞机跨越大洋,他们中有些乘坐的是超音速喷气式飞机,整个跨洋旅程不超过4个小时。普通人生活的变化只能用叹为观止来形容。②
想要探求这场时代剧变的根本原因,我们首先需要回到起点。1945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向尾声,未来的前景并非充满阳光。在欧洲和亚洲的广大地区,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在路上游荡,在城市残存的废墟中寻找未来。矿工罢工随处可见,机器已经残旧不堪,仅仅生产足够过冬的取暖煤炭就已成为挑战,在战争践踏过的土地之上,混乱和暴动占了上风,几乎不可能开展任何生产活动。很多国家的外汇储备还不够进口食物和燃料来养活自己的国民,更不用说购买重建所需的器材和原材料了。1946年法国农场的亩产率只有战前同期的60%。在德国,工厂的设备被大批运往苏联,作为战争赔偿。通货膨胀席卷了欧洲和日本,人们争相购买仅存的一点食物。即便是在没有受到物理破坏的北非,把轰炸机厂改建回汽车厂也要花上好几年。店铺被购物者包围得水泄不通,尼龙袜、咖啡和纯棉内衣被争相抢购,物价一路狂飙,工人工资的购买力受到极大削弱,进而导致新一轮的劳工动荡。有人估测,1946年有450万名美国工人走上街头。等到混乱的局面终于有所缓和,苏联与其“二战”盟国的关系又开始剑拔弩张,新的大战看似一触即发。战后的世界绝非充满希望的新天地。③
然而在很多国家,这段艰苦甚至令人绝望的年月反而引发了政治变革的浪潮:那就是福利国家的建设。政府应该为民众的经济安全负责的观点谈不上新颖: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曾推行过国家养老金计划,用以搪塞社会主义者对更为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呼吁。60年过去了,发达经济体中尚有数亿人口既没有养老保障也没有医疗保险,更不用提失业和残疾津贴了。战争彻底地改变了政治。社会主义者和基督教组织以民族团结的名义加入联合政府或抵抗组织,坚持要求在战争中做出巨大牺牲的民众分享和平红利。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在1942年发表的一份正式报告为此确定了基调,他呼吁,英国需要建立一套综合的社会保险体系,“保障每个公民都有一份能够维系其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贝弗里奇提出了至少23个不同的项目,从免费培训失业工人,到设立公共的丧葬补助金,这些全部由工人、雇主和国家的捐款买单。“这是人类历史中一个革命性的时刻,我们应该去革命,而不是斡旋和调停。”他宣称。④
类似的计划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开始了。1944年,加拿大议会授权政府向国内所有16岁以下的孩子每月发放一笔“宝贝奖金”——这是加拿大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福利计划。1944年12月,伴随着阿登战役的炮火声,比利时立法委员会在国家宫殿通过了一项法案,创设了国民年金、健康和失业保险、带薪休假以及针对有子女的家庭的现金津贴。德国军队撤出后仅月余,法国战后临时政府就立法设立了家庭津贴和养老年金。1945年,英国议会决议每周向所有国内家庭的每个孩子提供5先令补助,到了1946年,又增加了失业保险、养老年金、寡居补助和国民健康服务。在荷兰,天主教和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红色联合政府制定了普遍养老年金和全国性的穷人救济计划。在日本,一项1947年颁布的法案宣称:“国家和地方政府有责任与监护者一道教养国内儿童,使其成长为身心健康之国民。”于是,政府深刻介入了一向被视为家庭私事的教育事务。⑤
福利国家的诞生并没能魔法般地在一片支离破碎中创造出繁荣新世界,复兴之路上尚有许多艰难险阻。城市废墟的阴影还未散去,但重建面临的最严峻问题并不是物理上的。战争并没有对西半球的工厂造成破坏,欧洲工厂受到的影响也小得惊人。即便是在日本,虽然90%的化工生产能力和85%的钢铁生产能力已经被美军的轰炸摧毁,但是大部分铁路和电厂还能维持运转。对重建路桥、恢复农业生产、为数百万的难民和退伍士兵修建房屋的紧迫需要,意味着工作的机会不会短缺。但是想要恢复经济,有三方面的困难横亘于前。战争和长期占领令欧洲和日本的黄金和美元储备消耗殆尽,导致两者既无力进口重修工厂所需的器材,也无力供给国民所需的肉类和谷物,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和加拿大的出口市场面临萎缩。战争期间实施的价格和工资管制本来旨在抑制通货膨胀并保证资源流入关键行业,却也导致了农民和制造商不愿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再加之雇主无权给工人提高工资,劳工运动始终接连不断。政治上的不稳定抑制了投资活动,令原本就困难重重的经济复苏举步维艰。尤其在欧洲,苏联支持当地的共产主义政党解放了波兰和南斯拉夫,并打算将革命的前线扩展到希腊、意大利和法国。随之而至的是对私营企业和农场的公有化改造。伴随着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又一场世界大战似乎迫在眉睫。⑥
然而,就在1948年的上半年,这种狂热戛然而止。1月,出于对占领下的日本经济停滞状况的担忧,美国官方颁布了一条新政策,也就是后来所称的“逆转路线”,强调在日本进行经济重建,而不是收取战争赔偿。2月,苏联支持的起义推翻了捷克斯洛伐克原政府,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让该国成了苏联的卫星国。4月,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签署了授权执行“马歇尔计划”的法案,该计划随即受到苏联及其盟国的反对。6月,美国、英国和法国军方共同宣布,德国非苏占区的法定货币为马克。三天之后,苏联对于封锁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通道、将三个西部区与东部隔离造成的明显威胁做出回应,世界处在了全面战争的边缘。
看似矛盾的是,横贯欧洲心脏的“铁幕”,一方面将战后世界划分为东西两方,一方面却也宣告了重建的开始。苏联及其盟国在国土的周围建起了铜墙铁壁。投资人和公司高管不用再担心法国或者日本投向苏联的阵营。涌入欧洲的大量经济援助,将日本的通货膨胀控制下来并允许工厂进口原料的“逆转路线”,以及对于汇率稳定和贸易壁垒降低的预期,共同促成了信心的重建。在联邦德国,商业终于从以物易物的状态恢复到使用货币,工厂也重现了生机。1948年的下半年,工业产值以令人惊讶的137%的速度在增长。随着欧洲和亚洲的经济走向复苏,为了满足出口需求,北美国家的就业率终于开始提升。⑦
从很多方面来说,1948年的世界经济还远远谈不上步入了现代化。进口在各地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在大多数地区,一盒走私得来的美国产万宝路香烟一定十分抢手。在欧洲国家内部,人们围绕发达经济体到底能否在殖民帝国瓦解之后继续繁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殖民地则接连爆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1948年,年满17岁的美国人中高中毕业的还不到一半——作为一个种族隔离现象严重的国家,近一半的黑人成年人接受教育的年限不足7年。在东京,一块停车位那么大的地方,平均有三个人在上面烧饭、用餐、休息和睡觉。只有三十分之一的法国家庭拥有冰箱。普通的韩国人每天能从食物中得到的热量还不到一个成年体力劳动者所需的一半。在西班牙,守着漫山遍野的橄榄树,主妇们却要凭定量券才能买到橄榄油。传染病依旧肆虐,即便是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富裕国家。对于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工作,无论是种植水稻、在工厂里拧螺栓,还是在一个远离电力网络的小村庄里搬运木材或取水,都需要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⑧
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的爆发给各大洲的军工厂带来了大批订单。经受了延续多年的破坏性打击,历尽低迷与绝望,世界经济终于开始重现繁荣。而繁荣是可以自我持续的——恢复生产的工厂开始大量招工,购买力提高的工人又对各式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产生了新的需求。从1948年到1973年,日本的经济总量翻了一倍,又翻了一倍,然后再翻了一倍,人均收入提高了近600%。与之同时,联邦德国的经济增长了4倍,法国相对低些,希腊的数字则要更高。
在废墟和农田之上,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建立起来。在美国,短短25年之间,住宅房屋的数量增长了三分之二,近2200万的美国家庭成了房主。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半以上的英国家庭拥有自己的房产,比例达到了50年代的2倍(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1972年的一次民调中,80%的英国人表示满意自己的生活现状)。在罗马,自行车让位于轰鸣的摩托车,摩托车又很快被小型轿车所取代。即便在遥远的法兰西山村,电线网络和室内管道也建设了起来。对于铜、铁和其他大宗工业商品的需求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回荡,巴西和泰国等原产国的生活水平由此得以提升。这些变化不仅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水平,还代表了工作量的降低和更多机遇。50年代,法国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龄是69岁;20年后,这一数字降低到了64岁。那些曾经对美国充满羡慕的别国民众,生活水平很快提高到了与美国人接近的水平,而且还有6周带薪休假和免费大学等让美国人眼热的社会福利。⑨
当然,对这段历史一笔带过也会遗漏一些重要的细节。即便是在一片繁荣的整体趋势中,也分好的年月和糟的年月,而且国家之间也存在差别。在美国,1948年和1949年有800万份工作机会流失,英国经济在5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增长。普通的印度民众,虽然不再受到殖民压迫,但是直到1973年,经济状况也并不比1947年刚刚独立时好转多少。强劲的经济表现也不能阻止1968年爆发的社会运动,世界各地的学生带着不满的情绪走上街头,抗议他们父辈的物质主义,巴黎大学的围墙上被涂写了这样一句讽刺标语:“你无法和增长率相爱”。⑩
但是时代的发展趋势无疑是向上的。20世纪50年代还无处不在的失业问题,到了60年代在富裕国家已经基本消除了。工作机会俯拾即是,当40年代末50年代初轴式摘棉机的发明导致上百万半文盲的佃农丧失了谋生手段时,底特律和芝加哥的工厂几乎毫不费力地吸收了这些来自美国南部的劳工。得益于政府推行的养老金计划,人们可以在65岁甚至更早退休,避免了老迈之年还要费力工作的窘境,也减轻了年轻人赡养父母的负担。人们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变化,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即便是在经济并不十分活跃的英国,“你们将迎来一生中从未见过的繁荣——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在1957年7月也得胜般宣布,“坦率地说,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生活得像现在这么好。”⑪
在世界上的多数地区,战后繁荣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第一段较为长久的经济增长期。它的促成因素有很多。其一就是连年经济紧缩后需求的反弹。其二是战时对商业投资的人为管控导致很多企业的利润积存了下来,这些利润可以用于购置新的厂房和设备。很多经历过“二战”的工厂都是针对蒸汽机设计的旧厂房,不能适应电机和现代生产方式。为了把握住重建的机遇,很多制造商运用从美国进口来的最新技术,将原来的多层厂房改造为一个平层上精细布局的装配线。1948年前后的生育高峰,让人们对于新的住房、家具和服装的需求始终保持在几乎难以满足的状态。外交也对经济发展有所助力。1949年至1967年,六轮全球贸易协商在削减关税方面达成了一致,极大地扩展了国际贸易的范围,制造商迫于国际竞争的压力,不得不进行现代化改造。⑫
尽管与战后重建本身并没有直接联系,但这些改变的最终结果是生产率的显著提升。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数百万的劳动力脱离农业,进入工业。尽管身无长技,很多人甚至目不识丁,刚刚完成技术革新的工厂还是乐于接收这些劳力。这些工厂在战争和经济紧缩时期被压抑了太久,急于在民用市场上大干一场。对新设备的需求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对更先进的设备的需求。1945—1973年,美国工业设备的数量几乎翻了4倍。英国的投资支出,在50年代初占总支出的14%,到60年代末则高达21%。即便机器的效率已经相当之高,但是产出的不断增长使厂商对于工人的持续需求居高不下。日本的制造商在1955年雇用了690万工人,到了1970年,工人数量增长到1350万。1947年,联邦德国汽车装配线的生产能力是每年8987辆车,在接下来的26年里,这一数字每年都在增长。随着劳动力从放羊和铲土豆中解放出来,使用昂贵的机器投入生产,他们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也在不断提升,为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了贡献。⑬
制造业的繁荣与私人投资密切相关。而这也得益于政府降低贸易壁垒的政策措施。战争刚刚结束之时,关税高到几乎将进口成本提高了四分之一。1947年在日内瓦举行的23国会议将削减关税提上了日程,并且开始讨论取消其他贸易壁垒,比如配额和许可证。四年之后,六个欧洲国家——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和联邦德国——在煤炭和钢铁自由贸易方面达成了共识,向着覆盖全欧洲的统一市场迈出了第一步。这些变化促使边境贸易大量增加。根据一项研究,1946—1957年,五个欧洲国家的进口增长了700%。生产率的提高与国际贸易的发展相伴而生:具有出口优势的企业,往往比被国际竞争淘汰的企业要高效,眼界也要开阔得多。⑭
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各国政府开始大量投资建设高速公路。老路常常过于崎岖,新的道路能让大型机动车辆更加安全地穿越城镇。司机一天能够长途运输的货物更多了,这就意味着运输工人的生产率极大地提高了。反过来说,更加快捷也更加便宜的地面运输,使得农场和工厂不再局限于本地市场,而是将产品推向了整个周边区域,甚至全国。使用传统工艺的小作坊让位给了进行机械化生产的大工厂,这些工厂不仅产量高,成本也更加低廉。⑮
1948—1973年这25年中,除掉通货膨胀的因素,北美地区的劳动生产率翻了一倍,在欧洲达到了原来的3倍,在日本则达到了原来的5倍。这轮增长趋势中,教育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固定资产投资也有一定作用。然而最主要的驱动力却是技术上的革新和进步,工人们的工作效率因之得以提高。在经历了长时期的间断性增长之后,世界终于通过革新和创造的方式走上了富裕之路。
而这一过程相当不凡。激进的经济变革往往会淘汰一大批劳动力:想想18世纪公地私有化之后的英国农民,或者在互联网取代传统纸媒之后的报业工人。但在战后,从繁荣中获益的并不只有富人。农场工人和街道清洁工的收入也能逐年上升。工会不仅为产业工人争取到了更高的薪资,工作的稳定性也得到了提高,立法和劳动合同让雇主无法再随意开除多余的工人。几乎所有人的境遇都得到了改善。⑯
经济上的繁荣发展往往离不开政治稳定的大局。各国的保守党都没有阻挠福利国家的建设。在很多国家,他们甚至热烈支持向福利社会的转型,这究竟是出于对社会公正的宗教式信仰,还是出于对阶级冲突再次爆发的担忧,又或者是真的相信扩张公共支出能够创造健康的经济环境,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当罗伯特·A.托夫特(Robert A. Taft),一位公开批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萧条期间的社会改革的参议院议员,在1952年参加总统竞选时,他自己的政党断然反对他的极端思想,转而支持盟军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期间不遗余力地树立自己温和派的形象,在他当选之后,虽然没有进一步扩展保护老年人和穷人的社会福利项目,但也没有废除已有的计划。不仅仅是艾森豪威尔,无论是英国的哈罗德·麦克米伦,法国的夏尔·戴高乐,联邦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意大利的阿尔契德·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ri),还是加拿大的约翰·迪芬贝克(John Diefenbaker)——全部都是保守党领导人——他们中没有一个要求政府放弃主导经济,而让市场的力量占据支配地位。
最初被视为奇迹的经济表现很快就被人们视为常态。增长年复一年地持续:在澳大利亚、奥地利、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挪威和瑞典,在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仅仅经历过一段相当短暂的经济低迷。长期以来困扰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似乎已经被丢弃到了历史的尘埃之中。这一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在大多数国家,答案非常明显。经济上的成功被归功于缜密详细的经济计划,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旺盛冲动。
在战后的很多国家,当然除了20世纪50年代的联邦德国,经济计划可谓方兴未艾。从某种程度上说,计划是不可避免的:战后可以用来购买进口品的外汇相当短缺,必须由人来决定到底是进口燃料还是进口食品。但是那些40年代末成立的规划部门并不是临时机构。熟练掌握了线性规划等新型量化工具和经过研究人员完善的技术手段,规划者们开始宣称,他们知道发展哪些行业对经济增长最为有利。遵从经济学家的意见,法国政府制定了建设新汽车厂和炼钢厂的宏大计划。在日本,国际贸易与产业部(MITI),掌控着国内企业的生杀大权,因为它能决定公司的进出口、对新工厂的投资,以及对外国专利的许可。⑰
既然规划者明白如何管理关键行业,整个经济都交给他们又何尝不可呢?“二战”的最后几个月里,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和近三分之一的企业主在民调中认同维持充分就业是政府的职责。具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人中有高达70%认为“充分就业是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而且需要政府的行动和专业的规划来实现”,这一比例实在令人震惊。保守党控制的美国议会在1945年审议充分就业法案时,71名参议院议员同意政府应当在私营部门失效时承担起保证充分就业的责任,仅有10名参议院议员投票反对。⑱
尽管在国会最终通过之前,充分就业法案已在相当程度上被弱化,但是认为政府应当并能保障就业率的呼声仍旧十分强烈。20世纪40年代末,经济发展委员会,一个美国商业机构,建议将充分就业纳入联邦政府预算。其观点是,财政预算收支应能使经济满负荷运转,即便此时税收收入较高,而支付给失业工人的补助较低。这种对财政责任的新理解取代了原有的收支平衡的预算理念。人们开始认为,在失业率较高的时候,政府赤字是可以接受甚至是受欢迎的,但充分就业实现后,赤字也应该消失。似乎没有人意识到,所谓的“充分就业预算”可能会对当选的政客产生不良激励。在失业率较高的时候允许提高政府支出相当容易,但在经济上行的时候削减支出则没那么好办了。赤字将成为常态。
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编制财政预算,初衷无疑是好的,但和很多好心办坏事的例子一样,它也造成了不可预见的后果。经济学家变成了裁决人,他们决定充分就业率的具体数值,并计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应该支出多少财政资金。“在经济领域,概念建构和定量研究用理性思辨取代了感情。”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首席经济顾问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在1966年说。海勒断言,在更好的统计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的辅助下,经济模型将帮助政府精准预测出如何调整支出和税收以消灭失业率,而且还不会推高通货膨胀。海勒称这一理念为“新经济学”。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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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US Census Bureau, United States Census of Agriculture—1950, vol. 5, part 6, 99;Statistics Jap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Japan, at www.stat.go.jp/english/data/chouki/index.htm, Tables 2–17 and 11–14.
③ 关于法国农场的产出,参见Jean-Pierre Dormois, The French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450万罢工者的数据来自Jack Barbash, “Unions and Rights in the Space Age,”in Richard B. Morris, ed., The U.S. Department of Labor Bi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orker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SGPO), 1976), at www.dol.gov/dol/aboutdol/history/chapter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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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魔方
沃尔特·海勒有关理性政府的观点与很多意识形态不谋而合,从在意大利和法国颇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到在美国声望日隆的自由市场货币主义学派。他们都坚信好的政府——当然了,何为好政府要由他们来定义——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而这些人都将在1973年世界经济拒绝按照他们的预期发展之时感到惊讶和困惑,但又绝不肯承认失败。
新经济学最激进的倡导者大概要数一位相当固执己见的联邦德国政客——卡尔·席勒(Karl Schiller)。他1911年出生于德国东南角的布雷斯劳,他在北部的基尔长大,他离异的母亲在那里做女佣供他读书。席勒是一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新教徒, 1931年进入大学读书后,他加入了社会主义学生联盟——一个与社会民主党关系紧密的学生团体。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后,这两个组织都遭到了镇压。于是席勒迅速转变阵营,加入了一些支持希特勒的团体,甚至包括纳粹党,以便为自己铺平学术道路。他在纳粹时期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以“1926—1933年德国政府的就业政策”为题,然后又在德国军队中待了四年。
战争结束后,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经济学家再度改弦更张,重新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并开始积极倡导政府进行周密的经济计划。尽管当上了汉堡大学的教授,他的学生中还包括未来的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但席勒真正的兴趣还在于从政。1946年,他在汉堡州议会中赢得了席位,并担任经济与交通部长一职。通过重新振兴当时已经奄奄一息的造船业,并主持恢复汉堡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历史地位,席勒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
1948年是德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年份。战后,德国的疆域退回到了1938年之前的水平,而且东部大片土地归属了波兰。此时,德国划分为四个区域,分别被苏联、英国、美国和法国军队占领。在被苏联占领区包围的柏林,四家势力再次划分领地。1924年开始使用的官方货币,与盟军的战时货币一道在市场上流通。但是四家占领势力在货币供给方面并没有达成一致,他们争先恐后地印发马克,导致这种货币近乎毫无价值。大部分的德国国内贸易依靠的是黄油,而不是现金。
1948年6月,考虑到与苏联日益紧张的对立关系,美、英、法在三国占领区联合发行了新的货币——德国马克,并由新的中央银行系统,也就是后来的德国央行进行监管。与此同时,他们还取消了多种商品的价格管制,促使经济迅速按照市场情况进行调节。仅此一举,以市场为主导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就超越了苏联占领的东部地区。第二年,在六国空运联合打破了苏联在西部和柏林之间设置的道路封锁后,德国正式一分为二。苏联占领区,包括苏联占领的部分柏林地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部地区则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仍在汉堡州议会任职的席勒,就职于新联邦共和国经济部的专业咨询委员会,这一位置,给了他从头开始塑造德国经济的难得机遇。他既不赞同对经济施加大量的政府干预(尤其是利用投资决策),也不认同私人的储蓄和投资决策能够完美切合德国经济的需要。席勒呼吁的是“一种计划与竞争的融合”。然而他对计划的理解不同于法国和意大利。他认为计划并不是由政府决定在这里建一座炼钢厂或者在那里造一间汽车厂。席勒希望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要害部门进行规划,同时又将具体的商务决策留给市场。他是这样定义自己的哲学的:“尽可能多的竞争,尽可能必要的计划。”①
社会民主党作为由工会支持的社会主义政党,在纳粹时期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在联邦德国战后的头两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的选票都不足30%。整个20世纪50年代,该党都在制定新的战略。选民的情绪相当反共。有超过800万的联邦德国公民都是从欧洲中部或东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或者巴尔干半岛——驱逐过来的,他们对当地执政的共产党政府心怀不满。数百万人曾听过或见过民主德国的残暴镇压。社会民主党有支持国有工业的传统——更不用提一些社会民主党领袖对民主德国政权的公开同情,而这在新兴的联邦德国对于增强政党的号召力起不到正面作用。
席勒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他坚持认为,经济是“一个理性的整体”。政府的工作不是运行经济,而是运用它的税收和购买力来进行调整,以使其达到最佳状态。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使用投入产出法这样的工具,对政府出资修建高速公路如何影响经济进行分析,还需要利用线性规划来揭示减免哪个税种能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掌握最新的统计分析工具的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能够通过分析数据来得出关键的结论。
1956年,席勒向议会提交了立法议案,要求政府在保障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维持物价的稳定。他将这一组合称为“魔法三角”。 当时,社会民主党还是少数派,所以席勒的法案没能通过。但是他的观点很有生命力。1958年2月,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和联邦德国六国签订了《罗马条约》,开启了欧洲一体化之路。当时各国已经深受政府可以调控经济表现这一理念的影响,条约中要求缔约国承诺维持高就业率、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和稳定的物价,与此同时,还要保持国家贸易与投资的平衡。在这四项义务的约束之下,魔法三角变成了魔法四方。②
从表面上看,似乎很难对魔法四方横加指责。它符合社会民主党的理念,而且对在欧洲占主流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政党也有吸引力,比如联邦德国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党。这些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虽然没有社会民主党那么关注政府支出和高税收,但出于强调政府有义务扶助贫者和弱者的宗教传统,相当欣赏政府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的理念。就连联邦德国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一位专业的经济学家和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也在席勒的观点中找到了一些共鸣。执掌政府之前,艾哈德在1949—1963年担任经济部长,而且被认为是德国经济奇迹的缔造者之一。他曾对德国政治中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公开表示担忧,并开始逐渐认为政府的理性规划可以作为控制特殊利益群体的一种手段。
艾哈德在1966年被迫辞职之后,基督教民主党、基督教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形成联盟,由席勒出任经济部长。席勒的掌权标志着德国人所谓的“科学政府”取得胜利。政客不必再依据游说者、企业家或者工会领袖提供的引导性信息做出决策了。现在,专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将被召集起来提供真实的信息,并就最佳政策路径给出客观权威的意见——尽管,正如政治学者蒂姆·沙内茨基(Tim Schanetzky)后来发现的,政客们往往仅在专家意见符合他们的选举策略时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建议。③
1967年,席勒的魔法四方正式写入法律,将促进增长、消除失业、避免通胀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确定为政府的法定义务,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框架之内。根据席勒对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原则的解读,各国政府开始以实现“经济总体均衡”为目标制定预算。④
此时,德国正处在战后的第一个衰退期。席勒提出了扩大支出和减税的计划以刺激经济。席勒自认为是在遵从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理论——为了摆脱大萧条,陷入困境的经济体需要扩大政府支出,对经济进行短期刺激。然而,凯恩斯从未提及这一机制需要多长时间才会对经济产生作用。就业率和商业投资方面未见任何起色,但内阁还是同意了席勒的提案,开始第二轮刺激计划。几个月后,他又提出了第三轮刺激计划,但这次被内阁驳回。幸运的是,前两轮刺激的效果很快显现了出来。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席勒“经济魔法师”的声誉稳固了下来。
在经济部,席勒精心制定计划以达成魔法四方所要求的各项目标。每年都会有经济学家团队确定接下来五年中经济发展的规划。他和他的智囊团往往工作到深夜,依靠三明治和尊尼获加来补充精力,对人口增长、对外贸易和环保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进行评估。处理数据之后,他们会明确给出一个合适的经济增长率。1967年春天发布的第一次计划中提出,在未来五年要把平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4%,平均失业率保持在0.8%,通货膨胀率保持在1%,国际收支顺差也保持在1%。经济部的专家们经过测算认为,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商业投资快速增长,消费支出缓慢增长,以及提高政府赤字。掌管税收和政府预算大权的财政部被建议相应修改有关政策。⑤
但是在一个主要由私营主体构成的经济体中,仅靠政府是无法让经济运行臻于完善的。很多关键的决策都是由私营企业、个体经营者、农民和工会做出的。“想在当今形势下实现四项宏观经济目标的完美组合,需要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通力合作。”席勒坚持认为。
席勒还为这种合作创造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协同行动”(Concerted Action)。每年四到五次,他会将一些知名人士召集到部里开会,座位被安排成四方形。农业部长、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内政部长、劳动部长、央行的一名董事坐在一排,陪同的还有他们的副手。他们的左手边是企业团体的负责人,比如德国工业联邦协会。他们的右手边是工会的代表和负责人,与雇主们相对而坐。他们的对面则是其他组织的领袖,比如农业协会和储蓄银行联合会。会议会持续整整一天,这些显要们轮流发表观点。开场是由卡尔·席勒分发分组统计数据,预测经济前景,并且宣布什么样的工资增长率不会破坏魔法四方的平衡。当然了,他在会上声明,工资谈判是雇主和工会之间的私事,但他希望政府的指导能对“集体理性”做出贡献。⑥
席勒不是一个对蠢人有耐心的人,即便他眼中的蠢人是工会领袖、企业高管,抑或是内阁成员。基于专家的研究,他知道什么对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最为有利,并且毫不迟疑地指挥劳工组织与各大产业按他的要求行事。“近乎先知的形象,饱含感情的演讲”,一位政府高官在参加一场典型的席勒演说时写下了上述句子。加入“协同行动”的工会领导愿意相信席勒,因为他们知道他能限制企业的权力;而坐在他们对面的商业大鳄则因席勒肯定企业利润的重要性,并坚持劳工不能提出高于经济承受能力的条件而打消了疑虑。
然而,他的内阁同僚就没有那么折服了。席勒擅自公布未经批准的税收和预算调整计划,这令内阁震怒,几位部长都扬言要抵制“协同行动”。1967年,德国总理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一位基督教民主党人士,被迫进行直接干预,要求社会民主党的席勒在向企业和劳工组织宣布政府的经济政策前征得联合内阁的同意。两年后,基辛格不得不命令财政部长弗朗茨·施特劳斯——保守派基督教社会党的党魁到会,后者则抗议说他没空参加这种一开就是6~10小时的会议。⑦
席勒有的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精神。他在能力范围之内无所不用其极——降低投资税以提高商业利润;说服工会限制工资上涨;提高研究与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以激发经济增长潜力;打击价格垄断,促进商业竞争——他相当确定他有能力建设稳定的经济环境,并且为所有人都提供工作机会。他的乐观感染了他人。作为一名杰出的公众人物,席勒衣着打扮无可挑剔,他经常参与商业活动,并且相当频繁地出现在电视新闻中。他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其中不乏其他党派的成员。他丰富的个人生活经历,其中包括四段婚姻,也没有给他的名誉造成损害。1969年,社会民主党在战后首次战胜所有其他党派,这次选举也被称为“席勒大选”。 联邦德国销量最高的杂志之一的《德国明星周刊》(Stern),将他评为年度先生。
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集体理性”并不仅仅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一种妥协,还是民主行动的结果。“我们的民主没有终结。我们才刚刚起步。”维利·勃兰特,联邦德国的第一位社会民主党总理在1969年的就职演说时宣称。民主需要构建该党提出的“赋权社会”,其中的每个普通公民都有权发声。这既不是基督教民主党执行的流于表面的自上而下的民主,也不是学生运动支持的无政府主义的民主。学生运动对于统治阶层毫无敬意,而且对于自己流水般更换的集体领导也不屑一顾。在赋权社会中,个人可以通过参加社会团体来发表意见,这些社会团体是经济规划的参与方。协同行动把不同的社会团体集合起来,为民众进行经济决策提供了一种机制。⑧
在社会民主党的眼中,民众希望政府增加收入保障和教育支出——教育本来就是国家的责任。没有人反对席勒,因为大家认为在这些领域提高支出也许能在不诱发通胀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增长。然而现实固执地拒绝实现席勒的预期。1969年年末,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贸易顺差过大,物价上涨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模型预测的1%的通货膨胀率。紧随而至的是数轮未经批准的罢工,鉴于工会领袖在协同行动中接受的工资增长率已经远远滞后于通货膨胀,工人就不再接受这种安排。席勒对于意料之外的通胀率大惑不解,他命令专家们重新进行计算,在当初的预测中寻找错误。当这种努力被证明徒劳无功之时,他又指责企业非法哄抬物价致使通货膨胀加剧。如果经济表现无理可循,那一定是某些事或某些人把它引入了歧途。⑨
直到此时,席勒才不得不勉强承认,所谓的魔法四方不过是技术统治论者的幻想。在政府1967年定下的五年计划中,仅有失业率一项的表现符合预期。魔方四方的其他三个方面,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国际收支差额都固执地拒绝接受政府的指导。自从席勒在1971年兼任财政部长,成为“超级部长”以来,他就掌握了大权,力图将经济规划专家的建议转化成支出计划和税收法规,但他仍然无法按照承诺创造一个经济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并且国际收支平衡的综合体。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不可预知的因素太多了——比如美国放任固定汇率制度解体,以及其他很多政治方面的考量。当然,席勒对于这些也相当没有耐心。1972年,在维利·勃兰特拒绝了他对控制汇率的要求之后,席勒在内阁会议中愤然离席,然后彻底放弃在政府部门中任职。⑩
其后,在与老对手基督教民主党经历了一段短暂的蜜月期之后,席勒将失败的责任推到了他自己的党派,也就是社会民主党身上。他认为,社会民主党错误地假设战后经济奇迹可以永远地持续下去。然而正是席勒本人和他的经济学家们——冷静的技术统治论者,亲手制造了这样的乐观预期。当席勒宣布德国经济处于“阳光明媚的高度繁荣期”,通货膨胀和事业将会永远消失时,民众相信了他,正如美国人将繁荣归功于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日本人服膺财政部的智慧一样。长时间的繁荣使世界各地的人们普遍相信政府具有保持经济稳步前进、给所有人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⑪
尽管有着非凡的野心与抱负,卡尔·席勒在提出魔法四方时安排给政府的角色还是相对低调的。不同于他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同仁,他不希望政府直接拥有企业或者任命企业高管。他认为,政府调控经济的最好手段是调整税收、支出和利率,同时对私营部门进行温和的引导。然而,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技术控制论者和政客对政府角色的认定就没有那么细致了。
当时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在政府的精心谋划下开始强行向现代化进军。在大部分人从事水稻、小米或者玉米的小规模种植的国家里,社会迅速向城市工业经济转型。在25年里,政府主导的快速工业化似乎成了解决贫困问题的万能药。在德国,答案来自上层,政府里的规划者与重要社会组织(国家工业协会、冶金工人协会、大农场主联合会、银行家协会等)的领导合作。这些组织被认为是本领域全部企业或者工人的代表,不论其成员是否认可这些领导人。在发展中国家,由数百万工人和企业主分别投票选出的代表比指定代表更能代表人民的偏好的观点并没有受到广泛认可,在那里,代议制民主很少能够平稳运行,管理国家的往往是独裁统治者。⑫
这场中央集权运动的精神教父是一个无国可归的人,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普雷维什虽然在世界金融中心地区默默无闻,但在发展中国家却是经济学家中的超级明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政府应当如何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他比其他任何经济学家都更有影响力。
普雷维什1901年出生于阿根廷西北部的图库曼省省会,成长于一个在动荡中蓬勃发展的国家。早年间,他的外祖父曾经当过议员。但到普雷维什青年时,家族的荣耀早已逝去;虽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亲戚,但是他的家庭既没有金钱,也没有权力。普雷维什在17岁进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系。他曾与社会党有过短暂的暧昧关系,但是在他于该党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因为与党派政策不符而受到批判之后,他撤回了入党申请。此后普雷维什再也没有加入任何其他政党。相反,他以技术统治论者自居,想做一位不受政治影响的经济专家。⑬
阿根廷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它的经济也严重依赖于一两样商品的出口。对于阿根廷来说,这两种商品就是牛肉和小麦,而且几乎全部都是出口到英国。来自不列颠的投资者掌控了阿根廷大多数的铁路和大量农场与屠宰场。当国际贸易中小麦价格上涨时,阿根廷经济就繁荣乐观;而当小麦价格下降时,阿根廷经济也就跟着低迷,小麦之于阿根廷,就如同咖啡之于巴西和铜之于智利。仅仅获得了本科学历,普雷维什就开始研究人口稀疏、严重依赖于农业生产的阿根廷与欧洲和北美的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了。他发现,阿根廷比欧洲更容易陷入经济周期,因为它对国外借款的依赖程度高,而且它的经济单一、由资源驱动。他的结论是,阿根廷需要针对自身的特殊国情采取一些非传统的经济政策,而不是那些发达工业国家宣扬的古典自由市场主义——尽管即便是在那些国家,自由市场的理念也未必得到了践行。
作为一个憎恶体育,也没有其他兴趣爱好的男人,普雷维什一心投入经济学研究,先是为一个颇有实力的农场游说团体工作,接下来又进入政府任职。他的职业生涯最初并不顺利,两次在境外出差时,他不得不自费回家,因为政权更迭,他的任命也相应终止——普雷维什的人脉很广,年仅29岁就当上了财政部副部长。1935年,他建议政府设立独立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的阿根廷翻版。他被任命为该行的首任总经理。作为全球最年轻的央行领导,他因将阿根廷经济引上正轨而取得了世界声誉。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之后,普雷维什密切参与了一系列国际谈判,最终让阿根廷从英国的亲密盟国,转向了与美国更加一致的立场。
然而,他这颗耀眼的政坛新星却和升起时一样突然地坠落了。20世纪30年代,阿根廷的工业化进程相当迅速,这得益于进口关税的急剧增长。农民和大农场主受到了很大冲击,阿根廷的本国工业却得到了保护。城市工人和工厂主的数量迅速上升,他们的利益诉求与之前主导政府的小麦农场主和糖业大亨有很大分歧。他们的冲突很快升级。普雷维什一向以无政治倾向的经济政策专家自居,却没有意识到,他的外交活动将他与一个被广泛指责存在选举舞弊和腐败的政府联系在了一起。1943年,在一场政变之后,阿根廷央行所谓的独立性被证明纯属虚幻。普雷维什则因为与美国交往过密、与德国过于敌对而备受谴责,最终也因此解职。⑭
没有财产也没有收入,这位一度享有盛名的央行官员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帕卡德车,把房屋出租出去,搬到村舍居住。其后普雷维什又接了几个顾问工作,但是美国和巴西都不同意他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致力于协助管理国际汇率的国际组织,位于华盛顿)任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军政府不仅明确表示阿根廷不欢迎他,还想方设法让他在境外也没有立足之地。他的职业生涯看似已经终结。
1949年3月,走投无路的普雷维什接受了拉美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简称ECLA)顾问一职。说拉美经济委员会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机构都还是抬举了它。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总部位于智利的圣地亚哥,远离世界各大权力中心,是联合国新设立的小机构,它不仅没有明确的组织职责,预算也捉襟见肘。普雷维什就职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开展一次拉美经济调查,为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做准备。而普雷维什为此起草的报告,直到1949年5月在古巴哈瓦那会议汇报之前始终密而不宣,但将很快震惊世界。
这篇演讲对自由贸易原则进行了抨击——尤其针对国际贸易的经典理论,即每个国家都应该生产本国最具优势的产品,然后通过交换来满足其他需要。普雷维什说,这种理论对于发达工业国家来说或许正确,但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这些国家无法通过传统贸易走向繁荣。大量出口原材料、进口工业制成品并不能使边缘国家富足起来,因为从长期来看,相对于从境外买回来的工业品来说,出口品的价格是下降的。他们就像困在一台跑步机上,为了买回相同数量的进口机械和药品,不得不产出越来越多的铜或者香蕉。
普雷维什认为,边缘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导致他们无法积累起足够的财富投资到生产效率高的领域。因此,不平等贸易是拉美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生产效率提高给边缘国家带来的收益,远远没有达到发达工业国家的程度。”他说。他坚信,提高生产率,需要边缘国家建设强大的制造业。“工业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国家从技术进步中获益以及逐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一种重要手段。”⑮
普雷维什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主张闭关锁国。与二战之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当权的民粹主义者相比,他不认为外资是一种剥削;他相信贫困的国家需要更多外国资本,而不是更少。他反对政府持有农场和工厂,但他同意国际贸易能给双方都带来好处,并且提高经济的效率。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当扮演的角色的看法可以与卡尔·席勒相互呼应。但是,席勒相信积累资本和选择投资行业是私人部门的工作,而普雷维什则认为政府计划应当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他主张,政府可以优先进口工厂的生产设备等关键物资,即便这就意味着要减少对其他非关键物资的进口。而那些非关键物资,比如消费品,可以由本土企业生产,再通过高关税来提高本土产品相对于境外产品的竞争优势。这些产品也可以向富裕国家,也就是他口中的“中心国家”出口,这样边缘国家就能够逐渐带领民众摆脱贫穷,减少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冲击。
在哈瓦那发表的讲演使这位严肃的经济学家成了世界名人。就连美国也认同普雷维什应当出任拉美经济委员会的常任主席。他登上了白宫讲坛,遍游拉美各国,宣讲工业化的重要意义。“作为工业革命的先行部队,这些发达国家开创了一片经济天宇,他们就是正中间的太阳,而我们这些边缘国家只能依照无序的轨道围着他们旋转。”想要脱离轨道,他建议,边缘国家应当对经济发展进行周密规划,包括确定哪些国内制造业最具发展前景,然后制定进口限制措施,以保证包括境外公司在内的投资者在销售国内制造的产品时能够盈利,而不是让本国产品被更加物美价廉的进口产品打败。这种特意用本国产品取代进口产品的政策后来被称为“进口替代”。⑯
尽管普雷维什的研究主要关注拉丁美洲,但他的理论在全球受众很广。当时,去殖民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里,菲律宾、利比亚等国已经开始驱赶殖民者,在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控制的数十个殖民地中,革命力量也在暗中积蓄,起义一触即发。在很大程度上,从他国土地上撤出的殖民势力相信,这些新近独立的国家在经济上将保持附属地位,继续向母国供给原材料、购买工业品。普雷维什提供了另一种方案,那就是这些前殖民地国家自己也发展为工业强国。印度、巴西等国家都设立了专门的规划部门来确定发展哪种工业以及如何发展,并对新兴的纺织业、炼钢业和最受推崇的投资——汽车装配厂进行监督管理。
随着冷战逐渐升温,普雷维什的方案在经济领域之外更添了一层魅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承受的“站队”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要么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和经济建议,要么和美国及其盟友打成一片。很多国家在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的双重压力下如坐针毡,因而在精神上与那些富有得多的“中心国家”更加疏远了。他们需要走上自己的道路,很自然,他们想到了要组成统一战线。
1955年4月,这个想法终于得到了实现。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来自29个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了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大批记者和摄影师的见证下,中国总理周恩来、印度首相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尼总统苏加诺、埃及总理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以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致谴责殖民主义,强调与美国和苏联都要保持距离。除了呼吁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经济援助之外,万隆的代表们还提出了一些经济发展原则,其理念与普雷维什的如出一辙。他们敦促亚非国家在出口原材料前先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宣言强调“基于当前的经济状况”,一些国家有理由对贸易流进行管控,并建议“采取统一行动……以稳定国际贸易中初级商品的价格和需求”。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认为,此项计划或许能够改变世界经济势力的均衡。⑰
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宣言重新划分了世界格局。在新的局势下,核心势力不仅仅有苏联及其附属国,有西欧、北美、澳大利亚、南非和日本,还有一个“边缘国同盟”,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被囊括了进来。新的格局取代了冷战对东、西方的划分,而是根据经济差异将世界分为发达的北方和不发达的南方。“第三世界”诞生了,他们的需求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一种更加带有政治倾向的说法是“共产主义集团”和“自由世界”,以及大量秉持“中立”态度的其他国家。尽管经济条件千差万别,这些由世界较为贫困的四分之三人口所组成的国家或殖民地一致认为,与中心国家的不平等关系是导致他们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在接下来的30多年里,“依附论”(又称“边缘—中心论”)的视角将始终影响着本国和外国人对这些国家的看法。⑱
依附理论倡导的基本方针是,政府对原材料出口价格进行干预,并培植本国制造业。这一方针受到了高收入国家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的企业想购买廉价的原材料,也想要开放的境外市场。但在这些国家鼓吹自由贸易之时,其虚伪的本质也显露无遗——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利用高关税和低进口配额来保护本国制造业。很多国家还对糖、咖啡和其他热带产品征收高关税,以保护本国农民、优待本国殖民地,或仅仅是提高政府收入。进口制成品中最可能来自低收入国家的,比如服装和加工食品,往往也要面对相当苛刻的贸易壁垒。
普雷维什的研究给重新评估高收入国家提出的传统经济学理论打下了基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一个致力于提高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国际组织,邀请了四名全球最知名的经济学家对普雷维什的理论进行评析。“我们认为,初级生产国对于目前贸易领域的规则和惯例对他们不利的担忧有一定依据。”这些学者在1958年得出结论。与传统大相径庭的是,经济学家们承认,对于以农业和采矿业为主的国家来说,努力稳定出口商品价格要比被动承受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有利得多。⑲
稳定出口商品价格的机制看似非常简单。据《旧约》记载,约瑟在古埃及很容易就实现了这个目标,他的做法是在七个丰年里囤积粮食,等到七年饥荒时再把粮食卖出去。这一策略在20世纪60年代的版本被称为“缓冲库存”。想要创设缓冲库存的政府必须先设定一个目标价格。当世界市场上的商品价格跌破预设目标时,政府就买入商品并存储起来,减少商品的供应;当价格高于预设目标时,再把储存的商品销售出去,将物价拉低。前提是,如果一国经济严重依赖于一两种商品的出口,比如智利的铜和加纳的可可,该商品价格平稳就意味着经济的平稳增长,因为由出口收入骤降导致危机的可能性降低了。⑳
这种稳定的愿景相当诱人,77个国家——后来被称为77国集团——敦促联合国协助他们实现这一愿景。虽然欧洲和美国表示反对,但77国最终还是如愿以偿。1964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简称UNCTAD)成立了,专门关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利益问题。劳尔·普雷维什作为发展中国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被任命为这个新机构的领导。
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上,普雷维什发表了演说,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概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他说,仍然严重依赖于大宗商品出口,但是国际上的大宗商品需求增长过于缓慢,无法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就业。进一步说,考虑到机械及其他重要进口商品的价格在上涨,出口大宗商品的购买力其实是在下降的,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无力购买建设新工厂和创造就业机会所需的器材。开展合作以稳定大宗商品价格,采取进口替代措施以保护国内产业发展,以及进一步的国际经济援助,对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积累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源都是非常关键的。㉑
普雷维什的观点影响相当深远。进口替代成了最新风尚:几十个国家开始采用进口许可证、现金补贴、出口退税、授权垄断等一系列旨在推动工业化进程的措施。出口锡、咖啡、糖、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国家尝试联合起来组成卡特尔,以便对商品供给形成控制,某些商品还成功地提高了价格。政府开始创建银行、造船厂和航空公司,在本国提供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并且开始在境外进行投资。新的国际秩序似乎正呼之欲出。㉒
在全世界大部分欠发达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段相当恐怖的时期。战争摧毁了朝鲜半岛(1950—1953)、越南(1946—1975)、尼日利亚(1967—1970)、阿尔及利亚(1954—1961)和许多其他地区。在东巴基斯坦,也就是现在的孟加拉国,1970年的一场飓风导致了近50万人死亡,接下来的1971年,国内又发生了残酷的内战。在肯尼亚(1952—1960)、刚果(1960—1964)和莫桑比克(1964—1974),反抗殖民者的独立战争达到高潮,在此过程中,更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生命。从危地马拉到南非,再到伊朗,专制政府大肆屠杀异见人士,无论是农民、工会的领袖,还是无辜的旁观者。即便在战争和自然灾害没有波及的地方,也有数亿家庭挣扎在温饱的边缘,所得的收入仅能勉强维生,根本无力供子女接受教育,更无法负担现代医疗的救助。毋庸讳言,这些残酷的现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他们真实的日常生活。
然而对于这20多年,艰辛和苦难仅仅是故事的一面。就在同一时期,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决心摆脱对于农产品和矿产资源的依赖,坚持走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他们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斐然的成绩。1960—1975年,在新独立的肯尼亚,经济以年化6%以上的速度增长,巴基斯坦和玻利维亚也差不多如此。整体来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大幅超越了北美和欧洲。即便人口增长迅速,在这15年中,很多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还是上涨了超过50%。在世界银行认定的58个中等收入国家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比在1960年还不到5%。而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一数字上涨到了原来的3倍。在大城市周边冒出来的大量城市贫民窟就是成功的最好见证。对于丧失了土地的农民来说,他们逃离了赤贫的乡村,在城市的工厂中打工谋生,虽然他们的生活环境肮脏混乱,周边犯罪横行,但生活还是要远远优于他们逃离的乡村。㉓
从表面上看,普雷维什的理论似乎大行其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严重的问题开始在很多重要方面浮现。按照普雷维什的预想,明智的专家型官员会推行善政,在对本国经济进行进口保护的同时,维护国内市场的竞争环境。然而,几乎在所有国家,现实与理想都大相径庭。政府的规划机构掌控着私营部门的生杀大权,他们可以决定本国应该进口和出口哪些产品,新工厂应当在哪里设立以及生产哪些产品……最为关键的是,他们有权颁发许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许可——印度人称之为“许可统治”——官员的家人和亲信们取得了垄断经营权,在他们大获其利的同时,竞争受到了压制,贫穷的消费者为此买单。境外投资被认为别有用心,因而处于严格的管制之下,这样,腐败的政府官员就更有机会捞取贿赂和好处了。而且,虽然在普雷维什最初的设想中,进口替代只是短期的措施,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根发芽后就要逐步淘汰,但商人和产业工人肯定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要求始终维持贸易壁垒,以保护其收入和财富不受减损,尽管这要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㉔
讽刺的是,统计数字证明,发展中国家在1960年之后的经济发展成就,主要归功于原材料价格的提升,而不是本国新兴工业的发展。1965—1974年,发展中国家出口食品的价格上涨了346%。在10年之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矿物价格指数翻了一番。而棕榈油,在1967年时的价格是每吨252美元,短短7年之后,价格就达到了每吨1041美元。得益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即便是最腐朽、管理最混乱的国家,居民的人均寿命和受教育比率也得到了提升,手电筒和收音机这些曾经的奢侈品也逐渐普及开来。但很多事情并没有得到改变。很多国家的经济仍由垄断寡头统治,往往属于国有,而这些产品的高价对于每个家庭和私营企业来说都是一笔变相的税收。政府的严重干预令成立公司、安装电话,甚至合法建造房屋都很困难。全球商品市场的繁荣并没有为更加平稳、多样化的经济增长提供基础,相反却让迅速致富对人们产生了难以抗拒的诱惑。㉕
然而,商品热潮很快退去。随着1973年后高收入国家经济的波动,全球市场对于原材料的需求下降了。大宗商品价格跌落,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随之暴露:在那里创业和传播新观点,效率低下且壁垒较高。规划者为了把经济带上新高度,提出的政策倾斜于特定的部门和某些有关系、有背景的个人,而这成了经济增长的障碍。就如同在卡尔·席勒的德国,还有墨西哥、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一样:所谓政府计划可以促进繁荣、提高生活水平的观点,被证明不过一场残忍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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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混乱局面
理查德·尼克松并不十分关注经济。这位第37任美国总统更在乎的是现实政治:战争与和平、核威慑,还有大国之间的战略均衡。相反,经济很难为政治带来优势,而其中又有太多问题总统无法解决。本国对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的担忧,以及美国盟友对贸易和汇率的关切,都让尼克松无法对经济政策置之不理,但是,只有当这些问题涉及政治的时候,他才会真正地投入其中。国际汇率不稳定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都成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但是尼克松并不认为此事值得总统亲自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处理。他把经济政策的细节托付给了经济学家,而在他的眼中,经济学家的翘楚就是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
伯恩斯在1969年尼克松就职时64岁,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出身于犹太家庭,家人在“一战”之初逃离了奥匈帝国,而伯恩斯就在新泽西州的贝永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油漆工人。这个早熟的年轻人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主攻经济学。在回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时候,他成了卫斯理·米切尔(Wesley Mitchell)的门生,此人因开创了经济周期研究而负有盛名——所谓经济周期,就是经济发展中不规律的上下波动。20世纪30年代末,伯恩斯自己也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不久之后接任米切尔领导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美国经济的重要机构。1953年,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下,伯恩斯出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
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尼克松目睹了伯恩斯提供简明实用的建议的能力。当尼克松在1968年参选的时候,他就让伯恩斯负责领导团队完善其竞选策略。就职之后,尼克松把伯恩斯带到了白宫,让他在内阁中担任总统顾问。作为一名共和党总统,最青睐的经济学家竟然是民主党人士,这个事实完全没给尼克松带来任何困扰。①
这位新顾问的学术专长是美国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失业率,还有通过熨平经济周期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不过尼克松手下也有其他经济学家可以完成这些工作。伯恩斯反而被委任处理一堆乱七八糟的国内事务,从扶贫项目到税收改革再到石油进口配额。然而,他最重要的工作却是摆出学者的派头。一头整齐的中分银发,戴着无框眼镜,手中永远拿着烟斗,伯恩斯成了晚间新闻节目的常客。他声调尖厉,语速缓慢,总是用简短的语言耐心解释经济学原理,并且逐一反驳来自左翼或右翼的批评,以维护尼克松的经济政策。伯恩斯梦寐以求的职位是财政部长,但是在1969年10月,他却升迁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岗位之上。尼克松提名伯恩斯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伯恩斯是第一位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专业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周期领域的专长得到了重视。20世纪60年代中期,尼克松的前任,林登·约翰逊,向美国人民献上了“枪支与黄油”——他在没有增税也没有削减社会项目支出的情况下,在越南建立起一支军队。美联储忠诚地支持了约翰逊的政策,始终将短期利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以确保政府能够用较低的成本借债支付战争。从短期上看,这一政策组合有效地保障了就业率,工资水平也快速提升。但它同时也推高了消费品和劳动力需求。物价不断抬升,蚕食着工人工资和养老金。
等到1970年1月伯恩斯入主美联储之时,通货膨胀率眼看就要冲破6%,达到了20年以来的最高值。1969年年末,尼克松开始收缩美军在越南的势力,国内生产需求开始下降。但是即便各处都在裁员,工资还是不断攀升。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的不幸组合威胁着尼克松在1972年连任的希望。总统指望着他的新联储主席力挽狂澜。他看上去似乎是找对了人:全世界没有哪个经济学家像伯恩斯那样深入地研究过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经济周期。
然而,尽管伯恩斯在专业领域享有盛誉,但他却不是处理70年代经济危机的理想人选。在他眼中,他并不是全美国最重要的经济机构的独立领导者——这一机构,在制度设计之时就着意使其能够避免政治压力。他是尼克松的人,他要不遗余力地满足总统的政治需要。“我就靠你了,亚瑟,别让我们陷入衰退。”尼克松对他说。伯恩斯看重他与总统的亲密关系,为了维护他们的交情,他情愿回应政治风向的要求。虽然在公众面前始终保持着冷静与教养,但当其他联储官员试图挑战他的权威时,他的反应却相当强烈,甚至喜怒无常。就在美联储董事会会议室的红木桌边,他利用自己对政府税收和支出计划的了解为一个又一个的经济政策进行辩护。②
当时,美联储已经发展为一个重要机构,但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成为经济领域的德尔斐神庙。当时的经济学家还没有认识到,货币政策(美联储调节宏观经济的基本工具)正是遏制通货膨胀的核心政策工具。当时的货币工具主要是调节企业和消费者短期借贷的利率。如果美联储实行“紧缩”政策,就意味着借贷的成本上升,建房和买车的人会减少,所以对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也会相应降低,企业也因之难以提高物价,工人难以要求更高的工资。或早或晚,紧缩的货币政策终会平息通货膨胀——但是在短期内,失业率无疑会上升。相反,如果美联储选择“宽松”政策,贷款的成本将会下降,企业会更有活力,失业工人重拾就业机会,但是物价也更容易攀升,工人也会要求更高的工资。
美联储手中有几项可以影响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政策工具,但它的日常工作应该如何开展始终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自由主义者支持的学派认为,美联储应当致力于维护普通美国民众的利益,将就业问题放在第一位;无论通胀率是多少,只要把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就算完成了目标。保守主义者支持的反对学派则认为,既然美联储无法长期刺激投资或者创造就业,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就应该是稳定物价。大部分政客都会避免比较极端的态度,比如尼克松。他们希望美联储同时保持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而且不能给选民带来任何不快。
伯恩斯始终站在经济学思想主流的一边。和很多那个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一样,他认为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中有很多不在美联储的控制范围之内,从工会要求提高工资(由劳工部掌管),到钢铁企业提高价格(由商务部掌管),到财政赤字(由管理与预算办公室掌管),再到外汇汇率(由财政部掌管)。伯恩斯不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物价上涨有影响,他告诉担心通胀的美国人去其他地方寻求帮助。“要求联邦储备系统对物价稳定承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是不明智的。”他在1957年说。接任美联储主席之后,他继续强调美联储在这一问题上无能为力。保密了几十年的美联储机要政策会议备忘录显示,伯恩斯对于央行的政策调整能否扼制通货膨胀深表怀疑。③
伯恩斯的观点是:政府需要对“公众心理”进行管理。作为央行官员,伯恩斯的想法至少可以说是非正统的:伯恩斯在英格兰银行和德国央行的同僚当然不认为他们的角色是国家首席心理学家。但是按照伯恩斯的思路,对抗通货膨胀需要总统、内阁和独立的央行联合起来,告诉工会克制提高工资的要求,参与制定针对物价上涨的决策,并在经济低迷时敦促企业进行投资。在很多方面,他的观点与联邦德国财政部长卡尔·席勒惊人地相似,尤其是他相信,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政府应当出面引导数以百万计的私人决策者的行为。伯恩斯认为政府应该经常性地调整支出计划、税收和利率以影响公众心理,这一观点与尼克松把货币政策当作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经济增长速度的工具的想法不谋而合。④
结果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一位经济思想家酿成了一场经济灾难。20世纪70年代初,伯恩斯掌管的美联储采取紧缩政策以图遏制通胀;几个月之后,政策来了个大逆转,货币政策不断放松,以求降低失业率。1970年5月,伯恩斯向尼克松发出警示,他认为仅使用货币政策这一种工具抑制通胀将会引发“严重的经济衰退”,并敦促后者成立专门委员会审查物价和工资,但并不对其进行管控。远观这场光怪陆离的经济喜剧,不难得出结论:华盛顿不愿支付抑制通胀的政治成本。在1971年上半年短暂下降之后,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开始直线飙升。
伯恩斯无力抑制通胀,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本土的范围。当时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元是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关键要素。导致美元贬值的通货膨胀打破了世界经济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平静。
这种平稳发展的态势起于二战的废墟。1944年6月,同盟国军队节节进逼,德军败退,太平洋战场也胜利在即,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集会,讨论战后经济的发展规划。国际金融体系的新秩序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代表们同意,各国都应当让汇率保持对美元的稳定。一旦外汇交易者推动一国汇率偏离官方价格,该国政府就有义务使汇率回归稳定。政府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控制资金向本国的流入和涌出;通过央行调控利率,影响投资者持有货币的意愿;或者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或卖出货币以调节汇率。在极端情况下,一国政府可以请求一个新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调整本国汇率。唯有一种手段是各国都不应当采取的:除非在生死攸关的紧迫关头,绝对不能通过限制进口来支撑本国汇率。新秩序的目标是鼓励国际贸易,而不是给国际贸易增加障碍。但在大萧条时期,事情却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⑤
布雷顿森林协议通过稳定国际汇率和削减贸易壁垒,令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成为可能。这一体系最杰出的贡献就是给各国的政客戴上了镣铐。如果内阁大臣要求在选举之前降息以刺激短期经济增长,央行领导就能以影响汇率稳定、激怒其他国家为名加以拒绝。同样,如果议员呼吁降低汇率以帮助本国企业扩大出口,政府也能够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绝。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有一些严重的缺陷。如果一国通胀率偏高,它的央行无法轻易用提高利率来解决问题,因为高利率很可能会吸引更多热钱流入本国,从而抬高该国对美元的汇率。如果一国经济过分低迷,它的央行也无法单纯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因为投资者会把手中持有的该国货币换成美元,导致本国汇率下降。而且整个体系的维系都要依赖于美国——它承诺以35美元/盎司黄金的价格兑换任何国家多余的美元,然而只有在美国的黄金储备充足,并且其他国家没有囤积美元的情况下,这种安排才能够正常运转。⑥
到了1968年,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大幅攀升,而美国却无力继续履行用黄金兑付美元的承诺。伴随金融环境的震荡,布雷顿森林体系让美国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1969年,美联储通过提高利率来对抗通胀,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其他国家也不得不提高利率以维持汇率的稳定——即便他们国内的通胀率并没有过高,比如联邦德国就是这种情况。等到了1970年,亚瑟·伯恩斯开始降低利率之时,其他国家又是不得不与美国保持一致——即便低利率对本国经济极为不利,比如日本就是这种情况。美国的廉价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在全球肆虐。
为了扑灭这场急火,各国政府纷纷转而采取一种神奇的反通胀政策,这种政策既不会激怒选民,又不会影响汇率,那就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阻止价格上涨。挪威在3年之内发布了3次价格冻结政令。奥地利向抬高价格的企业征收重税。比利时命令企业在涨价之前通报政府。西班牙授权市政府决定本地的食品价格。英国冻结了物价、工资、房租,甚至股息。加拿大设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对工资和物价上涨进行审核。就连美国也加入了进来。央行官员通常会对政府的价格管控嗤之以鼻,无论是一袋水泥还是一杯咖啡,价格都不应该由政府决定。但是1971年8月15日,在伯恩斯的支持下,尼克松在国家电视台上发表声明,美国将连续90天冻结物价和工资。除此之外,总统还出人意料地宣布,他国政府将无法再用美元从美国兑换黄金——这在后来被称为“尼克松冲击”。⑦
价格管制无疑会受到公众的追捧。在美国,即便是《纽约时报》,尼克松的主要批评者,也对总统敢于实施此项政策的魄力大加赞赏。从短期上看,价格管制似乎遏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势头,但它并没能解决问题的源头,那就是央行持续的货币增发。此外,管制还阻塞了正常的市场调节。管制施行的时间越长,积累的不满就会越多,选民们开始质疑为什么有些工人的工资增幅要高于其他工人,以及为什么政府允许某些商品涨价但又不许其他商品效仿。物价压力也不断累积,管制一旦放开,价格就有可能直冲云霄。
与此同时,美国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的决定并没能稳定住剧烈波动的汇率,金融市场的秩序受到破坏,企业则无法安排生产。相较于危机频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就是将汇率的变化交给市场,让市场来决定一美元到底值多少马克或是多少法郎。很多倾向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拥护这一主张。他们认为,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和个人将对美元和马克的相对价值做出判断,汇率向市场均衡水平的靠近必将比向各国政府的协议水平的移动更加平稳。和很多央行官员一样,伯恩斯也强烈反对汇率的市场化。在他眼中,央行对于汇率水平的指导至关重要,是保持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关键。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得以维系的前提是,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仅以稳定汇率为唯一目标,无论本国经济面临何种困境。
为了重新建立合理的世界金融体系,首脑会议不断召开。1971年年末,一场在史密森学会举办的会议上,各国达成妥协,美元将对所有主要货币贬值,而其他货币的汇率可在更大的范围内浮动。尼克松宣称,史密森协定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货币协议”。
和之前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一样,史密森协定仍将美元置于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国可以自由行使各项经济政策,而其他国家则需要适应美国的政策,把本国汇率控制在允许的浮动范围内。但是签订协议的墨水还没干,闻到血腥味儿的外汇投机者们就发动了新一轮袭击。
1971年年底,伯恩斯在尼克松的压力之下,呼吁在1972年大选之前降息,提振萎靡的美国经济。他在美联储的同事,大部分是由尼克松的民主党前任任命的,一致同意降低利率以促进就业,国会中的要员也支持这一决定。他们中的大部分相信,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逆向相关,这在当时已经成了普遍的认知。而他们愿意接受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只要有足够的选民能够重返工作岗位。但是那些通货膨胀率已经高于美国的国家并不愿意采取同步措施。伯恩斯在联邦德国的同仁,德国央行主席卡尔·克拉森不顾刚刚与内阁发生冲突而卸任的前财政部长卡尔·席勒的呼吁,拒绝降低本国利率。在这场混乱之中,外汇投机者们趁火打劫,买入马克、抛售美元。随着汇率的振荡超过协定的幅度,美国总统办公室的秘密录音设备记录下了尼克松当时的反应,他看似相当急于洗清自己在整件事中的责任;当他的幕僚长H. R.霍尔德曼(H. R. Haldeman)向他汇报意大利货币危机的情况时,尼克松的回答是:“我他妈的才不在乎里拉呢。”⑧
亚瑟·伯恩斯的低息贷款在全世界流转,刺激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在很多国家,短期利率已经跌到了减去通胀率之后,企业还款金额甚至低于本金的程度了——这强烈地刺激着企业去修建大厦、购买设备和雇用劳工。建筑业掀起了新的热潮,汽车的销量刷新了历史纪录。1972年,在排除通胀因素后,法国和德国的普通居民,人均购买能力提高了3%,美国和加拿大提高了4%,日本、芬兰和西班牙则提高了7%。再一次,政府和央行适时的措施似乎创造了经济繁荣。就拿尼克松来说,他认为伯恩斯在美联储的第一年工作取得了惊人的成功。随着失业率的降低,再加上一个软弱的民主党对手,尼克松在1972年11月轻松取得连任,赢得了55个州中的49个。⑨
但是该来的总是会来。正如经济学家们喜欢指出的那样,货币政策并不是央行管理者用来开启立竿见影的经济效果的开关。它的影响是逐步显现的,滞后的时长也不可预知。1971年年末和1972年年初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实施了几个月之后,物价和工资的波动才开始显现。等到尼克松连任之后,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都开始飙升了。
① Wyatt C. Wells, Economist in an Uncertain World: Arthur F. Burns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1970–7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13–19.
② John Ehrlichman, Witness to Pow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2), 248;Burton A. Abrams, “How Richard Nixon Pressured Arthur Burns: Evidence from the Nixon Tap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 (2006): 185; Arthur Burns, Inside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The Secret Diary of Arthur Burns, 1969–1974, ed. Robert H.Ferrell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0), 28, 44, 72–73;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March 10, 1970, 61. On Burns’s temper, see Stephen H. Axilrod, Monetary Policy and Its Management, Martin Through Greenspan to Bernank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9), 60.
③ Arthur F. Burns, Prosperity Without Inflatio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57), 65; Christina D. Romer and David H. Romer, “The Most Dangerous Idea in Federal Reserve History: Monetary Policy Doesn’t Matter,” American EconomicReview, May 2013. 1978年1月30日,伯恩斯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这是他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他重申了他的信念,即高通货膨胀“主要源自1960年代中期的政府政策失误”,“此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府都加剧了这种失误”;他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没有问题。
④ Robert L. Hetzel, “Arthur Burns and Inflat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Richmond Economic Quarterly 84 (Winter 1998): 21–84.
⑤ 本段对布雷顿森林协议的描述已经极度简化了。更多的背景信息请参见:Barry Eichengreen, Globalizing Capital: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2nd.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91–133。
⑥ Michael D. Bordo, Ronald MacDonald, and Michael J. Oliver, “Sterling in Crisis, 1964–1967,”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13 (2009): 437–459; Barry Eichengreen,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由布雷顿森林协议衍生而来的诸多问题,参见:Robert Triffin,Gold and the Dollar Crisi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⑦ OECD Economic Outlook 12 (December 1972): 18–19. 关于固定汇率在抵御通货膨胀方面的政治压力的重要性, 参见:Helmut Schmidt,“Dank an einen Hanseaten,”Die Zeit, April 20, 1984, at www.zeit.de/1984/17/dank-an-einen-hanseaten。
⑧ 关于1971年和1972年美联储商议的全面讨论,参见:Allan H. Meltzer, A History of the Federal Reserve, Vol.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795–800。席勒同时领导财政部和经济部。Robert L. Hetzel,“German Monetary Histor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theDeutsche Mark to the Euro,”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Richmond, Economic Quarterly, Spring 2002, 40; Wells, Economist in an Uncertain World, 85; Burns, Inside the NixonAdministration, 72; Transcript of a recording of a meeting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H.R. Haldeman in the Oval Office on June 23, 1972, from 10:04 to 11:39 am,” 12,Nixon Library and Museum, Yorba Linda, CA.
⑨ 经过技术性处理可知,一些国家的实际短期利率为负数。
第4章 信仰危机
死灰复燃的通胀和汇率乱局开始搅动世界金融市场之时,掌握着公共话语权的媒体,注意力却集中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他们忧虑的并不是全世界都将陷入经济危机的深渊。事实上,他们反而担心经济形势太好,人类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将会造成经济与环境的严重失衡。20世纪70年代初期,新环保主义对于人们的经济观点有着深远影响。新环保主义的追随者大都属于较为富裕的上流阶层,对于他们来说,不断提高的人均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是人类社会面临的考验,而不是值得夸耀的成就。
1972年3月,一家并不出名的纽约出版社发布了新书《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其内容可谓惊心动魄。此书的作者来自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并有一个叫作“罗马俱乐部”的名不见经传的组织为其背书,还使用了计算机建模的方式来分析“人类的处境”。该书语言清晰,又充满疑虑,但是蕴含的自信不亚于任何受过系统训练的经济规划者:“如果世界人口水平、工业化程度、环境污染、食品产量和资源开发的发展趋势保持不变,这个星球会在未来100年内达到增长的极限。接下来最可能的结果就是人口和工业能力突然而且不可控制的衰退。”①
《增长的极限》在全世界引发了轰动。这本书被翻译成了37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1200万册。书中连篇累牍地向世人发出警告:由于人类对于经济增长毫无节制的追求,全世界将很快因为人口过剩而陷入停滞。“在一百年之后,绝大多数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都将变得极其昂贵。”该书甚至推断,伴随着新发掘的铜矿,需求的飙升将会在48年内耗尽世界资源。人口增长将会导致“严重的土地短缺”。人类排放所有污染物的速度都在“成指数倍增长”。尽管作者对于他们的预测进行了小心论证,但提出结论的语气却如同神启:“如果世上尚有大量适于耕种的土地未被占用,在人口不断增加时,每个人还可能得到更多的食物。但在所有土地都被占用之后,人口数量与人均食品量就不再可能同时增长。”
对于世界人口增长与食物短缺的警告并不新鲜,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就做出过类似的预测。但是马尔萨斯没有受到重视,主要原因是,他的论断距今已过去了两个多世纪,但预言仍然没有成真。《增长的极限》超越了马尔萨斯——除了食物短缺,它还预言世界将缺少家庭取暖用的石油、工厂需要的金属,甚至可以饮用的净水。而它真正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中散发的科学光辉。全书共使用了48张图和4张表,还对计算机运行结果和正向反馈循环进行了讨论,充满了马尔萨斯所缺少的严格的定量分析。正如经济学家沃尔特·海勒和卡尔·席勒会利用计算机预测经济增长,科学家也正在挥舞着同样的工具预言世界的命运。
《增长的极限》本意就在于挑起争论,而对于此书缺陷的公开谴责也相当无情。“更不用提,几乎没有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会认为,本书中的预测除了可以算作经济建模的有趣实验之外,还有任何其他价值。”《科学》杂志的批判振聋发聩。威廉姆·诺德豪斯,全球最知名的环境经济学家之一,指出书中的模型采用了43个变量,而这些变量 “没有一个是从真实数据或者实证研究中提取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法国政府官员宣称:“这些分析没有把人类的创造力考虑进去。”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教授们则语带嘲讽地指出,如果《增长的极限》是在一个世纪前写出的,它的作者就不必担心即将到来的石油短缺了,因为那时石油还不是一种常用资源呢。②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能否认的是,《增长的极限》向深度沉迷于就业率、通货膨胀和消费能力的政客和央行领导提出了挑战。战后世界惊人的快速增长不仅不可持续,还有悖公义。人类靠着掠夺地球资源积累起了财富。现在到了找回平衡的时候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作者强调,只要地球人口不断膨胀,每个人就都得接受人均资源减少的事实。试图始终把物质生活水平维持在如今的程度是不现实的。走下坡路的残酷转折不可避免:“这个世界的基本运行模式是,在人口和资本指数化增长之后,一场大崩溃将随之而至。”而这场大崩溃,作者说,很可能离我们不远了。
《增长的极限》的流行并不是一桩孤立事件。它是随着一项新的事业——环保主义,开始席卷全球的。
在战后重建初期的艰苦岁月中,关心环境问题不用说是一种奢侈。解决数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才是当务之急,重新建起的发电厂上空的几缕烟雾更是成功的象征。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污染问题的加剧,1948年多诺拉烟雾事件和1952年伦敦大烟雾这样的灾难迫使人们不得不开始关注污染对于健康的危害。1956年,英国开始尝试将所有的燃煤发电厂从大城市迁出,而从1961年起,加利福尼亚要求新车装备减少烟尘排放的设备。然而即便到了1962年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畅销书《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强调杀虫剂对人和鸟类的巨大危害之时,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仍旧相当不足。③
公众当时也没有完全认识到,大量的人类活动,从排干沿海湿地到发电厂燃煤,到底会对植物、动物和人类造成怎样的伤害。在战后的20年内,数百种新的塑料和化学制品被发明出来。政府机构缺少研究产品安全性的资金,而生产企业也对这个领域的独立科学家不屑一顾,他们的逻辑是,“只要有人因为未知的原因死亡,环境污染就会被当成替罪羊”。监管机构仍然广泛使用1888年问世的林格曼表对空气污染程度进行测量:检测员会把烟囱排烟口的颜色和一张展示了不同灰黑色度的图表进行比照,只要污染达不到遮天蔽日的程度,就不会做出任何处理。在很多地方,所谓的控制污染就是将烟囱建得更高,以便污染物随风飘向远处,或者将排污管接得更长,以便污水排到大海的深处。④
20世纪70年代初期,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焦虑与日俱增,这与另一个逐渐引发警惕的问题息息相关,那就是人口过剩。“人口爆炸”这样的词汇被用来描述战后的人口增长情况,而他们的担忧并不是全无依据的。1950—1970年,世界人口增长了超过10亿,也就几乎增长了50%。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贫穷国家的人口增长得最快,部分国家的生活水平在这20年中几乎没有提高。可以明显看出,人口的急速增长在欠发达国家导致了极端的贫穷甚至饥荒。而对于这个问题更具洞察力的一种现代解释是,生活在乡村的贫困人口缺乏社会保障,他们需要多生养子女才能在晚年得到照顾,而这种观点在当时还没有被广泛接受。
对未来的预期相当悲观。人口统计学家预计,在本世纪结束前,全球人口至少还要增长20亿,而这必将引发不可避免的灾难性后果。“试图养活全人类的战役已经结束,”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在他1968年出版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一书中宣称,“不论现在出台多少应急方案,20世纪70年代都将有上亿人死于饥荒。”⑤
埃尔利希的观点成了新的传统智慧。政府和国际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开始用计划生育作为预防环境灾难的一种措施。环保组织将人口增长列入了重点关注的问题。环保运动和与之相关的人口零增长运动大大突破了政治的界限。1970年4月,第一个世界地球日,数百万美国人聚集在一起呼吁更加清洁的环境,游行、演讲和辩论把对世界充满期许的大学生、担心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狩猎者、关心孩子健康的母亲、想在周末去森林远足的公司高管团结了起来。突然之间,绿色环保变得无比重要。⑥
就连理查德·尼克松也不能免俗。尼克松用不着环保主义者。“他们感兴趣的是要摧毁整个系统。”白宫录音机捕捉到了他在1971年发表的言论。但是尼克松凭借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感知到,即便是那些既不关心濒危蜥蜴也不打算去野外露营的美国人,也对人口过剩感到忧虑。尼克松要求国会成立一个人口委员会。国会同意了,并强调这个委员会应当主要研究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委员会的研究结果在1972年公布,与《增长的极限》的出版同年,这篇报告的结论是“本国人口的持续增长不会带来任何的实际收益”。对于一个喜欢在高速公路牌上吹嘘城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一结果无疑出乎意料。对于房屋建筑商、家电制造商以及其他成千上万受益于人口快速增长的企业来说,他们的前景面临挑战。虽然已经凭借认真看待人口问题收割了不少荣誉,尼克松还是对报告中的很多结论表示了反对,然后就将其束之高阁。⑦
在大西洋对岸的英国,一份很有影响力的新兴杂志《生态学家》(The Ecologist)在1972年呼吁将全国人口从5000万减少到3000万以下。三分之一的瑞士选民支持限制移民,以防出现“瑞士人口过剩”。新成立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当年六月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同意发表一项声明,为各国政府限制本国人口数量的权力背书。那些厌倦了有关人口零增长的政治辩论的人,可以看看名叫《Z.P.G.》的科幻电影,电影中描述了一个恐怖的21世纪,政府为了对抗人口过剩,命令将所有哺育新生命的人处以死刑。⑧
对于不断壮大的环保运动,政治上的反应是相当迅速的,而且不仅只发生在美国。在第一个地球日之后的两年里,加拿大颁布了《清洁水源法》;美国修改了毫无约束力的《清洁空气法案》;加利福尼亚率先对汽车尾气排放进行了限制;而法国、瑞士、加拿大、英国、日本和美国都设立了全国性环保机构。尽管地球日是一项积极的运动,倡导全人类联合起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但是《增长的极限》也向激烈的全球环境政策讨论释放了相当负面的信息:人类正在毁灭地球,无限制地追求以GNP衡量的经济增长和收入的提高,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法律法规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新环保运动对正统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直接挑战。正如很多评论家提出的,评价经济情况的传统方式,比如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完全没有考虑到环保因素。钢厂和炼油商的产出被视为纯粹的增长,污染引发的危害并没能给它们减分。然而,讽刺的是,如果企业或者政府在造成污染后出资治理污水,这些投入就又能作为经济增长计算一遍。环保人士们嘲讽说,加把劲儿污染,经济就增长得更快了,这句话可谓切中肯綮。
但是,基于这个事实,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完全错误的:经济增长不过是一种幻想——或者,更糟糕的是,繁荣是人类的敌人。“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位于发达国家,他们已经陷入了享乐主义的深潭,他们崇尚消费,追求象征着社会地位的符号,被层出不穷的现代小发明所奴役,却将人类的精神价值抛诸脑后。”一位以色列外交官在1971年对其他国家的外交同仁说道,当时以色列还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在这一新语境之下,增长就意味着不堪忍受的污染、无法估量的环境破坏,还有对自然资源的粗暴掠夺。“如果你接受上述观点,你就很难否认这一结论——污染、能源生产和物质材料的消耗最终都必须受到限制。”两名年轻的耶鲁大学科学家在1971年的研究中写道。富裕国家不应该再去追求更多的财富,而是应当追求“静态经济”,也就是污染和实物库存都不再增加的一种状态。⑨
而这就不仅仅是环保主义了,而是对二战后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所追求的目标的一次彻底摒弃。战后初期,在一片废墟和混乱之中,没有什么比经济增长更加重要。经济增长让数百万流离失所的人有食物得以果腹、有房屋得以避寒,为民主政府取代战时独裁提供了支持,并且以奇迹般的速度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些选民中的绝大多数都有了车,建起了自己的房子,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社会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反思战后一代的所作所为。繁荣已经过去。国民生产总值变得无关紧要。正如未来学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E. Daly)所总结的:“对于穷人来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还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富人来说就未必如此了。”⑩
然而,随着事件的发展,新的法规和技术进步无限期地推延了危言耸听者们预言的最后审判日。《增长的极限》出版之时,美国农民平均每英亩⑪地收获88蒲式耳⑫玉米;40年之后,得益于转基因技术、精准灌溉和电脑控制的耕地拖拉机,玉米的平均亩产量已经提高了三分之二,而这一点书中的模型并没有预测出来。虽然地壳中铝土矿量的总数不变,但是其越来越高的价格促使人们寻找能够替代铝的新材料,回收啤酒罐的生意也日渐兴隆。汽车业、建筑业和发电厂对于矿物燃料的利用更加高效,单位产出所需的原材料也大大降低。当年大行其道的声称创新和法规都无法改变即将降临的灾难的说法,已经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⑬
上述的一切都是未来发生的。而在1972年,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清理排向天空、河流和海洋的污染物,以及处理数百万吨被随意堆放在世界各地的有害废物。按照新的法规要求,大部分成本都将由制造商和发电厂承担,他们需要清除废气中的有害气体和微粒,还要在废水排入最近的河流前对其进行处理。过去,厂商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这些支出,把环境破坏的后果丢给了社会。现在,政府通过环保许可证和非法排污罚款,要求他们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环保法规最终带来了广泛的收益,包括公众健康和环境清洁等方面。但它也让企业将投资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安装污染控制设备,而不是建设新的厂房和购买机械设备。随着世界经济的黄金时代走向终结,这将成为增长所要背负的另一项负担。⑭
① Donella H. Meadows et al., 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2), 23.
② Robert Gillette, “The Limits to Growth: Hard Sell for a Computer View of Doomsday,” Science 175 (March 10, 1972): 1,088; William Nordhaus, “World Dynamics: Measurement Without Data,” The Economic Journal 83 (1973): 1,157; Jean Matteoli, “Les ressources mondiales et l’economie francaise,” Conseil Economique et Sociale 197/S.G./13 (1975): 11; Christopher Freeman, “Malthus with a Computer,”in H. S. D. Cole et al., eds.,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A Critique of The Limits to Growth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3), 11.
③ Frank Uekoetter, The Age of Smok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9), 118–119, 132–136.
④ Quotation is from a representative of Enjay Chemical Company, cited in Gerald Markowitz and David Rosner, Deceit and Denial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144.
⑤ Paul R. Ehrlich, The Population Bomb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68), xi.On precursors, see Pierre Desrochers and Christine Hoffbauer, “The Post-War Intellectual Roots of the Population Bomb,” Electronic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 (2009): 37–61.
⑥ 1969—1973年特拉华州的共和党州长彼得森讲述了1971年该州共和党控制的立法机构如何不顾所谓更进步的民主党人的反对,批准了一项限制在该州海岸线两英里范围内发展工业的法律。See Peterson, Rebel with a Conscience (Newark, D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99), 147–149.
⑦ Tape of conversation among President Nixon, Lido Anthony Iacocca, Henry Ford II, and John S. Ehrlichman in the Oval Office, April 27,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 Museum,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Richard Nixon, “Remarks on Signing Bill Establishing the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Future,” March 16, 1970,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at 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911;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Future, Final Report (Washington,1972), 12, 52; Richard Nixon, “Statement About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Future,” May 5, 1972,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at 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3399.
⑧ Edward Goldsmith and Robert Allen, A Blueprint for Survival,”The Ecologist 2(1972);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 Decla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June 1972); Jean Bourgeois-Pichat, “In 200 Years So Many Things Can Happen,” Population Index 38 (1972): 306.Walter E. Hecox, “Limits to Growth Revisited: Has the World Modeling Debate Made Any Progress?”Boston College Environmental Affairs Law Review 5 (1976): 65–96.
⑨ The unidentified Israel diplomat is quoted in John Brooks, “A Reporter at Large:Starting Over,”The New Yorker, October 23, 1971. “静态国家”这一术语来自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See John Harte and Robert H. Socolow, “The Equilibrium Society,” in John Harte and Robert H. Socolow, eds., Patient Earth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203.
⑩ Herman E. Daly,“Toward a Stationary-State Economy,” in Harte and Socolow, eds., Patient Earth, 228–231.
⑪ 1英亩 ≈4046.86平方米。
⑫ 1蒲式耳(美制)≈35.238升。
⑬ On weight-to-output trends, see Grecia Matos and Lorie Wagner, “Consumption of Materi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0–1995,” US Geological Survey, 1999.
⑭ Edward F. Denison, “Effects of Selected Changes in the Institutional and Human Environment Upon Output per Unit of Input,”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58(January 1978): 21–44; Gary L. Rutledge, “Pollution Abatement and Control Expenditures in Constant and Current Dollars, 1972–1977,”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59(February 1979): 13–20. In 1972, approximately 6 percent of capital spending by US businesses went to environmental abatement; by 1977, the figure was 8 percent.
第5章 大滞胀
1973年伊始,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仍对未来坚信不疑。艾伦·格林斯潘,亚瑟·伯恩斯的门生,理查德·尼克松的竞选顾问,力劝他的委托人保持信心。格林斯潘的政治野心是他支持美联储主席和总统的原因。尽管当时已然是物价攀升、汇率动荡,他仍不愿挑伯恩斯的毛病。他的预测中没有对已经迫在眉睫的危机给出一点警示。“像现在这样能够让人对于局势绝对乐观的情况是相当少见的。”他说。①
格林斯潘并不是孤军奋战。当时的主流观点就是,政府和央行的高明举措再一次带领世界经济走出了湍急的漩涡,回归到稳定强劲的增长的道路上去。“发达国家将迎来20年来最大的繁荣。”《英国卫报》报道宣称。工作机会充足,不断提高的收入更让人信心倍增,人们开始毫无节制地消费。在美国,采购经理们到处抱怨所有货物都在短缺,不论是卡车部件还是玻璃和木材。尼克松的经济顾问委员会预计经济增长将达到近7%,而通货膨胀的脚步也会相对放缓。日本银行观察的结论是“商业增长的势头正在稳步提升”;而英格兰银行则预测“产出持续快速上升”。尽管有个别的悲观人士预感到了前路艰难——美国所罗门兄弟投资银行的亨利·考夫曼(Henry Kaufman)就曾发出警告:“1974年将充满荆棘”——但大多数企业的经济顾问更倾向于化工巨头杜邦的首席经济学家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eder)的观点,他对公司的董事们说:“当前的繁荣形势应该还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②
对于里德的乐观预期,最为明显的威胁就是外汇市场的动荡。每一份新的经济形势报告都进一步地鼓励投机资金押宝史密森学会上达成的汇率协定无法维系。几个月前达成的这项协定曾被尼克松称为“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货币协议”,很快就要分崩离析了。随着协定的破裂,有的货币升值,有的货币贬值,没有人想持有大把贬值货币。各大媒体的新闻头条都是汇率即将失控。焦虑的情绪开始传播,通货膨胀率再次上升的迹象更让情况雪上加霜。1973年元旦刚过,股票价格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下跌。从英国到美国,再到香港和日本,投资者持有的股票价值在两年内蒸发了超过一半。③
经济观察家们对于股市的下跌视而不见。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曾开玩笑说“华尔街指数成功预测了过去五次大衰退中的九次”,这些人也借此自我安慰。在1973年最初的几周里,经济即将崩溃的市场信号不仅仅是没人希望看到的,更加是无人愿意相信的。一切都运行得相当完美。1973年1月是美国建筑工人有史以来第二个最忙的月份,英国和日本的房价还在大幅上涨。一项联邦德国政府研究报告中判断,1973年是“一轮新的周期性上涨的开端”,经济增长率大约会达到6%。日本的预估更加乐观:三井银行预测出12%的惊人经济增长率,即便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还在攀升。按照这种速度,日本的经济总量在6年内就会翻倍。而且为什么不该这样呢?在战后重建近30年之后,仍有四分之三的日本家庭没有抽水马桶。还有大量的建设需要完成。④
所以在1973年初,尽管实体经济一片大好,工厂加班生产,家庭消费支出空前,但金融市场形势紧张,危机一触即发。1月,焦虑的意大利人开始怀揣里拉跨越边境兑换瑞士法郎,导致瑞士法郎价格大幅上升,最终瑞士不得不放弃瑞士法郎兑美元的固定汇率。然后,市场又将矛头指向了美元,投资者不断卖出美元买进德国马克和日元。有一小段时间,就连通常比较疲软的法国法郎都看似坚挺了起来。这简直就是投机者的梦想乐园:为了维护固定汇率,世界各国的央行总共以官方汇率买入了80亿美元,结果却是竹篮打水。2月12日,投机者取得了胜利。日本决定停止维护日元兑美元的固定汇率,将汇率交由市场决定。交易者立刻就推高了日元的价值。主要欧洲国家的货币也升值了。当一切尘埃落定,1美元能兑换的德国马克还不足6年前的一半,能兑换的日元也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二。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走向了终结。⑤
央行官员们对于现状最为悲痛,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固定汇率制都有着近乎宗教般的信仰。美联储官员杰弗里·布赫(Jeffrey Bucher)在瑞士参加了央行联合国会议后汇报:“周日的高层会晤气氛阴郁,而且并不完全是因为天气。”但是央行官员的担心无济于事: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决定是不可逆转的。事情的间接后果是石油输出国的普遍不满。他们一向使用美元标价,但是美元的贬值意味着每百万桶石油能够换取的德国卡车和日本工字梁更少。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要求石油价格进一步上涨以弥补美元贬值造成的损失。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Ahmed Zaki Yamani),一位原本鲜为人知的沙特阿拉伯官员,就此走上历史的舞台,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⑥
亚马尼,1973年时42岁,在石油圈内已经是个名人了,但是对于外界来说却仍是谜一样的存在。他的父亲是一名法理学家(在沙特阿拉伯就是宗教学者的意思)。他在麦加长大,然后在开罗大学学习法律。在摇摇欲坠的沙特财政部担任了几年低级官员之后,他被政府派往美国,并取得了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法学学位。回到沙特之后,他开办了本国第一家律师事务所,为想要在他尚且贫穷封闭的祖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提供咨询。接下来,亚马尼又担任了一段时间沙特皇储的法律顾问,皇储很欣赏他的才华和谨慎。1962年,30岁的亚马尼被任命为石油部长,在一个经济完全依赖于石油的国家,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
亚马尼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在一个几乎所有政府部门都有皇室亲族执掌的国家里,他身为一介平民,却执掌重权。他能流利地用英语和法语交流,喜欢歌剧和滑雪,在纽约和维也纳就像在利雅得一样自在。亚马尼一向彬彬有礼,并以广泛的人脉和始终响个不停的电话著称,他在麦加大清真寺的冥想室和撒丁岛上的游艇晚宴中周旋自如。不在国内的时候,他更喜欢穿着萨维尔街的高端定制西装,而不是阿拉伯的至踝大袍,他的黑色卷发和络腮胡都修剪得相当整齐。亚马尼还是一个相当上镜的人,他会直视着摄像机,发言简短,语速适中,语调温和。当一名记者提到有报道说他每年夏天都在沙漠帐篷里度过时,亚马尼顽皮地环视自己在日内瓦洲际大酒店顶层的总统套房,反问道:“你看我住的是帐篷吗?”⑦
20世纪60年代,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产量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但当亚马尼在1962年出任石油部长的时候,他的祖国还处于贫弱之中。石油生意主要被“七姐妹”掌控——一个由美国和英国公司组成的石油组织,控制着全世界四分之三以上的石油储备。外国人指挥一切:他们拥有钻机、管道、线路、泵站,还有把石油运送到国外精炼厂的油罐车。在这些石油公司里,只有相当少数的沙特人、利比亚人、伊朗人和委内瑞拉人能做到管理岗位,而他们本国政府既没有专业技术,也不懂金融知识。在沙特阿拉伯,美国财团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一直在抽取该国的石油资源,每桶石油只支付30美分的特许使用金和32美分的所得税。这给沙特政府带来的年收入还不足10亿美元。⑧
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四国在1960年联合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试图在与石油七姐妹的博弈中取得一定有利地位,但是此时的欧佩克还未经历练,而且内部矛盾重重。亚马尼试图代表沙特国王在成员国之间进行调节。这个任务对于没有坚定决心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有些国家力主将石油收入用于抚慰他们年轻而且快速增多的国民。其他人口较少或者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国家,则希望将石油作为对抗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或者其他敌人的筹码,不论这个敌人是真实的还是凭空妄想出来的。1967年6月,以色列与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开战,一些阿拉伯政府呼吁暂停向以色列在美国和欧洲的盟友输出石油。一向以临危不乱为傲的亚马尼主张反对这一激进的措施,然而未能成功。但他同时也非常清楚,很多公开声明削减石油产出的国家都在背地里打开了阀门。他的估计是正确的。石油还在不断输出,而禁运令则成了一纸笑话。
然而,阿拉伯世界中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情绪正在觉醒,阿拉伯人开始要求收回矿产资源和这些资源所产生的财富。出于对被边缘化的担忧,沙特阿拉伯决定站到潮流的最前端。亚马尼在1968年宣布,沙特政府希望“参与”到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管理中。他到世界各国的首都进行巡回访问,特别强调“参与”不等于“征用”,但同时也意味深长地指出,有些政府在无法购买股权的情况下就会直接把外国公司收归国有。他坚称:“参与管理是国有化的替代方案。”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却不吃这一套,直接指责他的提议“与其说是项目,不如说是计谋”,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人更是立即表示了拒绝。在这件事上,美国政府给沙特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亚马尼的外交策略最终取得了胜利。1972年年末,在经历了四年的拖延之后,美国和欧洲的石油巨头同意向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出售各自石油公司股权的四分之一,并在十年之内移交主要控制权。阿拉伯国家终于在董事会上取得了一席之地。⑨
石油输出国组织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引起了北美、欧洲和日本的警惕。在六个阿拉伯国家联合主导了一波小规模的涨价以弥补美元贬值带来的损失之后,国务卿威廉姆·P.罗杰斯(William P. Rogers)在1972年3月提醒尼克松:“阿拉伯和其他石油产出国的议价能力正在提升。”富裕国家不断上升的石油消费无形中扩大了出口商的影响力。证据就是1972年9月,亚马尼在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提出,他的国家已经做好了满足美国石油需求的准备;作为回报,沙特希望美国豁免石油的进口税,并且允许他们购买炼油厂和化工厂。美国官方没能及时做出回应。亚马尼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时说:“不要忘了,宝物掌握在沙特阿拉伯的手中。”这是一次并不含蓄的警告,向世界宣告沙特在石油定价中的话语权。
1973年1月,科威特的“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武装力量重新集结之时”,以石油为武器进行斗争。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政府也发出了类似的宣言。与之相应,1973年的头几个月里,对于石油价格的担忧漫布华盛顿、伦敦和其他大国的首都。4月,石油大臣亚马尼和沙特王子——国王费萨尔的儿子,来到了华盛顿,并传达了一条简单的消息:如果美国不能帮助解决阿以冲突,沙特阿拉伯出于成为阿拉伯世界领导者的需要,将不得不和其他国家一道抬高石油价格。当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建议将他们的谈话保密时,亚马尼开始担心他的消息根本就无法传达到尼克松总统耳中。于是,擅长与媒体打交道的亚马尼立即将他此行的目的透漏给了《华盛顿邮报》。当美国官方坚持亚马尼发表的只是个人意见时,沙特政府重申了他的观点。5月,费萨尔亲自会见了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执行总监,宣称美国“绝对必须”改变其中东政策,将阿拉伯国家的利益考虑在内。几周之后,他又会见了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母公司,警告说如果美国政府不愿意进一步配合,他们就将“失去一切”。国王还罕见地接受了一家美国电视台的采访,对他做出的威胁予以确认。⑩
即便这些富裕的石油进口国想要严肃对待沙特国王的威胁,他们可以选择的应对方案也并不清晰。这些国家全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此决议旨在结束1967年的阿以战争,其中要求以色列从“近期冲突中占领的领土”撤出,但是特意没有指明“全部领土”。大多数国家都与以色列交好,并不倾向于支持阿拉伯国家对于以色列撤出东耶路撒冷和其他占领区的要求。另一个解决的思路是通过大幅提升汽油和柴油附加税来降低石油输出国的谈判筹码,但该方案却因为国内政治的考量而被排除了。官员和外交家们折腾出了大量关于“能源短缺”“能源问题”和“能源危机”的冗长备忘录和外交照会,但实际采取的行动却少之又少。就连美国和加拿大这一对和平的邻居和亲密的盟友,也无法在石油危机中进行合作。⑪
在这些暴风骤雨般的政策文件背后,思考也相当混乱。长期以来,能源专家和外交政策观察家都认为工业世界的繁荣理应建立在低廉的石油价格上。对他们来说,高油价导致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是毋庸置疑的,就好像央行对于通胀只能束手无策一样。普遍的预测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激进行为不仅会导致油价的抬升,而且汽油、机油和燃油都会出现实实在在的短缺。石油消费者根据大幅上涨的油价迅速调整经济行为的可能性则完全没有被纳入考量。也许最大的担忧是石油进口国会有大笔的资金流出——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国际收支危机——就好像伊朗、科威特和利比亚会从全世界赚到大笔美元之后直接藏在巨大的地窖里,而不去到处消费这些他们新得的财富一样。⑫
每过一周,局势都会更加紧张。1973年3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土崩瓦解之后的几周里,11个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宣布要将油价提升15%。他们官方的说法是为了弥补美元贬值造成的损失。美国试图组织盟友提出反对,但是日本、法国和意大利倾向于接受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要求。在石油短缺即将来临的警告声中,输出国和石油公司之间的价格谈判僵持不下,会议从的黎波里开到贝鲁特,又从维也纳开到开罗。每次失败的会议都会引领新一轮的标题轰炸。6月初,最后的协议终于达成了。石油基准价从年初的每桶2.59美元(折合每加仑6.2美分)提高到了此时的每桶2.90美元,根据不同地区的运输成本和原油质量有升水或者贴水的调整。此外,原油基准价格将盯住与美元挂钩的一揽子货币,而不单单只用美元标价。如此一来,如果美元进一步贬值,石油价格就会自动上涨。⑬
就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威胁引发外交压力并使股票投资者感到惊慌之时,石油产品的消费者似乎却对此一无所知。1973年的第一季度,美国消费者的石油用量增长了15%,而建筑和设备的商业石油用量增长率也高达20%。英国工厂的产能利用率达到了94.7%,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5月,日本制造商调研后预计1974年初产品销量将大幅上涨。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持相同的乐观态度。德国政府在5月发布了修订后的经济预测报告,形势依旧一片大好。美联储也是一样,当年联储春季会议纪要中没有关于石油问题的讨论。6月份美联储发布半年度经济预报,总部位于巴黎的发达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经济会保持持续强劲扩张的态势,大多数国家的失业问题都会得到改善。”⑭
3个月后,世界经济仍在飙涨。“目前的总体情况是,我们处于史上最为强劲的经济增长阶段之一,几乎所有的商品都供不应求。”杜邦公司的经济学家查尔斯·里德如是告知公司的董事。在日本,一项调查发现国内制造商计划在下一年度增加29%的投资,以应对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在联邦德国,政府希望经济增长率达到4%,并且失业率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⑮
10月6日是犹太人的赎罪日,也就是犹太人眼中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如果说战后的长期经济繁荣在某一天达到了巅峰的话,这一天就是1973年的赎罪日。
当天下午2点,埃及空军突袭了以色列空军基地、导弹连和雷达基站。几分钟过后,数千人的部队开始进攻苏伊士运河沿岸的以色列防御阵地,与此同时,叙利亚的军队和坦克发动了对戈兰高地上的以色列阵地的进攻。在战争爆发的48小时之内,就有6个中东国家宣布支持埃及和叙利亚,提议将石油价格提高一倍。在与石油公司高层的一系列谈判失败后,输出国开始独自行动。10月16日,他们公布了一个新的原油基准价——每桶5.12美元。“这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夺取权力的一天。”亚马尼事后说。在短短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全世界最为重要的能源价格几乎翻倍。一天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达成合意,石油立刻减产10%,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每个月递减5%。⑯
他们的威胁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全世界正面临一个特殊的问题,那就是短缺。1973年的大繁荣将人们卷入了消费热潮,矿井、农场、制造商就是没法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需求。日本制造商的报告显示,从电力到铁矿石,几乎所有产品都处于短缺状态。美联储的“红皮书”——一份每年10月10日定期发送给国内政要的机密刊物,分析地区经济发展形势,指出了“经济势头强劲,人力和物资普遍短缺”的情况。北卡罗来纳州的纺织厂因为缺少工人而不得不停止了夜班,中西部的造纸厂也推掉了不少生意。另一条被标为“机密”的信息是联邦德国经济部对于本国劳动力无法满足经济体系全马力开动的担忧。英格兰银行则认为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不足“将对供给环节造成冲击,令经济均衡的维系更加困难”。工人和商品的短缺意味着工资和价格面临着上行的压力,而这给原本就存在的通胀问题添了一把火。⑰
早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推高油价之前,飙高的通货膨胀率就被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最为突出的经济问题。1970年,瑞典的消费品价格就上涨了8.1%,这是20年来最高的通胀率。一年以后,葡萄牙的物价上涨了15%,而在1967年之前,葡萄牙的通胀率一直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到了1972年,美国成了唯一一个通胀率在5%以下的经济大国。这一切都还发生在关键物资的价格尚未发生剧烈变化之前。通货膨胀已经开始失控。
对抗通货膨胀的尝试因为专家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普遍认可而变得更加复杂。菲利普斯曲线是新西兰籍经济学家A. W.“比尔”·菲利普斯提出的,旨在说明各国的一项基本经济权衡:如果国家想给每个人都提供工作,就不得不接受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如果想降低通货膨胀率,就不得不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承受失业率的上升。菲利普斯所用的数据都来自英国,但是高通胀率是充分就业必然要付出的代价的观点,很快被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奉为圭臬。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央银行不能全力以赴对抗通货膨胀,一旦他们成功地压制了通胀率,结果可能是失业率在接下来的数年里都会上涨。⑱
菲利普斯曲线并不是人人叫好。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菲尔普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早些年分别对菲利普斯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坚持通胀率和失业率仅在短期内具有相关性。但是他们的观点在当年无疑相当边缘。当时最为知名的经济学家们,包括美联储主席伯恩斯,都相信压制通货膨胀的代价相当高昂,因为政客们不能接受通胀率下降后接踵而来的高失业率。正如后来成了吉米·卡特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的美国学者查尔斯·舒尔策(Charles Schultze)对事态的解析:“我们都知道如何促进就业。这并不是问题所在。我们知道怎样用那些使用过的、标准的、经过证实的技巧——无非是减税、增发货币、向特定的政府项目注资。问题是,当我们推行这些措施的时候,通货膨胀率就会上升。”所以通货膨胀并没有被看作腐蚀一国经济的严峻问题,大多数政府和央行仅把它当作不受欢迎,但又无法避免的麻烦。他们的反应是在不阻碍经济增长或导致大面积失业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应对通货膨胀。⑲
试图控制通胀的努力也受制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在几年之后就会被认为是荒谬的。20世纪70年代被广为接受的一种观点是,触发通货膨胀的因素有很多,而每一种不同的通货膨胀,应对措施也不尽相同。有货币型通货膨胀,也就是央行增发货币过多导致的通货膨胀;有“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是指消费者和企业的购买需求高于经济的供给能力,以致卖方掌握提高定价的能力;还有“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也是所谓最具危害性的一个类型,此种通货膨胀被认为是由生产投入的供给方引起的,比如原材料、工业品和劳动力。如果矿场主、炼钢厂和工会要求涨价或者涨工资,使用这些生产投入的企业就不得不相应提高产品价格,通货膨胀率也会相应上升。
弗里德曼坚持,所有的通货膨胀都是货币型通货膨胀,只要中央银行限制货币供给,通货膨胀就会相应消失。就在几年之后,弗里德曼所说的“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处都是一个货币现象”就被奉为了至理名言。但是在1973年,很多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还在为弗里德曼眼中并不存在的通胀类型而夜不能寐。需求拉动型通胀被认为需要用提高税收、降低政府支出、提高利率或者限制银行贷款的方式进行控制,这些措施都会缩紧消费者和企业的可支配资金,将需求拉回到与供给相均衡的水平。日本政府执行这些措施的手段相当激烈,他们要求炼钢厂、铝冶炼厂和化工厂推迟资本投资,同时命令银行收紧分期贷款的发放,一切都是为了降低机器和劳动力需求,以求物价攀升的态势得到缓和。
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被认为更加麻烦。政府通常采用政治施压和物价管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处理。政府部门顺理成章地要求行业限制工资或价格涨幅,同时向工会和工人施压,让他们遵从所谓的“自愿”指导。美国政客很快也学会了这一招,并称之为“强烈呼吁”。一种更为和缓的方式是由政府组建专门的委员会,对价格和工资允许上涨的幅度进行评估。不论哪种做法,前提都是只要杂货店的店员或者造轮胎的工人肯接受外部专家认为合理的工资水平,政府就能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逐步调低通胀率。⑳
“强烈呼吁”和物价管制往往大受民众欢迎,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的。当时非常流行抨击大企业哄抬物价,以及批判工会提出不合理的加薪要求。大多数情况下,物价管制开始实施后价格上涨的趋势就会得到遏制,政府统计部门得出的通货膨胀率也会下降。但是用不了多久,现实问题就接踵而至。店员会给顾客介绍一款带有褶子的礼服,坚称这件衣服比去年的款式价格要高的原因是多了褶子这种复杂的设计。食品加工商则会说,干旱的天气导致番茄的减产,他们不得不提高番茄酱的价格。码头工人们会坚持他们的工资上涨幅度应该高于飞机机械师和售货员,因为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更多。几个月之内,对于不公平的抱怨就已开始发芽,原本可以用在提供新产品和服务上的精力被用来逃避管制,以便取得更高的利润或收入。
到了1973年年底,所有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似乎都失效了。中央银行陷入瘫痪。10月2日,也就是阿拉伯石油产出国提高油价的前夕,美联储在考虑是否要降低短期利率——投票结果是6票赞成、5票反对。伯恩斯两周后对他的同事说,私人观察员也在持观望态度。一位美联储的高级经济学家解释,导致不确定性的原因之一是,由计算机运行的预测模型难以“将近期的价格剧烈波动量化,因为这种程度的剧烈波动在现代并无先例”。专家们被难住了。㉑
从事后来看,鉴于石油在工厂、机动车和发电厂运行中的关键地位,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在10月16日宣布上调油价,会给大量进口原油的国家带来经济上的冲击和震动。但是不知为何这一风险在最初并未得到重视。与之相反,发达国家的心态仍旧普遍保持乐观。在禁运令宣布之后,英国和法国政府仍然预测1974年经济将会保持繁荣。直到11月14日,尽管此时的油价已经从每桶2.9美元涨到了每桶5.12美元,美联储还是提高了对美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同时降低了对于失业率的预测值。㉒
直至11月底,在石油危机发生的6个星期之后,现实问题才逐渐显露了出来。9月,日本经济还一片热火朝天,政府不得不采取特殊措施给经济降温;到了11月,同一批官员对接下来几个月经济增长的预测就降到了零。法国经济学家警示说经济可能会一落千丈。在美联储,11月14日给出的乐观的经济预测报告被扔进了废纸篓。一位联储经济学家在12月12日预测道:“收入水平将受到严重打击,企业和消费者心情低落,而在此阶段经济上行的推动力很有可能彻底丧失。”在联邦德国,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195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一项秘密的经济部内部预测显示,近两万个工作机会将会在1974年消失。维利·勃兰特总理相当直率,他告知国会:“形势相当不好,而且可能更糟。”㉓
菲利普斯曲线并没有显示出高通胀和经济停滞同时出现的可能。自然而然,这一新威胁获得了一个专属的称谓:滞胀。1973年的石油危机在经济增长停滞的同时拉高了物价,并很可能将滞胀带到以低失业率和低通胀率著称的国家,尤其是联邦德国和瑞士。滞胀现象超出了央行官员和财政部长们的经验。人们为了下面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到底是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胀更重要,还是降低利率以促进就业更重要。然而事实表明,滞胀仅仅是接下来更加严峻的挑战的征兆之一,而此时并没有人注意到,局势已然是山雨欲来。带来了本世纪前所未有的繁荣的经济模式被打破了。㉔
这一经济模式建立在生产率的显著增长之上。生产率可能是经济领域中最复杂的概念之一。其基本概念是,利用固定数量的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越多,这个经济体就越富有。鉴于工人的体力存在极限,提高生产率就要更有效地使用机器、技术和商业手段。生产率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度量,而这些方式可能相当复杂。但是有一条隐含的假设很少受到质疑,那就是健康的经济体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所掌握的资源。
生产率的急速提升在战后给经济带来了健康的收益。而利润越高,工人的工资、股东的分红、企业的纳税以及在新产能上的投资也会相应地提高。正是这一良性循环缔造了黄金时代的辉煌。但是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石油危机爆发的1973年10月,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放缓已经给全球经济的长期繁荣画上了句号。㉕
1973年10月的石油危机并不是生产率困境的罪魁祸首。它只是在已经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生产率水平上压下了最后一根稻草。高油价威胁到了以低油价为前提而建设的整套工业基础设施。全世界都将面临困难,并在接下来的很多年进行代价高昂的调整。就在联邦德国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应对方案之时,“石油进口量的缩减使得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难题,而这些难题是无法用传统的经济管理手段解决的”。㉖
这场生产率危机将会带来深远的影响。政府和中央银行都知道,或者他们都自以为知道,如何使用“传统的经济管理方式”——提高或降低利率、税收和政府支出——引导经济回归健康。然而,当问题变成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时,经济学家的工具箱就令人尴尬地空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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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黄金男孩
1973年初,人们的心情轻松愉快。一年之后,随着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气氛已经完全不同。通货膨胀率持续走高。联邦德国禁止了移民劳工的引入,而该国的工业从1955年开始就依赖于劳动力输入。奥地利很快就如法炮制。随着北欧和中欧地区的“招工”广告牌被摘下,来自土耳其、南斯拉夫、葡萄牙和希腊的家庭,原本数以百万计地进入德国务工,开始真切地感受到了阵痛。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气氛更加阴霾,一场煤炭工人的罢工引发了大规模的断电,工厂每周只能开3天工。在日本,政府正在与被《每日新闻》形容为“灾难性的”局面抗争。①
身处危机之中,就很难把目光移到失业和滞胀的紧迫压力之外,展望未来。但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剧变伴随着利率和大宗商品价格的跌宕起伏,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加深远、更加持久的影响。最直接地感受到这些变化的是全球金融系统。越来越错综复杂的银行和中介机构网将工人的积蓄和石油出口国的利润转化成了新工厂、高速公路以及对提高生活标准至关重要的房屋。银行手中掌握了大量的石油资金,而他们运用这些资金的方式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新型风险。最先发现金融危机已经迫在眉睫的人之一,是一个威严的高个子英国人——令人敬畏的英格兰银行行长戈登·理查森(Gordon Richardson)。
理查森与亚瑟·伯恩斯的共同点比一般人意识到的要多得多。虽然表面上是无懈可击的英国贵族,但是理查森的出身远没有这么简单。和伯恩斯一样,他也是纯粹凭借着自己的头脑和雄心突破了阶层的限制,跻身于上流社会。
理查森出生于1915年,父亲是诺丁汉一家杂货铺的老板。他在声名卓著的诺丁汉中学当上了学生级长,并凭借奖学金进入了剑桥大学学习法律。“二战”结束后,理查森在伦敦的一家公司担任法律顾问,并迅速脱颖而出。施罗德资产管理公司(J. Henry Schroder & Co.),伦敦最有声望的商业银行之一,将他收入麾下。理查森在1962年成了该银行的董事长。他以无可挑剔的外表、皇家般的尊贵气度和喜欢“纽约调法儿”的马提尼酒著称,将原本懒散经营的家族企业打造成了国际化的金融机构,处理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兼并和收购业务。1973年7月,57岁的理查森走上了事业的巅峰,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邀请他出任英格兰银行的第116任行长。②
英格兰银行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中央银行,还保留着穿粉色双排扣常礼服、戴大礼帽的门卫。它处于英国经济的核心,并且手握重权。它负责管理女王陛下的借贷事项。它能够决定哪家公司可以获取外汇,用于进口商品和境外投资。它对利率进行管制,调节企业和购房者能够使用的贷款总额。而且它正式监管着英国境内两类主要的金融机构:承兑所,专门交易政府金边债券的商业银行;高街银行,大部分英国人存储积蓄的场所,比如巴克莱银行和国民威斯敏斯特银行。③
由于伦敦的商业银行为世界各地的企业办理股票上市和债券发行业务,银行行长的影响力远远不止局限于不列颠群岛。英格兰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经常被派遣去执掌商业银行,央行以此进一步巩固它在伦敦的影响力。央行行长的大部分职权都没有在法律中列明,而正是这种模糊性,让他拥有了更大的权力。行长从位于针线街的华丽办公室走出,即可进入种植着桑葚树、如寺院一般宁静的室内花园。就是在这里,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行使着比全世界任何一国央行行长都重大的权力。
但在理查德接管英格兰银行之时,当局的权威已经受到了威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管制利率和限制资金流动的法规,以保障固定汇率不变。然而,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解体,很多限制被摒弃了。国家的界限已经不再重要,金钱自由地涌入能带来更高的收益或者无须纳税的地方。大部分的资金来到了当时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并主要以美元的形式存储。
这些资金中的很大部分都属于中东和北非的石油产出国。随着石油价格的推高,这些国家的财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石油美元的流入使得伦敦大银行的利润在1973年的前半年惊人地提高了80%。世界各地的银行都在伦敦开设了支行,以期能够分一杯羹。④
涌入大银行的资金多到银行无法将其全部贷出。英国政府鼓励他们使用“次级银行”处理过剩的资金,而次级银行的放贷条件要远比大银行宽松得多。很多次级银行的贷款用在了房地产投资领域,这在繁荣时期无疑是一条简单、低风险的收益途径。但在1973年11月,当一家名为伦敦郡证券(London and County Securities)的公司倒台时,轻松赚钱的好时光也戛然而止。该公司的失败虽然源于经理人的欺诈行为,却引发了消极的连锁效应。各大银行急于召回贷款以维持周转,但是很多借款人的资金已经投进了房地产,无法及时偿还。以国际大银行的标准来看,次级银行规模很小,然而却从国民威斯敏斯特银行等伦敦巨头手中借入了巨额资金。从法律上看,理查森和英格兰银行并无责任。但是理查森还是挺身而出,强迫英国的大银行划拨资金,有序地对次级银行进行清理和关闭。⑤
次级银行危机暴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竟没有人对银行进行严格的监管。1973年11月,英格兰银行手中掌握的最新的有关伦敦郡证券的财务信息还是一张日期为3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而且其中并没有载明有关借贷、担保或者其他义务的细节。比它大得多的银行也在接受这种维多利亚时期的非正式监管。没有审计人员到银行的办公楼里仔细检查他们的记录或研究他们的财务报告。“我们甚至连一份完整的损益表都不需要提供。”克兰沃特—本森银行的一名董事事后回忆道。每隔大约六个月左右,各家银行的高管就会拜访英格兰银行贴现办公室主任,向他出示最新的账目。每年一次,英格兰银行行长会邀请主要金融机构的董事长们喝茶,向他们询问是否有充足的短期资金,以及是否有必要减少房地产投资。据说,只要央行行长的眉头一皱,银行家们就知道要小心留意了。⑥
然而这些银行家们到底如何小心留意则被刻意地模糊了。英格兰银行倾向于保持神秘,行长一般不会发表公开演说。据说,英格兰银行新闻办公室的职责就是“让媒体别进银行,让银行别上媒体”。英格兰银行的历史研究员评论道:“查阅1980年之前的年度报告,我们连确认这些银行家的身份都做不到,更不用说了解他们采取了哪些措施了。”不同于法国、加拿大、联邦德国和美国的央行,英格兰银行几乎没有发布任何银行监管方面的细则。比如说,一家伦敦银行为了回应央行行长的关注而在几个月内收回了大量的境外贷款,但是央行行长到底希不希望看到境外贷款科目缩减5%或者20%,却是无从得知的。⑦
这种银行监管的方式有其优势。当伦敦的日子还没有这么不好过的时候,英格兰银行贴现办公室的人会每天与银行家们喝茶,听他们讲竞争对手的闲话。如果得到有人在市场上抛售法国债券或者某个机构的客户陷入困境的风声,贴现办公室的主任,甚至行长,就会召集所有银行家并要求他们采取行动。英格兰银行没有罚款和颁布禁令的权限,但是它的告诫有着巨大的权威。没有人愿意和得罪过央行的机构做生意。仅仅是央行行长的一句不满,就足以让最桀骜不驯的银行家屈服。
理查森在1973年出任行长之时,英格兰银行正在艰难地追赶金融改革的步伐。虽然每家在伦敦设立的外国银行支行都经过了英格兰银行的批准,可以交易货币并吸收石油美元,但是核准的依据不过是银行母国的一纸证明。因此,就算是为英格兰银行提供信息并及时做出警告的老银行家,对于这些新来的外国机构也知之甚少。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英格兰银行对这些新来的银行的业务(包括账目、贷款审批程序,以及管理风险的方式)几乎一无所知。
理查森在银行监管方面还是个新手,但是上任头几个月的市场狂躁,让他强烈认识到了英格兰银行监管的缺陷。1974年冬天,在没有任何公开通知的情况下,理查森采取了两项革命性的措施。第一项是内部改革:贴现办公室被一个新部门——银行监管处取代。原来的贴现办公室只有20名员工,对银行进行检查也不是它的常规职责;银行监管处的规模更大,人员也更加专业。银行家不会再被请来喝茶了,从今以后,银行需要定期递交有关贷款、存款和借款的详细数据,而且监管处的主任会派遣专员仔细检查他们的文件,面试他们的员工,审核他们的制度。并没有任何法律赋予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权力,但是理查森准确地预计到了,任何拒绝央行监管的金融机构在伦敦都无法立足。⑧
理查森的第二项举措是国际化改革。央行官员以低调、含蓄的方式提醒金融界,国际银行业的繁荣带来了全新且不可预见的风险。奥特玛·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德国央行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副行长 1973年11月这样谈及银行争夺外国存款的情况:“私人机构的经济利益似乎与整个信贷业的健康发展发生了冲突。”在与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的一次私人谈话中,理查森更进一步地指出,外国美元流入美国,兑换成其他货币后再出借到世界各地的现状,有可能会打破整个银行体系的均衡。他建议在巴塞尔举行一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⑨
巴塞尔是莱茵河畔一座安静的瑞士小城,国际结算银行就坐落在那里。这家无名的机构由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组成,成立于1930年,初衷是处理凡尔赛条约下的德国赔偿金。到了20世纪60年代,其主要职能就剩下了在各国央行之间调动资金。这项工作相当专业而且无趣,以至于很少有非专业人士能将它准确地表述出来。这个默默无闻的地点也有一项优势,那就是周围没有大批的记者紧盯着往来的权贵。
20世纪70年代,央行官员们大约每月一次聚在这里开会,主要就是讨论经济形势。1974年3月到4月,会议的主题就是如何处理石油输出国膨胀的财富。发达国家的银行为了从大量流入的资金中谋利,就要将美元兑换成其他货币,再将资金贷出到境外。这就相应地产生了一系列风险。即便借方及时还款,但如果汇率向不利的方向变动,还款金额就有可能低于银行应当付给存款人的本息。而且如果某个石油酋长国突然想要提回存款,将这笔钱用作五年期的英镑或荷兰盾贷款的银行就会面临流动性短缺。
这一前景令人担忧,因为在金融国际化、汇率浮动制的新世界里,银行与银行之间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不仅相互拆借资金,联合成为银团进行贷款,还会互换货币以满足各自客户的需求。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交易需要拿未来某个日期的汇率做赌注。举例来说,一家西班牙的服装公司预计在6个月后会有一笔100万联邦德国马克的货款入账,这家公司可以与银行签订协议,锁定6个月后这笔资金在西班牙货币上的价值,如果到期日汇率向不利的方向变化,风险将全部由银行承担。相应的,银行又可能与其他银行签订类似的协议以对冲风险。任何时刻,此类交易下都有着数以千计的风险敞口,任意一家大型银行的破产,无论在何处发生,都可能引发世界范围的银行和经济危机。然而没有一家央行有权控制在新世界中诞生的全球银行业。正如美联储官员亨利·沃里克(Henry Wallich)在巴塞尔会议后向他的同僚干巴巴地汇报时所说:“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该领域的职责划分。”⑩
然而,已经没有时间进一步明确了。1974年5月,危机已经近在眼前。
危机爆发的地点相当不可思议——并不是纽约、伦敦或者东京的大型跨国银行,而是一家最多算得上中型的美国银行,富兰克林国民银行。
富兰克林国民银行扎根于纽约郊区,面对大银行的扩张,其原本依靠特许经营权获取的收益不断受到挤压,因此经理人决定到境外寻求更高的收益。1969年,美联储准许它在巴哈马群岛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尽管主审人员对其账面上的不良贷款深表担忧,美联储还是在1971年批准了它在伦敦开设分行的申请。在获得了跨国银行的地位之后,富兰克林国民银行赢得了最令人垂涎的奖励。1972年6月1日,英格兰银行批准其从事外汇交易,正式接纳它成为“大联盟”的一员。一个月后,一位名叫米歇里·辛德那(Michele Sindona)的意大利律师获得了富兰克林国民银行21.6%的股权。⑪
时年52岁的辛德那,一路从西西里岛的贫穷乡村打拼到了意大利商业圈的顶端。作为蔬菜商人的儿子,他获得奖学金进入大学学习法律,并在“二战”期间靠走私蔬菜赚到了第一桶金。他衣着考究,剪裁得体的套装口袋里总是露出一方白色手帕,他与黑手党、天主教堂、意大利政界高层都建立了联系。除了打理梵蒂冈银行的投资外,他通过一系列控股公司在意大利、德国和瑞士持有多家银行、房地产和制造业企业的大量股份。他在美国的生意不多,富兰克林国民银行正好提供了一处据点。
然而,辛德那的律师们坚持,他的持股不应该达到取得控制权的程度——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一旦取得控制权,就意味着美联储将有权审查辛德那的其他商业行为。将购买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股份严格当成一项投资,正如辛德那声称他在做的那样,是不需要美联储的批准的。
事实证明,辛德那绝非一名被动的股东。他推动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加强在外汇市场上的投资,而且很快就在银行的国际部里安插了自己的人手。这些人很快就不顾监管制度的限制,让银行向自己的股东辛德那的公司提供借款。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对外汇变动方向的预测相当不准,也因此损失了大量资金,但是辛德那的手下利用从辛德那的商业帝国里挪东补西的方式掩盖了这些损失。由于没有一家监管机构可以监管辛德那掌管的所有银行,也就没有人发现他们的欺诈。然而流言似乎掌握了真相:1973年秋天,一些满怀疑虑的银行暂停了与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外汇交易。但是这些消息外部人员无从得知。1973年12月,在纽约的圣瑞吉斯酒店的一场晚宴中,意大利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Giulio Andreotti)专门赞扬了辛德那在外汇市场上的运作,将他称为“里拉的救星”。一个月之后,约翰·沃尔普,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更是提名辛德那为“年度人物”。⑫
1974年5月3日,伦敦的一家银行向官方传递了那些流言,纽约的调查员顺藤摸瓜,发现了富兰克林国民银行进行非法交易并隐瞒损失的证据。5月10日,美联储接管了这家银行。但是联储官员立即看出,他们不能简单地将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关闭。它是数百笔外汇交易的参与方,其中很多笔还有几个月才到期。如果这家银行突然倒闭,与它做交易的银行就要蒙受严重的损失。出于对造成全球性金融恐慌的担忧,美国官方维持着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基本存续,逐渐减少它的持仓,最终才拍卖它的残值。
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只是金融稳定的时代终结的第一个迹象。就在美国人竭力控制损失的同时,联邦德国政府遭遇了一场极其相似的危机。最新的威胁来自科隆,当地一家鲜为人知的小银行突然压垮了半个地球之外的金融市场。
赫斯塔特银行(Bankhaus Herstatt)是一家致力于服务科隆金融界精英的私营机构,它的口号是“储蓄不应该是一场冒险”,然而它的行径却与之背道而驰。这家银行的老板伊万·赫斯塔特(Iwan Herstatt)允许年轻的外汇交易员团队,也就是他的“黄金男孩们”,规避内部控制,并在外汇市场上自由对赌。某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赫斯塔特银行的财务报告显示,其资产足以覆盖全部交易损失,这些资产包括在瑞士经济银行的存款。瑞士的银行保密法相当严格,规定瑞士的银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赫斯塔特银行的存款规模,这也许就是审计师和德国的银行监管机关没有对存款进行核实的原因。如果做了尽职调查,他们就会发现,所谓的瑞士经济银行并不存在。当监管机关最终在6月24日关闭赫斯塔特银行的时候,它的亏损已经接近5亿马克,是其存款人存入的资金的6倍。
跟接下来发生的事件相比,上述亏损几乎称得上是微不足道。某个周二下午4时,德国官方抓捕了赫斯塔特本人,《明镜周刊》称这次行动为“一次避免金融混乱的闪电袭击”。但与美国不同,德国的监管机关没有考虑到赫斯塔特与境外银行密集交易的事实。就在倒闭之前,赫斯塔特又收到了一些其他时区的银行的付款,但是向外国银行做出的相应付款却发生在倒闭之后。这些付款受到阻碍无法完成,给世界各地的银行都造成了损失,造成了外汇市场上连续数月的混乱局面。⑬
赫斯塔特倒闭的冲击引发了第三场跨国银行的破产风波。尽管此事受到的关注不多,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加令人担忧。以色列—不列颠银行(Israel-British Bank)的倒闭并没有威胁到世界经济,但它揭示出,很多借以维护银行体系稳定的流程存在着危险的漏洞。⑭
以色列—不列颠银行是以色列的第六大银行,但是从国际标准来看,它只能算条小鱼。以色列—不列颠银行成立于1929年,由波兰移民建立,最初的名字是巴勒斯坦—不列颠银行,由英国犹太社区的领袖人物沃尔特·内森·威廉姆斯(Walter Nathan Williams)的继承人控制。威廉姆斯家族在犹太复国运动中很有影响力,而且与以色列的右翼政治团体关系紧密。到了1974年,该行在以色列已经有了八家支行,在伦敦有一家子公司。威廉姆斯的女婿,哈里·兰迪(Harry Landy),一名出生于威尔士的会计师,当时是以色列—不列颠银行的主席。另一个女婿,约书亚·本西翁(Joshua Bension),是副主席兼总经理。就在该行位于伦敦霍尔本的总部——威廉姆斯国家大厦,这两人同时还经营着一系列其他公司,包括英国的保险公司和以色列的葡萄庄园。⑮
给自己的股东和管理人提供关联贷款,是银行业务中最有潜在危害的行为之一,因为它给动机不纯的银行家提供了打劫自己公司的机会。正因如此,1970年,以色列银行监管机构命令以色列—不列颠银行限制其向威廉姆斯集团的贷款。但是兰迪和本西翁拒不接受。他们找到了一条回避监管的新路,办法是让自己的银行用资产向两家瑞士的银行提供担保。有了特拉维夫的以色列—不列颠银行的资产作为抵押物,这两家瑞士银行向兰迪和本西翁在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控股公司提供了7500万美金的贷款。如此操作下来,兰迪和本西翁就有办法将资金从以色列转移出去,而这又违背了以色列的外汇管理规定。⑯
赫斯塔特事件让这种手段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随着金融市场的动荡,银行急于收缩国际业务——包括撤回他们存储在特拉维夫的以色列—不列颠银行的款项。1974年7月,也就是赫斯塔特银行倒闭两周之后,特拉维夫的以色列—不列颠银行发现他们的流动性不足以清偿外国存款人了。本西翁以银行在瑞士的资产为支撑,向以色列当局申请一笔应急贷款。就在当局准备拨款文件的同时,以色列中央银行的律师发现,这些资产已经被冻结,作为向兰迪和本西翁的公司提供秘密贷款的抵押。以色列当局因此撤销了应急贷款,特拉维夫的以色列—不列颠银行也就无法偿还伦敦的以色列—不列颠银行的贷款。两天之后,伦敦支行倒闭,尽管哈里·兰迪承诺“我们会坚持下去”。⑰
一项调查显示,以色列—不列颠银行并不是赫斯塔特危机的无辜受害者。该行业务兴隆靠的全是对监管者的欺瞒。周一到周五,它把资金留在伦敦,以取悦英格兰银行。等到了周末,伦敦支行就将资金借给它在特拉维夫的总行,确保其短期资金量能够满足以色列的监管要求。下周一一早总行就向伦敦支行还款,再次显示伦敦支行强大的资金实力。而当表演谢幕之时,以色列—不列颠银行远比它所展示的要窘迫得多。该银行的业务盘根错节,以致法庭指定的审计师团队花费数月才将其梳理清晰。受害者名单中美国政府赫然在列,因为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向以色列—不列颠银行提供的贷款,美国政府损失了210万美元。而以色列—不列颠只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银行,经营着相对简单的业务。如果仅仅是两个国家的九家支行就能将监管方蒙在鼓里,那么对于那些手握石油美元的巨型银行,比如东京的日本第一劝业银行或者纽约的大通曼哈顿银行,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又有多少呢?⑱
米歇里·辛德那最终因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倒闭被判处65项联邦重罪,在美国的一家监狱服刑4年后,又被转移到意大利继续服刑,1986年死于一杯加了氰化物的咖啡。辛德那到底是选择了自杀,还是为了防止将安德烈奥蒂总理牵扯进丑闻而被谋杀,至今未有定论。伊万·赫斯塔特在1991年被认定为精神失常之前,曾两度因欺诈而定罪。约书亚·本西翁,在以色列被控窃取4700万美金,1975年被判入狱12年,两名首席拉比呼吁宽大处理也无济于事,1977年由总理梅纳赫姆·贝京释放。哈里·兰迪因欺诈被判处5年,但此判决1979年在英国的法庭被推翻。无论是老于世故的辛德那、心宽体胖的赫斯塔特、虔诚的本西翁,还是口若悬河的兰迪,他们尽管性格千差万别,却都在银行监管体系中发现了同一个漏洞——如果一家银行的业务跨越了国界,就没有任何一国的监管者能够完整、清晰地掌握它的运转情况。⑲
戈登·理查森向亚瑟·伯恩斯指出了这个漏洞,他们在1974年初把问题摆到了各国央行长官的面前。他们称,跨国银行业务中存在的问题,即便发生在小银行之间,也有可能引发大范围的经济危机。1974年12月,各国央行官员要求本国的银行监管者提出解决方案,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令人心惊的国际传导事件。⑳
数十年之后的今天,已经很难想象,1975年某个星期二,各国银行监管者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或者想法聚集在巴塞尔弗雷甜品店楼上的单调会议室里的。与会者都是技术专家——籍籍无名的银行监管人员,而不是卓有声望的央行官员。大部分人互不相识。他们的语言也各不相同。在会议室里,代表们戴着耳机,听同声传译将大会的进程翻译成英语、日语、意大利语和法语。在茶歇期间,他们的闲谈和交流都很费力。
与会人员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充分的法律授权,以及是否有资格将本国的信息在会上共享。有些人需要考量国内的政治形势,而有些参会代表所在的机构并不具备监管本国银行的全部权限。美联储无法代表财政部的货币监理署,而后者又没有出席巴塞尔会议;日本银行与未到场的财政部关系疏远,这也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外交上的考虑也产生了干扰,尤其是法国更倾向于将金融监管作为一项欧洲事务来处理,而不是带上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一起玩。更何况这个有关银行规制与监管实践的委员会到底是干什么的也尚不明晰。会议议程主要由主席决定。经过一番谨慎地运作,理查森为一名同事争得了主席的位置,他就是英格兰银行的乔治·布伦登(George Blunden),而该人在处理银行违规方面经验并不丰富。㉑
时年52岁的布伦登,是英格兰银行的资深知情人。作为英格兰银行终身员工的儿子,他在“二战”期间参军,在牛津大学学院毕业后进入了英格兰银行,然后就再未离开。20世纪70年代初,他升任管理服务处主任,负责管理行政办公室和电脑系统。他并不是银行监管领域的专家,但是英格兰银行的其他人也同样不是——毕竟,英格兰银行的监管更多要依赖于社会规范,而不是会计标准。布伦登的组织能力足以弥补他在监管经验方面的不足。针对银行系统数据信息不足的情况,他要求各家银行按月度和季度提交报告,内容包括外汇存款、房地产贷款、关联企业贷款等方面的详细数据。有了这些数字,布伦登手下的监管人员就可以比对不同的银行,制定严格的监管制度以规范他们的行为。㉒
在第一次巴塞尔会议中,布伦登宣布,中央银行行长们希望委员会能够设计出一个体系,该体系能够为潜在的银行危机提供预警。此计划很快就以不切实际为名而被否决。经历了数月的讨论之后,参会的监管者决定专注解决对他们造成最大困扰的一个问题——监管银行的境外分支机构。
简单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银行有三种方式在母国以外拓展业务。第一种是成立子公司,这种形式类似于在境外设立本地银行,需要接受当地的全部监管政策。除此之外,子公司还要有自己的财务资源——用银行的话说,就是“资本”——即便境外的母公司破产了,它也能用自己的资本履行义务。第二种是设立境外分行,也就是仅在境外设立据点,这个据点拥有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独立资产。如果一家支行无法向存款人付款,其总行需要代其履行义务,也可能不履行;加拿大和瑞典认为境外支行可能引发的风险太多,因此不允许外国在本国设立境外支行。第三种开展跨境业务的方式是成立合资银行,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共同持有股份。这种安排的问题是一旦出现危机,并不能确定这些境外的合作方是否会承担责任。㉓
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是,外资经营的业务存在潜在的风险。外资的前哨已经遍布全球各地——从1971年到1974年,欧洲主要金融中心的境外支行数从303家上涨到了472家,但是监管者对它们的忽视令人震惊。他们对于本国银行的境外业务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很多国家的法律又禁止监管者跨境分享信息。德国的银行通过在卢森堡的子公司大举向波兰提供贷款,而德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对此毫不知情,结果就是,德累斯顿银行在卢森堡的子公司破产,几乎导致全球最大的一家银行以及与之有业务往来的数百家重要金融机构瘫痪。日本的银行在欧洲和北美迅速扩张,但是日本央行承认他们极少对这些银行的境外支行进行审查。负责监管美国绝大多数大型银行的美联储,在境外完全没有监察人员。尽管很多美国银行在境外从事着本国法规所禁止的业务,比如发行债券和交易现货,美国的监管者完全没有能力监督他们的行为。㉔
经过对上述问题长达一年的研究,各国监管者达成了共识。1975年9月,他们建议各国修改法律,允许银行监管机构在国际层面互通信息。他们相信,母国的监管机构应当有权检查本国银行在其他国家的分支机构,而分支机构所在国的监管机构应母国的请求,有权对该分支机构进行检查。
这一初衷良好的安排,后来被称为《巴塞尔协议》,在当时饱受赞誉,它代表了过时的国家主权观念被更为开明的国际合作共识所取代。然而,最为棘手的问题,即金融机构跨境业务的最终责任主体是谁,尚未得到解决。“想要制定出明确的规则,将所有情况下的监管责任边界都确切地体现出来,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参会者们得出结论。新协议中的内容,没有一条能够预防类似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和赫斯塔特的危机发生,更不用说看穿以色列—不列颠银行的花招。运用国家权力监管跨国银行在政治上过于复杂,因此与会人员干脆决定完全放弃讨论。在金融国际化的新世界里,因为各国的弃权,将无人对监管工作负责。㉕
银行监管者讨论的时间越长,流入石油出口国口袋的资金就越多。1973年10月,沙特阿拉伯出口轻质原油的官方价格还是每桶5.12美元,这个数字在1974年1月升至每桶11.65美元,到了1975年又达到了每桶12.37美元,当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入账的资金达到了1350亿美元。随着大量资金涌入银行体系,全世界的银行都在法兰克福、纽约、贝鲁特和亚特兰大设立了据点,使尽浑身解数吸纳储蓄,然后再将贷款发放给他们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客户。在那些想在新业务中分一杯羹的银行中,有很多并没有国际贷款的经验,对他们的新客户也缺乏了解。这是一颗定时炸弹,监管者也都知道。他们在巴塞尔讨论得越详细,也就越担心那个银行希望他们忽略的问题——资本不足。㉖
资本对于银行来说至关重要。简单地说,资本代表了银行在遭受重大损失时偿付存款人和交易伙伴的能力。银行通过向投资方出售股份、在年利润中提取部分资金、建立不良贷款准备的方式筹集资本金。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银行的资本不能用于贷款,它必须以现金或者短期证券的方式闲置出来,以备紧急情况使用。在理想的情况下,一家银行发放的贷款越多,用于预防坏账而配置的资本金也应该越高。但是银行家们痛切地意识到,大量闲置资本将导致股东回报率下降。20世纪70年代中期,很多银行几乎完全没有自有资本。纽约花旗集团的沃尔特·里斯顿,几乎算得上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家,宣称精细化管理可以降低银行资本金的必要性,他明确表示,他的银行将尽可能少地持有资本。大银行的贷款和交易规模日益扩大,但是他们的资本金却没有相应地增加。㉗
第一个公开敲响警钟的人是亚瑟·伯恩斯。伯恩斯惊讶地发现,美联储不得不出手扶助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并给赫斯塔特事件擦屁股。1974年10月在檀香山,伯恩斯在美国银行家协会会议上致辞,这次他完全没有费心客套和寒暄。“银行发展的速度太快了。”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们过于激进地吸收短期存款,而发放贷款时对期限和还款可能性又考虑得太少了。随着银行业务的扩张,“对维持银行信用起到关键作用的资本缓冲被逐渐稀释,尤其是在一些大型银行”。他还宣布,监管机构打算采取“短暂休整”的政策,在银行拥有更加稳健的基础之前延缓银行的扩张。㉘
公众对这些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因为各地的银行监管机构不约而同地将衡量银行实力的关键指标——资本与贷款以及其他资产的比率秘而不宣。在不利消息被散播出去的极少数场合中,监管者会反过来帮银行遮掩。1976年1月,华盛顿邮报报道,当时全美第二大和第三大银行——第一国家城市银行和大通曼哈顿银行,出现在 “问题机构”的官方清单上。而他们的监管者,货币监理署的长官詹姆斯·E.史密斯,坚称他们属于“全世界最稳健的银行机构”。但在大量借款人明显丧失还款能力的情况下,这两家银行怎么还能称得上稳健,史密斯没有深入说明。很多法国和日本的银行几乎没有任何资本,一旦他们的贷款无法收回,政府就会陷入被动。㉙
银行究竟应该持有多大比例的资本,这一问题相当敏感,监管委员会在1976年10月决定暂不讨论。每个国家都要独自面对、独自解决。没有国家经得起激进的改革。如果一家银行必须持有的资本要比它的境外竞争者高出许多,这对它来说将是一个劣势。保罗·沃尔克1975年出任美联储主席时,以及约翰·海曼1977年担任货币监理署长官时,都曾要求美国银行增发新股或者提留利润以提高资本水平,他们都遇到了层层的阻力。哪怕是资本水平的微小提高,都需要数年才能实现。虽然表面上看石油美元源源涌入,国际信贷业务蓬勃发展,银行业的基础实际上却越发不堪一击了。正如戈登·理查森担忧的,国际金融的扩张速度太快了,监管者的能力远远达不到保证其业务安全稳健的水平。用不了几年,严重的后果就会浮现,被贪婪和石油美元刺激得胆大妄为的银行业将会带垮整个世界金融体系。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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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配额与侍妾
只要世界经济持续繁荣,政客和政府官员们就会乐于居功。但是当繁荣转向萧条,正如1973年最后几个月发生的,他们就要饱受指责。同样的法律和政策,之前被认为在创造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功不可没,现在却被指为阻挠经济发展的障碍。政府的管理者,曾经以专业人士和服务于公众福祉的无党派公务人员自居,如今也受到攻击,有人说他们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为了收拢权力不惜扼杀创新、维护低效率。扩大竞争可能是经济复活的关键的观念开始流行,随之兴起的,是一场世界范围的放松管制运动。
然而,放松管制运动第一波浪潮的掀起,却不是出于经济发展方面的考虑,而是针对理查德·尼克松的政治问题。1973年10月石油危机爆发之时,美国人并没有做好应对高油价以及汽油和柴油短缺的准备。作为人口向郊区迁移的结果,大多数住宅以及越来越多的办公大楼和商业中心都坐落在人口密度低的区域,轨道交通无法覆盖;除了几个大城市之外,几乎每个人都是独自驾车上班。美国人对于大型汽车的喜爱是出了名的,而V—8发动机和动力排风空调的流行又进一步降低了燃油的效能。1963—1973年汽车的平均耗油量提高了18%。一般来说,开车的人每周都要加一次油,美国人花了很多时间在加油站排队上。而对柴油的零星供应扰乱了货物运输业,让很多工厂无法按时交货,每天需要开车穿越大片国土的货车司机更是感到愤怒。尼克松是历来入主白宫的总统中最能敏锐把握政治风向的一个,他很快意识到果断采取行动的时机到了。1973年12月,他任命了一名“能源沙皇”。①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一任命都是20世纪70年代初政府的典型反应。在黄金时代,经济可以自我调节并导致价格变动的观点还未被广泛接受。对于市场力量的不信任是一种通病;在几乎所有国家,经济生活中最细小的细节,从存款账户的利率到杂货店的营业时间,都是由法律、规章和官员的突发奇想决定的。政府还可以利用法规对某些社会政策进行强化,甚至不需要进行政治斗争。股票经纪商需要赞同政府对投资者买卖股票时必须交纳的佣金的规定;这种固定价格表面上保护了因缺乏经纪商的建议而可能做出错误决策的散户,但主要还是充实了股票经纪商的腰包。大型企业往往使用一种很复杂的电报系统——电传(telex)进行交流,因为当局有意提高长途电话的价格,用于对本地通话进行补贴。受制于银行监管,每当贷款利率上升,贷出款项就会从住房按揭流向商业部门。这样的约束长期有效,人们都已对此习以为常。
尼克松选来整顿混乱的能源市场的人,看问题的方式与众不同。财政部副部长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是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的坚定支持者。时年46岁的西蒙通过交易市政债券——一种由美国政府或地方政府发行的免税证券——积累起了大量财富。与很多财政部的高官不同,他既没有常春藤大学的背景,也没有研究生学历。比起学术上的追求,他更喜欢体育运动,从一所不太知名的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一家默默无闻的小投资银行工作,凭借自身的能力,成了著名的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的资深合伙人。证券市场之中,机会往往稍纵即逝,这使得西蒙敢于行动,不屑拖延;坚决和果断是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记者曾经把他称作“人形电锯”。西蒙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是一名不干涉主义者,”他对采访的记者说,“我相信托马斯·阿奎那的理念……凡是个人能够和应该做到的事情,社会都不该为他代劳。”②
在尼克松的第一个任期里,西蒙回绝了几个无关紧要的政府职位,直到1973年1月,尼克松在第二个任期伊始将其任命到财政部就职。当时的石油价格已经开始上升,尼克松建议西蒙组建一个委员会,修改有关石油进口的一些有争议的限制性规定。西蒙在处理能源事务方面没有什么经验,但是这一任命意味着他马上就要进入一个被联邦法规和各州法令主导的领域了,而这些法规有很多曾被他公开抨击为奇思怪想。国会急于让尼克松加强国家对石油市场的掌控。西蒙对此强烈反对。他声称,尼克松政府不想也不需要在石油生产和精炼方面追加限制。他认为,市场的力量将会治愈短缺,因为高油价会促使风险偏好者钻取更多的石油。能够把价格调整下来的唯一力量,他直白地说,就是“生产石油或者汽油的能力”。③
尼克松与国会的关系已然十分紧张。他此时深陷水门事件的泥潭,距被迫辞职已经不远,而他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早在1972年末就因偷税漏税而下野。面对如此形势,多数官员可能会选择与政府的监督机构和解,但是新上任的能源沙皇对于激怒国会乐此不疲。西蒙的领地,正式名称是联邦能源办公室,就设在总统的行政办公楼内,在大多数联邦机构和部门的楼上,以防他们给采取果断行动制造障碍,也回避了意图控制能源政策的国会。在负责能源办公室的同时,西蒙还继续兼任财政部副部长,因为他在经济领域有着非凡的影响力。尼克松认为,能源问题相当棘手,必须要有一名强势人物才能应对。他对他的内阁说,1942年德国就任命了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主管军工业,如果希特勒没有将武器生产全权交由斯佩尔负责,纳粹德国能支撑的时间就要短得多了。④
缓和公众对于汽油管道和天然气短缺的怒火的最明显方案是提高产量。但是西蒙很快意识到,纵使他手眼通天,也还是控制不了石油的生产。所有美国沿海、内陆以及阿拉斯加的石油钻探活动都受到联邦法律的严格管控,1969年加利福尼亚圣塔芭芭拉附近的海上油井井喷事件的痛苦记忆还历历在目,国会不愿放松对钻井的管制。立法者也不愿修改限制能源市场的法令。这些法律授权政府在全国能源短缺的情况下提出石油供应分配计划。西蒙在接管能源部3个星期后行使了这项权力,制定了在必要情况下定量分配汽油、航空煤油等石油天然气产品的详尽计划。但是,他在计划经济中加入了一个市场控制变量:如果要实行定量供给方案,每个18岁以上的驾照持有者每月只能购买32~35加仑的汽油,配给券就要允许自由交易。这样一来,定价的主体就是市场力量,而不是政府命令。
西蒙起草的配给计划只是一种伪装。他从根本上反对定量供给,也无意将该项计划付诸实施。计划的公布赚取了国会和媒体的掌声,但此后就被西蒙束之高阁。相反,他很快就着手推动放松管制,以鼓励私营企业提高石油和天然气产量。1974年初,这个能源沙皇开始利用他在媒体中的影响力大力宣传,反对政府对能源的控制。西蒙对于官僚体制和政府监管的公开抨击,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大辩论。
在美国,能源在所有经济部门中受到的管控最为严格,而该领域法规的复杂程度更是无人能出其右。1938年的法案要求联邦动力委员会确保天然气价格“公平合理”。该委员会落实法令的方式是监管将天然气从气井运输到其他州储油库的输油管道,然而它对不跨越州界的输油管道没有监管权。1954年,最高法院裁决该委员会不仅要对输油管道进行监管,还要监管生产商对天然气的定价。这极大地提高了委员会的权力,也大大增加了它的工作量。然而,既然联邦政府无权管理一州之内生产和使用的天然气,这就意味着,本州的发电厂和外州的发电厂对于产自同一气井的天然气要支付不同的价格。因此,联邦动力委员会发现,他们能够管控几万个气井注入跨州输油管的天然气的价格,但却对注入州内输油管的产品价格无权监管。⑤
由于从无监管天然气井的经验,联邦动力委员会着实慌了手脚。1955年,委员会落地了一项方案,所有天然气井的所有者都要向委员会提交材料以披露成本。然后,所有者被要求在一个高到能够体现合理利润的水平上定价。委员会是在照搬一个久经考验的做法,因为自20世纪以来,美国的铁路公司和电力公司基本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接受监管的。
然而选择这条监管路径还有个小问题:经营天然气井和运营铁路完全不是一码事。很多天然气井同时也出产石油,勘探与开发的成本中,究竟哪些是钻取石油的成本,又有哪些是钻取天然气的成本,都要通过复杂的判断来加以区分。有些油井距离主要消费市场较远,需要调整价格以覆盖更高的运输成本。新天然气井的钻井成本比几十年前钻好的气井要高。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导致新井产出的天然气比附近旧井的产品要贵得多,因此这些“新井天然气”也就更难销售出去。此外,在现有的4700家生产商提交了大量成本数据后,委员会在1960年预估,为所有生产商给出正确的定价大约要用83年,假如没有新气井开发出来的话。而且,这些调查还无法解决一个政治上相当敏感的问题:便宜的“旧天然气”到底是应该卖给需要采暖的家庭消费者,还是想要降低成本的化工生产商。⑥
如果说之前的天然气市场只是略显混乱的话,针对部分(不是全部)石油价格的联邦法规更让价格一团乱麻。20世纪60年代中叶,对于得克萨斯、俄克拉荷马以及其他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州的生产商来说,在本州销售天然气所得的收入要远远高于销往外州。自然而然,他们会尽可能在本州范围内做生意。而在没有天然气资源的州里,就算是向家庭和企业供气的机构,也无法获得足量的天然气供给。为了满足需求而宁可多出些钱的消费者也不能如愿,因为跨州的天然气售价是由政府决定的,并不是买方与卖方之间博弈的结果。
在克利夫兰,受雇于700余家企业的3万多名工人于1970年1月被迫停工10天,原因就是当地的天然气储备耗尽。全国天然气跨州供给不足率在1971年是2%,1972年达到了5%,1973年则超过了6%。从纽约到北卡罗来纳州的东部城市受到的冲击最大,因为那里完全不出产天然气,但却因家庭采暖和燃料厂开工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就连通常尖锐批判能源产业的《华盛顿邮报》,也同意美国天然气联盟的观点,即认为政府价格管制抑制了新能源的勘探。有多达1800万户家庭订阅的持保守党态度的月刊《读者文摘》,在1973年4月告诉读者:“我们根本没有必要面临这样的天然气短缺。”⑦
美国的石油市场,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只能说比天然气市场更加缺乏理性。从20世纪初,跨州输油管道的费率就在联邦法规的管制之下了,1932年国会又对进口原油、汽油和润滑油设置了高关税,以保障本国生产商的利益。1955年,一届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的委员会建议,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应将进口石油控制在本国需求量的10%以内,于是相关政策进一步紧缩。当大大小小的炼油厂对此建议视而不见时——1956年的下半年,进口石油占比达到了12%——艾森豪威尔命令除太平洋沿岸之外所有区域的大型炼油厂“自愿”减少进口原油10%,而小炼油厂进口原油则需取得联邦政府颁发的许可。这就意味着,弗吉尼亚州的印第安纳标准石油精炼厂或者新泽西的赫斯炼油厂可以进口多少桶原油,将完全由美国内政部决定。⑧
诡异的是,这种依赖企业自愿降低石油进口的尝试,反而导致了石油进口量的上涨,而不是下降。无法进口足量原油的精炼厂不得不增加本地购买量,这进一步抬高了国内原油的价格。美国原油的售价高出进口原油18%,但是所有精炼厂都要以统一的价格出售汽油和柴油,不管他们使用的原油产自何处,这就意味着对于国产原油依赖度较高的精炼厂将面临利润的萎缩。因此,精炼厂就有极大的动力尽可能多地进口原油。那些过去从得克萨斯州或者路易斯安那州进口原油的精炼厂,开始谋求使用中东和委内瑞拉石油的许可证,因为此时的竞争环境让他们别无选择。
在“自愿”减少石油进口的项目失败之后,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颁布了强制管制进口的法令。根据该法令,每一家精炼厂分配到的进口配额至少应为之前进口量的80%。但是,现实中存在很多复杂的情况。本国石油的价格逐渐超越了原本就很贵的来自加拿大西部的石油,中西部地区的精炼厂开始从加拿大进口石油。为了保持进口总量不变,政府就不得不减少大西洋沿岸精炼厂的配额,这些厂商主要从中东和委内瑞拉进口石油。大型的精炼厂千方百计避免使用昂贵的国产原油,最终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从小厂商处购买进口配额。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往往会给一些小厂商分配特殊的进口额度。小厂商成了大厂商的“侍妾”,靠转售配额赚取一定利润,不再劳神自己去精炼石油。
还有其他规避管制的方法。新英格兰地区主要依赖石油来采暖,因此取得了在配额体系外进口燃油的权利,其他地区的分销商纷纷在东北部购买便宜的燃油,然后转运到西部销售。所有方案中最离奇的要数“布朗斯维尔环线”。墨西哥的重质原油先用船只运送到得克萨斯州的布朗斯维尔,然后经过加热泵入油罐车,通过卡车运回墨西哥。在那里,油罐车又会绕一大圈,穿越格兰德河边境回到美国,再驶向布朗斯维尔码头,把原油重新装回船上,走水路运送到各个精炼厂——所有这些麻烦,都只为将其认定为陆路抵达的石油,以满足特殊配额的要求。⑨
石油进口配额体系不仅复杂死板,还相当低效。截至1969年,进口限制事实上导致东海岸的精炼厂不得不以每桶3.9美元的价格购买国内原油,而不是以每桶2.3美元的价格从中东进口原油。毋庸置疑,高油价会传导给消费者,即便尼克松的反通货膨胀计划正在试图控制价格上涨的趋势。但是强制使用国内原油的政策极大消耗了美国的原油储备,导致美国对国外原油的依赖度上升——与该计划的初衷恰好背道而驰。尼克松为反通货膨胀设置的官僚机构让情况雪上加霜。1972年夏天,政府官员鼓励精炼厂扩大汽油产出,让开车出行更加便宜。从每桶石油中精炼出更多的汽油就意味着降低其他产品的产出,比如燃油。不难预见,冬季降临之时燃油的供给出现了短缺。⑩
即便是消息灵通的公民对于原油进口配额政策中的门道也不甚了然,他们并不太理解旧井天然气和新井天然气之间的争执。但是,加油站前的长队和燃油的短缺都是摆在家门口的问题。在1974年那令人焦灼的几个月中,美国人经常能听到一个与以往大不相同的论调:行政管制可能是造成能源问题的元凶,而放松管制有机会解决眼前的难题。
放松管制不是1974年才有的新概念。1957年,国会曾短暂考虑过取消部分有关火车和卡车的法规。1968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允许客户将一些个人设备接入通信电缆,这是电信行业放松管制的一小步。更具影响力的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和罗纳德·科斯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为撤销管制铺设理论框架,他们认为,由竞争决定特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要比由政府机构指定价格更加有利于经济。福特基金会在1967年加入了战斗,向布鲁金斯学会——华盛顿著名智库之一,提供了一笔180万美元的项目基金。截至1975年,该学会就管制与放松管制问题发表了125项专著、期刊文章和专题论文。能源危机的警报拉响,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从1971年开始呼吁放松价格管制,而他们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盟友们,也设立了项目,专门研究放松管制。然而这些在实际中都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鼓励竞争的监管改革作为政策处方被很好地表达了出来,但它仅是一个普遍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政治学者玛撒·德西克(Martha Derthick)和保罗·J.奎克(Paul J. Quirk)在1971年写道。⑪
事实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客们对于能源领域的放松管制都持矛盾态度。他们想提高美国本土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但是又不想通过价格上涨吸引投机者钻更多的油井。于是,随着政治需要的不断变化,能源政策也反复摇摆,在法规上叠加法规,徒劳地想要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73年3月,尼克松的生活成本委员会——首要职责是打击通货膨胀,对原油价格和大型石油公司的利润率设置了上限。在批准这些新法令之后仅仅1个月,尼克松就彻底改弦易辙,开始呼吁撤销对“新井天然气”的价格管制,并宣布将在7年内逐步废止原油进口配额制度,从而放松价格管制。6月,政府再次扭转方向,下令冻结石油产品价格60天,致使汽油间或出现短缺。等到8月价格冻结期结束之时,只有新油井出产的石油价格解除了管制,但是现有油井出产的石油却没有。和天然气一样,“新井石油”的售价比“旧井石油”高,即便新油井和旧油井在地理上只有一英里之遥。
如果说尼克松对于管制的态度前后不一,国会的观点更加令人费解。就在议员们纷纷呼吁增加钻井的同时,国会委员会却起草了法案,以强化联邦动力委员会在压低天然气价格方面的职权,这无疑会降低市场增加产量的动力。1973年11月,也就是石油禁运前的7个星期,国会将联邦政府对于石油价格和供给的管制延期到了1975年8月,即便价格管制必将导致油井所有者生产热情降低,而当时的石油供给已经很紧张了。联邦法律强制要求能源价格保持低廉,无视供需关系的基本法则。⑫
这就是西蒙在1973年12月入主联邦能源办公室时所面对的形势。对于放松管制的问题,他与尼克松的暧昧态度截然不同。后来,他还曾亲口承认他认为尼克松的经济政策“非常愚蠢”。他发现,不论尼克松对他的内阁是怎么说的,他这个能源沙皇完全没有阿尔伯特·斯佩尔那样独断专行的大权。“我立刻意识到,我的计划是要以高效率、商业化的方式进行运作,跟由政府机构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全然不同。”他后来写道。既然不能通过一纸命令改变华盛顿,他开始尝试长篇大论地说服政治中心的人物。他让自己成了放松管制改革的预言家,利用任何场合宣扬将能源领域从政府的层层控制中解放出来的必要性。⑬
他的第一个机会出现在1974年1月,他在向国会报告时指出,联邦价格管制导致某些家庭可以以每加仑23美分的价格购买燃油,而他们的邻居却不得不支付双倍的价格。3月,他成功地说服尼克松否决了一项法案,该法案的内容之一就是将原油价格写入法律。此后不久,尼克松告诉共和党领导们,他想要终止政府对天然气价格的管制。“你们是愿意用更高的价格买天然气,还是压根就没有天然气可买?”他质问他们。但是他的计划还是无疾而终了。共和党在国会的两院都是少数派,即便他们能够团结起来支持放松能源领域的管制,他们的票数也不够通过议案,更何况他们完全谈不上团结。来自东北部地区(石油是当地采暖和公共交通系统的主要燃料,人们利用轨道交通上下班)的共和党,和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共和党,或者佛罗里达州(当地对于空调消耗的电能的价格远比冬季采暖的价格要重视得多)的共和党,在诉求上有着很大的差异。⑭
放松石油和天然气管制的问题事实上相当棘手。大量的投资决定、供给安排和定价公式都是基于现行法规设计的。有些工厂和发电厂签订了按固定价格购买天然气的合同,期限长达几年之久;如果立即解除管制,将促使旧气井的所有者扩大生产,天然气的平均价格会下降,签订了固定价格合同的使用者将不得不支付比竞争对手更高的成本。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让新井天然气的价格自由化,而旧井天然气仍旧保持价格上限,旧气井的所有者就可能干脆停产,也不愿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如果价格管制被完全解除,石油的价格是会下降,还是上涨到波斯湾的出口商设定的水平呢?没人能够确切地知道。而且,要是美国的天然气储备已经消耗到放松管制也无法刺激生产的地步,又该如何应对呢?有人提示国会,如果真的是这样,美国家庭的取暖费账单将会大幅飙升。⑮
国会和连续四届政府并没有毕其功于一役,一举取消全部管制,而是在此问题上始终举棋不定,一方面鼓励增加钻井提高产量,一方面压制成品价格,保障农民、轨道交通系统和化工产业等多方的利益,确保其能得到足够的能源。尽管1978年通过国家能源法案本意就是解除对能源价格的管制,但是联邦政府对天然气价格的管制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取消。为了保障国内供给充足和价格低廉,对石油出口的限制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该项政策甚至在新资源的发现使美国由石油进口国转变成了出口国之后还在施行。⑯
西蒙作为能源沙皇的任期是短暂的,因为尼克松在1974年5月又转而任命他做财政部长。在新职位上,西蒙继续充满激情地抨击过度规制对经济造成的伤害。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之后,杰拉尔德·福特接任美国总统,他成了西蒙的关键盟友。9月10日,也就是福特上任后的一个月,西蒙呼吁在能源领域“全力削减政府管制”,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限制。“我们的政府,”西蒙说,“对能源市场中短期资源的有效配置设置了最大的障碍,并打算持续设置障碍。”福特将讨论的范围扩大到了政府在各个领域的行政管制,并将管制列为把通胀率推高到1947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的原因之一。⑰
公众对于排队加油和天然气运输的“布朗斯维尔环线”充满怒火,舆论的不满终于将放松管制从学术概念转变成了现实问题。西蒙不会错过任何大张旗鼓进行宣传的机会。联邦法规和通货膨胀“正在缓慢地、隐蔽地,但也一时不停地啃噬着我们社会存在的基础。”这位财政部长在1975年2月当众宣布。“我们必须摆脱政府管制的重拳,当今经济的很多方面都受它的荼毒。”他在两周之后撰文写道。但是从哪里切入呢?在能源领域的放松管制陷入僵局之后,福特政府将眼光投向了政治前景更明朗的行业:交通运输业。⑱
交通运输是美国经济中最先陷入严格政府管制的行业。1887年州际商业法是行政监管发展史的重要一步,正是这部法案创设了一个对整个铁路系统具有管辖权的联邦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州际商业委员会和其他类似机构开始掌管起了美国的输油管道、沿海船只、内河驳船、公交、卡车和飞机。
这些监管主要有两个目的:促进运输行业的稳定,以及确保承运公司不进行歧视。只有一两家航空公司获准经营所有的国内航线,机票的定价还要通过政府的审批;航空公司提出增设航线的申请鲜有通过。想要跨城市运送货物的卡车车主,必须要证明他进入异地市场能够服务于公众的“便利和需要”。货运公司还必须就它运输的货物和收取的费率获得批准,以确保没有用不公平的手段从其他货运企业或者铁路运输处抢生意。关于火车票价是否公允的问题,更有着无休无止的调查审核。沿海运输的各种收费都必须低于同线路的铁路费用,但是又不能低到有损铁路行业的程度。
大部分政府都有类似的法规,或者直接控制着国有的运输公司。而且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旗手”——一家飞国际航线的航空公司,政府通过限制国际竞争来保护它的利益。就拿巴西来说,巴西与美国政府专门签订了条约,对两国之间的国际航线有几家航空公司可以通行,哪些机场可供使用,每天可以运行多少个班次,每架飞机可以乘坐多少乘客,以及机票的价格是多少做出了规定——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泛美航空公司和巴西航空公司能够平均地分享客源。如果其他的公司想在亚特兰大和里约热内卢之间提供航班,通道是完全关闭的。
价格和市场准入方面的法规保护了运输企业的利益长达数十年之久。票价高和效率低的弊病已经根深蒂固,不仅对交通系统的使用者造成了负担,也拖累了整个经济。航空旅行成了奢侈的享受,价格远高于普通美国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国内航线近半数的座位都是空的。从孟菲斯向堪萨斯市运送电视机的卡车,如果没办法进到允许它回程携带的货物,就不得不空车返回。2%的铁路营业额被用于赔偿托运货物的损毁,而铁路公司并没有降低这项成本的动机,因为依照法规,他们可以将这笔费用转嫁给乘客。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燃油价格不断提高,以及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和零售商发现拥有自己的卡车车队远比与受到严格管制的火车公司和铁路打交道要有利可图得多,交通运输业就陷入了困境。很多主要的货运铁路濒临破产,航空公司则警告政府,他们可能需要财政补贴才能维持生存。⑲
在这种情况下,福特和西蒙在政治派别高墙的另一端找到了盟友: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肯尼迪和其他主张自由化的民主党参议员都相信,政府对于交通行业的管制根本不是在扶助弱势群体,而是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来扩充某些公司和他们的高薪员工的腰包。1975年冬天,肯尼迪组织了一场听证会,在会上,学者、消费者保护组织和福特政府的官员们指出,监管要对高价飞机票、空着一半座位的航班、某些航线的航班不足某些航线上又航班过多的现状负责。几个月后,政府揭晓了一项削减航空监管的计划——而且,为了锦上添花,还增加了卡车和铁路方面的内容。
西蒙的宣传彻底地煽动起了公众的情绪,铁路公司的财务问题也非常严峻,这甚至使对放松管制的支持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吉米·卡特,1977年当选的民主党总统,任命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阿尔弗莱德·卡恩担任民用航空委员会主席,这是管理航线的专门机关。卡恩上任之后,立即开始游说国会将自己的部门裁撤掉。国会也乐于效劳。当年下半年,对国内航空货运的价格管制也被取消。1978年,国会撤销了联邦机构控制航空客运票价和航线的权力。对卡车运输、公交服务、铁路运输和远洋海运等领域放松经济管制,也已排入日程。总的来说,对于放松管制充满热情的国会在9年里通过了8项法规,极大地限制了政府在交通运输行业中的权力。⑳
运输业仅仅是个开始,国会在1980年通过法案,解除了对银行存款利息的管制。令人料想不到的是,这项改革带动了金融行业的巨大发展,同时也剥夺了政府决定哪个经济领域更应该得到信贷的权力。限制电信、电力及其他产业竞争的法规很快也受到了密切关注,对石油和天然气放松管制的话题再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去管制的浪潮迅速蔓延到境外,当地舆论把目标指向了那些限制商店营业时间、约束在售商品范围、允许企业结成价格联盟、保护高价国际航班的法律。到了1978年,去管制运动在法国进展得相当顺利,作为一个从路易十四时期开始就由政府主导国民经济的国家,法国在185年后第一次废止了对面包的价格管制。㉑
在航空和电信领域,去管制化引发了创新的浪潮,从隔夜包裹速递,到打折机票,再到移动电话革命,正如它的倡导者威廉姆·E.西蒙许诺的那样,放松管制提供了恰到好处的经济激励。去管制化还给欧洲城市注入了新的生机,改变了商店必须在晚上6:30前打烊的规定,还让日本消费者第一次体验了商场打折。
然而,在其他的领域,放松管制的效果并没能达到预期。其中就包括美国的能源产业,它正是西蒙推动去管制化的起点。随着加油站外不再排起长队,以及消费者日益适应油气价格波动,紧急停供天然气的事件也被逐渐淡忘。然而,放松管制并没能点燃西蒙预见的开采热情。美国本土石油产量从1970年到2008年始终保持下行趋势,在生产商可以自由定价之后相当长时间仍是这样,而天然气的产量在23年之后才超越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
放松管制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并非没有代价。存贷款利率的自由化让美国的银行业更加不稳定了,致使上千家专门从事住宅抵押贷款的储蓄贷款协会在1986年到1995年间倒闭。纳税人不得不为绝大多数损失买单。在其他行业,受管制的企业此前在无竞争压力的情况下赚取了稳定的收益,提供了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而随着垄断地位的丧失,相应产品的价格急转直下,在原有制度下生活滋润的股东和员工发现自己越过越差。超低的机票价格让数以百万计的人第一次坐飞机出行——但是来自廉价航空公司的竞争导致了老牌航企的收入下降和大面积裁员。伴随着机票价格的下调,灰狗长途巴士的客流量在6年内减少了40%,而巴士司机的大幅降薪也接踵而至,直接引发了旷日持久的罢工活动,以及1990年该公司的倒闭。1991年,去管制运动在大西洋的彼岸登陆之后,英国电信公司共裁撤了近10万名员工。㉒
然而,总的来说,放松管制的整体效果无疑是积极的。跟不上时代的企业被淘汰了,随之而去的还有陈旧的工作岗位。新企业和新机会风起云涌,没有了严格的法规束缚手脚,新产品——可变利率储蓄账户、移动电话、针对高尔夫爱好者和美食家的私人电视频道——也层出不穷,所有这一切都给消费者带来了好处。如今企业可以摆脱监管者的干扰,自由地协商价格与服务,因此找到了更有效率的经营方式,经济增长也得到了提振。但是没有了监管法规的层层保护,曾经作为黄金时代的经济基石的稳定性与安全性被严重削弱。在政府恢复生产率增长和振兴经济的努力中,稳定已经成了负担不起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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㉒ Peter T. Kilborn, “Money Isn’t Everything in Greyhound Strike,” New York Times, April 9, 1990; Gautam Naik, “U.K. Telecom Deregulation Delivers Nice Surprise:Jobs,”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5, 1998.
第8章 出口机器
也许正是厕纸事件让日本认清了眼前的危机。1973年10月底,就在阿拉伯石油输出国降低产量、提高油价的同时,大阪附近开始流传一个谣言,那就是这个国家的厕纸马上就要用完了。某个小报报道了这则新闻,成群的家庭主妇马上就聚集到了杂货店,把见到的每一卷纸都买回家。一则宣称国家没有厕纸储备的政府声明更是火上浇油,公众完全陷入了恐慌。在尼崎,一位年迈的老妇人在商场抢购时被人群推倒,摔断了一条腿。在静冈,一名男子买了整整1000卷厕纸,以防万一。在东京,商店给个人消费者的采购数量设置了上限。就在日本人在小小的公寓里堆满成箱的手纸的同时,政府介入了,批发商接到命令清空仓库里的存货,以终止眼前这场闹剧。①
就连卫生纸市场都陷入了混乱,在日本,人们不得不承认国家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飙涨的油价给日本带来的威胁要远远高于其他任何发达国家。利用黄金时代的机遇,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越了所有其他国家,从战后的乞讨者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石油危机冲击了这个取得了惊人财富的社会的集体梦想。日本政府不顾一切地想要保住他们空前而辉煌的成就。而他们接下来的行动将重新塑造世界贸易的格局,并让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危机感与日俱增。
20世纪60年代是奇迹般的十年。在其初期,日本的农业人口(1280万)要多于工业人口(940万),而且投身工业的人口大多要操作缝纫机,或者机械地检视注塑机吐出的廉价塑料玩偶。接下来的十年中,制造商投入了大量资金购买西方最先进的设备,每年都能将平均生产率提高10%,与此同时还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机会。剔除通胀因素,日本的人均收入增加了1倍以上,数百万名消费者买上了冰箱、汽车和彩色电视机。只要肯做,就有工作的机会。公司千方百计地留住员工,向焦躁不安者承诺终身职位,这种新的方法很快被视为宝贵的传统。②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通商产业省负责规划日本未来的精英官僚开始担心国家经济很快就要坠入谷底。他们的担忧是有理由的,因为繁荣背后的基础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牢固。
日本经济迅猛增长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到三个方面。一是引进欧洲和美国的技术。日本的企业大量购买境外专利,然后用它们提高本国工厂的效率。据估计,仅仅是新技术一项,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就为日本经济贡献大约每年2%的增长率,直到石油危机爆发。二是大量投资资本的注入。受到利息收入低税率政策的鼓舞,日本家庭的储蓄率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飙升。银行将这部分资金以贷款的形式发放给了制造商。第三个重要原因与前两项紧密相关,那就是经济的规模效应。技工的小作坊转变成了装备着现代机器的巨型工厂,规模经济的作用凸显了出来。③
日本的“高速增长时期”,几乎就是一部制造业的发家史。到了1970年,国内总收入的45%都是在工厂车间里创造出来的。但是这样的高增长率难以永葆。利用西方技术升级工业的红利已经成为过去。廉价的贷款和过分的热情导致资本投资过剩。一旦大型工厂完全取代了低效作坊,生产率的飞速提升也就难以复制。到了1970年,超过一半的日本工业产量都来自工人数大于300的厂家。
与此同时,经济的其他领域却仍保持着极端的低效。1970年,日本有711,269家食品商店,每家店平均只为43个家庭服务。烘焙店的平均雇员人数是2名,而药店的平均雇员人数是3名。由于法律限制了零售店的规模,每年新开张的小商店又有数千家之多。在银行,只是把几百美元兑换成日元就要花上15~20分钟,需要与数名银行职员交谈,这些职员都要对交易进行批准,最后才能换得区区上万日元。在电子业和金属制造业的生产率在奇迹十年中领跑的同时,卡车运输业和铁路业的生产率几乎完全没有提高。④
通商产业省的专家们预见20世纪70年代是现代化的时代。他们提出增强日本的服务产业。他们倾向于准许零售企业扩大规模,这样成百上千的夫妻商店业主就不得不找更具有生产性的工作谋生了。而且,他们敦促制造商转型,尽快从基础的金属锻造业,转向更适合发达经济体和高素质劳动力的产业,比如计算机产业和航空发动机制造。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更凸显了他们指导日本脱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先见之明,因为日元的升值让日本制造业陷入阵痛。就在1971—1973年这两年时间里,用美元衡量的时均劳动力成本提高了38%,导致大量日本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1973年,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18%,工人们两位数的工资上涨幅度根本跟不上通胀的步伐,却让日本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加昂贵了。到了1973年秋天,石油危机冲击日本经济,实业家们开始对自己的前途担忧,而家庭主妇们则开始对被报纸形容为“疯狂”的物价感到恼火和不满。⑤
正是黄金时期低廉的原油价格,让日本这个既不出产石油也不出产天然气的国家能够大力发展化工、制铝和钢铁产业,所以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提价行为立即威胁到了日本工业的核心利益。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日本人的心态从担忧急转直下,变成了彻底的阴霾。两年之前,各大公司都急于为装配线和柜台添置人手,刚刚中学毕业的15岁男孩平均每人能拿到5.8个工作邀请。但到了1973年的最后几个月,多余的员工则面临着被解雇的命运。女性员工最先受到了“经营规模下降”的冲击,企业解雇了临时工和兼职员工,其中大部分都是女性,以保障父亲和丈夫们还有工作。但是随着公司利润的萎缩,男性员工也被贬为低收入的合同工,按兼职的时间表工作,或者被迫提前退休。政府要求企业减少能源消耗,以节约珍贵的石油,但工业产量还是陡然下降。3月将近,警察署提醒政府,可能会有暴力冲突发生,因为又到了工会每年发动“春季攻势”要求涨工资的时间。⑥
政府在尽力鼓励乐观的情绪。1974年1月时,政府预计到1975年3月经济增长将达到2.5%。即便预测成真,这仍会是1945年美国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以来日本经济表现最差的一年,但是增长的部分还能勉强给工人们加薪。然而,现实却远比人们预想的严酷。随着石油危机大幅提升进口价格,国际贸易迅速转向逆差,日本的外汇储备能否支撑到买够供照明使用的石油都成了疑问。与此同时,飙升的物价证明了政府关于通货膨胀将得到遏制的预言再次破灭。到了年均通胀率超过20%之时,日本央行认为除了提高利率已别无选择,尽管经济仍然疲软不振。“通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手握重权的通商产业省次官山下英明告知媒体,如果解决不好,“日本经济将面临全面崩溃。”⑦
反通货膨胀的战役对消费者和企业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1973年,日本还是一枚璀璨的国际巨星。但到了1974年中期,日本的经济表现已经比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差,社会稳定也受到了威胁。日本急需大量的美元支付石油账单。政府首脑们认为,他们除了扩大出口别无选择。⑧
出口导向型增长远远谈不上什么新观点。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就通过出口女装和收音机,然后是纺织品和钢铁,重建了举国的制造业。日本几乎每年都面临贸易逆差,因为进口原油和工厂设备的花销要远高于出口的收入。但是这些进口得来的生产资料,为工业产量的大幅提升奠定了基础。第一批出口的日本汽车,即便数量极少,也出现在了美国和泰国的街头。1968年9月,通向加利福尼亚州的集装箱服务一经开通,国际运输成本降低,美国电气商店的货架上就挤满了日本制造的电视机、音响和微波炉。日本的长期贸易逆差终于扭转为顺差。⑨
政治压力在美国立即显现了出来。美国的汽车公司、钢铁企业和电子制造商对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突如其来的竞争相当不满。1968年春天,美国国务院要求日本和欧洲“自愿”减少向美国出口钢铁。几个月之后,美国的彩电制造商请求政府对日本出口的电视机征收惩罚性关税。8月,理查德·尼克松为了在竞选中争取到南方的支持,承诺当地的纺织企业,他将尝试减少毛织品和人造纤维制品的进口。
尼克松兑现了自己的诺言。1969年1月宣誓就职不久,他就指派了首席竞选顾问去处理纺织业的事务。当记者问他是否会在贸易方面制裁日本时,他回答说他“更愿意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处理”。其言下之意,如果日本不限制纺织品的出口量,国会将通过法案对日本纺织品采取进口配额制度。东京没有忽略他的暗示:美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都是美国购买的,更不用说美国还是日本的盟友和保护者;日本的军事支出相对有限,但有数以万计的美国士兵驻扎在日本的本土和冲绳岛上。1969年11月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访问华盛顿时,主要议题是将冲绳岛归还日本管理,但是纺织品出口的问题也在议程之中。出人意料的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最高领导人花了两个多小时讨论羊毛和合成纤维。经历了两国政府高层之间长达两年的艰难谈判,最终在1972年年初,日本同意限制向美国出口纺织品的增长。⑩
美国人的强烈怒意让日本感到震惊。谁能想到一国总统会因为衣服的布料而去严厉指责另一国的首相呢?作为回应,通商产业省转变了对日本企业的指导方针,并在1972年宣布:“‘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扩大出口’的理念已经不再适宜。根据现今的形势,该政策极易引发其他国家的不满。”通商产业省建议,日本应该转向出口技术密集型商品,而不仅仅是扩大现有出口品的出口总量。⑪
通商产业省并不是简单地提出不含倾向性的建议。在日本的大环境下,无视其意见的企业将自食苦果,因为通商产业省采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指导方式。胡萝卜就是发放给企业的贷款和津贴,用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促进受鼓励的行业的发展,以及在夕阳行业裁员时补贴失业的工人。在某些情况下,几家竞争企业甚至可以获准无视反垄断法的规定,共同决定哪些工厂需要关闭。大棒就没有那么昭彰了,但是重要性却丝毫不减。对通商产业省的意见视而不见的企业,会发现自己很难申请到银行贷款。他们为了对抗进口产品而提出的贸易保护要求将得不到回应。而且政府可能会把“自愿”的出口限制强加给他们。通商产业省的话并不是真正的法律,但是鲜有企业敢与之相抗。
能源匮乏和产能过剩的双重压力让高耗能的传统工业难以为继,曾经推动日本崛起的重工业走向了衰退。尽管工会在1975年建议降低工资以避免大规模裁员,但很多生产钢铁、纺织品、铝制品和化工产品的工厂已经病入膏肓。商业领袖们已经开始认清现实,一位经济学家在1976年就轻描淡写地说:“9%的增长率,一度被认为是70年代下半叶合理的发展速度,现在看起来已经不太可能实现了。”需求的复苏毫无希望,很多工厂被整个拆除。制造业开始大批裁员:1973—1979年,80万工人失去了工作;1976年,失业率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此时第一次达到了2%,而且没有降低的迹象。⑫
为了减轻旧有经济产业衰退的冲击,政府采取干预措施,以避免大面积失业。按照计划,如果企业愿意将衰退产业的工人转移到新兴产业,政府将对其返还部分税收。此外还有工资补贴、培训津贴,以及为远离家乡寻找工作的工人提供的补助。政府还设立了专项基金,专门用于补贴被迫削减工作时间的工人。在特定产业中,如果企业愿意对45岁以上的工人进行再培训,政府将支付他们工资的四分之一。然而尽管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来看,通商产业省几乎无所不能,但事实上它还是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1973—1978年,日本船舶制造商的订单量下降了90%,造船业的规模无疑应当缩减。但是没有地方愿意失去本地的造船厂,也没有企业愿意关闭自己的码头。直到1978年,距离造船业危机的爆发已经过去了5年,日本国会才授权建立了一个拆船协会。由国家和地方政府、银行业、大型商社和船舶制造商共同注资组成。到了1980年末,这家大型卡特尔共并购和拆除了日本138家造船船坞中的50家,减少了119,000个工作岗位,但也让产业中余下的其他企业有了更坚实的发展基础。⑬
类似的故事也在很多其他行业上演。1972年,日本的铝产量高达100万吨。10年之后,总产出下降了70%,近一半的熔炼厂都关门大吉。制造电钻、压缩机和电风扇等简单电器的厂商,眼睁睁地看着市场需求越来越少。造纸商在1977—1981年间关闭了七分之一的纸板制造设备,而纺织企业则将尼龙纤维产量降低了五分之一。1972年艰难制定出来的要求日本限制向美国出口人造纤维制品的协议,最终被证明是一张废纸,因为出口量从未达到总量的上限——很多纺织厂已经永久关闭了。⑭
旧经济结构为新兴产业让路,在此过程中,管理与设计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低价的能源和廉价的劳动力。日本将通过汽车、先进的电子产品和精密仪器而不是成吨出售的日用品创造财富。
新兴经济在汽车行业的效果最为明显。战后日本汽车制造业的发展不啻为一部传奇。丰田公司,最初以生产织布机和缝纫机发家,曾经考虑是否要关闭它规模极小的汽车制造生产线,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大批军用卡车的订单扭转了局势。本田公司,另一家以制造电动自行车起家的企业,直到1963年才生产了第一辆小客车。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些企业已经颇具实力,日本汽车行业的年生产量高达250万辆。想把迅速累积起来的收入花在汽车上的工人,除了购买本国制造的汽车外,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进口关税导致美国福特汽车或德国大众汽车的价格比原价高出30%~40%,而且给进口的大型车上牌照的费用也远高于小巧的国产车。事实上,很少有经销商愿意经营进口汽车。1966年,全日本仅进口了15,244辆汽车。
1973年石油价格的飙升给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带来了巨大的机遇。虽然日本制造的车型小,也不特别舒适,但却比大型的美国车和德国车省油得多。制造商受到了政府的鼓励,在日本各地开设了大量新的装配厂、发动机生产厂、变速器生产厂和部件厂。1966年,日本的汽车生产量占全世界的5%,同时也留下了质量差、易损毁的恶名。直到1973年末汽油价格飙升,达特桑和丰田汽车才开始畅销境外。此时,制造商扩增的生产能力为迅速提高产量创造了条件。日本的汽车年产量在1973年为450万台,等到198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700万台。卡车、引擎和动力摩托的产出已经过剩。从1973年到1980年,日本的汽车出口数量翻了3倍,而卡车的出口量增长得更快。随着汽车品质的提升,更多富裕的境外消费者愿意给日本制造一个机会。1978年,日元的大幅升值也没有对汽车销售造成很大的打击。那个时候,日本汽车在美国已经随处可见,及至1980年,日本制造已经占到美国汽车销售总量的四分之一。⑮
正如通商产业省的规划者所预见的,小型汽车成了日本“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锋。20世纪70年代,排除通胀因素后,日本劳动者的人均研发支出提高了70%,日本从山寨产品的制造厂转变为创新的发源地。随着“更轻、更薄、更短、更小”的信条在日本产业界盛行,高速计算机、采用一流光学技术的高端照相机、数控机床和高功率彩色复印机,开始大批地从日本工厂中产出。也不是每项努力都能够点石成金——通商产业省谋划多年,想生产出日本自己的喷气发动机,结果却一无所成——但是成功的案例已经足以让日本跻身出口大国的行列。⑯
1973年石油危机之下,日本国际收支再次转为赤字,回归到了1969年以前的常态。1974年的贸易逆差则高达60亿美元,无疑是日本经济史上的峰值。但是收支表里的红线只是暂时的。重建的出口机器开始运转,同时国家又出台了限制进口的大部头法规,日本的贸易顺差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充沛的外汇让日本经济涅槃重生。到了1975年,日本经济再次进入增长期,虽然速度远远低于1973年之前。整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表现都远远优于其他先进工业国家。直到后来,人们才会认清,这些收益实际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专注于打造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日本政府,几乎完全忽视了国内极其低效的服务业。日本服务业1980年的生产效率竟然比1970年还要低。用现在的眼光看,阻碍开设大型商场、在货运领域限制竞争、强制银行在周末关闭自助取款机,以及很多其他类似的限制措施,都是对经济增长的一种拖累。但在当时,制造业一片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日本服务业的严峻形势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关注。⑰
抛去日本的贸易顺差不谈,石油危机以来,国际贸易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式,而这将成为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日本与向其提供原材料的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澳大利亚)的贸易长期保持着逆差,与高收入国家的贸易则始终是顺差,这些国家先进的工业制品与日本是竞争关系。一方面日本从贸易逆差转向了顺差,另一方面美国却从1975年前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转而陷入了巨额贸易逆差的泥潭。美国的中西部地区,重工业的心脏,开始被称为“铁锈地带”,成了“去工业化”这一顽疾的第一批受害者。加拿大和欧洲也有自己的铁锈地带,英国的中部地区、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法国和比利时的煤铁城市,都将很快与美国往昔的工业重镇一样破败凋零。⑱
贯穿整个黄金时代,各国的制造商都从看似永无止境的商品需求中获益。利润无疑是丰厚的——远远高于农业、采矿业或者服务业——而增长的资本又被投入到了提高工资、研发新产品和建设更多的工厂上。1973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加之日本挤入了先进制造商的行列,台湾和韩国也受日本启发走上了迅速工业化的道路,在石油价格攀升推高成本的条件下,仍然出现了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的过剩。随着制造业利润的暴跌,大批工厂都仅仅是部分开工,或者干脆完全关闭。⑲
在代议民主制社会中,没有任何政府能够被动接受某个行业的整体消亡,以及随之产生的大量失业。挽救衰退行业的政治压力是巨大的。美国、加拿大和西欧诸国在面对制造业危机时,第一反应都是扶植地方工业并保住工人的饭碗。尽管各国的政策有所不同,但是主张的论调都是大同小异。照其说法,制造业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特殊且不可取代的角色:工资高于平均水平、为国家生产率的增长贡献重大,而且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也远高于服务业。日本正在通过不正当竞争威胁他国的制造业基础,在补贴出口行业的同时,将外国产品排斥出日本市场。面对这一指责,通商产业省从中协调,各国政府提出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保证本国制造业得以良性发展。
在美国,救援行动主要以贸易保护的形式展开。1974年石油危机之后的大萧条时期,国会为大企业和工会的行动铺路,声称进口对他们造成了“严重损害”。政府凭借《1974年贸易法》向他国施压,要求减少向美国运送的货物,如果各国不愿主动配合,新法律将按照受损企业的要求提高关税,直至该产品被赶出美国市场。各行各业的生产商,从皮鞋到打字机,一致宣称他们受到了“严重损害”——这个概念在法律中并未明确定义——要求政府把他们的境外竞争者拦在国门之外。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了某种奇特的产业政策,那些在华盛顿最能发挥政治影响力的行业受到了保护,而不是在经济上更加重要的行业。⑳
螺栓、螺母和螺杆行业的境遇,为我们提供了新规则运行的标准案例。美国有成百上千家螺栓和螺母生产企业,其中一些是高度自动化的,另一些则相当落后,需要戴着手套的工人用火钳夹着螺栓在炼铁炉中定型。1977年12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在听取了企业和工会的请愿后,裁定此行业受到进口的严重损害,而进口品的四分之三来自日本。委员会敦促卡特总统对进口螺栓、螺母和螺杆增加关税,下限为商品价格的20%。卡特拒绝了这一提议,因此更加坐实了他自由贸易主义者以及亲日派的名声。㉑
几个月之后,国会议员在1978年6月要求国际贸易委员会再次调查此事。委员会再次建议提高关税。这一次,卡特没能顶住压力,同意将关税提高15%,为期3年,从1979年1月开始实行。高价的进口产品给本国制造商创造了提价的空间,使用螺栓和螺母的生产企业被迫支付更高的价格。根据一项测算,通过限制来自亚洲的进口来“拯救”一个美国工作机会的成本是55万美元——而此时,普通螺栓生产工人的平均年薪仅为2.3万美元。尽管如此,卡特的政策也无法保全一个落后的行业。排除通货膨胀因素,美国螺栓、螺母和螺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年销售收入还是比1979年低了15%。㉒
螺栓行业仅是20世纪70年代中以保留工作机会的名义争取到政府保护的众多行业之一。政府直接救济的情况非常少见。更加通行的做法是利用1974年贸易法,加强关税或者配额限制,提高进口品的价格,事实上就是迫使美国消费者为保留不必要的制造业工作机会买单。轴承、彩色电视机、超高强钢、铣削和钻孔机床的制造商都争取到了进口保护,以提升其产品的竞争力。㉓
面对日本的出口繁荣,欧洲选择了一条更加折中的道路,来保护他们岌岌可危的本国工业。欧洲各国政府在要求日本限制录音机、纺织品、汽车、卡车、摩托车、特殊钢、轴承和电视机出口的同时,还为本国的造船厂、炼钢企业和飞机制造业提供现金补贴。根据《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区域援助”是被允许的,政府的补助流向了经济上陷入困境的区域,比如意大利南部和与民主德国交界的联邦德国地区。然而制造商的经营情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主要是因为没有哪一个欧洲政府有魄力下令关闭主要工业园区,以消除过剩的产能。
1977年,艾蒂安·戴维侬,前比利时外交部官员,当时是欧洲工业与能源事务专员。戴维侬相信,钢铁和化学等重工业的问题,自由市场无法给出答案。他害怕个别欧洲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重工业而提高对邻国的贸易壁垒,无视9个成员国间的自由贸易承诺。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欧洲共同体,其初衷就是重建煤炭和钢铁工业。戴维侬担心,一旦上述情况出现,欧共体将会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㉔
在联邦德国的强烈反对之下,戴维侬坚持推行建立钢铁卡特尔的计划。其核心思想就是,只要各成员国的企业和政府同意关闭落后的工厂或者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钢铁制造商就可以通过内部协商来限制产量并确定价格。为了防止进口的产品打乱上述安排,欧共体就进口限制与日本等国进行协商,获准进口的钢铁仅能以商定的价格出售。戴维侬计划对于欧洲的钢铁消费者来说代价高昂,但他至少在朝着迫使钢铁行业缩减规模的方向上努力。随着旧工厂的倒闭,1978—1981年,欧洲钢铁业的就业机会减少了五分之一,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欧盟委员会的压力之下,还有更多的就业岗位流失。类似的“危机卡特尔”在纺织业、化工业和玻璃制造业也出现过,旨在淘汰过剩的产能。1975年,当欧洲的造船业与韩国交手之时,这一新晋的亚洲竞争者得到了政府的高额补贴,欧洲政府的反击策略是为造船厂提供接近成本价二分之一的补贴。尽管如此,10年之内还是有近100家欧洲造船厂倒闭了。㉕ 美国和加拿大对于欧洲的现金补贴及“危机卡特尔”政策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仅在汽车行业是个例外。两国在1965年建立了统一汽车市场,总部设在底特律的汽车“三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在两国均有生产工厂,而且汽车和零部件可以自由出入两国边境。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他们还能独占市场——彼时廉价、质量欠佳的日本车仅有学生和年轻人问津,因为他们负担不起更好的选择。随着汽车质量的改善,日本制造商的市场份额也在稳步提升——尤其是在油价飙升的1973年。1979年伊朗革命引发的第二轮石油价格暴涨,导致市场对北美生产的大型高耗油汽车的需求骤减,而体型小、省油的日本车赢得了市场的青睐。
1979年,克莱斯勒,底特律三大汽车巨头中规模最小的一家,濒临破产。它质量低劣的口碑让买家却步,而且它的生产线中没有一款是当时需求最旺盛的小型汽车。该公司和汽车工人工会向华盛顿求助,声称克莱斯勒的倒闭将造成生产线和部件厂的20万工人失业。经过激烈的争论,国会同意为一笔15亿美元的贷款提供联邦担保,来维持公司的资金运转。㉖
这笔贷款避免了克莱斯勒立即倒闭的命运,但是解决不了该行业面临的更大问题。1980年可能是美国汽车制造史上最为困顿的一年,汽车工人工会和福特公司依据1974年贸易法提起申诉,声称日本进口品对美国汽车业造成了严重损害,要求对其进行制裁。国际贸易委员会驳回了这项请求,认定贷款利率过高和美国企业缺少小型车辆的生产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不是来自日本的进口。但是,随着美国国内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生产商在1980年的危机中裁员了近30万人,汽车产量也下降了四分之一,到了1980年11月前夕,对政府介入的呼声已经相当高昂,不容忽视。在这场势均力敌的对峙中,卡特总统,虽然曾公开反对就进口车辆制裁日本,此时却改变了立场。他的竞争对手,罗纳德·里根,骄傲地宣称自己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却对一名底特律的克莱斯勒工厂工人说,汽车行业的情况特殊、不能一概而论。里根认为,美国政府“无论如何也要说服日本,让他们明白,为了日本自己的利益,也要放缓向美国出口车辆的节奏,直到我们的汽车工业恢复元气”。㉗
面对美国贸易制裁的威胁,日本通商产业省在1981年5月1日宣布了向美国出口车辆的“自愿限制”,此时距里根宣誓就职还不到3个月。日本承诺,在接下来的3个财务年度中,他们不会向美国出口超过168万辆汽车。1个月后,日本政府“预测”当年对加拿大的汽车出口量将会比上一年度下降5.8%,要求各汽车制造商自行调整出口计划,以便与政府的预测保持一致。所谓的“自愿”限制还会持续好几个年头,而北美消费者为此支付了高昂的代价。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测算显示,1984年间,日本的出口限制为美国提供了44,100个工作机会,但汽车买主却因为高价而多支付了85亿美元,平均每增加1个工作机会的成本是19.3万美元——大约是美国汽车工人平均工资的6倍。在加拿大,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继续给每个被裁员的工人发放工资都会比现在的办法便宜得多。㉘
日本的情况要好很多。得益于“自愿”出口限制,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得以用更高的价格卖更少的车。整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们共计从美国和加拿大收割了大约70亿美元的利润。除了在北美兴建整车装配厂之外,日本公司还将这些利润投入到开发高端车型上——既然他们能向美国出口的汽车数量是有限的,合乎理性的做法就是尽可能销售最有利可图的那种。制铝、化工和钢铁制造业中被裁员的工人,在汽车行业找到了新的工作机会,缓解了艰难的产业转型之痛。㉙
在1973年之后的10年,以帮助工人阶级为名,保全本国陷入困境的行业成了各工业国的一项重要事业。打着醒目的“结构调整”的大旗,盈利微薄的制造商直接接受的国家津贴就高达数十亿美元。借助政府限制竞争的政策,比如限制进口和合法组成卡特尔,制造商通过提高价格赚取的利润更是超过百亿。但是国家付出的真正代价,远远不止高价的商品和财政补贴。在全球经济受到低生产率增长困扰的时期,多数国家的结构调整政策有组织地辅助了毫无增长潜能的夕阳产业,而不是更有活力、更具创新性的新兴产业。其最终结果就是加剧了生产率的衰退,而非终结这一现象。
这一点在钢铁行业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几乎每个国家都在扶持自己的钢铁行业,即便不是处于经济目的,为了国家荣誉也会这样做。钢铁行业往往能够提供制造业中最具优势的薪资,而且还有强大的工会为工人争取利益。通过购买储备钢的方式,政府保全了一定数量的钢铁行业工作岗位。这些成本中一部分由纳税人承担,还有一部分由以钢铁为原材料的行业负担,这些企业不得不比他们的境外竞争者花更多钱购买钢材,负担更高工资的能力也因此降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本难以计算,那就是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20世纪70年代,钢铁业已经沦为最不具创新意识的制造类行业。美国的数据显示,金属制造企业,主要就是钢铁厂,研发投入与销售投入的比例在制造业大类中是最低的,而且专利的数量也远远低于其他制造类行业。他们的设备陈旧,往往无法与最新的技术进步相匹配。到了80年代中期,很多被政府以高昂的代价保全下来的钢铁厂,被采用新方法炼钢和铸造的工厂所取代,最终也没能逃脱倒闭的命运。如果政府没有插手对旧式制钢企业补贴和保护,这些新技术可能会发展得更快。㉚
与钢铁业类似,政府在危机的年月中对纺织业也偏袒有加。20世纪70年代,很多国家的服装制造工人数量比其他任何行业都高。但是自动化的缺位——衬衫和长裤都是由教育程度很低的工人在缝纫机前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可以轻易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因为他们的工资水平要低得多。放弃了让本国公民享受平价服装的便利,以美国为首的第一世界在1973年签署了一项国际条约,允许使用关税和进口配额控制纺织品贸易。《多种纤维协议》及其后续方案详细规定了一国可以向另一国出口的胸衣和羊毛衫的数量。牺牲消费者的利益,该协议将富裕国家低效率的服装生产业延续了近30年,在维护社会安定的同时,推迟了资本和劳动力向那些它或他们能够贡献更多经济增长的产业转移的步伐。
尽管在当时没有引起注意,黄金时代的终结实际上开启了一场全面的经济转型,20世纪以来就是经济明星的大规模工业园区,将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取而代之的是有能力组织分散的小型工厂网络的制造商,他们的生产链条由全球化的供应链衔接,雇用的工人也少而精。每个人都能进入工厂拿高工资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对于新经济来说,真正的价值是创新、设计和市场营销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将原材料转化成制成品的物理过程。20世纪70年代晚期,日本和韩国还是新兴的工业强国,但是用不了几年,他们的制造业也开始了大面积裁员。急于完成国家复兴伟业的政府不愿接受这个现实,但是工业经济已经被信息经济逐步取代,无论何种力度的政府补贴都无法逆转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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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美梦告终
经济上,工业的困境是一种挑战;心理上,则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1973年年末萧条的景象初现之时,发达国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非政府工作岗位都是制造业提供的。很多其他类型的工作,从货运卡车司机到工厂附近酒吧的服务员,再到拿津贴的退休人员,虽然不直接从工厂领取工资,但是生计却全赖制造业的发展。战后的工业扩张让广大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而且受到福利政策的鼓舞,在经济上的安全感也是空前的。然而随着收入丰厚的工作岗位的减少,工人们发现自己开始原地踏步,要尽极大努力才能维持前25年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工作进取心。福利国家确有优势,但其加之于社会成员的负担也愈趋明显。政府无法保证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开始积累,为严峻的政治后果埋下了隐患。
为什么,在战后的这些年里,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呢?目前的最佳答案,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给出的,该观点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很多精英人士。他的理论将发达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更加均衡的收入分配联系在了一起,被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国学习统计学,1922年出逃美国。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比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早一年拿到硕士学位,并与伯恩斯一道成了经济周期学家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的门生。1927年,库兹涅茨取得博士学位,加入了国家经济研究局(该机构很快将由伯恩斯领导),并且发展出了很多统计学概念,至今仍用于国民收入和生产率的统计。库兹涅茨是当之无愧的国民生产总值之父,这个概念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都被用于比较经济体的规模和增长能力。不过,与大多数使用该数据的政客不同,库兹涅茨强调,体现公民生活水平的很多方面都无法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反映出来。正如他在1934年对国会所说:“一国的福祉很难通过关于国民收入的指标来衡量。”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库兹涅茨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经济增长的基础。从14个国家收集数据之后,他得出结论,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可能与该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关。
库兹涅茨坚信,那些经济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处于前列的国家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增长。第一阶段,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大批的佃农与手工业者流离失所。他们的技能在贬值,收入也随之下降,而掌握资本的人则通过投资工业大赚特赚。这一现象首先出现在18世纪末期的工业革命时代,当时,号称“机器破坏者”的团伙到处损毁蒸汽织布机,因为他们认为机器是导致下层民众贫困潦倒的根源,而政府在背后支持部分厂商垄断经营,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让工厂主们牟取暴利。于是,成千上万的工人陷入赤贫,社会不公平现象愈演愈烈。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库兹涅茨认为,鉴于农民被赶离家园、工匠被迫失业的现象越来越少,工业化初期的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然而,在发展的第二阶段,工资水平仍然相当低下,因为城市中聚集着大量不具备专业技能的待业工人,工厂招工毫无困难,没有提升工资的必要。政府对失业者和伤残人士的救助全然缺位,劳动者找工作时无法进行挑选,在工资谈判中处于绝对劣势。这就是卡尔·马克思眼中的19世纪中期,一小撮资本家剥削贫困潦倒的工人阶级,而劳动者完全看不到改善现状的希望。
马克思对他所处时代的解读是正确的,库兹涅茨说,他错在将其误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永久性特点。随着经济迈向第三个发展阶段,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出生率开始下降。这意味着,家庭收入中有更高的比重投入到了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中。出生在城市的新工人阶级,大多数接受过学校教育,掌握了适应现代经济的各项技能,取代了上一辈半文盲式的工业移民。他们也更加善于运用政治影响力,能够推动立法,建立保护低收入水平家庭的社会机制。因此,库兹涅茨得出结论,当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收入不公平的现象就会逐渐消失。这一过程自19世纪末的英国开启,美国和德国在一战时期也相继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跨入了上述进程。②
按照库兹涅茨的理论,收入差距呈倒U形曲线分布,开始时两极分化愈发严重,但最终差距会慢慢缩小。这一观点对于黄金时代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是一种安慰。所有人都知道,政府指导是为了缓和经济周期,保证经济以前所未见的水平稳定增长,同时把失业率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现在库兹涅茨似乎在暗示,更加公平的社会分配机制也是计划的一部分,至少在工业国家就是如此。随着收入的增长,几乎人人都能感受到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普通人也可以和富人一样积累财富。在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到改善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逐步缩小。这是一幅诱人的愿景。
对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评估,从来就是一项冒险的事业。“收入”可以通过很多角度进行解读:一些学者着重研究工人税前时薪的变化,其他学者则更关注家庭而不是个人,而且会同时统计投资收入而不仅仅是工资——两者得出的结论很可能大相径庭。衡量某个国家公民的收入差距,同样有很多不同的路径。较为常见的方式是统计中产阶级在人口中比重的变化,但是对比长期失业者和处于前1%水平的富豪的收入,可能会得到一些不同的视角。短期趋势与长期趋势也有所不同:股市的低迷可能意味着富人在一两年内销售股权的资本收入会降低;但是只要股市出现转机,情况就会立刻得到逆转。而且,毋庸置疑的是,收入水平并不能展示财富分配的全貌。绝大多数家庭都有收入来源,拥有不动产、股票、债券和企业的比重则小得多。
无论用何种方式衡量,没有争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中经济资源的分配远比战前要均衡得多。对12个具有现成数据的发达国家进行研究,其中有11个国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收入前1%的富豪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远低于20年代和30年代的水平。1962年,九分之一的联邦德国家庭依赖不到人均工资一半的收入勉强生存,到了1973年,这个收入水平最低的群体已经不到总家庭数的十六分之一。20世纪40年代末,近三分之一的美国家庭收入低于官方确定的贫困线,及至1973年,排除通胀因素,平均工资仍达到了当时的历史最高水平,此时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只占九分之一了。仅在瑞士这一个国家,最低收入阶层没能缩短与金字塔顶层人士的距离。③
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购置房产和进行储蓄,所以,在黄金时代,财产的分布也比以前更加分散。1939年,荷兰前1%的富裕家庭集聚的财富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但是到了1973年,这一比重下降到了四分之一。1948年,挪威前1%的富人拥有全国34%的财产,但在1973年只剩下了22%。研究20世纪60年代法国和美国的遗嘱信息可以看出,普通百姓掌握的财产占总量的比重远远高于战前。鉴于财产可以滋生利息、分红和租金,财产分布得越分散,对于收入公平也就越为有利。
公平问题得到改善并不是一项奇迹。很多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提高了所得税最高税率,扩大的税收用于弥补战争支出。某些国家在战后仍然维持了这项政策,对于高收入人群,所得税有时会占到全部收入的80%。高昂的遗产税使得将巨额财产留给下一代相当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财产的分布变得更加均匀。在巴黎的毕加索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清楚的例证,馆中展示的很多艺术品都是为了冲抵遗产税而上交给法国政府的。英国国民信托(British National Trust)经营的文物级乡村宅邸,很多都是由世代居住在这些豪宅里的主人捐献的,因为家主去世后,子孙无力承担巨额的房地产遗产税。
工会的力量是帮助普通工人提高待遇的另一个因素。战后,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赋予了工会极大的权限,或者是为了提升国家凝聚力,又或者是战败后在同盟国的要求下行事,比如联邦德国和日本。制造业的繁荣对于工会实力的上升贡献重大。在战后世界中,很多新的工作机会都来自制造业。仅以日本为例,1950年,每5个工人中就有1个从事制造业,到了1970年,从事制造业的工人每3个中就有1个。与农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相比,制造业工人加入工会的热情要高得多,因此,制造业的发展为工会提供了日益壮大的潜在队伍。在几乎任何类型的工厂做工都比干农活回报率要高,服务业、小时工以及其他对于教育水平和专业培训没有过高要求的工作,在薪资上也都无法与制造业相匹敌。所以,制造业的增长自然让相当高比例的劳动力都得到了提高收入的机会。
强大的工会并非一定能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化,因为与工会签约的工人往往绝不是底层中的底层。然而,在战后世界中,工会的影响力远远不止于与个别企业,甚至整个行业协商工资。他们成了政治谈判桌上的常客,大力倡导提高最低工资,建立失业救济、带薪病假、年假和养老金制度。在有些国家,工会在支持女性同工同酬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随着大批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双职工家庭的收入也相应上涨。有时,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甚至会与行业组织的首领和政府高官谈判,确定国民收入中多大的比例应当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又有多大比例应当作为企业利润,以此限制大公司股东和小企业主的收益,进一步抚平收入分配的差异。④
但是,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指出的,战后世界收入更均等的最关键原因并非是经济政策,而是由战争造成的悲剧。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巨量的资本:大量住宅、商店、办公楼和工厂被夷为平地,其中的生产设备和家具财物也随之化为乌有。即便是财产没有被破坏或充公的企业,也受物价管控、原材料短缺和消费能力下降等原因的影响,经营出现了极大困难。那些人间蒸发的财物属于特定的富裕人群,所以战争对资本的破坏起到了均衡财富分配的效果。而且,鉴于大部分财富都被用于滋生利息、分红和租金,资产的灭失对于拉低收入差距也有作用。贫富差距之所以会缩小,不仅仅是因为穷人的境遇在改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富人在一小段时期内遭遇了劫难。⑤
向平等社会迈进的潮流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了逆转,此时工资上涨遭遇了瓶颈。这一现象在各国出现的时间不同,上层人士生活优于普通百姓和贫困家庭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有些国家制定了提升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的政策:或是资助需要抚养子女的家庭,或是鼓励银行扩大对买房者和小企业的信贷支持。不容置疑的是,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拥有高收入和大笔投资收益的人享受着高品质的生活,而大多数工薪阶层疲于奔命,艰难地维持着现有的生活水平。
正是在美国最先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苗头。在1974年残酷的大萧条期间,收入中位数的增长率比通货膨胀率还要低。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女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恢复到了衰退前的水平,但是男性的收入却始终没能重振。40多年过去了,在美国收入恰好位于中位数水平的男性员工数量,在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仍然赶不上1973年的水平。收入水平排在后面五分之三的家庭,收入占全美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开始下滑,前五分之一的家庭所占比重则节节攀升。而且收入水平越高,收入的增长也就越迅速。1973年,前1%的家庭收入占所有家庭收入的7.4%。等到了20世纪末,这个比重翻了不止一倍。⑥
英国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普通工薪家庭的购买力在1974—1979年持续下降。收入差距即使没有马上扩大,也只是因为工党政府的反通胀政策严厉压制对高收入者的加薪。工资高于特定数额的人员被设置了收入上限,有些时候,高薪人士直接被明令禁止加薪。结果当然是收入变得更加平等了,但是限制政策一经撤销,马上就出现了强力反弹。1977年,经理人和专业人士的收入大涨,收入差距开始扩大。尽管高津贴和其他社会福利提高了某些特定群体的收入,比如退休人员和单亲家庭,20世纪80年代的收入分配仍然日渐扭曲,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收入的不平等愈演愈烈。⑦
在其他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没有那么悬殊,主要就是政府介入的作用。比如加拿大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工资不平等加剧,但是收入的差距并没有明显扩大,这得益于政府向低收入劳动者提供的津贴。直到80年代,高薪群体才开始在收入上与普通百姓拉开距离。在日本,贯穿整个70年代,收入平等化水平都在提高,但是情况在1981年左右发生了变化,收入的差距开始稳步扩大,到了2005年,甚至有人称日本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发达国家中最高”。瑞典一向被认为坚守了社会民主与平等的堡垒,也在1981年前后经历了收入水平的分化,西班牙和瑞士也是如此。国际上的少数几个异类之一是法国,在整个七八十年代都激进地利用税收和福利政策缩减收入差距,而且一直把这种状态保持到了21世纪。
如果发生在其他时期,贫富分化可能都不会是什么严峻的事。毕竟,无论哪朝哪代,总有人比其他人要过得好。但是在七八十年代,芸芸大众和高收入者间的差距在扩大,与此同时,全球的工资增长却在减缓。工资增长放缓的精确比例很难确定,因为在70年代,大多数国家仅收集制造业部门的工资数据。在制造业上,史料是一清二楚的。从18个欧洲、北美和太平洋地区的富裕国家得来的信息显示,1974年之后,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上述国家中的每一个都见证了工资增长率的急剧下降。工人们眼看着自己与高薪的邻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们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正在逐渐崩塌。⑧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黄金时代的好日子急转直下?对于工资增长放缓和收入差距扩大,最常听到的解释都与政治决策相关——这个国家没能成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那个国家法规过于严格,不利于刺激就业,国际贸易协定让发达国家的工人面对低工资国家更不具有竞争力,法律允许企业老板在给自己定薪水时既不考虑工人工资也不考查个人表现。类似的结论层出不穷,而且似乎难以避免:人们往往会将他们亲身经历的问题归结成一个看似熟悉和明显的原因,尤其是在专家和政客相互指责的时候。
然而单纯用国内方面的因素进行解读是不够的。每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形势都有所不同,但工资增长速度降低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却是全球性的,所有富裕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对于这种全球性趋势的解释也应该是全球化的。最有可能的答案隐藏在一个新闻报道中鲜有提及的经济指标当中,这个指标的逐年波动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其长远变动方向却对世界局势有着深远的影响。经济学家称其为“劳动收入份额”(labor share)。
劳动收入份额是指,支付给在职工人的工资收入,除以在职工人所创造的国民收入。通俗地说,就是一国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用于支付工资的比重,而不是支付给资本所有者的分红或者利润,也不是政府提留的税收。劳动收入份额并不是对于工人收入的精准测算,因为很多工人也有资本收入;小企业的所有者可能每周仅领取少量工资,他还能分享公司的利润,如果有的话。而对于广大工人来说,资本收入往往很低——储蓄账户上得来的几块钱利息、员工股份的些许分红。因此,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对于研究工人相较于资本所有者的整体收入情况,是有所帮助的。
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下滑,这种现象不止出现在某个国家,而是遍布了世界各地。下降的趋势起于1974年的美国和联邦德国,一年以后传到了日本和英国。1976年出现在澳大利亚,1978年到加拿大,1980年前后到了意大利和荷兰。到了90年代初,就连芬兰和中国也开始经历类似的变化。在46个具备至少15年可信经济数据的国家中,37个在1975年之后表现出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显著统计趋势。根据一项测算,1977年到2012年间,工资在总收入分配中占据的份额降低了5%。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破灭、1989年德国重新统一、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以及21世纪初中国经济崛起并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之前,这一趋势就已经显现。⑨
单独来看,下降的劳动收入份额并不意味着任何人变穷了,而且也不必然反映出雇主确定工资的方式发生了任何改变。如果一个经济体发展得足够迅速,即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每个人的收入也还是会持续提高。但假如在经济增长总体放缓的同时,劳动收入份额继续缩水,那么可能很多人都会分配到更小的比例。工人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就意味着资本所有者取得收入的比重在相应地增长,而这些人原本就属于高收入人群。所以,尽管理论上劳动收入份额下滑并不一定造成经济不平等,但在实践中,却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感觉,那就是金字塔顶尖的人愈发地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而芸芸大众则是江河日下。⑩
关于这场全球范围的劳动收入份额下滑,经济学家能够给出的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技术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技术革新减少很多工作需要的人工数量,对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高失业率有着直接的责任。除此之外,技术的发展在某些行业创造了全新的生产和经营方式,从而导致行业竞争加剧。过去,钢铁企业很少面临竞争,因为建设新的炼钢厂需要数十亿美金的初期投入,而电弧炉的发明大大降低了新晋者购置基础设备的成本。在远离城郊牧场的地方进行牛肉切割包装的新方法,打破了几家大型肉联厂在美国的长期统治——尤其是价格方面的垄断。竞争的压力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工会和员工争取高工资也更加困难。
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现代经济对于工人技能组合的需求。自动化导致技能和手艺贬值,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人的议价能力也相应下降。在20世纪50年代,电信工人的罢工就意味着电话无法接通,使用者的日常生活将受到影响。而到了80年代,大多数的电话用户都不会对电信工人的罢工有所察觉,因为他们接受的服务并未受到影响。当工厂工人要求加薪时,制造商可以威胁将生产部门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因为现在这样做,不必担心产品质量下降,产品声誉也不会受到影响。随着谈判的筹码向雇主一方倾斜,工会发现,争取更好的待遇和保障就业一样越来越难,对于很多行业来说几乎就是不可能的。最好的情况是,工人能够通过学习掌握重塑其工作方式的新技术。而最坏的情况则是,工人将在领取一笔提前退休金后被迫离职——在信息时代,他们的技术再也无法赚到令人满意的薪酬。
尽管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浮夸地宣称长期的稳定繁荣已经到来,然而他们此时却无法对那些生存状态每况愈下的人们做出有意义的回应。政客能够提供的也无非是些老生常谈,比如在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重要性。而社会公众已经习惯于相信政府能够为所有人提供经济保障,此时看着政客一筹莫展的倒霉模样,压抑的怒火就开始爆发了——主要表现为对福利国家高税收政策的反感和厌恶。
福利国家的概念,以及与之相生的对于政府社会角色的新理解,诞生于战争的深渊之中。政府应当提供某些保障的观念并不新颖:早在1883年,德国就颁发了疾病保障法,而瑞典的残疾人保障计划则可以追溯到1901年。然而,这些政策往往只考虑到了城市的产业工人,其他人能够得到的帮助非常有限。比如,瑞典人引以为傲的失业保障体制,直到1950年才只能覆盖70%的工薪阶层,其他人仍然暴露于失业风险之中。美国的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在1937年启动之时是不包括农民、家政服务员和个体经营者的。有限的覆盖范围及优越的人口结构,使得政府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提供类似的保障。1940年,第一张社保支票寄出之时,350万名退休者的保障收入是由3500万工人及其雇主交纳的税金支撑的,税率仅为全部收入的1%。对于一名普通的美国制造业工人来说,如果年收入为1200美金,每年的纳税压力也只有12美金。⑪
福利国家的根本目标是广泛推行这些保障。1945年,英国和加拿大开始发放儿童津贴,一年之后,法国也借鉴采纳了这一政策,此时津贴的额度依儿童的人数而定,并不考虑家庭的收入情况。这些为了保障城市工人而设计的政策,能让农民群体得到的好处非常有限。在农民的压力之下,四个北欧国家政府承诺将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障推广到全民受益,包括农民和个体经营者。
有了中产阶级的坚定支持,扩充社会保障的一揽子计划就在政治上势不可挡。艾森豪威尔总统,一名保守的共和党员,在1956年将社会保障福利金的覆盖范围扩展到了残疾工人。一年之后,由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其基督教社会主义同盟控制的联邦德国政府将养老金金额提高了60%。在英国保守党当权的20世纪50年代,社会福利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陡峭上升。在更加注重平等的战后新世界中,无论是名门望族还是财富新贵,都不希望被指责为对工人阶级的艰辛无动于衷。⑫
贯穿20世纪60年代,繁荣的经济使得政府更愿意慷慨解囊。60年代初,富裕国家之中,以现金形式直接发放给家庭的补贴,比如儿童津贴、养老金、残障及失业补助等,平均要占到国民收入的6.8%。到了70年代初期,该数值已经高达10%。芬兰,北欧国家中的后进分子,也于1963年启动了国家疾病保障计划。一年之后,意大利开始向全体老年人发放养老金,尽管他们并未对社保计划做出任何物质上的贡献。在法国和英国,儿童津贴的增长速度远远把通货膨胀抛在了身后。⑬
福利国家的政策并未止步于直接的金钱补贴。1964年1月,约翰·F.肯尼迪遭到暗杀后不满6周,他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就向贫困宣战。国会为此制定了针对穷人的食品援助法案,以及由纳税人资助贫民和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法。美国、英国和其他几个国家就“逆向所得税”的优缺点展开了辩论,所谓逆向所得税就是最低收入补贴,可以保证每个家庭都能达到基本的收入水平,资金由政府提供,而且没有资格限制。扩建大学和高等院校的花费巨大,但是数以百万计的新生被招录进来。日本1950—1975年间的高等教育录取率提高了将近800%,西欧的高中以上教育录取人数则翻了3倍。绝大多数学生进入的大学院校是国立的,收取的学费很少或者根本不收学费。相比街道清洁工和工厂工人的子女,医生和教师的子女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要容易得多,因此免费的高等教育又是一项取悦崛起中的中产阶级的补贴政策。
发达经济体中,唯一对福利社会存在抵制的国家就是日本。在1945年投降后的二三十年里,领导人认为日本是一个处于重建阶段的贫穷国家,无力支付昂贵的福利政策。尽管出于经济收益的考量,日本愿意在教育领域进行投资,但他们对于在欧洲和北美盛行的政府资助福利项目仍然时刻保持警惕。但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非凡的增长之后,日本的经济规模扩大了3倍,政府难以再用贫穷作为借口。在一片颂扬之声中,日本终于在1973年推行了新的健康、养老和收入补贴政策。日本人将这一年称为“福利社会元年”,此时,日本的未来如此灿烂,在多年的奉献和牺牲之后,公民终于要分享胜利的果实了。⑭
所有的福利项目都要花钱。福利国家改变了普通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不仅仅是政府向公民提供津贴,而且是政府历史上第一次在相对和平的时期里,要求公民以税赋的形式上缴相当大比例的收入。
从历史角度看,很少有个人需要直接向国家级政府纳税。在这一方面,美国并非不具有典型意义。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和亚洲爆发,所有联邦级别的赋税加在一起也仅占国民收入的7.6%。大部分的税收都是间接税,也因此很大程度上是隐形的:政府以进口税的形式从境外的威士忌和香烟上得来的收入,要远高于直接从工人工资中拿走的部分。联邦政府直接征收的所得税,仅仅占到了全部国民收入的四十分之一。尽管官方的个人所得税率最高可达到79%,但也只有少数的产业巨头和影视明星受到影响。大约五分之四的美国家庭都不需要向联邦政府支付所得税,因为排除各种免税和抵扣额度之后,他们的收入还达不到2500美金的所得税起征点。⑮
大部分其他国家的情况也都类似,直到战争改变了一切。随着政府开始征收各种附加税、超额利润税等,战争时期的赋税压力骤然增加。最为极端的例子是,纳粹德国对其占领的国家施加重税以资助战争,并且利用税收体系剥夺犹太人和其他被驱逐者的财产。在同盟国方面,英国的所得税在1937—1943年翻了四倍。所得税起征点被降低,所以等到战争结束之时,大部分工人都要支付所得税;而高收入者面对的最高税率,居然达到了令人咂舌的98%。
战争也让税赋收缴的方式更为激进。“我需要的就是现金,而且是从当前收入中提取的现金。”英国的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在1940年宣称。在只有少数富人需要交纳所得税的时候,他们获准每年或者每半年缴纳一次。但是当数以百万计的中等收入群体被卷入税收体系后,很难想象这些人有充裕的现金每年进行一次大额支付,而且,政府也需要稳定的现金流来为军队和武器买单。美国最先采取措施,从1943年开始要求雇主从工人工资中直接扣除税金。“我们搞不定那些家伙,除非从源头上直接截流。”一位财政部的官员在请求参议员支持他们提出的立法议案时说。英国人把他们的扣缴方案命名为“付你所得”,似乎每周从工资里扣除所得税,是在给工人们一个报效国家的良机。然而,不论如何包装,都无法逃避一个现实,那就是每周的工资存根都在提示着税收的陡峭上升。⑯
战争结束之后,所得税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但是起初大部分工人都不需要交纳或者只需交纳很少一部分。在日本,战前和战时交纳所得税的人数都不足100万;即便美国在1947年强制改革之后,这一数字上升到了700万,但是仍然不足日本成年人数的七分之一。尽管在1949年需要交纳所得税的英国工人人数约有1400万,但在10年之前这一数字还只有380万,仍然有近一半的成年人收入达不到所得税起征点。1951年,典型的美国家庭交纳的联邦所得税还不到全部收入的3%,而且仍有很多家庭完全不需要交税。在加拿大,“针对个人的直接税收”1950年时仅占人均收入的6.4%,比战时减少了三分之一。1958年改革之后,联邦德国的基础税率虽然高达20%,但是为了保护普通工人而创设的津贴制度,使得大部分人交纳的税款低于全部收入的6%。⑰
向普通工薪阶层收轻税,高收入者收重税,可以保证税后收入更加平均,实现重要的社会目标。但是,一个大多数人不交或者仅交很少的所得税的体制,确实无法满足福利国家日益增长的财政需求。
福利国家体制可以说是一项丰功伟绩。它给数百万名退休津贴的领取者提供了尊严,使其无须在老年之时面对赤贫。伤残保险保护了劳动者的家庭,避免在工人遭遇工伤后全家陷入贫困,而医疗保险确保了即便是最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能及时就医。失业保险则减轻了经济萧条造成的阵痛,不仅有利于失去工作的劳动者,对这些人光顾的生意和购买商品的生产厂家也有裨益。经济学家将社会保障体制称为“自动稳定器”,此言非虚,因为正是这些保障措施使得消费者在艰难的时事中仍有基础的消费能力。⑱
但是,政府推行慈善并非没有成本。尽管工资水平、商业利润和消费能力在迅速提高,福利国家的支出增长的速度更快。纵观各发达经济体,从1960年到1974年,单单扶贫项目支出就提高了150%,远远超过了通货膨胀率。在24个发达国家中,仅有芬兰这个半岛小国1974年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于1960年。随着社会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工人收入的增速,福利国家体制在被看作一项优势的同时,也被视为一种负担。⑲
把许多其他事情联系起来看,1973年这个关键的年份对于福利国家来说也是个转折点。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商业利润出现暴跌,导致工人工资的增速开始下降。然而福利国家体制的发展却没有一并放缓。恰恰相反,数百万名在经济下滑过程中失业的工人,排着长队领取政府提供的津贴。还有几百万人认为自己的年纪太大,已经不适合再就业了,开始提前领取养老金。到了1980年,西欧的大部分女性在60岁之前停止工作;男性则是63岁。那些基于收入水平的福利支出,比如住房补助和食品津贴,也相应上升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家庭符合了申请的条件。比如说,美国政府的食品券计划从1974年到1976年耗资几乎翻倍,原因就是受益人的数量增加了近50%。⑳
社会保障体系肩负了重任。在经济困顿的艰难时刻,它保护家庭免遭失业危机的蹂躏,抚平全球衰退的影响,这也是此项制度建立的初衷。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保体制用税收和强制扣款抽取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并且通过只有最专业的政策研究人员才能弄懂的公式重新分配到各个领域。仅举一例,20世纪70年代的前5年里,联邦德国的政府支出提升了93%,而经济增长仅有52%。在西欧,到了70年代末,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包括一些医疗项目和高等教育——相当于经济总量的近六分之一。㉑
除了减少福利之外,唯一保持收支均衡的方法就是加税或者举债,而减少福利无论在哪个国家都相当于政治自杀。1965年,24个发达国家的税收平均占国民收入的24.8%。1973年,随着福利国家体制的发展,平均税收达到了国民收入的28%。到了1977年,这一数据上升到了31%——在十几年的时间跨度里,它的增速已经相当惊人。税收上涨的规律出现在了每个发达经济体中,无一例外。最极端的例子是瑞典,在12年里,税收的比重上涨了13%,等到1977年,国民收入中的每个瑞典克朗都有45%被划为税收。㉒
通货膨胀就是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之一。在大多数富裕国家,个人所得税都是按梯度征收的,收入所处的梯度越高,相应的所得税税率也越高。在澳大利亚,高过起征点第一梯度的收入只需承担8%的温和税率,但超过第27级梯度的收入则要面临高达66%的税率。在意大利,1~32级税收梯度的税率从10%一直提高到72%;在日本,低收入者只需按10%的比率交税,而高收入者可能要对收入的最高部分交75%的所得税。通常而言,这些税收起征和梯度金额是不随通货膨胀变化的,也就是说,假如一名工人年收入的提高仅仅是与物价指数的上涨一致,但是多赚回来的里拉、日元或美金,需要交纳的所得税要高于前一年的水平——排除通胀因素后,此人拿回家的实得工资要低于原有水平。因此,尽管名义工资每年都在上升,很多家庭还是感到可支配收入越来越少了,因为他们现在处于更高的所得税征收梯度。㉓
因此,在通货膨胀高歌猛进的十年,税收着实让人烦恼,而且也更具争议。即便收入增长已经跟不上通胀的步伐,政府还能稳稳收取家庭收入中越来越多的份额。工厂工人和街道清洁工感受到的税收压力并不亚于他们的老板。1969年,联邦德国的普通工人家庭每多赚一马克只需支付19芬尼的所得税——也就是说,边际税率为19%。但是到了1978年,边际税率几乎翻了一倍。英国家庭中除了最为富裕的一批,1979年支付的所得税占收入的比重比1969年多了10%。记者彼得·詹金斯的测算结果是,有两个孩子的英国家庭,收入为行业平均工资,1976年需要交纳的税金占全部收入的26%,在四年内上涨了7%。加拿大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8年到1985年,普通加拿大公民的所得税税率居然提高了20%。㉔
同样重要的是,至少从政治的角度上看,高税收直接给个人收入带来了沉重负担。在早些年,为福利国家买单的主要是企业,方式是交纳营业税或为员工交纳社会保险。当然,企业最终会将这些成本转嫁给股东或者员工,但是对于员工来说,他们增加的成本是隐形的。而且,发达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源于对消费征税(如营业税),或是对资产和财富征税(如遗产税),这部分税收的占比在1970年高达43%。纵观各发达经济体,收入税和社会保障费用在1970年占政府收入的34%,在1975年占38%,而到了1980年,占比就几乎高达40%了。福利国家的成本迅速转嫁到了收入税的身上,这些钱直接来自工人的腰包,他们眼看着工资中越来越大的比重被扣掉。工薪阶层抱怨负担了越来越多的政府支出,是完全有理有据的。㉕
然而,即便普通公民交纳税金占工资总额的比重每年都在提高,政府也还是做不到收支相抵。为了兑现社会福利的承诺,政府大量举债,巨额财政赤字成了常态。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在20世纪60年代还无足轻重,及至70年代却翻了三番,这还是在国防开支大幅削减的情况下。1973年之前,日本政府的支出还大抵与收入相等,但此后大面积财政赤字变得司空见惯。联邦德国在1973年前财政赤字尚且有限,之后也是大幅提升。㉖
在富裕国家中,政府财政状况的巨大变化可以通过政府债务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反映出来。从1946年到1974年,该比例始终在下降,因为各国都在偿还二战期间借下的债务,并且避免举借新债。从1975年开始,平均债务率开始上升,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就在政府债台高筑的70年代下半叶中,利率开始大幅飙升,致使政府预算的相当比重用于支付利息。这些利息的账单也进入了工薪阶层的视野,他们交纳的所得税和社保为政府收入贡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他们担心,将来他们的孩子还要继续为这些利息买单,而他们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㉗
早些年世道更加安定,人们普遍愿意用高税金换取更好的社会福利。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几次反对税收的零星抗议活动,但这些抗议往往是针对地方政府为建设学校和维护公园而征收的房产税,而非联邦政府用来提供养老金、医疗保险、贫困和失业补助的收入税。这些抗议活动零零散散分布在各地,在全国范围内并没产生多大影响。但是进入70年代,随着经济环境的恶化,利率和通货膨胀率脱离了政府的控制,社会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加。此时,政府提高税收以资助福利社会的尝试开始碰壁。大规模的反对税收运动,最初是在富裕且田园牧歌般和谐的丹麦王国中涌现,而这要感谢一位名叫摩根斯·格里斯楚普(Mogens Glistrup)的税务律师。㉘
格里斯楚普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据说是哥本哈根最大的一家,其主营业务就是帮助客户避税,方法是在一些傀儡公司之间搭建贷款链条,利用丹麦允许纳税人从收入税基中扣减利息支出的规定,达到避税的目的。1971年1月30日,44岁的格里斯楚普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大谈特谈税收的问题。手中高举着纳税申报单,上面写着应纳税额为零,他将避税者比作二战时期破坏德国铁路的爱国者。
格里斯楚普的滑稽之举让他一夜成名,而且演变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丹麦政治长期以来由四股势力把控,也就是所谓的“旧”党,他们分别代表各自的利益群体,比如说农民和工会。在社会立法方面,四个旧党派几乎都是一致行动,很多立法提案甚至是全票通过的。选民们相当青睐这个承诺打破旧秩序的圈外人。在保守党拒绝提名他为国会议员之后,格里斯楚普利用其炙手可热的名声在1972年组建了进步党。进步党没有什么正式的组织,但是格里斯楚普在吸引公众关注方面确实是个奇才,他发表了很多尖锐的评论,比如说建议解散军队,用一台电话答录机取代国防部,答录机在接通后只会用俄语说“我们投降”。他宣称:“在当前形势下,你在政治领域中能做的最为严肃的事情就是取笑当权派。”㉙
丹麦成为当代反对税收运动的发源地并非偶然。尽管20世纪60年代是繁荣的十年,丹麦却始终保持着全欧洲最低的经济增长率,进入70年代后也没有任何好转。丹麦的通货膨胀率在发达国家中位居前列。而福利国家政策的加强给丹麦人带来了沉重的税收负担。1965年,丹麦国民收入的29.5%都用于纳税。仅仅6年之后,政府就将全国总收入的40.8%收入囊中。普通家庭真切地感受到了经济上的压力,而民众消费的增长率比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还低。对自己国家未来的担忧加剧了人们的不安。1972年,丹麦以全民公投中高达90%的支持率加入欧洲共同体。过了不到一年,民意调查却显示,至少有一半的丹麦公民对这个决定表示后悔。
尽管格里斯楚普本人并不上镜——“他向来衣着随意,身材胖墩墩的。”一位美国外交官向国务院这样汇报——但他吸引选票的魅力丝毫不受影响。格里斯楚普在竞选中呼吁取消收入税,并且承诺在当上总理后,每十分钟就裁撤一个官僚机构,1973年12月,进步党成了议会的第二大党派。丹麦人称之为“地震式选举”,一夜之间就重塑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即便没有政党愿意与进步党组建联合政府,格里斯楚普对当权者的不断攻击还是让他的理念得到了颇多关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民意调查显示,丹麦人对于社会事业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态度愈加负面消极。“丹麦正在从福利国家的阵营中仓皇撤离,或者至少是要远离福利社会所必需的税务负担,无论如何,这仍然是一场大撤退。”一位《金融时报》的记者宣称。㉚
在挪威,有一个人堪称与格里斯楚普一时瑜亮。安德斯·兰格(Anders Lange),比格里斯楚普整整年长了一辈,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右翼的祖国联盟关系紧密,但在战争期间强烈反对纳粹统治。战后,他进入一家养狗人俱乐部工作,并且开始出版《爱狗者日报》。最初的时候,这份报纸有关政治的内容无非就是政府对狗主人的征税,但后来涉及的政治话题越来越多。1953年,报纸遭遇经济问题,一名员工携款潜逃,报社也因之倒闭,但是兰格开展了一项副业,专门组织抗议游行来反对社会主义青年运动者的示威活动。当兰格在1960年重新发行报纸之时,对共产主义者、政客和官僚机构的抨击成了家常便饭。两年后,《爱狗者日报》更名为《安德斯·兰格日报》。视野开阔了之后,报纸很快孕育了一场由不满者组织的政治运动。
挪威的经济比其他欧洲国家都要健康,但是兰格对于官僚机制和税收的抱怨还是引发了人们的共鸣。1973年4月,在奥斯陆的一家电影院内举行的公共集会中,人们投票支持安德斯·兰格的政党提出的大幅削减税收、关税和政府干预的纲领。一个月后,格里斯楚普亲临奥斯陆以示支持。和格里斯楚普不同,兰格在军事上是强硬的鹰派,但他们都对福利国家制度深表怀疑。兰格自称是美国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支持者,同时也喜欢自由派作家安·兰德。兰格凭借着反对税收的政治纲领,以69岁的高龄在1973年的全国大选中赢得了5%的选票,一路闯进了国民议会。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初期的反对税收运动,很快就跨越北海,得到了微弱的回应。在那里,英国人面对的麻烦主要是针对不动产征收的财产税。在1970—1973年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执政的时期,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连年降低。尽管保守党不想和高税收扯上关系,但是主要由工党控制的大城市地方政府却不愿削减公共服务或者裁员。到了1974年,经济陷入危机,部分纳税人开始拒绝支付地方税,这让保守党看到了政治契机。他们的发言人是一位名叫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年轻部长。“地方政府开支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撒切尔对坐在广播前的观众说。她承诺,保守党会废止地方税,代之以“你能支付得起的赋税”。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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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向右转
1973年爆发的经济危机让几乎所有民主国家的选民都感到不安和疏离。他们期望政府能够保障就业、改善工作环境,并且提高生活水平,正像政府在之前的近30年里所做的那样。然而此时,他们眼前只有紧缩的经济、停滞的工资和濒临倒闭的工厂。面对新的经济现实,旧政党似乎提供不了任何有用的建议。他们的计划只适合在繁荣期间分配胜利果实,而无法刺激生产率的增长,适应一个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
早些年,选民无条件地接受他们所支持政党的政治路线,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倾向。在欧洲,天主教、社会主义和农民政党均能得到某些地区选民的稳定支持。工会成员是加拿大新民主党的核心支柱,而美国南方近一个世纪以来都是民主党的坚强堡垒。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一度忠诚的选民接受了更好的教育,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也能轻易地移居外地,不再坚信他们有义务支持原政党的路线。在意大利,本地主教的意见开始变得无关紧要,而美国工厂工人越来越不在乎工会领袖的呼吁。随着区域投票一致性的丧失,战后的稳定政府逐渐让位于不再牢固的联盟,少数议员的死亡或入狱就能打破其中脆弱的平衡。
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深入研究过这些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很多基础性的事实发生了改变。“1974年中的某些时间点,在英国、加拿大、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尼德兰、挪威、瑞典和丹麦,立法机关中没有一个党派占据了多数席位。”三极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的一项研究中指出。该委员会当时刚刚成立,成员多为国际商界和外交界的领袖级人物,很快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此时,专家们开始谈到一个新出现的问题:“不可治理性”。①
不可治理性在很多领域都有所体现。政府似乎越来越难以维持秩序。在欧洲,报纸标题中充斥着黑帮的绑架和谋杀犯罪,比如联邦德国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意大利的红色旅和西班牙的埃塔(ETA)。在美国,犯罪率直线飙升:1975年,每20个居民中就有一起财产犯罪立案。统一的主权国家自身也受到了攻击,从魁北克到苏格兰再到南斯拉夫,政党都想让中央政府下放权力,甚至是实现地区自治。接下来还有丑闻带来的不确定性,1974年三个主要经济体的核心领导层因此发生权力更迭。5月,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辞职,原因是他的一名亲密助手被揭发是民主德国间谍。8月,水门事件事发,理查德·尼克松试图掩饰他曾在1972年总统大选期间指派特工闯入民主党办公室,结果发生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在职总统辞职。12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被指控利用职务之便从地产交易中牟利,并因此辞职。②
尽管上述三起事件在细节上大相径庭,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有一名成就杰出也备受欢迎的政治明星陨落了。勃兰特在1933年曾逃往挪威以躲避纳粹,他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取得了很多突出的成就,其中一项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从马克思主义的根基中拽了出来,将其重塑成了群众基础远比产业工会及其成员更为广泛的政党。在1972年的连任竞选中,联邦德国民众热烈支持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即与民主德国和波兰关系正常化,以缓和紧张的国际局势,也能使分散在两国的家庭重新团聚。尼克松早在1946年就登上了美国政治舞台,而且在两年前的连任竞选中还刷新了美国大选的记录:在50个州中赢得了49个州,投票支持率高达61%。他利用中产阶级和白人工薪阶层对犯罪的恐惧和对种族融合的反感,赢得了他们的广泛支持。而田中首相,随后在一场收受美国飞机制造商洛克希德贿赂的丑闻中被定罪,但是此前他通过政治分肥的手段,打造了一台强大的选举机器。他最擅长的就是将政府资金转化成钢筋和混凝土,很多崇拜者都将他称为“智能推土机”。③
然而就是这些在权力场中手握重拳呼风唤雨数十年的大人物,即便人脉根深蒂固,仍然无法安然度过危机。如果是在几年之前,人们面对类似的事件很可能只会耸耸肩膀,毫不在意。而此时,政治环境已然发生了改变。
不可治理性,这个词汇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含义更多是与政府瘫痪而不是社会的不稳定性相关。据说,这是两项根本性社会变革的结果。其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繁荣让普通人也有机会和勇气发表自己的意见。人们不再盲目地追随教会、工会或者行业协会的指导;与之相反,他们会自行判断什么样的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另一项转变是,政府已经增重成了庞然大物,其提供的服务和补贴直接影响到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人们也因此更加关注它的一举一动。这两项转变综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政客再也不能简单地以大众利益之名做出决定,然后就要求选民们无条件地支持。福利国家的福祉已经被当作了公民的天赋之权。人们曾对政客许诺的各式新鲜福利心怀感激,而此时,他们拒绝任何可能减损他们既得利益的改变,无论是在绝对收入上还是相对收入上。这些越来越善于表达诉求的选民有着明确的经济利益需要保护,他们希望自己的声音受到重视。④
对于不可治理性的关注,与经济发展的停滞有直接关系。在繁荣增长的黄金时期,政府有能力改善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条件。他们有充裕的资金提高儿童津贴,兴建免费或者低学费的大学,同时又不影响无孩家庭的税后收入。然而此时面对经济增长的停滞甚至倒退,政府就只能玩一场零和游戏。任何为某一群体配置资源的措施,无论是学龄前的幼儿还是耄耋的老人,都意味着要切走别人的蛋糕。甚至是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政策,比如抑制通货膨胀,公众也很抵触,因为人们不愿为了长远的收益而承受短期的阵痛。
福利国家政策对公众许诺的不仅仅是稳定提高的生活水平,更包括社会公平的改善。而这一承诺,也成了经济萧条的受害者,因为政府掌握的流动性不足以补偿所有自认为处于弱势的群体。英国记者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指出,一项政府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宁愿每周和其他人一样拿到4英镑的补贴,而不是在其他人每周拿到6英镑的情况下,自己拿到5英镑。“政策越倾向于消除阶层分化和收入差异,人们就越容易因为现存的不平等现象而群情激奋,”布里坦得出结论,并警示道,“自由民主制度存在某种倾向,那就是催生人们不切实际的期望。”政策变化的潜在受损者已经动员起来要保护已经属于自己的权利,而民选政府在对自身的改革中缚手缚脚。正是这一矛盾,导致了代议制政府的不可治理性。⑤
一种观点是民主制度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对这一理论最著名的支持者要数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尽管本人和蔼可亲、言语温和,奥尔森对富裕民主国家未来命运的预测却远远谈不上乐观。在他的眼中,随着有广泛群众基础、表达群众普遍关切的大型组织逐步失势,有着狭隘目的的小型团体愈加得志,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已经在渐渐瓦解。这种转变的原因使用简单的算术就能解释。如果某个大型组织的成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由此改变政策所能带来的利益平均下来就很少。而加入某个小型团体,专门为特定目标奔走,如果该团体在相应事项上成功地左右了政策制定,每个人能得到的好处都会大大提升。按照这一逻辑,对于一名心脏外科的医生来说,加入心脏病联合会进行游说所能带来的利益,远远要高于加入泛泛的大型医生联合组织,因为后者还要同时关注过敏科医生和肾病专家的利益。
就奥尔森看来,真正的危险就是,这些小型团体会把目标简单定义为保护成员的眼前利益。代表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大型组织能够以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为了公众的福祉,愿意接受短期的挫折。但是大型组织正在节节败退。奥尔森预计,权力将向小型团体转移,而后者只会坚持不懈地在政治斗争中争取短期胜利,以保持成员的忠诚度和满意度。随着这些小型团体影响力的增加,以及彼此间结成同盟,他们终将绑架政府,使其无法做出有利于公众利益的决策。
伴随着狭隘利益集团的得势,受到冲击的首先就是国际贸易。大型组织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因为他们知道,自由贸易能够刺激经济的整体增长,即便某些产业和部分工人将会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小型团体的视角就狭隘得多了。一项降低鞋子进口关税的贸易协定,全国劳工联合很可能会支持,但是鞋业工会几乎肯定要反对。类似地,狭隘利益集团往往会阻碍新技术的推广,以保护相关企业的利益和员工的工作机会。奥尔森警告道,经济将越来越僵化,也会越来越抗拒改变。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几乎是难以避免的。“总的来说,”奥尔森写道,“狭隘利益集团及其联合将导致政治生活更加分裂,降低整个社会的效率和总体收入水平。”⑥
奥尔森在政治上是一名保守派,而且和很多右翼人士一样,他认为工会组织尤其要为富裕民主国家中明显的僵化倾向负责。在关于不可治理性的辩论中,一件怪事就是不同党派之间居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塞缪尔·布里坦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多项经济政策表示过支持,预测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的主导地位“将在我们这些成年人的有生之年成为过去”。但是维利·勃兰特,民主派中的左派人士,据说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中,不可治理性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晚期”的一个表现,在此阶段政治秩序将会失去其合法性,接下来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社会结构的最终崩塌。然而,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不可治理性不过是政府无法兑现其对公民的所有承诺的又一例证。⑦
并非只有富裕的市场经济国家表现出了不可治理性。铁幕之后,共产党控制下的苏联附属国也陷入了统治危机,而且事实表明,这场危机远比西欧、北美和日本的民主政权所面临的更为严峻。
苏联在人们的记忆中通常与经济瘫痪相等同,但这是对于历史过分简单的解读。事实上,东欧和苏联的国营经济体制战后也经历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尽管很难做到逐一对比——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等统计概念都应以商品与服务的市场价格,而不是国家制定的价格计量——大多数的评估认为,铁幕之后,经济增长相当迅速。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测算,1948—1973年,在剔除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化的影响之后,苏联和东欧的人均收入水平增长速度要高于比利时和丹麦,而且远远高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按照麦迪森的结论,1948年,匈牙利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尽管在接下来的25年里,美国的人均收入提高很快,但是匈牙利的增长速度要远超美国。⑧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归根结底与市场经济国家繁荣的原因并无不同。战争导致国家满目疮痍,亟须大规模的重建。数百万的劳动力离开了田间地头,流入新工厂操作重型机械。这些工厂跟二战之前比较典型的小型企业相比规模要大得多,资本密集程度也高出很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规模经济的真正信仰者。从卡尔·马克思开始,他们就坚信工业化是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经之路。那些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开展研究的经济学家尤其强调生产总量的意义,根据他们的观点,计划经济的领导者认识到,实现工业化最高效的方式就是建造大型的综合工业体,能够快速炼造钢铁、生产化学制品和纺织棉料。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效能的信奉贯彻其社会体制的各个方面。规划者决定该生产多少吨钢铁和多少平方米的布料,工厂管理者的业绩就根据能否完成这些指标来评价。其他的国有工厂则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数量进口钢铁和布料,并生产指定数量的拖拉机和连衣裙。接下来,这些规划者就要指导国营农场购买拖拉机,以及决定国营商场应该卖掉多少件连衣裙。国际贸易往往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而不是现金交易。如果一串串的香蕉忽然出现在布拉格的杂货店货架上,这很有可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贸易官员安排的:该国向某个香蕉生产国出口机械,并接受对方用水果作为部分货款。
共产主义经济体十分擅长生产产品,却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武器和重工业制品始终占据首要地位;至于公寓和汽车这些普通家庭需要的商品,则在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产品的质量往往十分低劣,样式也过时老旧,因为针对品质和创新几乎没有任何奖励。虽然规划者关注人们购买连衣裙的数量,但他们毫不在意这些连衣裙的颜色、款式和图案是否符合那些看过西方时尚杂志的女性的心意。这些对于产品多样性的潜在需求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在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每家工厂都被提前指定了配额,以便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而这种流程是无法满足消费者按个人品味购物的需求的。而仅在对化解政治危机有所帮助的情况下,公众的情绪才会被视为一项考量因素。⑨
早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前,苏联内部就已经广泛出现了动乱的迹象。新的人权运动开始公开反对苏联政府的政治压迫。国家无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导致波兰爆发大规模内乱,从1970年开始,当地政府就在用冻结物价的方式安抚民众。1968年遭受了苏联入侵并终止了一切政治与经济革新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成了滋生暴动的温床。1974年3月,匈牙利多项具有自由化倾向的政策在苏联的反对下被叫停,理由之一是“向资本主义变质”。飙升的油价打乱了苏联的计划。提高一种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需要进口的重要原材料的价格,并降低其西方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速度,石油危机也因此使社会主义诸国难以实现经济增长,进一步滑向了不可治理性的深渊。⑩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新闻大部分都是负面的。然而,尽管到处充斥着关于不可治理性的危险信号,选民仍未放弃对民主政府自我革新的信念。被选民们无情抛弃的是那些只会承诺牛奶和蜂蜜的魅力型政客。70年代不属于夏尔·戴高乐和林登·约翰逊这种传奇式的领袖。人们需要的是务实的领导人,现实可靠,有实干能力而不是只会夸夸其谈,面对经济危机能够保障稳定。
与他们的前任相比,新一代的领导人主要有两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不带有个人色彩,二是能力超群。赫尔穆特·施密特,曾在汉堡大学师从卡尔·席勒学习经济,并在维利·勃兰特于1974年5月辞职后担任联邦德国总理。他是一个坚定的实用主义者,而且一贯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他的执政哲学总结起来就是一句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话:“那些眼中总是未来愿景的人应该去看医生。”瓦莱里·玛利·勒内·乔治·吉斯卡尔·德斯坦,人们口中的吉斯卡尔,在德国的施密特下野后两周当选法国总统。吉斯卡尔是声名卓著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国际经济领域的专家。三木武夫,在田中角荣丑闻产生下台后,于1974年12月成为日本首相。他在历届日本首相中与众不同,主要是因为他不肯利用政府工程合同讨取政党捐助人和地方官员的欢心。在日本,他不仅以言语耿直著称,还以没有废话、讲求实干的作风享有盛誉。⑪
然后就是吉米·卡特了。曾任核潜艇指挥官、佐治亚州乡村家族花生仓库经理的卡特证明了自己是一位能干而且清廉的领导人。作为浸信会主日学校的兼职教师,卡特是一位极为虔诚的信徒,他承诺要在美国推行人权外交政策,这引发了人们的共鸣,因为当时国家因越南战争和对拉美独裁政府的支持而民心分裂。1977年1月在总统就职典礼之后,卡特在天寒地冻中步行走过宾夕法尼亚大道,而不是按照惯例乘车,这一举动巩固了他作为平民总统的形象。
这些领导者都是极为严肃的人。他们看到通货膨胀正在腐蚀本国的经济,导致国民对政府失去信心。他们意识到了福利国家政策的局限性,也了解人们对高税收的反感。他们清楚地知道,唯一能够激励企业扩大投资和招募工人的就是利润。他们清楚,高油价已经导致本国大部分的制造业不再具备经济效率。而且,不论他们对公众说了什么,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大部分暂停营业的工厂再也迎不来重新开张的那一天了。他们准确地认识到,为了实现重现经济繁荣,眼前最大的挑战和难题就是恢复生产率增长的速度。
然而,尽管这些领导人做了各种努力,彼此间经常沟通会商,仍然仅仅能够给经济提供一点微弱的反弹。在三木及其继任者的治下,日本经济在1974—1979年的平均增长率只有2.6%——几乎不到之前6年平均增长率的三分之一。德国和法国的增长速度也与之相近。唯有美国,增长率比前者低了接近整整1%。在这6年中,发达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有1.9%——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这个数据意味着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任何提高。
况且上述数据还只是税前收入。为了达成政治目标,政府需要向退休和失业工人发放津贴,并补贴依靠政府资助发放工资的企业。尽管社会上批评和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政府仍然坚持上述做法,因为他们认为在此种情况下政府别无选择。而为了给这些补贴提供经济支持,他们不得不继续从工人的收入和消费者的支出中抽取税收。吉斯卡尔担任法国总理期间,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74年的34%上升到了1979年的38%;在日本,这一数字从22%提高到了24%。纵观23个发达国家,国民收入中税收的比重在这些年中增长了3%。然而尽管税收一直在涨,到了1979年,各国的失业率还是创了6年以来的新高,通货膨胀率再次飙高。
世界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高税率,以及人们眼中高税率的罪魁祸首——政治党派,将成为公众谴责的对象。1976年1月30日,预言成了现实。
一个风雪交加的星期五,瑞典警察打断了斯德哥尔摩皇家大剧场内正在进行的戏剧彩排,剧目是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死的舞蹈》。舞台上的演员眼看着身着便衣的警察走向他们的导演,时年57岁的英格玛·伯格曼,说他因为偷税漏税而被警察厅传讯。伯格曼,这位蜚声国际的电影导演,同时也是瑞典当代文化的代表人物,公开受到了侮辱。他的护照已被扣押,公寓遭到搜查,本人被警告不得离开城区。面对刑期可达2年的司法指控,伯格曼因为“情绪紧张”入住了卡罗林斯卡医院。
就在伯格曼事件抢占各大报纸的头条后未久,警察突击搜查了女明星毕比·安德森(Bibi Andersson)的家。在十几部伯格曼的电影中担任过角色,并且是一名5岁女孩的母亲,安德森被拘禁了36个小时,不允许打电话或者联系律师,理由是她欠下了2.3万美元的税金。接下来,3月3日,68岁的阿斯特丽德·林格伦,《长袜子皮皮》系列故事的作者,同样是世界知名的文化名人,在瑞典流通最广的报纸《快讯》上发表了一篇短小的寓言故事,题为《住在偏执国里的波米贝瑞朴莎》。在故事中的某个虚构王国里,一名作家因为作品成功而不得不面对高达收入102%的税金,其中的讽刺谈不上含蓄。“这些人真的是我曾经如此尊敬、如此仰慕的智者吗?”可怜的波米贝瑞朴莎问道,对象是制定这些税收的政治领袖。“他们想要实现的是什么目标——一个狭隘、不可思议到极致的社会吗?”她的故事是有事实基础的,随后林格伦就公开了她和勤勉的税务人员之间的一些小争执。⑫
公诉人没有找到上述三人偷税漏税的任何证据,但是丑闻这种东西,一旦缠身就很难摆脱。住院2个月之后,伯格曼回到了波罗的海上的法罗岛,这个海风呼啸的小岛是他的故乡。4月,在法罗岛上,他在《快讯》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正式声明由于税务机关的骚扰,他已经决定离开瑞典。伯格曼说,这场调查让他认清:“在这个国家里,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有可能被某种特殊的官僚主义攻击和中伤。”“这种官僚主义,”他接着说,“像恶性肿瘤一样肆意蔓延。”他说他将关闭电影制片厂,取消在瑞典发布新电影的计划。他将他的财产交给国家税务局处置,以防“正直的瑞典纳税人们”以为他要逃避义务。就在当天下午,伯格曼登上了一台飞往巴黎的客机,从此背井离乡。五天之后,税务审计人员对伯格曼的指控做出了回应,声称税务人员做法正确,伯格曼无理狡辩。但是审计人员向媒体公开的数字显示,政府主张伯格曼应缴的税款,高达这位导演收入的140%。⑬
上述三起案件引发了瑞典的政治风暴。众所周知,伯格曼和林格伦都是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该党派坚决主张通过高税收向国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以及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不公。此时,这两位文化领军人物似乎都离弃了他们的政党。对9月19日议会选举的民意调查显示,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直线下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将该党的失势归咎于“反动宣传的洪流”。但事实上,接连传出的丑闻让很多远远谈不上反动的选民开始反省,一个要求工薪阶层交纳一半以上的收入,并且严厉惩罚小型企业和个体生意的税收体制,到底谈不谈得上公平正义。
对于官僚体制抬头的抱怨并非无据可依。1950—1975年瑞典新增的100万个工作岗位中,超过一半都属于公共部门。在同一时期,政府雇员的人数增长了151%——这一数字是劳动力增长率的5倍——因为扩张中的福利国家雇用了更多的社会工作者、就业咨询顾问,以及幼儿园教师。
虽然慷慨的社会事业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但是越来越多的瑞典人开始抱怨,他们的领导人丧失了与普通群众的联系。逐渐地,人们提到社会民主党时,首先想到的不再是高养老金和带薪探亲假,而是烦冗的官僚主义作风。“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和英格玛·伯格曼最先通过抗议开启了民怨的闸门,更多不满的情绪也随之宣泄。”独立媒体《每日新闻》报道。年轻的工人尤其厌烦福利国家的单调乏味和一成不变,开始与社会民主党离心离德。从1976年开始,年满18岁即可在大选中投票的制度确立了下来,这无疑不利于社会民主党的事业。而林格伦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警告说瑞典正处于成为“官僚独裁”的边缘,对社会民主党又是一重打击。⑭
随着大选的临近,对黄金时代已经终结的感知毫无征兆地笼罩了全国。瑞典安然度过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受到的冲击远不如其他邻国严重。帕尔梅政府全力刺激国民经济,削减增值税以鼓励消费,提高社会福利,补贴制造商以保持生产线正常运转并保护工人不至失业。得益于这些积极的刺激政策,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处于风雨飘摇之时,瑞典却能一枝独秀,不但失业率降低了,工资也大幅提高了。但是瑞典无法靠国库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全国都有大量的制成品在仓库中堆积如山:政府给生产企业提供了补贴,但是没有人想买这些东西。1976年初,世界范围内需求的下降和国内的高人力成本拖累了瑞典的出口贸易,整个经济开始转向收缩。
1932年起,社会民主党就开始统治瑞典,期间从未间断,以致大部分瑞典人从未料想过会有其他的党派执政。但是1976年9月19日,随着瑞典经济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衰退,选民们将社会民主党赶下了权力的舞台。全世界都感受到了这一事件的冲击。“瑞典模式需要修复。”伦敦的《金融时报》评论道。至少部分离弃社会民主党的选民是出于反对核能的原因,因为该党始终大力支持发展核能,但是总的来说,人们考虑的并不是这类细枝末节。不管是对是错,这次选举的结果被解读为一次削减政府权力的努力。尽管瑞典的非社会主义政党也远远谈不上是福利国家的尖锐批判者,他们的成功至少重启了一个疑问,那就是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安全,其代价又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⑮
相比瑞典,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新经济现实,英国的适应要勉强得多。事实上,英国几乎完全没能顺势而为。
1974年2月,英国仍然笼罩在石油危机的紧张氛围之下,到处弥漫着一种不安感。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接近20%。面对矿工的罢工,制造商每周仅开工三天以节省煤炭和能源。北爱尔兰则处在内战之中。“谁在统治不列颠?”保守党质问,他们声称工党过于激进,甚至有可能废除人们对于住宅的所有权。而工党,此时正在全力与已经在任4年的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斯宣战,由偏向社会主义一方的势力主导,其中一个被称为战斗派(Militant Tendency)的团体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工党竞选的宣言是呼吁“一场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对权力和财富平衡的改变,有利于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家庭”,并且坚持北海石油和大部分的制造业都应该收归国有。⑯
愤怒的选民没有让任何党派拿到大多数支持,结果选出了1929年以来第一个无多数党议会。大不列颠整整三天没有组建政府。这三天中,希斯为争取自由党14个议会席位的支持而讨价还价。自由党尚在犹豫时,希斯就向工党的哈罗德·威尔逊低了头,此人在1964—1970年担任英国首相。威尔逊组建了少数派政府,依靠对几个小党派的忍耐勉强维持,直到10月举行重新选举。这次尝试让工党赢得了多数支持,但这个所谓多数十分脆弱,连正常的政治运转几乎都无法做到。而工党之所以能够赢得多数,是因为很多选民待在家里没有参加投票。
工党政府在1974—1979年统治英国,最开始由威尔逊执政,1976年3月后由詹姆斯·卡拉汉担任首相。在此期间,英国经历了可能是二战后所有发达国家选出过的最为无能的一届政府。通货膨胀已经完全失控:1974年的数据是19%,1975年达到了25%,1976年恢复到了15%。然而菲利普斯曲线显示的替代关系却完全没有反映出来;高通货膨胀并未达成遏制失业率的效果,反而驱逐了投资,导致情况更加恶化。随着经济总量的缩水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一英镑所能兑换的美金也从1975年3月的2.43元下降到了1976年9月的1.66元。就在同一个月,工党的年度代表大会召开,并收到了一则惊人消息:大不列颠有史以来第一次以穷国的身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紧急贷款。
为卡拉汉说一句,他接手的确实是个烂摊子。卡拉汉由寡母在贫困中艰难养育成人,1944年进入议会,一路披荆斩棘,几乎在所有重要的内阁岗位都任过职。在哈罗德·威尔逊政府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他在重新商定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条款时起到了关键作用,该项决议在1975年的全民公投中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当年的3月,威尔逊突然辞去了首相一职,当时已经64岁的卡拉汉成了他的继任者。“首相!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据传,他在赢得了党内选举后说道。
在卡拉汉搬入唐宁街10号的三个星期之后,工党就失去了议会的多数派地位,原因是一名议员将为诈死而接受审判,不得不退出工党。为了维持政府运转,卡拉汉不得不一再与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小党派谈判妥协。他的优势在于外向的性格和平静的外表。人们给他起了个“阳光吉姆”的外号。工会也一向对他十分尊重,因为17岁时他曾经担任过税务局的办事员,并成功地为税务公务员组织工会。“没有人比詹姆斯·卡拉汉更能代表英国的工人运动了。”记者彼得·詹金斯在1988年写道。⑰
然而,工会对于首相的敬意并没有让合作变得更容易。英国的工人运动历来有激进倾向,而很多工会都坚决反对雇主提出的任何可能导致工作机会减少的变革。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工会组织理解创新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能够在长远上提高工人的收入,并且在经济的其他领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但是对于英国的工会领袖来说,这样的言论近乎异端邪说。以全国矿工总工会为例,他们反对国家煤炭局关闭任何一家煤矿,哪怕是那些历经近2个世纪的挖掘已经完全枯竭的煤矿。杰克·琼斯(Jack Jones),运输与普通工人联合工会的领导者,代表了建筑业、制造业工人,码头劳工和卡车司机的利益,在当时可谓手掌重权,以致1974年选举前的街头涂鸦都写着“投杰克·琼斯一票,把中间的代理人切掉”。
尽管并非所有的英国工会都激进好斗,但普通的民众普遍都反对政府的“收入政策”,因为该政策倾向于用限薪的方式控制通货膨胀。等到卡拉汉入主唐宁街10号之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规律:雇主会在政府限定的幅度内提出工资涨幅;工会将拒绝接受,并组织罢工;而雇主在政府的默许之下,屈从于工会的压力。⑱
1976年9月,在布莱克浦滨海度假村举办的党代会上,卡拉汉向工党的左翼人士发出了明确警告。“我们之前身处其中并认为会永远持续下去的安逸世界,那个首相大笔一挥,减减税、超超支就能保证充分就业的安逸世界,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卡拉汉严肃地宣称,“我们过去认为,只要政府花钱就能摆脱萧条,减税和扩大开支能够提升就业。我现在坦诚地告诉你,这一选项已经不复存在。”他呼吁提高生产效率和控制公共支出,但是对于一个在1974年10月提出支持制造业国有化并要求大企业“按国家需要和目标一致行动”的政党来说,他的态度并不受欢迎。在那些支付着工党的账单并且控制了多个工党地方委员会的大型工会眼中,提高生产效率和控制公共支出就意味着裁员和降低养老金。这不是他们支持的计划。⑲
多亏有英镑的贬值刺激了出口,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贷款,英国经济在1976年下半年焕发出一丝活力。但这差强人意的表现也仅仅是针对本国最近的情况而言。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英国在经济增长率、资本投资量方面都稳居倒数第一,通货膨胀也始终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卡拉汉政府非但没有要求英格兰银行降息,反而寄希望于限制工资上涨的政策能够在短暂阵痛后解决问题。他们的希望落空了。1977年7月,在英国北部的达拉谟举行的煤炭工人节上,矿工领袖阿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呼吁工人“无视政府对于进一步限制工资的建议”,而此时卡拉汉本人就坐在领奖台上。当轮到卡拉汉演讲时,他号召矿工们接受限薪,理由是“这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矿工也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这完全谈不上是什么有吸引力的说辞。⑳
1978年夏天,工党政府宣布,工人工资的增长率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不能超过5%。这一比例很可能连通货膨胀率的一半都达不到。工会领袖们担心武装分子举行未经授权的罢工活动,拒绝接受政府不切实际的指导方针,要求回归正常的工资谈判流程。“我们已经忍受限薪3年了,人们早都已经受够了。”一位住在约克郡赫尔城的卡车司机回忆道。卡拉汉拒绝让步,结果是汽车工人、货车司机、铁道工人、护士,甚至掘墓人,都开始了罢工。医院不再接收病人,肉鸡因为没人喂食而饿死。1978—1979年间那个黑暗而大雪连绵的冬天,将会以“不满之冬”的名字载入史册。伦敦人的垃圾堆满了莱斯特广场,因为清洁工拒绝打扫。争端最终得到了解决,罢工的工人们争取到的工资增长幅度远远高于政府5%的指导数字。1979年3月,议会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了对卡拉汉政府的不信任案。㉑
这一次投票的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作为英国主要政治势力的工党的下台,在很大程度上与玛格丽特·撒切尔有关。撒切尔在1959年加入议会,坚决反对战后各国对于建设福利国家的共识,并且尖锐批判保守党对福利国家政策的支持。1975年2月,这位保守党的环境事务女发言人取代前首相爱德华·希斯成了保守党的议会领袖,撼动了整个英国的政治建构。此时,她开始向卡拉汉施压,要求组织大选,而此时英国的经济再次陷入困境,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全世界都在应对新的石油危机——这一次发生在1979年1月推翻伊朗国王的革命运动之后。
撒切尔行事果断,喜欢直言不讳。她认为英国面临着长期的经济衰退,这一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末广受认同。但是和大多数同胞(当然包括卡拉汉本人,他曾在1974年跟工党领导人说过“我要是个年轻人,我就会移民”) 不同,她不认为衰退是不可逆转的。她把矛头指向了高税收和福利国家政策,指责其压抑私人企业的积极性、扼杀经济增长的活力。撒切尔对于抗拒变革的工会和靠地租过着安逸生活的乡绅同样不满。她宣扬刻苦工作和创业精神是重要的美德。“我们中没有人幼稚到会去相信,只要政府削减了税负,一切就会突然改变,让我们的国家在一夜之间恢复繁荣,”她在大选前一周的广播节目中说道,“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是建设一个奖励劳动的国家,还是建设一个勤奋工作得不到认可的国家,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只有实现经济上的复兴,英国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内在关怀的社会。”㉒
关于撒切尔夫人崛起背后的智囊,已经有很多记载了:伦敦的经济事务研究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宣扬自由市场的理念;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爵士,作为一名议会成员,在1974年对希斯的保守主义和解路线大加批判;伦敦政策研究中心,专为给未来的保守党政府提供咨询而建立。约瑟夫爵士支持用货币供给机制抑制通货膨胀,并将各种自由市场派的观点灌输给了撒切尔。毫无疑问,无论是实业上还是意识形态上的利益团体,本国的或是国外的,都在支持保守党的主张。1976年,约瑟夫爵士在演讲中提到:“我们的政府管理的范围太宽,支出太大,税收太高,借贷太重,人员也太过繁冗了。”这一观点已经被中部的企业家和城里的银行家鼓吹多年了。㉓
然而,虽有这些努力为保守党的复兴提供智力上的支持,但仅靠市场竞争的理念是无法将工党推向深渊的。工党下台的最根本原因是二战后给全世界带来繁荣的经济模式的崩塌。贯穿整个五六十年代,工党的观点渗透到各项政策中,福利国家制度建立起来,英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到了70年代,无论怎样的政策组合都无法继续带来英国人民预期的高速增长。正是梦想的幻灭将保守党送回了历史的舞台。1979年5月3日,保守党在议会取得了60个席位,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了英国首相。
在大西洋的对岸,吉米·卡特犯下了和吉姆·卡拉汉同样的错误。在他四年的总统任期中,他遇到的倒霉事也与后者相似。
卡特初入白宫之时,美国的经济形势比英国要好得多。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到了1979年夏天,失业率从1977年1月份的7.5%下降到了5.7%。但是没有人会误将这些数字当成经济体整体健康的表现。阿瑟·伯恩斯领导之下的美联储,为了帮助杰拉尔德·福特赢得连任大选,在1976年底大幅降息,留给卡特的则是通胀高升的恶果。尽管卡特得以在1978年1月将伯恩斯赶出美联储,但此时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攀升到接近两位数。美联储开始激进地提高隔夜利率以遏制通胀,国债短期债券的利率已经快要高到和长期债券的利率持平了。1978年8月18日,两条收益曲线终于相交了:投资者将资金借给政府2年,将获得比借给政府10年更高的收益。这一反常的情形,在金融市场理论中被称为反向收益率曲线。它为美国经济敲响了警钟,昭示着一场严峻的经济衰退极有可能在1979年的下半年出现。
然而就在紧迫的关头,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了,起因是伊朗革命和沙特阿拉伯限制石油生产的决定。自从1974年起一直保持稳定的石油价格,仅在1979年这一年就翻了一倍。对于美国的选民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汽油的价格,而这一数字从每加仑70美分涨到了1.11美元,而且购买时常常要花费漫长的时间排队等待。就在加油站主人们忙着往油泵上贴“售罄”标签的同时,卡特政府加急印制了汽油的供给券,以防止供应紧张的加剧。卡车司机和运输业主抱怨联邦法规禁止他们将上涨的油价转嫁给顾客,全国范围内的恐慌演变成了暴力对抗。卡车司机宣布罢工,他们中的一些人动用了石块、砖头,甚至子弹。搬家中的家庭发现他们的家具滞留在了运输线上,因为搬家公司的货车司机不敢上路。㉔
卡特的总统任期毫无欢欣可言。尽管没有人指责他应该为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负责,他和他的幕僚也没展现出多少力挽狂澜的魄力。他的政府采取了一些关键措施来减轻政策对经济的束缚,包括在1979年4月取消油价管制,以及在强烈的反对意见压力之下于1980年结束了对货运和铁路行业的管制。但是以上这些措施没有一项能够解决卡特自己在1979年6月15日面向全国百万观众的演讲中提到的美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我们丧失了对未来的信心,这一点对整个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之稳定造成了威胁,”他说,“国民中的大多数人确信未来五年将比过去五年过得更糟,这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不到一年之后,1980年3月,卡特宣布了提高信用卡和其他家庭借款成本的新规。“高通货膨胀与过度的信用支出密切相关,”他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对美国民众说,“消费者已经深陷债务泥沼。”他似乎在暗示,如果人们愿意减少支出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坏事。㉕
正是在这种令人不快的大环境中,罗纳德·里根走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一样,不是横空出世的。自由市场的信奉者花了多年时间耐心建设智囊团和大学研究机构,用以瓦解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们就培植了许多基层团体,将这些人团结起来的是对于各项社会和法律变革的不满——不得不让孩子到较远的街区上学以满足种族融合要求;堕胎变得更加容易;“反歧视政策”支持移民就业;性教育的推广——他们还不断利用共和党来反对这些变化。㉖
但是这些担忧还不足以让整个美国的政治风向向右转。1976年,里根成了保守党的执矛者,杰拉尔德·福特,作为更加倾向于温和派的共和党总统,拒绝让里根获得总统竞选的党内提名。在当时,美国经济正在从1973—1975年的衰退中复苏,通货膨胀率下降,而且对于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的恐惧也还没有弥漫全国。等到1979年下半年,债券市场预期到的衰退如约而至,人们的心态开始发生转变。房贷利率飙升到了11%,年轻人对于买房置业感到绝望,辞退的通知也不断发放到建筑工地和汽车工厂的工人手中。此时,保守党全面崛起的时机成熟了。
里根用言辞和自信的力量反驳了当前所谓的世界已经无法治理的观点。他的形象强大而充满力量,给人的感觉是,如果由这样一个人来执掌政府,美国就能抵抗外敌、恢复繁荣。“你的生活比4年之前更好了吗?”在1980年10月与卡特的电视辩论中,里根这样问电视前的所有美国人。在几天之后的总统大选中,里根的声势席卷全国,赢得了44个州的选票。和几年前的英国大选一样,数千万的工薪阶层选民抛弃了支持福利国家的政党,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个不认为经济衰退在所难免的候选人身上。当里根承诺新的理念和刻苦工作能够让经济重返繁荣的时候,美国人急切地想要相信他。㉗
里根和撒切尔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相熟,但还远远谈不上是亲密的友人。1969年,在里根作为加州州长的第一届任期里,英国的保守党邀请他参加董事会“郊游”,这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业领袖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办的一年一度的聚会。里根的演讲题目为“位高则任重”,他发出警告:“很多原本属于人民的权利正在被政府势不可挡地侵犯和占有。”类似尖锐的语言在美国不会引发一丝波澜,但以英国上层社会的礼仪标准来看,就相当语出惊人了。里根自此频繁到访伦敦,在这里,他缩减加州政府人事规模的故事让在场的听众深深着迷。撒切尔与里根第一次相见应当是在1972年首相希斯举办的午餐会上,两人1975年4月在伦敦的下议院又有过一次长谈,此时里根的州长任期刚刚结束,撒切尔则当选了议会的保守党领袖。㉘
和撒切尔一样,里根在经济政策上提出了一条简单的理念:要想提高生活水平就需要控制通货膨胀、降低税收并缩减政府规模。对于他们来说,技术上的细节都不是重点。撒切尔最为重视的经济顾问,基思·约瑟夫和艾伦·沃尔特斯(Alan Walters),都是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追随者,对于他们来说,实现高收入和低失业率的政策工具就是货币供给。里根的顾问团队则更加多元,其中既有货币主义者,也有支持传统“小政府主义”的共和党人,他们提倡的是收支均衡和低利率,此外还有新兴的“供给学派”的拥护者,这些人认为降低边际所得税税率将激发创新和创业的活力。
货币主义者认为供给学派是在推销所谓包治百病的“万金油”。传统学派嘲笑货币学派对于货币供给量的执迷,同时又不信任供给学派不顾政府赤字的危险,急于降低边际税率的做法。对于供给学派,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完全无关紧要。然而,三者都坚信只要政府奉行自己的观点,美国梦就能复苏,美国人期待的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就能实现。
发达国家向右转的进程还远未结束。1982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联邦议院的信任投票中失败。在没有输掉任何一次全国大选的情况下,赫尔穆特·施密特结束了长达8年的首相生涯。
联邦德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经济表现几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率比欧洲大多数国家都要低,失业率虽然高出了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的水平,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意大利和法国的程度。相对较高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帮助了德国,使其在马克汇率相当坚挺的情况下,仍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保持竞争力。整个70年代,德国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尽管增长的速度已经大不如前。但是第二次石油危机成了施密特施政的大敌。原油的价格在1979年初只有每桶16美元,到1981年初已经疯涨到了每桶38美元,价格翻了一倍不止。央行从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吸取了教训,拒绝用通货膨胀来缓解危机,他们严格控制货币政策,避免消费者价格指数失控。全世界范围的利率飙升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于联邦德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施密特因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而备受指责。随着总理声望的下降,原本就处于中间派的自由民主党和其他小党派联盟轻易地转换了阵营,政府迅速重组。
施密特的继任者是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赫尔穆特·科尔。科尔本人并不是右翼的激进派,但是他从瑞典和英国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他强烈谴责官僚体制的臃冗,承诺裁撤政府的多余机构,尽管他所在的政党在联邦德国成立后的32年里有20年处于执政地位,政府大多数行政部门的建立都是他们的主意。科尔倡导减税和改良福利国家体制,以刺激人民对工作的热情。他承诺在不摧毁福利国家体制的前提下,改善这一社会制度。从选民的角度来看,社会民主党缺少新的想法,他们在接下来的16年里始终没能再次上台。㉙
科尔就职两个月之后,也就是1982年11月,日本的拐点也来了。自从1973年以来,日本的福利国家体制就在不断扩张,政府大幅提高了退休津贴,为老年人提供免费的医疗,并且降低了个体经营者的健康保险缴纳比例。政府支出当然也随之攀升——尽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税收收入造成了不利影响。到了1980年,纳税人开始发声抗议。“虽说日本的税率要低于大部分西欧国家,但是对于广大日本纳税人来说,这可谈不上什么安慰。”美国政治学者埃利斯·克劳斯(Ellis Krauss)评论道。继任的领导者试图通过提高政府借贷来推进减税,但这种方式也存在局限。1980年,日本政府发行的债券金额比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加在一起还要多,而这样大规模的借款却只能覆盖全部政府支出的三分之一。㉚
缩减社会福利在政治上并不可行。面对危机,日本政府选择了一条很有本国特色的道路。1980年秋天,行政管理厅成立,由中曾根康弘担任长官。中曾根康弘是战后日本史上一个特别的人物。他出生于日本中部一个叫作群马的穷困山区,父亲是伐木工人,从他的家乡乘火车去东京大概要两个小时。毕业于东京大学之后,他在二战期间服役于日本海军,职务是出纳员,并且曾经为了竞选国会议员而放弃了行政职务。1951年,中曾根康弘致信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批判美军对日本的占领,为他赢得了坚定的保守派的名声。自此以来,他的立场始终牢牢与自由民主党右翼保持一致。他领导了一个党派,并主管了几个部委,但始终没能获得足以成为首相的广泛支持。㉛
得益于中曾根康弘在宣传方面的努力,人人都知道所谓“行政管理”只是精简政府规模的委婉说法。1982年初,行政管理厅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国会立即按照其建议废止或者修订了共计355件法规,还减少了对于政府雇员的拟议加薪。在国会占大多数的自由民主党在当年的10月27日推举中曾根康弘为日本首相。他的竞选宣言是:“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进行财政重建。”翻译过来有些绕口,但是对于日本选民来说,听起来就和罗纳德·里根的话一样简洁有力。㉜
继瑞典选民抛弃社会民主党以来,保守党在一国接一国重掌大权。这些新上任的自信而果断的国家领袖们,一扫民众对于不可治理性的担忧。眼前的问题变成了:他们这些降低税收、提高市场自由度、强化个人责任和增加社会活力的政策,是否能让经济重现数年之前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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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撒切尔
在几代保守党追随者的回忆光环中,右翼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掌权终结了1973年以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而事实却远非如此。这些通过抨击福利社会政策而在竞选中取得成功的政客,上台后立即把抑制通胀作为重中之重,在央行的支持和不懈的努力下,他们也最终实现了目标——然而代价却比他们预想的要沉重。但要说重建与低廉的油价一并消失的人们对于国家经济的信心和安全感,他们的作用和那些被赶下台的不太支持市场经济的政客也没有多大区别。在同时实现高就业率、公平社会和完善经济保障方面,他们也无能为力。
1980年左右,保守的经济流派中最受推崇的一条理论就是:规则制度非常重要。这在当时是非常激进的观点。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也就是经济发展黄金时代前后,经济决策始终是专家型官员的领域,背后以大量的数据和计算模型作为支撑。阿瑟·伯恩斯、卡尔·席勒和劳尔·普雷维什等人,被认为具有高瞻远瞩的卓越才华,可以预见未来的经济形势,并且能够毫不徇私地做出最有利于大多数人利益的经济决定。既然假定了政府具有在低通胀率的前提下保持充分就业的能力,这就意味着有人能做出相应的决策。但是在70年代的经济低迷之后,公众有充足的理由质疑这些专家们所谓公正无私的远见卓识。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长期在英格兰银行内部供职,他在1989年写道:“无论是央行还是财政部,在20世纪70年代都没能有效抑制通货膨胀,这让人们不得不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把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抑或是受到了其他政治利益的影响。”①
在新保守派的眼中,自由裁量权是问题的核心。正是因为政客拥有自由裁量权,他们才能够在没有追责风险的情况下,任意支配税收开支。至于货币政策方面,自由裁量权使得央行官员能够任意调整利率,哪怕代价是加剧通货膨胀,正如伯恩斯为了帮助尼克松赢得大选在1972年所做的那样。而且,自由裁量权意味着官员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管理,结果可能是滋扰民生,甚至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正如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的小说里的偏执国那样。
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议制定严格的制度来管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弗里德曼坚持认为,反复无常、难以预期的货币政策——一会儿鼓励银行借贷以支持衰退的房地产业,一会儿提高短期利率来应对平均工资的大幅上涨——只会让经济生态更加不稳定,又无法抓住通货膨胀的病根。“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他的结论是,控制通货膨胀的唯一方法就是,制度规定央行必须按照一个特定速率来提高货币供给,这一速率要能在保障工资增长的同时,不会推高物价。②
如果世界经济发展的势头能够持续保持强劲,弗里德曼的观点就只能引起学者和理论家的兴趣,而不会引起政府官员的过多关注。1969年时,一名英格兰银行的官员将这一理论戏称为“一厢情愿的原始主义,始于对现代社会复杂经济问题的恼怒”。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大量游资在不同国家之间流转,这让货币主义的主张看起来更加不切实际,因为一国的货币供给可能由于完全非本国的因素而突然大幅波动。然而,经济决策者和央行官员对1973年经济危机之后的长期滞涨束手无策,让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最终成了主流。联邦德国的德意志联邦银行独立于政府,该央行在1974年底宣布,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它将制定规则,明确规定货币供给量按一定比率增长,而不再酌情调节短期利率。不到两年,从瑞士到澳大利亚,各国的央行都开始有样学样。③
想要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论把货币政策送上无人驾驶舱,首先需要达成一致的就是,央行控制的货币供给是按照哪一套标准来衡量的。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货币主义的学者们认为,理论上,货币供给量主要包括能够在近期用于支付的货币类型,因为这部分货币量可能影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相较而言,五年定期存款就无法立即投入使用,所以货币政策可以不将其考虑在内。但是,货币供给量的计量标准并不是单一的。加拿大央行主要关注M1,也就是现金和活期存款;而日本央行则强调M2,即M1加上企业和居民的定期存款。另一重货币供给量的统计标准,也就是M3,是在M2的基础上再加上长期储蓄和部分银行系统外的短期资金。此外还有一些不太普遍的统计口径。
一旦货币供给量涵盖的范围确定了下来,央行或者其政府中的监管者必须要决定的就是货币供给量应当按照怎样的速率增长。他们的理论是,如果货币投放量增长过快,居民和企业的消费就会超出经济的承载量,通货膨胀就会加剧;但是如果货币投放量增长太慢,就业和产出又无法达到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央行的主要职责就是通过调整短期利率和银行监管政策,引导储蓄者和银行增加或者减少储蓄,以使货币供给量增速与目标相符。央行不应该基于现实事件改变货币政策,无论该事件是一场导致商业体系瘫痪的暴风雪,还是某个月贸易赤字的激增。央行的目光应当完全集中于货币供给量。
那么其他需要关注的东西怎么办,比如说就业率和工资?货币学家的观点是,无论政府还是央行,都没法保证每个公民都能找到工作而且工资持续上涨。除了通过稳定的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之外,降低失业率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去干预就业市场。规定最低工资可能导致企业不愿雇用部分有超额价值的工人,而慷慨的失业补助又让一些无业者宁可在家领取救济,也不愿四处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大型政府工程确实能在短期内创造就业机会,但是政府赤字的扩大又会导致货币供给量增长过快,央行不得不通过提高利率进行控制,结果还是打击了私人企业部门的投资活动。从制定货币供给增速控制规则,到追求财政收支平衡和缩减政府规模,这一切都是为了提振经济而开出的政策药方。
1977年10月,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两年之后,英国的保守党开始强调规则治理。这一转变的发生相当公开。一年之前,撒切尔在当选后的首次党内政策声明中还使用了诸如“缩减和控制公共开支”和“注重公民个人的责任与自由”之类的口号,但又完全没有提出任何带有可操作性的政策细节,和之前的保守党领导人哈罗德·麦克米伦、爱德华·希斯等如出一辙。然而1977年的政策声明风格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强调纪律和严谨。声明不再是空洞的倡议,反而提出了一条缩减政府规模的具体衡量措施:“我们的目标是,大幅缩减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在年度国民收入和产出中所占的比例。”并且提出了一条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完全契合的反通胀政策:“严格控制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速度。”④
撒切尔在1979年大选中再次取得胜利,保守党得以将这些新理念贯彻实施。杰弗里·贺维(Geoffrey Howe)爵士,撒切尔的财政大臣,宣布当前政府的首要经济目标就是降低通货膨胀率。他要求英格兰银行将M3的增长速度控制在7%~11%之间——尽管英格兰银行行长戈登·理查森(Gordon Richardson)曾向他指出,M3和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难以预测”。贺维提出的货币供给增长率远远低于当时17%的通货膨胀率,如果英格兰银行如实执行增长率目标,英国经济在1980年将面临真实货币供给量的缩减。企业的借贷成本将会大涨,而飙升的抵押贷款利率会导致房地产市场近乎停滞。为了清除通货膨胀,贺维无疑开出了一剂不亚于经济休克疗法的猛药。⑤
撒切尔还制定了专门规则来指导未来几年的借款计划,旨在缩减公共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政府支出方面的严控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速的放缓,至少在短期会有这样的影响。但是货币主义的理论是,经历短暂的冲击之后,国民经济将以全新的姿态复苏,在没有通胀魔咒的情况下繁荣发展。为了鼓舞经济复苏的态势,撒切尔政府把征税的重点从所得税转向了消费税,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削减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而高消费税则是要鼓励居民储蓄,以使银行吸收更多存款用于商业借贷,从而创造就业机会。低收入税则意在保障工薪阶层和企业享有更多劳动收益,使其更乐于努力工作、承担风险。⑥
然而,这些政策的效果并未如同货币主义者所愿。在一场除了货币主义的虔诚信徒,其他人都难以理解的辩论之中,专家们争论不休的是,到底应该通过控制M3,还是M1、M2或者其他衡量货币供应量的标准来实施货币政策。鉴于控制M3没能实现预期的效果,有人就提出改用其他的控制指标。何况,管理M3增速的目标又根本无法实现。1979年11月,撒切尔政策颁行6个月之后,M3的增长速度达到了19%,远比政府预期的要高得多。通货膨胀率水涨船高,政府财政赤字也跟着攀升。与此同时,被英国的高利率吸引过来的境外投资又推高了英国的汇率,导致英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下降。到了1979年底,财政部的经济学家预测,英国将迎来1931年以后最严峻的经济衰退。⑦
经济形势风雨飘摇,通货膨胀又居高不下,贺维反而在货币主义上加倍下注,进一步调低了货币供给增速目标。“货币供给政策是解决通胀问题的关键,我们绝不会背离这一主张。”1980年的政府预算报告中如是说。这一年中,英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被迫失业,不得不依靠救济金生活,有人指出也许有其他办法能够控制通胀,又不用付出如此之高的代价,但撒切尔对这些声音充耳不闻。她更倾向于听取境外货币学家的建议,比如美国专家卡尔·布鲁纳(Karl Brunner),两人当年8月在瑞士度假时相遇,布鲁纳就货币基础控制的艰深理论为她上了一堂私人辅导课,而该理论的提出者马里奥·蒙蒂后来成了意大利总理。他们的意见让她更加确信,在货币政策上妥协的都是软弱、犹疑不决之辈,正是这些人导致了英国经济败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而在这些不能入撒切尔法眼的政治人物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英国货币政策的执行者——戈登·理查森,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执掌英格兰银行的那个傻瓜”。⑧
1980年10月,撒切尔因国内经济形势而面临严峻的批评。在保守党大会的发言中,她说出了自己的口号:“你们想要掉头就随你,但是铁娘子绝不掉头。”结果过了1个月还不到,撒切尔就同意了贺维关于暂停货币供给增长目标政策的提议。1981年1月,新成立的专家组得出结论,按照政府指导行事的英格兰执行了错误的货币政策。他们说,英格兰银行应该关注的不是M3,而是其他的货币供给标准。这一错误代价高昂。在撒切尔当选到1981年夏天之间的2年里,英国经济总产值缩水了6%,一些工业城市的实际情况比数字显示的还要糟糕得多。⑨
1981年春天,英国经济已经连续两年萎靡不振了。此时,贺维勉强放弃了货币主义的教程。要求英格兰银行控制M3增速的货币规则,就此束之高阁。至于减少政府支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的目标,也随着新的财政预算被抛诸脑后。“当我意识到公众支出难以降低到我所期望的水平时,我的观点是,既然无论如何都要花这么多钱,我们至少要诚实地获取这部分支出——也就是通过税收。”撒切尔随后说道。⑩
然而这一附带了高税收的政府预算,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在其后的保守党民意调查中,有67%的选民对政府的政绩表示不满。所幸的是,在该政策公布之后,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率终于开始下跌,到1982年春天,通胀率已经降到个位数。英国经济终于开始了复苏,此后的8年里也始终保持了这种增长的趋势。“1981年政府预算法案几乎可以说是政治上的‘不列颠之战’,这无疑是撒切尔政府最辉煌的时刻。”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宣布道。此人当时还是财政部官员,后来取代贺维成了财政部长。⑪
但是撒切尔主义并未像很多奇迹信仰者宣称的那样神奇。撒切尔当政的最初两年,经济发展严重缺氧,英国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残酷的经济收缩。之所以能够重新振作,除了新开发的北海油田带来的税收支持外,还要感谢更加灵活、可操作性更强的货币政策。虽然没有承认他们对M3的极端推崇是错误的,英国政府还是逐步放弃了货币主义的施政纲领。1982年,贺维向议会说明,英格兰银行的政策从此将会综合考量M3、M1、汇率以及其他因素。他声称:“没有一种单一指标能够完整衡量一国的货币环境——必须要结合所有可得的数据进行综合判断。”这一观点可不是出自米尔顿·弗里德曼。⑫
1973—1979年,在12个富裕经济体中,英国的生产率增长速度稳居倒数第一。同样垫底的还有净储蓄,也就是国民收入中家庭和企业为未来投资而预留的份额。英国经济低迷了如此之久,导致很多政客和企业家已经开始听天由命,似乎这个19世纪雄霸世界的大国到20世纪开始走下坡路都是天意使然。然而,撒切尔不相信天意。她把国家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僵化的体制。其中最让撒切尔不满的就是工会和国有企业。鉴于她的货币主义实验以失败告终,撒切尔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这两者。而工会和国企又恰好是工党的大本营,这对她来说算得上是额外收获。⑬
工会自19世纪20年代起就在英国占据了重要地位,而20世纪初工党的成立更是离不开工会支持。二战末期,新的工党政府取消了对于罢工、组建纠察队的限制,工会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到了1950年,已经有950万名工人加入了工会组织。尽管工会内部也有小股的异见分支,代表大型工业集团的工会委员会还是支持推行传统的社会主义路线,呼吁重型工业国有化,以及工会进入企业管理。煤矿行业在1946年进行了国有化改造;电力行业在1947年进行了国有化改造;铁路、部分卡车和船舶公司,以及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在1948年进行了国有化改造。钢铁行业于1951年被政府接手,50年代就又被保守党政府卖出,1967年再次被收归国有。70年代,希斯治下的保守党政府接管了劳斯莱斯的飞机发动机业务(据说这对于国防安全至关重要)以及其他31家飞机和船舶制造商。1974年上台的工党政府,在工会的压力之下将更多经营不善的企业收归国有,包括负债累累的汽车制造商雷兰德,还有一家市值不到100万英镑的建筑商德雷克与斯考恩。此外,政府还成立了英国石油公司,以便掌控相当比重的北海石油开采权。⑭
即便在经济形势尚好之时,这些国有企业的表现也差强人意,到了艰难的20世纪70年代,经营更是急转直下。整个70年代,英国私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约为17%,而国企的平均收益率只有4.3%。国有企业中的工会在争取上调工资的战役中不断取得胜利,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却远远跟不上这一步伐。来自政治上的干扰从未间断:按照政府的指导意见,发电公司只能购买本国设计的核电设备,而钢铁厂必须使用国产煤炭。管理本身也十分混乱,因为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不愿意到这些重大决定要听政府指示的企业就职,不管这种指示是直接命令还是间接要求。数十亿英镑的税收被用于维持已经丧失了商业价值的废旧的厂矿、作坊和造船厂。⑮
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者就在不断呼吁改革和私有化。公众出于对于工党上台之前工薪阶级艰辛生活的恐怖印象,多数对国有企业持同情态度,即便英国电信公司就连装一部电话也要花上好几个星期。工会自然要反对国有工业私有化。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国家的许多商业机构也是如此。在爱德华·希斯当政的70年代初期,政府始终倡导自由市场经济,但却不断扩张国有化的范围。他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他提出推进私有化改革时,“工会建议在现阶段,有关计划不应当进一步推行。英国资本主义正处于低潮,没有任何一方愿意接受提倡私有化的候选人,哪怕只有口头上的支持而没有实际行动。”⑯
及至撒切尔在1979年当选,国有工业产值已经占到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并且雇用了大约150万名工人。作为反对派领袖,撒切尔在国有企业问题上往往不会坦率直言。这样做的原因很明显:提出私有化问题无异于向全国工会亮红旗,而以如此强势的对抗姿态示人,不会取得已经被罢工弄得筋疲力尽的选民们的支持。建议对劳工法做出相对平缓的改进,比如要求工会在组织罢工前通过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取得成员同意,已经是撒切尔作为候选人最大限度的公开挑战了。
然而,在幕后,保守党右翼势力已经开始周密计划更为强势的反攻了。1977年7月,保守党的经济改革小组收到了来自议员尼古拉斯·里德利(Nicholas Ridley)的秘密报告。里德利的报告指出了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国有化企业都是在为员工的利益运转,其面临的压力是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如何提高每个员工的福利待遇。”但是,报告认为直接向国有工业发动“正面进攻”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更合适的做法是“采用更为隐秘的做法,在政策上为将部分工业回归私有做好铺垫”。一种可能的路径就是要求所有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达到特定的水平,完成不了的企业将被关闭或者出售。另一个方案则是将英国钢铁业和国家煤炭局这类大型国企拆分成多个规模更小的机构,以便在未来分别进行私有化改造,避免一举裁撤整个集团引发的动荡。这些建议,如果在当时被公众所知晓,无疑会引发很多争议。
但是,对于未来的撒切尔政府意义更为深远的,其实是这份报告的附件。据其预测,在下届保守党政府就职后的6~18个月,工党势力就会借机反扑,以工资和裁员争议为借口,扰乱国家核心行业的运行。而最有可能被选为目标的关键行业,根据这份报告预测,就是煤炭行业。来自里德利的警告触痛了政客们的神经,因为保守党的领导人们还都清楚地记得,正是1974年全国煤炭工人大罢工事件导致了上一届保守党政府的倒台。而报告中最为敏感的一条建议就是,保守党政府应当做好准备,进入战时状态以对抗全国总工会,这些内容在第二年被泄露给了媒体。报告中的提议包括要求发电厂加大煤炭库存、制订短期内大量进口煤炭的应急预案、安装可以使用燃油的双火发电机,以及必要时招聘非工会成员担任卡车司机。委员会建议修改法律,让参与罢工的工人无权领取失业补助。最具爆炸性的是,报告呼吁成立一支“大型、机动的警察分队”,专门应对罢工中的暴力纠察。让人无法忽视的是:只要未来的保守党政府想要解决经济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工会产生正面冲突。⑰
撒切尔在成为首相之前就吸取了这些意见,但她相当精明,不会在时机尚不成熟时盲目行动。应对通货膨胀和削减政府开支是她的首要目标,但早晚有一天她会专心对付工会的。此外,撒切尔很清楚保守党的少数派地位。她的顺利当选就要归功于工会的成员们,这些人通常都会投票给工党候选人,但又渴望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把子女送进大学。这些追求美好生活的家庭打破传统,在1979年大选中投了保守党一票,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工党政府的无能,但是他们仍然相信工会的价值。唯一能让保守党留在权力宝座的办法就是打破选民们的阶级忠诚。撒切尔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她想要的是赢得工党的选票,而非与之为敌。
所以第一步无论如何也不能是攻击工会或者出售国营钢铁公司,而是满足人们拥有住房的愿望。1979年,撒切尔政府通过了“公房”法案,规定租住在地方政府所有的房屋中的租客,有权以远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买下租住的房屋。这是一次真正服务于民众的私有化——当时有近三成的英国家庭住在公有住房中。已经在公房中租住了超过20年的租客,可以按原价的50%买下租住的房屋或者公寓;如果他们一时间难以决定,还可以付上100英镑的保证金,将以某一固定价格买房的权利保留两年。而且出售房屋的地方政府还有义务为购房者提供贷款。⑱
“公房”法案的目标受众主要来自工党选区。大部分政府所有的房产都是工党当政时期建造的,住户也以工党的忠实选民为主。到了1983年春天,议会通过“公房”方案两年半之后,274,650名政府房产的租客获得了房屋的永久所有权。民意调查显示,在1979年投票给工党,随后又凭借法案买下了住房的选民中,有59%的人不会再投票给工党了。“公房”法案是一种普通人都能够理解和接受的私有化形式。随着这一政策的推行,保守党的公众支持率不断攀升,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政治障碍也相继消失了。⑲
1979年,国有企业私有化已经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了。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温斯顿·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就将英国钢铁公司的一部分股份卖给了个人。1961年,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通过公开发行的方式出售了大众汽车的大部分股权。“私有化”,这一最初由纳粹德国发明的概念,在二战之后应用得并不广泛。1979年竞选中,保守党发表的声明里完全弃绝了这个字眼。这一词汇本身就被认为具有煽动目的,1979年5月,当保守党政客尼格尔·劳森被任命为财政部要员时,他的工作职责就包括所谓的“处置资产”,而不是“私有化”。
新政府第一次发布财政预算声明时,杰弗里·贺维指出,“出售国有资产”是“缩减公共部门规模”的一种方式,而且他提出的改革措施可谓谨小慎微,即出售政府持有的英国石油公司51%股权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此时英国石油的股票已在伦敦交易所上市。相比之下,撒切尔对于“私有化”的态度相当坦然。她组建了一个八人内阁小组专门从事私有化事业。1979年7月19日,新政府成立不满两个月,劳森就已列出了一份可能被出售的国有资产的清单,不列颠钢铁和大英公交公司都赫然在列。这些企业之中,仅有国家货运公司会被出售全部股份,其他则继续由政府持有部分股份,这么做的目的是“赢得工人的支持”。⑳
直到1980年8月,劳森在伦敦的一次演讲中宣布英国政府“准备着手一项关于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巨大工程”,撒切尔的全部意图才逐渐清晰。即便此时,事情的进展仍旧缓慢,主要集中在出售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股份,而非英国电信和国家煤炭这类大型垄断企业。正如里德利报告所建议的,保守势力需要低调从事,关闭不引人注目的小型国企,在选择出售对象时,需要根据是否会引发政治争议来区别对待。尽管如此,政府行动仍然面临着巨大阻力。当国家煤炭委员会在1981年2月建议关闭23家持续亏损的煤矿时,全国矿工联合会威胁将组织24万名煤炭工人举行罢工。撒切尔很快就屈服了,她同意恢复对于这些煤矿的补贴,并且限制煤炭进口,以保护本国煤炭的销售。她尚不能冒险应对一场政府尚无准备的大型罢工。“尼格尔,”她在1981年9月任命劳森为能源部长之后对他说,“我们必须阻止煤炭罢工”。㉑
1983年6月,下一届大选开始之前,私有化行动已经为英国政府筹集了近20亿英镑,这还不包括出售公房的收入。保守党决定不让产业私有化问题成为大选的议题,但是公房计划为保守党赢得了数十万名蓝领阶级的支持。除此之外,英国在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中战胜了阿根廷,以及工党内部的分裂,为保守党再次赢得胜利提供了保障。自此,撒切尔终于可以大刀阔斧地开展经济改革了。
撒切尔认识到,私有化运动与工会势力的削弱有直接关联。她经常说,“垄断型国有企业”和“垄断型工会组织”是英国经济面临的两大困难。有幸的是,她的对手并非什么厉害角色。阿瑟·斯卡吉尔,一名斗志昂扬的约克郡矿工,在1982年当选了全国矿工联合的主席。斯卡吉尔并不掩饰自己打算利用罢工迫使政府停止关闭亏损煤矿并为工会成员加薪的野心。1982—1983年,他三次提议举行罢工,但都没能赢得工会成员的支持。政府最初的反击方式是囤积煤矿,改善与其他工会组织的关系,并在大选结束之后3个月任命伊恩·麦格雷戈(Ian MacGregor)为国家煤炭委员会主席。麦格雷戈出身苏格兰的投资银行家庭,曾在美国生活多年,刚刚结束在国有的不列颠钢铁公司担任高管的任期,具备应对长达14周的罢工并坚持裁员一半以上的经验。
麦格雷戈的任命是对斯卡吉尔的公然挑衅,但斯卡吉尔对此毫不畏惧。10月,煤炭工人宣布拒绝任何形式的加班加点,以及不再同意关闭任何煤矿。1984年3月6日,国家煤炭委员会宣布关闭20座煤矿,这意味着近2万个工作岗位将会消失。3月12日,来自7座煤炭的工人自发停工,斯卡吉尔在未取得工会全体投票通过的情况下,宣布开始全国罢工。㉒
煤炭工人罢工运动将成为撒切尔总理任期中的决定性时刻。全国矿工联合会是英国“内部的敌人”,她是这么告诉议会的。罢工运动对拒绝参加罢工者进行了暴力袭击,还有一名拉载工人上班的出租车司机被杀,导致公众整体对工会产生了反感。撒切尔经过精细部署,同时又借助了一点运气,最终取得了胜利。反对斯卡吉尔的工人没有停止工作,一些电厂不再使用煤炭,转而用原油代替,还有大批警察冲破了罢工工人对矿场的堵截。1984年末到1985年初的整个冬天,供电没有因罢工受到影响。到了1985年3月,煤炭工人罢工终止。全英国最具势力的工会组织遭遇挫败。国家煤炭委员会经营的170座煤矿中,超过一半将要在未来的5年内关闭,约79,000个常年由国家补贴的工作岗位随之消失。㉓
撒切尔对抗煤炭罢工的立场取得了普遍支持,为进一步大规模开展国有工业私有化运动铺平了道路,斯卡吉尔的失败意味着一名强大对手被排除出局。1984年5月,煤炭工人罢工刚刚启动时,英国天然气公司卖掉了近一半的陆上油田。两个月之后,北海油田被组建为石油公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8月,汽车公司捷豹在持续经营的情况下被政府出售。12月,英国电信51%的股份被卖出,总价高达39亿英镑,是此前英国股票交易中最大单笔金额的6倍。从1985年开始,造船厂也被一家接一家地出售。1986年12月,英国天然气在证券交易所中以54亿英镑的价格卖出。到了下一年,政府交出了英国航空、劳斯莱斯公司和英国机场管理局,这些机构经营了国内绝大多数机场。英国钢铁在1988年完成私有化,接下来就是水力和电力公司。到了80年代末,国有经营已被大大削弱,政府预算节省了数十亿英镑的产业补贴。而且政府可以随时夸口,有5000万左右的英国居民,占总人口比例约五分之一,通过购买新近私有化的企业而成了股东。㉔
在英国国内,任何一件具体的私有化事项均会引发重大争议。批评家指责政府出让股份过于廉价,没能最大化国家收益,而私有的垄断企业取代国有垄断没有实现经济上的效益优化,以及私有化过程中企业高管借机牟利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些企业的私有化是在撒切尔已经结束任期的1990年进行的——比如英国能源,八家核电站的运营者;以及铁路轨道公司,铁路基础设施的经营机构——这些改革都出现了重大问题,政府不得不出巨资进行援助。私有化改造困难最大的是英国铁路公司,政府取缔了持续亏损的国有企业,取而代之的是获得政府特许经营权和补贴的私人经营者,而后者在发现确实无法盈利之后,就直接把特许经营资格归还给了政府。讽刺的是,很多接替英国政府的所谓“私人”经营者,其实归欧洲其他国家政府所有,这点也没有逃过公众的法眼。㉕
有些经过改造的企业经营迅速得到了改善:原本呆板陈腐的英国电信,很快就取得了比任何政府经营时期都要高的投资回报,即使是在面对新的竞争者的情况下。其他企业也在努力适应新的环境。劳斯莱斯在1987年私有化之后,劳动生产率反而大幅下滑,盈利能力也很一般。布兰基特声称,私有化改造的神奇效果被有意夸大,新企业的财务数据无疑经过了篡改。㉖
没有争议的是,私有化运动导致了英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作为自由市场最坚决的支持者,马德森·皮里(Madsen Pirie),某智囊机构的主席,在1988年评论道:“这场私有化运动,也许是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以来英国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的权力和财政转移。”随着国有企业地位的丧失,约有65万工人被迫离开政府提供的工作岗位,投入私有经济的大潮。被剥夺了财政补贴的工业部门迅速萎缩,大企业关闭了无利可图的业务部门。制造业雇员在1979年占劳动力比例的30%,在撒切尔任期下降到了22%,英国社会果断地向服务型经济转型。不仅仅是煤炭工人联合会,其他工会组织的力量也在不断丧失,原因不仅是劳动立法的变化,更受到行业本身衰落的影响。1979年,54%的英国工人都是工会会员。8年之后,这一数字变成了42%,这意味着工会失去了近300万名成员。㉗
私有化改造开辟了通往其他变革的道路,这些变革虽然没有被大张旗鼓地宣传,但是同样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撒切尔推动的立法中,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将长期以来被视为公共服务的活动外包出去。在公共绿地上打板球的运动员,不得不支付几英镑给负责维护草坪的私人承包商,而申请房屋补助的公民发现处理他们诉求的是当地政府雇来的公司。在不列颠,清理垃圾和看守无证移民的都是私人部门的工作者。市场看不见的手逐渐伸向了学校和公共交通系统,就连伦敦地铁公司最后也不得不将股份出售给私人公司。正如撒切尔和她的支持者们曾经热切希望的那样,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对企业家精神、私营企业和风险行为的怀疑态度,最终会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对市场的信心。在经过保守党连续18年的治理之后,工党终于在1997年重新掌握了议会的控制权,这次是托尼·布莱尔领导下的“新工党”,身上不带有一丝一毫所谓社会主义的污点。
撒切尔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对经济衰退的最后反抗。毫无疑问,她让英国人的处境得到了一定改善,如果20世纪70年代的不良趋势持续到下个世纪,结果将更具打击性。在个人层面上,撒切尔的正直秉性和直言不讳的态度,以及扫清一切障碍、打倒对手、实现目标的强硬性格,在这个重视风度、避免直接冲突的国家里,无疑让人感到有点不安。但是撒切尔生性乐观,坚信英国将再次充满活力并繁荣起来。这种乐观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撒切尔主义对于一个已经对经济衰退深信不疑的国家来说有所裨益。“最简单的事实就是,英国经济已经发生了转型。”尼格尔·劳森,当时的财政大臣,在1988年宣称。㉘
然而从经济角度来看,撒切尔的政绩远非一流。从1979年到1981年,她早期的货币主义实验简直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情况在1981年突然有所改善,英国经济一跃超过1979年,消费品价格以每年7.5%的速度上涨,高于意大利以外的所有其他重要经济体。直到1988年冬天,撒切尔就任首相近9年之后,英国工厂的生产水平才恢复到她初入唐宁街10号的时候。说她的任期复兴了英国原已死气沉沉的生产力增长也不完全准确。她在任的11年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远不及之前的10年。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的经济表现确实强于之前几年,但要说保守党带领英国经济转向健康强劲,也是不准确的。㉙
有些英国人应该感谢撒切尔的政治主张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多亏了公房法案,上百万个工人家庭买到了住房,尽管很多人在发现成为房主后的支出远超他们的支付能力之后,又将房屋转卖了出去。有产阶级面临的投资环境更加友好,因为国家开始支持创业,新晋的创业者也得到了更多便利。巧合的是,由于需要更多劳动力钻探、生产和运输北海石油,苏格兰东部沿海和北部岛屿也在蓬勃发展。但撒切尔政策对于英格兰北部和中部工业和矿业城镇的就业,打击是毁灭性的。1979年5月,撒切尔当选时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有110万,这个数字在1981年初上升到200万,1985年秋季则达到了300万,此后才有所下降。整个80年代,英国一直是所有高收入经济体中失业率最高的国家。既然失业问题如此严重,撒切尔心目中最重要的几项改革目标,即减少政府支出和税收,都不得不暂缓执行。大量失业人口导致削减社会福利支出不可能实现,撒切尔也不得不放弃努力。㉚
事实上,英国失业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幅下降,1986年的330万失业人口,到1990年撒切尔卸任时已经减少了一半。该事实往往被视为撒切尔的政策重新唤醒英国滞胀经济的重要证据。但失业统计数据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撒切尔政府一再调整失业救济金政策,总共有17次之多,意图将某些失业者从失业救济的名单中剔除。所以,尽管缺乏新的工作机会,失业率的官方数据仍在下降。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撒切尔政府就在明目张胆地对失业率进行修饰,他们敦促医生开具证明,认定失业工人具有领取疾病或伤残补助的资格,从而将他们排除在失业人口之外。1985—1990年,因残疾而失业的人数增加了40%,40万名工人因此被剔除出失业人口。1977年,也就是撒切尔上台前两年,一项政府调查发现,59岁女性中仅有4%声称长期患病限制了她们的工作能力;到了1987年,尽管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下降,但有21%该年龄的女性声称患有致残疾病。无论是残疾还是失业,大量人口脱离了劳动力队伍。当撒切尔于1979年上任时, 55~64岁的男子有八成还在工作;到她卸任之时,这个比例变成了六成。其余的人已经放弃求职。㉛
撒切尔没有什么秘密配方。她的政策因挽救了英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看似奄奄一息的经济而获得了诸多赞誉。但在她1979—1990年的整个任期内,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她成为首相之前的十年大致相同。直到2000年秋天,失业人数才低于她上任初期,而这个数字再也没有低于黄金时代结束之前的那几个月份。然而,尽管她在经济方面的政绩毁誉参半,她的坚韧信念和顽强决心甚至会让那些反对她的观点的人也对她充满敬意。用撒切尔在任期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话来说:“她是我们的对手,但她至少拥有理想和远见。”她的愿景充满诱惑和影响力,这让密特朗欣羡不已。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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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左翼的最后战场
在瑞典人抛弃社会民主党以及英国人选择玛格丽特·撒切尔之后,罗纳德·里根于1981年1月正式就职,一切似乎坐实了小政府意识形态的胜利。事实上,在任何国家,几乎没有人真正希望福利国家式微——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在世界各地都非常受欢迎。人们对保守势力的支持不是希望减少社会福利,而是希望减少侵入性行政,而这又是因为很多人都在宣扬缩小政府是恢复经济快速增长的唯一途径。
然而,法国的选民并不这么看。其他国家可能将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市场力量和企业家精神上,但在法国,指明前进道路的一直是政府,自3个世纪前路易十四在位时期就是如此。 1981年5月,法国选民投票终止了存续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保守党政权。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入主爱丽舍宫,并立刻呼吁重新选举立法会。社会党人及其盟友获得了惊人的57%得票率,使得密特朗掌握了国民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席位,为其在社会主义方向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巨大支持。
密特朗在法国远远称不上什么政治新面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出生在法国西南部一个舒适的小镇家庭,在保守的天主教教育下成长。17岁时,他搬到巴黎,就读于欧洲著名的自由派政治科学学院——巴黎政治学院。他参与了备受争议的天主教“十字火”运动,并找到自己的政治家园,这里是民族主义者和天主教社会主义者的基地。几十年后,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十字火”及其继承者法国社会党,这个在1940年拥有上百万成员的组织,到底是法国法西斯主义的先锋,还是比其他极右翼的法国团体更为开放和进步。
应招入伍之后,密特朗于1940年负伤并被德国人俘虏。18个月后,他逃离了战俘营,潜伏到法国南部,这里由维希政府统治,不受德国直接占领。他在维希政府从事与退伍军人相关的工作,同时帮助组织法国境内针对德国军队和安全部队的抵抗运动。他与领导法国流亡政府的陆军将军戴高乐建立了联系,并在1944年8月参加了巴黎解放运动。戴高乐,这个有着强烈民族主义倾向和反共情绪的领导人,组建了战后的第一个法国政府,并于1946年辞职。这位将军在政治上是个新手,他果敢冒险的风格不适合当时法国脆弱而不稳定的政治体制,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这里将建立由16个不同的人领导的21个政府。
战争结束后,密特朗投身于法国政治。1947年,借助中间派的投票支持,密特朗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在31岁时成了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接下来,他在不少于11个内阁部长的岗位上先后任职。到了1953年,他成为党内领袖。当时国内最为严峻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法国的境外领土。密特朗曾任内政部长, 1954—1957年担任司法部长,密切参与了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残酷但最终未能成功的镇压。
戴高乐于1958年重返政治舞台,以非常时期特别权力的名义管理国家,直到法国选民通过了一部旨在扩大总统职权以抑制不稳定因素的新宪法。密特朗对戴高乐专制的作风感到震惊,成了他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1959年,他反对戴高乐在新宪法下当选总统,但是没能成功。当戴高乐于1965年寻求连任时,密特朗成了反对派的主要候选人。方下巴,秃顶,比专横的将军矮了整整9英寸(22.86厘米),密特朗把自己塑造成人民的一员,在大选中出人意料赢取了45%的选票,成了法国最受欢迎的左翼政客。
在1968年的政治动荡中,警察与学生之间的武装对抗在夜晚的巴黎街头成了家常便饭,密特朗借机整合人马,组建了社会党,使之成为相较于强势的法国共产党更为民主的选择。密特朗的权术让左翼对他心有余悸,以致在1969年戴高乐辞职后的选举中,他没有获得党内提名。然而这种拒绝被证明是偶然的。在此次大选中左翼政党表现糟糕至极,这清楚地说明,任何左翼政客都不能像密特朗这样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五年之后,在密特朗的第二次总统竞选中,他以微小票数差距输给了前财政部长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
不幸的是,吉斯卡尔赢得总统职位之时,法国的经济基础正在崩溃。吉斯卡尔身高1.88米,仪表堂堂,他一直想把自己塑造成亲民的普通人形象。尽管他经常走出豪华轿车到大街上与群众打成一片,但他始终是一名贵族。吉斯卡尔的政治立场本质上是温和的中间派,但按照法国的标准算,他绝对属于重视自由市场、关心私营部门诉求的派别。他在1969—197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期间担任财政部长。吉斯卡尔处理过接连不断的外汇危机,相关经验深刻影响了他对1974年法国经济危机的理解。除了不断攀升的石油价格之外,他说,造成世界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这场战争导致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巨额赤字,政府的借贷需求推高了利率,外国资本才会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吉斯卡尔认为,正是由于各国赴美进行投资导致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大幅增加,外汇市场动荡,世界经济秩序才会陷入混乱。在他的眼中,要稳定经济首先需要稳定汇率。①
吉斯卡尔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国际经济问题上,但对于这类问题法国总统几乎无力影响,优势则是让他获得了忽视国内问题的借口,其中最紧迫的就是重工业的强制重组。法国经济的基础是大型工厂综合体,比如位于德法边境附近洛林的塞西洛炼钢厂,以及位于巴黎西南部的雷诺汽车厂。这些工业旗舰以人员冗余和工会激进著称。法国法律允许企业内部同时存在多个劳工组织,工会通过阻止可能减少劳动力需求的现代化升级方案来争取工人的支持。1973年后,经济衰退导致商品需求整体下降,这些巨型工厂区成了累赘,只能依靠国家补助勉强生存。裁员几乎无法实现,工厂削减劳动力的唯一途径是为工人提供离职津贴。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大幅下降,而且减少的主要是大工厂的工人。没有完成高中学业的年轻人对转型的痛苦感受最深,很少有雇主愿意雇用他们。②
法国工业巨头的衰退是病态经济的典型症状。在吉斯卡尔的任期之内,工厂设备和其他固定资产的投资始终陷于停滞。欧洲经济共同体取消了关税和许多其他贸易限制,因此希望向里尔和波尔多出售商品的公司可以直接前往进行贸易,不必再在通货膨胀率高达德国或比利时2~3倍的法国专门开立销售公司。由于利润下降,很多公司又削减了研发方面的投资,这个选择对法国的未来无疑十分不利。
一个更具侵略性的领导者可能会尝试推翻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正是这些规定导致企业家难以开创事业,而雇主在商业环境已经发生改变之后仍难解雇多余的员工。但是吉斯卡尔并非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法国,对政府资助大型项目和国有工业的态度没有什么左右之分:所有主要的政治流派都倾向于政府干预主义,即由训练有素且知识渊博的国家官员管理经济事务。虽然吉斯卡尔形容自己是一个喜欢改变的保守派,但在修建法国第一条高速铁路线、组建旨在减轻能源对外依赖的大型核电站,以及在数以百万计的法国家庭中安装文本终端Minitel等项目中,他都相当热衷于提高国家的参与度。这些项目增强了法国作为先进技术领导者的国际声望,但对提高就业率几乎没有贡献:1974—1981年,法国的适龄就业人口每年增长近1%,但工作岗位数目几乎没有增加。到了1981年,全国失业人口高达175万,而总统提出的为每一位年轻法国工人提供工作或岗位培训的承诺,听起来十分空洞。③
吉斯卡尔的无力表现为密特朗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70年代,密特朗的政治立场逐渐转向左翼,他领导的社会党和共产主义政党结成了松散的联盟。尽管他在法国政界已经摸爬滚打了多年,但在1981年的大选之中,他成功将自己塑造成了标新立异的异见人士。他宣布反对死刑,并拒绝将共产党人排除在他的政府之外,而共产党在选举中一般能够赢得15%~20%的选票。法国的选民原本大多坚定支持死刑并且不信任共产党人,此时却感受到了密特朗的魅力。1981年5月,即便经济形势不断下滑,失业率上升到7%,法郎在国际资本市场受到狙击,通货膨胀率在两位数上高居不下,大量选民还是扭转了立场,决定给社会党人一个尝试的机会。④
在从中间偏右到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转变的过程中,密特朗始终没有过多地考虑过经济问题。他担任过的多个部长职位中没有一个涉及经济事务,而作为国民议会的反对派代表,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党内事务上。他和他的首席经济顾问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只在口头上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表示支持——社会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民意支持,就是因为吸引到了共产主义人士的支持,而这些人尚未丧失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热情——但他们内心真正认同的是,经济危机本质上源于商业利润的下降,以及由其引发的企业提价和裁员。⑤
1975年,阿塔利提出了一系列提高就业的政策,例如:补贴最有可能雇用大量工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大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征税,鼓励他们增加劳动力的使用,而非不断用机器取代工人;国家直接收购大型企业,以便直接控制他们的招聘和投资决策;逐渐缩短法定工作时间,促使雇主增加员工数量。这些手段反映了他对于经济运行方式无可救药的天真想法。拿补贴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这相当于保护低生产率、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而非鼓励劳动力和资本投资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行业。对资本密集型产业征税,则会严重损害那些最有可能在法国这样的国家成功经营的企业,这些国家的特点是工资已经很高。而他的政策无疑让投资者不愿把资金投入到法国运作。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塔利的观点逐渐成熟,他开始担心法国难以适应技术高速变革和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场。他对法国政府和法国经济的极度集权也持怀疑态度。虽然他主张政府加强对重点行业的控制——这几乎是社会党官员必须持有的观点——但他敦促地方或地区政府接管许多中央政府已经主掌了数十年的职能。社会党在1981年的竞选纲领,主旨是吸引共产主义者的选票,同时拉动中间派选民脱离吉斯卡尔的联合政府,因此遵循的是相当正统的社会主义路线。它呼吁重工业国有化,增加对于资本的征税,创造15万个政府工作岗位,修建大型公共工程项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带薪休假天数提升到每年5周,以及为有子女的家庭提供更多补助。⑥
在原则上确定了政策的大方向之后,密特朗并没有专注于细节。他注重深究政府声明的政治暗示,但在制定政策时,他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外交事务上,包括就汇率、国际贸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前景连续召开各国领导人峰会。密特朗尽量减少在爱丽舍宫里举行的会议,他的部长和顾问被要求以书面形式提出意见,每天早上他会从收件箱中取出这些文件,权衡每个提案的政治影响并批下“同意”“不同意”或“已阅”——所谓“已阅”,就是“不同意”的委婉表示。竞选中对选民的承诺的工作,则交由皮埃尔·莫鲁瓦(Pierre Mauroy)来完成,他是密特朗任命的总理大臣。⑦
共产党在大选中为密特朗贡献了约四分之一的选票,并在其内阁中担任四个部长职位,以确保社会党人信守竞选时的诺言。1982年,政府大规模举债,用于提高养老金、家庭福利和住房补贴,以及支持公共建设项目,这导致公共支出上涨了约27%。财政刺激促进了经济增长:在排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法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1.7%。但在这个令人愉快的数据之外,1982年的大多数经济指标都是负面的。新房开工率崩塌式下降。商业设备和机械方面的投资几乎没有增长。失业率急剧攀升,政府采取的措施似乎反而导致情况恶化,这反映出官方对于这一问题的严重误解。
在法国,与在西欧其他国家一样,解释失业产生原因的统治性观点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劳动合成”(lump of labor)理论。该理论认为,全社会需要完成的工作总量是一定的,因此降低失业率的唯一方法就是拆分已就业人口手头的工作。这种认识也反映在了密特朗最初的计划中。政府将退休年龄降低到60岁,把老年人赶出劳动力市场,希望这种措施能给青壮年创造就业机会。假设每个雇主只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并会让新员工一一对应地取代离职工人。如果雇主同意用25岁以下的工人取代退休人员,那么年满55岁的工人就可以领取相当于工资80%的养老金。常规工作时间也从每周40小时缩短到39小时,周工作时间的上限也相应减少,政府预期雇主可以通过增加工人来弥补这些减掉的时间。在1981年的法国,没有引起广泛讨论和重视的是,同等工资下减少劳动时间可能导致雇主不愿增加招聘,而且年轻工人可能缺乏他们正在取代的经验丰富的工人所拥有的技能,因而导致生产效率降低。⑧
密特朗计划中最有争议的部分是私营企业的国有化。重要的法国企业,如邮政、电话服务以及铁路系统,已经掌握在国家手中了;社会党掌权不久,就又接连接管了几家无法偿还政府贷款的私人公司。1981年9月,政府推出了国有化法案中的重头戏,提议将5家工业巨头和38家金融公司收归国有,其中包括著名玻璃生产商“圣戈班”(Saint-Gobain)、化学品制造商“罗讷—普朗克”(Rhone-Poulenc),以及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投资银行“洛希尔银行”(Banque Rothschild)。其中许多经济效益很差。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国有化可能是寻找外国买家之外的唯一选择,而法国对于境外投资始终持有怀疑态度。政府本可以通过收购这些公司的大多数股份来掌握控制权。相反,政府计划却是取得100%的股权,这样无疑会增加纳税人的成本,却能够取悦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支持大型企业为国家所有。
尽管社会党在议会占据多数席位,但国有化法案仍然很快遇到了阻碍。主要的反对意见来自各保守党派,他们提出了近1500项修正意见,以推迟该法案在国民议会的通过。参议院两次驳回该法案,进一步推迟了颁布时间。负责判断法律合宪性的宪法委员会认定,计算补偿私人股东资金的公式不正确,于是进一步提高了补偿成本。直到1982年初,被选中的企业才最终收归政府所有,国家因而控制了79%的炼钢产业、52%的基础化学制造产业和42%的电子产业。总而言之,政府此时拥有了占法国制造业总产值近三分之一的产业,以及几乎整个金融业。原来的股东被扫地出门,他们得到的并非现金补偿,而是政府的15年债券。⑨
政府承诺国有企业将作为独立实体来运营。“他们应该具有完全的决策和行动自由。”密特朗说。但完全自由意味着公司可以减少法国国内的就业岗位,而这是政府不能容许的。当计算机和电子公司汤姆森—勃兰特(Thomson-Brandt)的管理人想与日本胜利公司合资建设录像机生产企业时,法国工业部发表了反对意见,它还命令汤姆森与德国的竞争对手进行合作,认为一家欧洲公司更有可能让法国工厂保持开放。工业部还指示汤姆森继续生产半导体制造设备,因为政府认为此类设备对法国的高科技发展前景至关重要,并敦促该公司与日本人竞争生产家用音响。从工业部的角度来看,汤姆森是国家龙头企业,其首要任务应该是按照政府的意图增强法国经济,而为纳税人的投资赚取回报是次要目标。⑩
在政府的压力之下,汽车制造商雷诺同意不进行裁员,而是让3500名工人提前退休,并用相同数量的新员工取而代之。降低就业是完全不被接受的。其他国有公司也收到了来自其唯一股东的指示。他们被要求专注于生产某些产品,向陷入困境的供应商提供贷款,以及退出政府认为竞争已经太过激烈的行业。政府同样干预了国有企业的劳资谈判,敦促企业慷慨地提高工资,并且默许工会增加裁员阻力。国有银行被命令向国有工业提供贷款和资本投资,无论是否在经济上有合理的收益回报。法国纳税人最终承担了这些支出。据统计,在国有化运动的前三年,这些新近收归国有的企业总共吸收了大约400亿美元的政府资金。这些企业中能够盈利的极少,政府预算赤字飙升。⑪
政府征收和新增的财产税让法国的投资者们惴惴不安。密特朗认为他当政的首要任务是,让法郎与德国马克一样保持坚挺。“想让别人对你的国家保持信心,就不能让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密特朗在当选后不久就反复宣扬。但是,在投资者离开法国以回避高昂赋税的同时,他们也出售了大量法郎,不可避免地拉低了法郎汇率。政府试图通过限制换汇来缓解货币贬值的趋势,但无法阻止企业和有钱人将法国法郎换成瑞士法郎,然后再转存到巴塞尔和日内瓦的银行。巨额资金从法国流出,政府被迫在1981年10月和次年6月两次宣布法郎贬值,这对密特朗来说相当尴尬。密特朗的顾问建议他在1982年8月进行第三次货币贬值,但这次密特朗拒绝了:弱势货币与他对法国作为与联邦德国对等的欧洲大国的愿景是不相容的。他开始寻求其他维持法郎价值和振兴经济的方法。
然而他没有给出社会党可以接受的答案。到了1982年下半年,政府的慷慨赤字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已经消耗殆尽。就业率开始下降,通货膨胀却居高不下。面对接连不断的打击,社会党淡化了夸张的宣传,开始将企业家描绘成工作机会的创造者,而不再是剥削工人阶级的恶棍。部长们悄悄地重新开始与大型私企的高管沟通,这些高管认为高税收和社会保障缴费正在挤压企业的利润并抑制了投资。于是,政府降低了营业税税率,并且批准成立一家新的证券交易所,为中小企业筹集资金提供便利——对于一个刚刚将本国工业中最精华的部分进行国有化改造的政府来说,这一举动近乎惊世骇俗。⑫
1983年3月,社会党在多次市政选举中表现惨淡。对此,密特朗认为,教条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为了寻找新的出路,他曾在一周之内会见了四位可能的总理人选。然而,与密特朗屈从于现实需要不同,这些总理人选都强调在经济困难时增加政府管控的权力。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接替者,密特朗让莫鲁瓦继续留任,但授权财政部长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统领法国经济。
德洛尔宣称,现在是时候“严苛”起来了。这句话的意思是,政府将把维持法郎对德国马克价值的稳定当作第一要务。3月21日,法郎再次贬值之后——那些不幸持有法国法郎的人已经在18个月的时间里不幸损失了这部分资产的30%——政府宣布削减财政开支并增加税收,以大幅缩减预算赤字。高收入者被要求缴纳一笔相当于前一年税额10%的附加税;低收入者则要交纳更高的社会保障费。出国旅游的法国人只能带少量法郎出境,而且他们的信用卡在国外将无法使用。酒精、烟草、汽油和电力的税负也都提高了。政府希望它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决心能够安抚投资者,让他们留住手中的法郎,而不是将资金转移到国外,从而实现稳定汇率的目的。而这种做法,左右两翼的批评者都不能认同。可以预见的是,保守派反对加征富人的附加款;左派则从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阴谋。总统所在政党的二把手则把这个新方向抨击为“经典的通货紧缩政策,对于企业家、购买者、农民都有好处”,单单将工薪阶层抛诸脑后。⑬
再也没人大谈什么工业国有化和征收财产税。新的政策是“转向紧缩”,强调对抗通货膨胀,保持法郎对德国马克价值的稳定,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以及减少政府财政赤字。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和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言论不再流行,新的政治词汇强调“活力”和“现代化”。“你可以在一个月内完成公司注册,”密特朗在1984年2月吹嘘道,“不过在3年之前,这个流程就要花上6个月。”就在3年之前,法国政府接管了国内大部分重要工业和几乎全部银行,而且几乎封死了投资者将资金转移到境外的可能性;还是同一届政府,此时却开始欢迎外国投资,解除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并且取消对货币流通的限制。在德洛尔和阿塔利的敦促之下,焕然一新的密特朗讲起话来更像是美国民主党或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而非传统的法国社会主义者。⑭
这种奇怪的新版社会主义在振兴法国经济方面见效缓慢,政治反应却非常消极。1984年3月,从北部的敦刻尔克到南部的马赛,数万名工人走上城市的街道,抗议政府意图减少3万个钢铁业就业岗位的计划。他们尖锐地重提了密特朗在1981年的宣言:“钢铁行业国有化是保障国民就业的利器。”法国左派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企业的大范围国有化。在英国、荷兰和德国都发生过社会党人反对传统教条的大讨论,而这在法国并未发生。长期信奉社会主义的选民对此感到震惊,而作为社会党盟友的法国共产党仍然支持苏联式的国营经济,对此更是感到愤怒。
由于密特朗的国有化计划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法国共产党失去了可信度,沦为了法国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党派。尽管密特朗仍然担任总统,但他首鼠两端的政策并没能有效创造就业机会并恢复经济增长。于是,选民在1986年将一个偏右翼的政治联盟选入了国民议会中。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偏右翼的巴黎市长,在一名社会党总统的领导下成为总理,这在法国是没有先例的。1981年大选时,正是因为希拉克的参选分散了反社会主义阵营的选票,导致吉斯卡尔失去了连任的机会。密特朗选择他而不是其他保守党领导人担任总理,正是为了回报他当年在大选中的一臂之力。他们在治国权力上的分配——法国人称之为“同居关系”,是由密特朗负责外交和国防政策,国内事务则要倚重希拉克的权威。
法国不是唯一一个社会党试图改变路线的国家。西班牙正在进行非常类似的尝试,这场斗争由年轻一代的社会主义领导人费利佩·冈萨雷斯带领。
西班牙在政治、经济和地理上都位于欧洲边缘。这个国家已经被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统治了将近40年。此人是一名极端保守的军官,他在1936年企图推翻民选政府的尝试以失败告终。经历了3年残酷的内战之后,他终于在1939年如愿以偿。在国际上,佛朗哥尽最大努力将西班牙与欧洲的其他地区进行隔离,无论是在二战之中还是二战之后。在本国内,他的政权专制残暴,坚持镇压工会、知识分子,以及任何拒绝接受佛朗哥心目中传统天主教价值理念的人,这一理念还包括相信是上帝派他来拯救西班牙的。作为保守派的佛朗哥并没有成为私营企业和自由市场的支持者。相反,他以西班牙民族主义的名义大力推动规模庞大的国有产业体系发展。他的政府在数百家公司持有大量股份,从化工厂、铝冶炼厂到酒店和工艺品店,大多数是通过作为控股公司的国家工业研究所来管理的。他还将大型工业企业分散地建在了全国各地,从而为西班牙最贫困的地区提供就业机会。
从内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西班牙始终在用这种模式发展,其效果可谓相当惨淡。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将西欧的其他地区聚合成为一个更广阔、更繁荣的市场,西班牙仍然与世隔绝:西班牙人基本都开本国制造、在欧洲其他地区却鲜为人知的SEAT牌汽车,而西班牙铁路轨道的规格与欧洲他国不同,以致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货运和客运难以畅通。出于经济上的绝望,佛朗哥不得不放弃完全的自给自足,开放了西班牙的旅游业,并将赚取的马克、法郎和英镑投入到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建设中。这一战略推动了1959—1974年西班牙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到了1975年佛朗哥去世时,经济已经开始衰退。佛朗哥恢复了君主制,他留下的保守派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秩序,选择继续经营亏损的工厂,并且阻止国有企业解雇多余的工人。
保守派的主要反对者是西班牙社会工人党,他们的领导人在佛朗哥去世后结束流亡,从法国回到西班牙。1979年,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者摒弃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在内战期间流亡数十年的党内领导人与佛朗哥统治时期出生的年轻政客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内部分歧,最后得出结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支持国有工业在经历过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民主西班牙是没有市场的。冈萨雷斯带领社会工人党改变了路线,正如他们的法国同胞在1983年所做的那样。他们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的支持者,与北欧的社会民主党结成盟友,并强烈主张加入欧洲共同体。
年轻的西班牙人强烈渴望他们的国家能够成为新欧洲的一部分。社会工人党经过改良的温和态度使他们成为中产阶级选民可以接受的选择,而非坚决反对的对象。随着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该党于1982年10月上台执政。冈萨雷斯担任总理,承诺激励私营企业并创造80万个就业岗位。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像社会工人党计划的那样发生。大选结束四个月后,卢马萨(Rumasa),一家控制着18个银行和400多个子公司的控股集团涉嫌欺诈,导致了西班牙历史上最大的国有化运动。据传,卢马萨的产值占西班牙经济总产出的1.8%,但其财务状况一直处于混乱之中,审计人员一再拒绝在财务报告上署名。冈萨雷斯政府担心该集团倒闭,6万个工作岗位将随之蒸发,于是正式将其收归国有。此举受到工会的欢迎,为政府赢得了一定的政治支持,但是与此同时,政府正在计划缩减不景气的钢铁工业,对码头进行现代化改造,并启动大规模的私有化计划。⑮
1981—1982年的密特朗计划,是正统社会主义的一个小插曲,标志着社会主义思想的转折。法国的经验似乎证明,国家对于经济领域的严格管控,包括将工业和金融业收归国有,并不能创造经济上的奇迹;而且没有哪个国家,即便是像法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可以在不遵循金融市场规律的情况下操控汇率,投资者们自会对汇率和税收政策做出判断。如果神圣的社会主义思想无法提供替代自由市场思维的可行方案,那么社会主义者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此种模式下,经济复兴将依赖于私营经济,而非国有企业。促进竞争、放松管制、保护企业利润,以及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限制,都是新社会主义模式恢复经济活力的手段之一。弗朗索瓦·密特朗,社会主义的长期拥护者,现在加入了赫尔穆特·科尔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阵营,欧洲共同体将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转变为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由市场力量发挥主导作用的经济联合体。密特朗没有撒切尔对工会和福利国家的天生厌恶。但在经济政策方面,撒切尔和1983年的密特朗并没有什么重大分歧。⑯
密特朗在理智上支持这些变化,但到了1983—1984年,他很难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国有产业规模太大,无法迅速出售。近四分之一的法国工人受雇于政府,28%的国民收入和30%的出口由国有企业创造。私有化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
费利佩·冈萨雷斯起点更为有利。1985年,西班牙政府出售了一家名为塔拉索纳纺织(Textil Tarazona)的名不见经传的公司69.6%的股份。没过多久,一家疫苗生产企业、一家食品公司和一家化学公司45%的股份也都卖了出去。与法国不同的是,西班牙并不忌讳将企业卖给外国投资者。政府将一家电子公司的控股权卖给了日本制造商,把一家国有轴承工厂卖给了瑞典公司。西班牙于1986年初加入欧洲共同体,接纳外资的力度也随之提升:汽车制造商SEAT,西班牙本国最为出众的产业巨擘,75%的股权被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购买。电子产品制造商安珀、电气与燃气公用事业公司吉萨都在马德里证券交易所上市,该交易所重新焕发生机,成了欧洲最热门的股票市场之一。短短两年时间,在长期隔绝于世的西班牙,外国投资足足翻了4倍。随着西班牙的社会工人党政府不断缩减国家控制的产业规模,铝制造商、蜂蜜生产商和造纸公司也都先后被处置掉了。⑰
1986年,法国也开始效仿冈萨雷斯的政策,此时西班牙的私有化已经进行了2年多了。希拉克急于做出政绩,措施就是出售国有企业,而密特朗并没有阻止他的意思。至少在一开始,私有化仅限于向公众出售国有企业的股份。在法国,凡是大到足以购买其他大型工业企业的公司,本身也往往归政府所有。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又不能将国有企业出售给外国公司。股票发行能否成功,本身并不确定。撒切尔之所以能够通过伦敦证券交易所实现私有化,是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大、最活跃的股票市场之一,具备深厚的投资者基础。相比之下,巴黎交易所规模较小,而且密特朗的国有化运动已将境外投资者赶出了国门。
寻找投资者需要想象力和营销才能。圣戈班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向购买50股以下的投资者免费提供额外的股票,意在激发中产阶级的热情。巴黎银行在第二次募集股票时,在电视上发布了这样一条广告:巴黎银行华丽的前门缓缓打开,门里是安静的走廊和精美的会议室,低沉的男声背景音响起:“女士们、先生们,在不久的将来,您将有机会成为这里的股东。”两只股票的发行都相当成功,希拉克政府终于能与西欧其他国家齐头并进。电视广播公司TF1、通用电力公司、法国兴业银行,均于1987年中期成功完成了私有化。1986—1988年间,约有22家国有企业转为私营,为国库增加了120亿美元的资金。⑱
希拉克动作迅速,因为他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也许不多了。1988年,他的竞选对手是密特朗。结果是密特朗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几乎赢得了全国的所有选区。新总统立即召开新的立法会选举。多亏了1988年的经济反弹——这一年是1973年以来经济情况最好的一年——社会主义政党重新控制议会,私有化进程就此搁浅。新的社会主义路线就是所谓的“既不也不”——不会再有更多的国有企业被出售,但那些已经完成私有化的企业,也不会被重新收归国有。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欧盟推动各国政府增强自身经济体内部的竞争,同时减少预算赤字,法国才不得不再次出售国有资产。⑲
密特朗的转变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的私有化改造为国有资产私有化提供了新的正当性。其他国家对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出售国有资产方面的热情还能谨慎看待,因为她被普遍认为是激进的保守派。但是,如果法国和西班牙的社会主义政党都能够接受私有化,那么也许这件事确实没有那么极端。联邦德国开始出售大众汽车和费巴电力等公司的部分股权。原本属于国有的奥地利航空和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也都走上了这条道路。芬兰政府将造纸器材制造商维美德的股份向公众发售。然后,重头戏登场了。1987年2月,日本政府将国有电信垄断企业,同时也是日本最大的企业之一——日本电报电话公司的股票在证券市场上首次公开发行。截至1988年10月第三次发行完成时,日本政府总共筹集了近800亿美元的资金。
私有化浪潮的结果很难简单地概括。许多公司在获得经营自主权之后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经济学研究表明,总的来说,公司在私有制下经营更为有效,因为管理者和员工都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为股东赚取利润,而他们对私人股东资本的运用比对待政府资金更为谨慎。此外,私营企业可以更加自由地关闭已经不适应市场的生产线,开除多余的工人,而国有企业往往要顾及国家的政策基调。大多情况下,私有化是纳税人的福音,因为在国家补贴支出减少的同时,税收收入也会相应提高。
然而,这些情况也有许多例外。有时,国有垄断企业变成了私人垄断企业,继续向客户收取高价,然而既没有创新观念也没有改善服务。也有的私人企业没能通过市场的考验,靠申请补贴度日,或者最终回归国家控股。而承包了部分政府职能的私营公司,自身利益可能与社会公益发生冲突:私人监狱经营者很可能更倾向于认定囚犯不适合假释,因为假释就意味着空置的牢房收不到政府的账款。如果私有化方案设计很差,私人投资者可能会违背承诺,把包袱再次丢给国家,比如英国铁路公司的投资人,就单方面放弃了特许经营权并将业务交还给政府。与提倡私有化的右翼理论家的主张相反,并没有普遍的规律证明私人所有权制度能够保证更低的成本或更高的效率。经验证明,事实往往恰恰相反。⑳
就法国和西班牙而言,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并不是滞涨问题的灵丹妙药。1980年,也就是密特朗上任的前一年,法国就业人口为2200万。这位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总统,先后实施了强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反社会主义政策,总算将这个数字维持了7年。在此期间,更多的女性加入了劳动力市场,而男性就业人数减少了50多万,这反映出法国制造业的困境以及企业不愿意在工人退休后用新人填补的现实。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低失业率一直是法国经济的标志性特征。
与此同时,西班牙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期的创业浪潮。1975—1987年,失业人数每年都在增长,近五分之一的西班牙工人失业。虽然外国资本的涌入在1986年之后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血,但就业机会并未随之增长。直到目前,西班牙仍然是工业国家中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与法国一道,西班牙的经验表明,困扰发达国家的经济弊端已经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解决范畴。国家主义模式固然没能恢复增长、刺激投资、提高法国和西班牙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更市场导向的政策也已被证明无效。这两条路径都没能让两国重返辉煌岁月,问题已经超出了任何政府的能力范围。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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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早安,美国!
1979年10月6日,华盛顿,这是一个寒风刺骨的周六。下周一是法定假期——哥伦布日,华盛顿的大部分官员已经离开首都,分散到各地度过长周末。与新闻媒体一道留下的人则在关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他正在白宫首次与卡特总统会面。第二天他将在美国国会大厦附近主持一场露天弥撒。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处——这就是美联储举行秘密会议的好日子。
当天上午10:10,央行的高级官员围坐在美联储会议室里27英尺(约为8.23米)长的桃花心木桌子边召开会议。他们的心情十分沉重。距离全球性经济繁荣的戛然而止已经过去了6年,此时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世界经济正在走向正轨。虽然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有所回升,但通货膨胀却没能得到控制;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正在以两位数的速度攀升。1979年1月伊朗革命之后,石油价格急剧上涨——美国炼油厂在1978年底为进口石油支付的价格是15美元一桶,仅在9个月之后,就变成25美元一桶——这给制造业和运输业都造成了很大的困扰。1979年,美国人在汽车燃料上的总支出增加了三分之一,极大削减了普通人的购买力,进而对整个经济体的就业形势造成了重击。
美联储会议的参与者们都阅读了由两位负责执行货币政策的官员准备的报告。报告开头就是一片阴霾:“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对于通胀的心理预期在市场上造成了投机压力,其中包括外汇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黄金市场。”根据三周前的经济数据,最新的预测结果仍然是负面的:经济衰退将始于本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到1980年底,失业率将从6%上升到8.1%。与会的每个人都痛苦地意识到,他们在9月18日上一次会议中议定的措施完全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当时,8人投票支持提高利率以对抗通胀;4人因担心高利率将导致经济状况恶化而投了反对票。这种尖锐且公开的分歧表明,美联储缺乏全力抗击通胀的决心,而这又让金融市场陷入了慌乱之中。①
经过一整天的讨论,央行官员们就一项计划达成了一致。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联储将停止通过调整短期利率来稳定价格。相反,它将充分利用联邦储备体系中数千家银行的准备金总量。“通过货币供给机制,加强对准备金的管控,并限制货币供给增长,我们认为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更好地控制货币总量。”沃尔克说。能够理解这段话的美国人可能不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一。但是消息传到了华尔街,这里的交易员对每个美联储官员的每一句话都要详加解读。更何况银行的自有准备金是衡量国家货币供应量的指标之一。以准备金作为主要的政策工具,美联储与4个月前的英格兰银行一样,开始向货币主义迈进。②
不管是沃尔克还是美联储的其他政策制定者,都不信奉货币主义所宣扬的机械地管理货币供给的理论。在他们的眼中,自己的责任是对一系列数据和事件报告进行评估,从而探明经济状况,并相应地调整货币政策。10月6日公告,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沃尔克震荡”,似乎消除了美联储前期不断调整货币政策给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自此之后,美联储将在固定的货币供应增长速度的约束之下行事。
但这并非沃尔克的初衷。之所以要对货币政策进行约束,美联储的真实目的在于扫除降低通胀道路上的两个政治障碍。一方面,美联储希望能够安抚最激烈的批评者,包括那些颇具影响力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他们那些在《华尔街日报》上不断对不稳定的货币政策进行攻讦的支持者们。如果他们对美联储的抨击转变为称许,金融市场或许会产生通胀率下降的普遍预期。假若如此,利率也将随之下降,而抵押贷款和商业贷款利率的下降,事实上对降低通胀率确有帮助。另一方面,美联储还希望新的立场能够使其在未来的政治攻讦面前幸免于难。然而,此时美国的通胀率已经高达12%,这样的数字只在战时价格管制刚刚结束时出现过一次,想要平息这样的高通胀,需要提高的利率之多似乎在美国前所未见。
如果美联储公开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并宣布将短期利率提高到15%或20%,汽车经销商、建筑工人和企业高管会闹得沸反盈天,愤怒的国会议员甚至可能剥夺央行的独立管理权。然而,如果高利率仅仅是货币主义者所主张的货币政策规则的副产品,那么美联储在受到批评的同时也会得到一些支持。正如沃尔克在周六会议上对他的同事们所说:“这在政治上更容易推动。”③
“保罗·沃尔克是谁?”仅仅在3个月之前,当财政部副部长安东尼·所罗门(Anthony Solomon)推荐此人为美联储主席候选人时,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问道。沃尔克出生在新泽西州,他的父亲是一名镇行政官员,他本人在1952年进入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从初级经济学家做起,曾几度进入政府工作。沃尔克对于国内外的货币政策及相关的政治博弈都不陌生:他曾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期间在财政部工作,尽管他是民主党人,仍被尼克松政府邀请担任财政部的高级职位。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期间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他的名片盒里保存着世界各国的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的私人电话号码。④
1974年初,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也就是尼克松的“能源沙皇”,在财政部的级别位于沃尔克之上。4月,也就是陷入困境的总统提名西蒙成为财政部长前不久,沃尔克突然辞职。他没有公开做出解释,但他不同意西蒙的自由主义思想并非秘密。沃尔克的知识和人脉让他在私人机构拿到了上百万美元的薪资,但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还有不同的想法。沃尔克在财政部工作期间,两人接触频繁,伯恩斯希望有沃尔克在身边辅佐。他帮助沃尔克获得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的职位,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正是执行美联储日常货币政策的前哨,并且深度参与外汇事宜。身处这一岗位,沃尔克在美联储委员会中拥有一票的投票权,该委员会就是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的机构。⑤
1978年,卡特拒绝重新任命伯恩斯担任美联储主席,并以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取代了他的位置,伯恩斯就此离开联储。而曾任公司高管的米勒完全不适合这份工作,于是,他接受卡特的建议,于1979年7月改任美国财政部长。此时,美联储就有了一个空缺需要总统填补。这就是卡特第一次听到沃尔克名字的时候。两周之后,仅在卡特与沃尔克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了一次面谈以及参议院迅速确认之后,主席办公室就开始萦绕着沃尔克廉价的Antonio y Cleopatra Grenadier雪茄烟雾。
卡特在经济问题上并非特别专业,更谈不上熟悉沃尔克观点的细节。就像所有政治领导人一样,总统赞成降低通货膨胀,但也和普通大众一样希望美联储能够循序渐进,在实现价格稳定的同时不让更多人失业——而且不能危及总统在1980年的连任。美联储十多年来一直在尝试这样做却没有取得成功,但这一事实并没能改变总统的意见。
沃尔克没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197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他就警示过“我们的经济管理能力有限,暂不能同时满足保障充分就业的需求”,也就是说,降低通货膨胀必将消耗就业机会。1979年初,沃尔克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供职之时,曾多次在美联储的政策委员会会议上投票支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对抗通胀,但他的观点属于少数。在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几周之后的一次货币政策投票中,四位联储高级官员反对他的加息议案,可谓对他的反通胀计划发起了正面挑战。第二天早上,这条消息就被泄露给了《华盛顿邮报》:“美联储的成员们第一次大声反问,为了保护美元的价值,不断追逐节节攀升的欧洲利率,最终让国民失业、企业破产,这一切是否真有意义。”⑥
沃尔克计划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将政策关注的焦点从利率转向了银行储备。这样一来,美联储官员也就不必在投票时顶着天大的压力了。美联储在10月6日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为了建立规则来减缓银行储备的增长。之后,联储只需按规则行事。从此以后,央行官员将不必再讨论如何用高利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降低通胀率这类充满争议的议题,因为利率不将再是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工具。
当然,美联储的新政策不仅仅是玩了个文字游戏。所有相关人士都非常清楚,减少银行储备金的增长率,意味着银行间隔夜贷款利率——也称为“联邦基金”利率的提高。10月6日会议期间,联邦基金利率为11.9%,3周后达到15.6%,下一年3月时达到了17%。由于借款变得更加昂贵,银行削减了对消费者和企业的贷款。长期利率也有所上升,虽然没有特别剧烈,这表明金融市场对经济萧条的预期越来越强。
市场的眼光没有出错。美国的高利率反过来又推高了其他国家的利率,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在放缓。在荷兰,失业率在接下来的4年内上升了9%;在德国,失业率上升了超过5%。韩国经济陷入衰退,巴西长期强劲的经济增长也趋于停滞。但沃尔克政策冲击所造成的第一桩政治伤亡,却发生在美国:新房建设量减少了一半;汽车的销售量,从每年1400万辆下降到了不足1000万辆;失业率上升近2%。虽然经济周期的低点仅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但已足以导致卡特败北。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⑦
罗纳德·里根是美国右翼的明星。作为一名前任演员和企业家精神的倡导者,他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加利福尼亚州担任过两届州长。他的言论充满右翼保守气息,赞扬自由市场和小政府主张,甚至做出过“让领福利金的废物重新回去工作”的直率承诺,正是这些言论让他在1966年的竞选中成功当选州长。与持有保守道德观的大多数人(这些人多是住在阳光地带城郊和小镇上坚信基督新教的共和党人)不同,他没有那么吹毛求疵;与共和党中的华尔街银行家(他们认为政府收支均衡是必须的)不同,他不会那么死板。其他保守派人士火气冲天,但里根展现的是一种更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出发点在于对普通人的关切。
帮助里根入主白宫的不仅仅是当时的经济形势。1979年11月,保守的伊斯兰运动推翻了伊朗国王,多名美国人沦为伊朗人质。营救人质的进展每晚都在电视新闻中播出,许多选民指责卡特措施不利,导致人质被长期监禁。里根就职之时,举国上下都对未来充满不乐观的预期,生活水平进入下滑通道,国民经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让经济步入正轨是他任职之后的首要任务。“一开始制定的规划就是,将里根经济计划作为所有重大举措的重点和基础,无论国内国外。”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后来写道。⑧
除了关于小政府主张的老生常谈和对企业精神的坚定信念之外,里根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经济哲学。他对经济顾问的选择也不拘一格,从严格的货币主义者,到提倡增加政府开支以克服衰退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有上达天听的机会。然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群人,宣扬的是一种叫作供给学派的新经济学理论。出于宗教热情和自由主义狂热,供给学派学者认为,1973年以来的美国经济衰退,错就错在政府把目标设置为不断努力提高收入,使人们产生经济繁荣之感,从而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供给学派认为,经济政策不应该追求消费者需求的提升,而是应鼓励发明者、企业家和投资人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也就是要关注经济的供给一方。他们断言,归根结底,供给是唯一真正的需求来源。只有供给侧的扩展,才能增加经济产出并创造就业机会。
供给学派的观点对里根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政府应该减少支出,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供给学派最有天赋的倡导者之一,在他1981年出版的畅销书《财富与贫困》(Wealth and Poverty)中断言:“与其说贫穷是一种收入状态,倒不如说是一种心态,而且……政府救济会使大多数依赖它的人越来越萎靡。”提供给失业者的补贴“阻碍了生产性的劳动”,应当予以限制。“事实上,”吉尔德写道,“经济学家倡导的几乎所有促进平等和消除贫困的措施——通常旨在刺激消费——都会对生产造成不利影响,而生产又是需求的真正源泉,最终需求也会因之受损。”因此,供给派学者坚定地站在了福利社会的对立面。⑨
与许多其他“大政府”的批评者相比,供给学派在税收政策方面的观点有所不同。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强调财政预算均衡的重要性。对于他们来说,减税虽然可取,但也要和减少政府开支相配合,最糟糕的结果莫过于政府深陷赤字的泥潭。相反,对于供给学派而言,财政赤字只是细枝末节。他们解决经济增长缓慢和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的药方就是减税——但又不是一概而论的减税。他们认为,对投资征税惩罚了承担风险和创业的精神,也就是惩罚了供给的创造者,因此针对投资收入的所得税应彻底取消。对于家庭和企业累进征收所得税,高收入部分税率过高,则会让人们丧失进取的动力,同时让部分经济活动转入地下。取消资本利得税并降低边际税率,会为就业和投资带来新的动力。经济将随之繁荣,税收总额甚至可能超过原有水平。⑩
当然,最高的边际税率只适用于收入最高的人群。这是累进税的本质,是每个高收入国家都存在的税率阶梯,其目的就是让收入微薄的人少交或根本就不交所得税,高收入者则要多交所得税,而且收入越高,税率也就越高。从所得税制度产生之初,累进制便被认为是征税最为公平的方式。但供给学派不能苟同。他们声明,累进制税收是为了将收入重新分配,而非促进经济增长。“所有这些财产转移都是零和游戏。”吉尔德断言。对社会中最有活力的人——正是这些人的创造力和创业精神在促进社会财富的累积——征收重税,无异于杀鸡取卵。
按照供给学派解释,20世纪70年代经济衰退的真相在于,富人将钱换成了黄金或者用于避税,而不是冒着风险进行生产性投资,因为即便投资成功,收入也会被税收耗去大半。根据供给学派的分析,正是因为累进税制之下的富人不再愿意承担风险,导致了近些年经济增长的放缓,进而影响了所有人的就业前景和生活水平。吉尔德这样总结教训:“为了帮助穷人和中产阶级,必须给富人减税。”⑪
供给派经济学的创始人是当时的论战参与者,而非经济学教授。虽然一些著名的学者,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以及国家经济研究所税务研究室前负责人诺曼·图尔(Norman B. Ture)也声称,减税会激发投资,鼓励企业家精神,但学界对于供给学派理论的研究和分析却少之又少。事实上,当时针对起步阶段的创新型企业的税率已经很低,这点几乎没人注意到。供给学派关于20世纪70年代经济放缓应当归咎于高累进税,以及对富人减税能够促进经济复苏的说法并未得到验证。同样未经证实的观点还有,降低税率会让躲在地下避税的资金重新回到阳光之下。⑫
至于所谓的拉弗曲线,也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据说这条曲线最初是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在华盛顿某家餐馆的餐巾纸上画出来的。拉弗曲线表明较低的税率能够刺激经济,从而促进政府收入增加。作为一个抽象的命题,拉弗的理论没有争议。人人都同意如果税率畸高到某个点,人们将不再费心去工作赚钱,此时税收总额就会开始下降。然而,拉弗的草图并没有说明这个点到底是多少,供给学派阵营中也没有其他人愿意猜上一猜。对该观点的唯一严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所得税税率还可以定得更高,直至降低税率能让政府得到更多的收入。“现有证据不支持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当前的行为是不理性的。”唐·富乐顿(Don Fullerton)写道。此人后来成了里根政府财政部的税务官员。⑬
不管有没有证据支持,降低税收将重振经济这一观点,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1981年2月18日,也就是在上任不到1个月后,里根公布了他的经济复苏计划。报告中写道:“我们的经济之所以出现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本身。”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大幅减少个人和商业税的措施,政府也将削减预算,把联邦支出从1981年占经济总产出的23%,降低到1986年占经济总产出的19%。里根政府断言,这些新政策不仅会使低迷的经济重新复苏,还会使它彻底转型。“到1986年,美国经济将产生1300万个新工作岗位,比维持现有政策的情况要多300万,”计划报告中承诺,“经济发展将摆脱疲弱的现状,实现更加强劲的增长,大约每年上升4%~5%。”根据他的计划,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告诉全国:“从明年开始,政府赤字将逐年缩小,用不了几年,财政收支就能实现平衡。”⑭
国会议员们没有傻到阻挡高速前进的列车。1981年8月颁布的“经济复苏税收法案”中,包含了里根要求的大部分内容。原有的14段所得税累进等级减少到了5段,以防原本就跟不上通胀的工资增长将家庭所得推到更高的征税等级。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面临的最高等级税率从28%降到了24%,家庭实际收入大幅增长;收入水平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家庭面临的最高等级税率则从70%降至50%。还有一点让该减税政策更具魅力:虽然政客宣称低收入家庭享受减税的比重最大,但富裕家庭得到的减税金额最高,这与供给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年收入约1万美元的工薪家庭,1982年会因新政策节省74美元税款,而年收入10万美元的公司高管则能节省1897美元。企业也获得了极高的税收减免,据说这将引发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尤其是在新机器和设备方面。⑮
里根的减税计划立即投入执行。但政府开支的削减却没能实现。主要原因在于总统自相矛盾的愿望:想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同时又想大规模增加军费支出,包括为海军建造100多艘新船,添置数百架轰炸机和战斗机,甚至重新启动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停用的二战时期的战列舰。1981年3月,里根在上任2个月后,提出了第一份预算议案。其中预计在排除通货膨胀影响后,到1984年国防开支每年增长8%,而所有其他政府支出每年将下降约4%。但总统的政治顾问们保证,一些政治敏感的福利计划中的“基本权益”,包括每月的社会保障支出和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都不会被触及。由于不能动摇“神圣”的社会保障、军费开支和国债利息,联邦支出中的相当大部分被排除到了预算削减计划之外。⑯
这就意味着,如果想要实现缩减联邦支出的结果,几乎所有其他方面的支出都需要被大幅削减。在被里根的顾问们称为“裁减室”的行政办公楼248号,总统的预算工作组逐一确定目标。1982年,提供给40个医疗和社会服务项目的资金总共减少了四分之一。政府将停止向津贴领取人提供免费的肺炎疫苗,预计在4年内会缩短5000人的寿命。许多老人之前工作时收入就很低,每月领到的退休金也寥寥无几,现在也难逃收入缩减的厄运,即便总统所谓保留“基本福利”的承诺言犹在耳。穷人的住房福利、带孩子的贫困家庭的补助金以及提供给学校的午餐补贴都任由宰割。总体而言,里根建议将除了国防之外的所有其他联邦开支从1981年占国民总收入的17.3%减少到1984年的不到13%,二战以来所有新增的社会福利几乎都被削减殆尽。⑰
然而即便如此,联邦预算收支仍无法达到平衡。1982年的政府预算仍存在严重的赤字。而1984年的政府预算之所以能够达到平衡,要感谢财政收入一栏标了星号的440亿美金收入。页脚对星号的注释仅有一句:“今后的结余尚有待确定。”⑱
无论形势如何,想要国会批准这种规模的支出削减都相当困难。沃尔克领导的美联储采取的反通胀政策则使其成为不可能。该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1980年春天位于15%的高峰的通货膨胀率,到了1981年5月已回降至10%以下。但美联储认为经济复苏将令通胀率再次上涨,于是坚决地踩住了经济增长的刹车:利率不断攀升,即使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1981年夏天,银行间隔夜拆借的利率达到了19.9%,比通货膨胀率高出10%——对于仅几个小时的资金周转来说,简直是令人咋舌的高价。由于借款过于昂贵,银行贷款和商业投资都趋于停滞。房地产市场亦是一潭死水,仅仅在卖方愿意向买方提供抵押贷款时,房子才卖得出去。各处都笼罩在裁员的阴影之中。由于税收收入远远低于预期,里根,这个认为美国宪法应当强制要求联邦预算收支平衡的总统,发现自己当政期间出现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高的财政赤字。
面对赤字危机,国会开始讨论如何取消减税政策,虽然这些措施才刚刚开始实施。1982年,新的税法出台,多项1981年颁布的商业保护政策被废止。新法之下,投资者更难规避对利息和分红的征税,吸烟的人要交更高的卷烟税。原本计划在未来几年生效的减税政策又被取消。从某些方面来看,1982年的税法是有史以来国会通过的税收增幅最高的法案。它能让联邦政府的年收入提高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的金额。即便如此,最高税率仍远低于里根就职时的水平。
里根声称,之所以同意推翻他在一年前争取到的减税政策,是因为在其他方面得到了补偿:每增加1美元的税收,财政支出就会相应减少3美元。然而,在1981年无法实现的开支削减,在1982年仍然难如登天。由于政府坚持要扩大和重新装备军队,想要实现目标,几乎所有其他的政府项目都需要大幅削减开支——对此,里根政府的内阁官员没有一个做好了提出议案的准备,国会也不会轻易赞同。“削减预算是一个痛苦的政治过程,而里根政府从未真正愿意将其付诸实践。”里根的预算主管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后来承认。⑲
总体来说,在1981年和1982年税法之下,里根政府征收的税金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大幅下降,但政府支出并未同时收缩。里根的成绩得不到选民的认可。“事实上,1982年的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和工作总时长,都低于1979年的水平。”经济学家爱德华·丹尼(Edward Denison)写道。1982年11月众议院重新选举时,很多在1980年与里根一道上台的共和党人被扫地出门。⑳
1982年8月,形势仍未见任何好转的迹象。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8个交易日下跌,总计下跌5.6%。“昨天,股票价格继续回落,投资者对利率走向深表担忧。”《纽约时报》8月6日报道称。“现在是熊市。”某知情股票分析师在第二天的报纸中宣布。8月13日,《泰晤士报》引用了一位专家的话,预测股市在触底之前至少还会再下跌5%。如果有人在1973年10月5日(赎罪日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购买股票,在大约9年的时间里,他的股票资产将减值近五分之一——即便不考虑美元购买能力的下跌。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始时,分散投资在30余只道琼斯股票上的1000美元,到1982年价值不足370美元。投资者对美国经济信心全无。
然而,在8月13日,股价已经开始回升。股票市场似乎已经触底。两个交易日后,著名的华尔街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Henry Kaufman)告诉客户,债券市场也已触底,暗示美国政府债券的价格会随着利率的下降而上升。考夫曼的言论带动了股市疯狂上涨,道琼斯指数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所谓通货膨胀无法被击败的传统观点被断然抛弃,新的智慧箴言是沃尔克的美联储赢得了战争。公众视野之外,来自境外金库和银行的资金不断涌入美国的金融市场。涵盖500只美股的宽基指数在3周内上涨了16%。10月,美联储推翻了沃尔克1979年的政策,放弃以货币供给为政策目标,转而盯住利率,并宣布以降低利率为导向。这一举措再次推高股市。从8月13日到当年年底,美股价格上涨了35%。㉑
美国股市的狂欢——人们期待已久的“牛市”——将会前所未有地延续17年之久,债券市场的牛市甚至长达30余年。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就是投资人的黄金年代。
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这一时机同样宝贵。1983—1986年,美国政府公布的年度赤字平均为国民收入的5%,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这是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虽然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但政府庞大的借贷需求使利率仍保持在较高水平。高利率吸引了大量来自境外的资金,其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境外资金维持了美国的表面繁荣,但其副作用是毁灭性的。为了在美国投资,外国投资者要在货币市场上购买美元。他们的需求推动了美元的猛烈升值:1985年,美元兑一揽子外币的汇率比里根上任时高出了77%。投资者在两个方面均可得利,一边享受美国股市和债市的繁荣,一边坐拥美元升值的收益。㉒
但是,美国本土制造商面临的局面就十分困窘了。过去,进口制成品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1980年的总值仅相当于经济总产出的5%,而这个数值在欧洲则超过15%。由于美元的强势,进口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导致1981—1986年美国进口商品的总值上涨了40%,而美国出口商品的总值却在下降。随着工作岗位的减少和收入的降低,工业城镇的经济遭到严重打击。在俄亥俄州阿克伦的轮胎制造中心,超过三分之一的橡胶业工作岗位在20世纪80年代消失,该地区经济的总产值陷入停滞。学校、公园和公共图书馆也因为工厂缴纳税金的减少而年久失修。即使是保住工作的工人也不能幸免,因为他们最重要的资产,也就是他们分期贷款购买的房屋,在当地大型厂商关闭之后,价值也会大大贬损。80年代初期,当挖掘机和推土机制造商卡特彼勒的市场被日本的小松集团大量抢占后,其在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的总部附近的房屋均价下降了20%,这还没有刨除通货膨胀的影响。㉓
1984年,罗纳德·里根的竞选团队为他的连任制作了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电视广告。其中既没有对他的竞选对手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的严厉谴责,也没有任何能让愤世嫉俗的选民嗤之以鼻的空头承诺。相反,在一艘渔船出海的宁静场景中,一名身穿西装的男子走向一辆汽车,旁白是温和的男声:“这就是美国的清晨。今天,我们国家的就业岗位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下一个画面中,一大家子人搬入新房,接着是一对年轻男女宣读婚姻的誓言,旁白在提醒观众: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下降了一半,未来充满了光明。广告最后提出一个问题:“难道我们想要重回四年前的窘境吗?”——四年前正是蒙代尔在卡特政府中担任副总统的时期。
“美国清晨”这部广告片不仅帮助里根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同时还给人们灌输了这样一种观点:正是里根的税收政策和缩减政府支出政策带来了经济复苏,而且在未来的几年中,里根政府还会不断强化这一观点。然而,这种论断难免有些牵强。广告中强调的两大经济成就——低利率和低通货膨胀率,并非是政府的功劳,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沃尔克领导的美联储。里根减税的热情以及对巨额预算赤字的容忍,甚至可以说让利率和通货膨胀率比财政收支平衡时更高。事实上,里根在第一个任期内经济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他对沃尔克的坚定支持,没有这种支持,美联储很可能迫于政治阻力而无法将美国经济从通货膨胀中解脱出来。㉔
除了对通货膨胀和利率的控制之外,里根的经济政策并无太多亮点。1982年8月开始的牛市第一年,十分之一的美国工人处于失业状态。尽管经济从1983年开始走高,利率下降也带动了建筑业和汽车行业的复苏,但就业市场依旧低迷。相比于政府承诺的从1981年到1986年新增1300万个工作岗位,实际的增加数量不到1000万。从股市热潮开始到1987年8月,整整花了5年时间,失业率才回落到6%——1973年之前,这样的失业率代表着经济处于严重困境之中。在理查德·尼克松时代,5%的失业率都令人难以接受,以至于阿瑟·伯恩斯不得不因之放弃对抗通胀。到了里根时代,6%的失业率反被称赞为一项重大成就。㉕
即使对于已经加入就业队伍中的1800万美国人来说,在里根任期结束的1989年,经济也很难让人感到活力。在里根任期内,所得税率的下调让全职工人每周实得工资的中位数上升了约5%。但是,女职工的工资涨幅与男性差别很大。在里根时期,收入恰好位于中位数的女性的购买力上升了1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收入恰好位于中位数的男性的购买力完全没有上升。收入最低的人群情况最差:尽管有减税政策,1980—1989年收入水平排在后五分之一的家庭的平均收入还是下降了约4%。㉖
20世纪80年代,很多家庭有相当大比重的财富凭空蒸发。在美国,房屋价值能占到个人资产的三分之一左右,50个州中有27个州1990年的平均房价水平要低于1980年。如果已经申请了住房抵押贷款,再办信用卡或汽车贷款时,个人要支付的首次付款比重也变高了。这导致许多家庭在1982年经济衰退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仍然处于巨大的财务压力之下。1992年,美联储经济学家观察到,在里根时代,一些人赚得盆满钵盈,但更多人则所获无几:“人均收入和资本净值的中位数仅有小幅增长,与此同时,这两个指标的平均值却大大上涨,这意味着,从1983年到1989年,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更为加剧了。”㉗
为什么里根的复兴计划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收效甚微呢?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1982年8月之后股票和债券价格的飙升增加了持有这两种资产的家庭的财富。而这类家庭往往是由年龄较大的家长主导,收入水平也远远高于一般家庭。1983年,由55岁以下的成员主导的家庭中,只有五十分之一拥有债券,五分之一拥有股票——而且他们的股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超过几千美金。只有金融市场投资者把他们的意外之财花费在可能提高汽车工人、服务员或装修工人收入的事情上时,华尔街的丰厚奖金才会流向较不富裕的家庭。供给学派之前的论断——只要金字塔顶端的高收入人群经济状况更好,自然会给低收入者带来繁荣和福利——并没有得到证实。
里根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允许投资者保留更多的收益,就意味着会有更多新的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现代化和生产力提升。但事实击碎了供给学派的经济学说。“我所看到的基本面状况根本算不上什么经济奇迹,”里根政府财政预算方面的负责人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在1986年说道,“我们的储蓄率处于近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但去年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却并无显著提高。而我们的整个理论基础是,这一系列措施将带来生产率和实际收入的大幅增长。”平均而言,非农业企业的每小时产出——这一衡量生产力的重要指标在里根时期的增长速度比1977年前要低得多,而那时的边际税率其实更高。从历史上看,生产率的提升也会带来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生活水平。但在20世纪80年代,类似的改善也没有发生。㉘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令人失望的局面,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学家格里塔·克里普纳(Greta Krippner)所说的“金融化”。按她所说,放松金融管制和高利率,让企业更倾向于把资金投入到快速扩张的信贷市场,专注于用钱赚钱。这一转变“采取的形式是非金融公司从对工厂和设备的长期投资中撤回资金,并将资源转移到金融市场之中”。早在1983年,这一趋势就已经受到关注,当时里根任命的工业竞争力委员会发现,金融资产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制造业的资产回报率,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差距愈加明显。㉙
这一结果从商业投资的选择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供给学派承诺投资热潮即将来临,然而大量资金被用于建设办公楼和购物中心,而不是用于制造商品和提供服务本身。实际上,1981—1989年,对于商业设备的投资是低于20世纪70年代的。这个问题在制造业中尤为严重。里根总统任期结束时,美国工厂的平均设备年龄比他上任时高出一整年——这表明对制造业的投资远远谈不上强劲。许多陷入困境的制造商推迟安装新设备,尽管这些设备可以让他们从最新的技术创新中获利。他们放弃了购置新设备所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工人对加薪的愿望更加遥不可期了。㉚
里根革命——总统的支持者们为里根政府经济政策所起的总称,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带向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通货膨胀不会再被容忍。随着大政府的批评者们不断开启放松管制的新领域,市场力量在经济世界中的影响不断增大。因美元强势引发的进口热潮难以逆转,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保持增长,而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美国将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商品市场。减税的压力始终存在。对政府赤字的担忧将继续停留在讨论的阶段,不会通过增税或大幅削减支出得到切实的解决。美国政府会大力支持社会福利——但与此同时,虽然步调缓慢却相当肯定,许多福利计划将被削减,以便为不断上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费用腾出空间,对于困难家庭子女教育的扶持也不得不因此流产。
里根重新让美国人对未来充满了乐观,在经历了多年的绝望之后,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但里根革命无法实现美国人对生活水平普遍改善的期望。对于一半以上的家庭来说,排除通胀因素后,1989年的收入并没有超过1981年的水平。与此同时,雇主为工人提供的福利也在缩水。1980年有超过40%的私企员工有权享受明确的养老金福利;10年之后,仅有不到30%的人参加养老金计划。在同一时期,65岁以下拥有健康保险的美国人比例下降了5%。尽管1982年以后国民总收入增长强劲,但几乎所有收益都来自那些拥有企业或持有股票和债券的人。和其他几个富裕国家一样,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被迫在激流中挣扎,并且担忧他们所依赖的国家是否能再让他们免于溺水。㉛
① Memo to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FOMC) from Stephen Axilrod and Peter Sternlight, October 4, 1979; FOMC, “Summary and Outlook” [“Greenbook”], September 12, 1979; Transcript, FOMC meeting, October 6, 1979, all available at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fomchistorical2010.htm.背景资料参见:David E. Lindsey, Athanasios Orphanides, and Robert H. Rasche, “The Reform of October 1979: How It Happened and Why,” Federal Reserve Board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working paper 2005-02, December 2004。
② Federal Reserve Board, “Meeting of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October 6, 1979, Minutes of Actions”; Federal Reserve Board press release, November 23, 1979.
③ Transcript, FOMC meeting, October 6, 1979, 8, 17.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尼克松的预算主管罗伯特·梅奥发现,这一转变支持了美联储批评者的意见。
④ William R. Neikirk, Volcker: Portrait of the Money Man (New York: Congdon & Weed, 1987), 59; Joseph B. Treaster, Paul Volcker: The Making of a Financial Legend (Hoboken, NJ: Wiley, 2004).
⑤ Treaster, Paul Volcker, 32.
⑥ Paul A. Volcker, The Rediscovery of the Business Cycle (New York: Free Press, 1978), 61–62; John Berry, “Fed Lifts Discount Rate to Peak 11% on Close Vot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9, 1979.
⑦ 关于美联储的储备目标如何运作的实际解释, 参见:RichardW. Lang, “The FOMC in 1979: Introducing Reserve Targeting,”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Quarterly Review (March 1980): 2–25。
⑧ Allen quotation from Cronin, Global Rules, 93.
⑨ George Gilder, Wealth and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12, 45. Other important books by supply-siders include Jude Wanniski, The Way the World Works (Washington, DC: Regnery, 1978); Paul Craig Roberts, The Supply-Sid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Bruce R. Bartlett and Timothy Roth, eds., The Supply-Side S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3); and Victor A. Canto, Douglas H. Joines, and Arthur B. Laffer, Foundations of Supply-Side Economics—Theory and Eviden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⑩ 许多供给学派的倡导者后来否认曾预测较低的边际税率会带来较高的税收。Bruce Bartlett, “The Laffer Curve:Part 1,” Tax Notes, July 16, 2012. On the irrelevance of budget deficits, see Robert Ortner,Voodoo Deficits (New York: Dow Jones Irwin, 1990), 41–80.
⑪ Gilder, Wealth and Poverty, 12, 20, 45, 188.
⑫ 20世纪70年代,美国投资收入的最高税率为70%,工资收入的最高税率为50%。在这十年间,资本收益的税率,如出售持有一年以上的股票所获的资本利得的税率一直较低,而且一部分资本收益不在征税之列。虽然股票的红利按较高的税率征税,但这并不影响对创业公司的投资,因为这些公司通常不支付红利。
⑬ Arthur Laffer, “The Laffer Curv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er 1765, June 1, 2004; Don Fullerton, “On the Possibility of an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 Rates and Government Revenues,” working paper 46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pril 1980.
⑭ “America’s New Beginning: A Program for Economic Recovery,”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1981); Reagan address to Congress, July 27, 1981.
⑮ Tax Foundation, “Special Report: The 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 of 1981,” September 1, 1981.
⑯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Building a 600-Ship Navy,” March 1982, and“Future Budget Requirements for the 600-Ship Navy,” September 1985; David A.Stockman, The Triumph of Politics: How the Reagan Revolution Fail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6), 130.
⑰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An Analysis of President Reagan’s Budget Revisions for Fiscal Year 1982,” March 1981, A-54-A78.
⑱ Stockman, Triumph of Politics, 132.
⑲ 对斯托克曼的引言来自电视节目中的一次采访。Frontline, April 20, 1986.
⑳ Edward F. Denison, Trend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29–1982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5), 5.
㉑ 考夫曼给客户的有影响力的说明,参见:Henry Kaufman, On Money and Markets: A Wall Street Memoir (New York: McGraw-Hill, 2000), 168。
㉒ 衡量汇率变化的方法有很多。这里使用的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贸易加权汇率指数,该指数从1981年1月的91上升到1985年3月的162(1973年3月为100)。根据美联储在各国通货膨胀率的基础上调整的指数,美元的价值在这段时间上升了42%。
㉓ Trade data are from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2, 12. On Akron, see Larry Ledebur and Jill Taylor, “Akron, Ohio: A Restoring Prosperity Case Study,”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8; 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 “All-Transactions House Price Index for Peoria, IL (MSA),” available from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https://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series/ATNHPIUS37900Q.
㉔ For praise of Reagan’s economic policies, see Robert L. Bartley, The Seven Fat Yea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亨利·考夫曼回忆,里根政府强烈反对他的观点,即很多联邦借款的利率都过高了,共和党的国会领导人敦促他支持政府的立场。See Kaufman, On Money and Markets, 270. On the importance of Reagan’s support for Volcker, see Samuelson, The Great Inflation, 112.
㉕ See Nixon comments at March 21, 1970, press conferenc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1970 (Washington, DC: USGPO, 1971) 87.
㉖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rend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Between 1979 and 2007 (Washington, DC, 2011), supplemental data for Figure 4;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http://www.bls.gov/cps.想要确定低税率对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中位数的影响是很困难的,因为工资是由单个人领取的,而已婚夫妇往往共同支付所得税。根据税收政策中心的数据,家庭收入中位数——而非工资中位数——的平均联邦所得税率从1981年的11.8%下降到1989年的9.3%。将这一降幅应用于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中位数,得出里根任期内工资增长了约5%。收入低于中位数的家庭下降的幅度较小。Data from the Tax Policy Center, at http://www.taxpolicycenter.org/taxfacts/Content/PDF/family_inc_rates_hist.pdf, viewed August 4, 2015. On thereal incomes of the lowest 20 percent of households, see the underlying data forFigure 2 in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rend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Between 1979 and 2007.
㉗ US Census Bureau, “Historical Census of Housing Tables Home Values,” median home values adjusted to 2000 dollars; Arthur B. Kennickell and Janice Shack-Marquez,“Changes in Family Finances from 1983 to 1989: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January 1992): 1–18. Installment debt reached a record level, measured against income, in 1986; see Robert B. Avery, Gregory E. Elliehausen, and Arthur B. Kennickell, “Changes in Consumer Installment Debt:Evidence from the 1983 and 1986 Surveys of Consumer Finances,”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October 1987): 761–778.
㉘ Frontline, April 20, 1986.
㉙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Global Competition: The New Reality (Washington, DC, 1985), 12.
㉚ Krippner, Capitalizing on Crisis, 37.生产率增长、投资和设备平均使用年限取自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衡量投资的是净投资,它考虑到了现有设备的折旧率。
㉛ Employee Benefit Research Institute, “What Are the Trends in U.S. Retirement Plans?” at http://www.ebri.org/publications/benfaq/index.cfm?fa=retfaq14, viewed August 1, 2015. See also William J. Wiatrowski, “The Last Private Industry Pension Plans:A Visual Essay,” Monthly Labor Review (December 2012): 4; Robin A. Cohen et al.,“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Trends, 1959–2007,” National Health Statistics Reports 17(2009): 9.
第14章 失落的十年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是富裕国家的艰苦岁月,那么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广大贫困国家其实更加积极乐观。得益于1973年的一系列事件,很多“发展中国家”用了远比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预想的短得多的时间就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数以千万计的半文盲农民得以逃离赤贫的农村,奔赴城市开始新的生活,虽然他们要从摆摊贩卖糖果、弓着背搬砖开始打拼。但只要他们坚持,就有将草棚换成砖房,甚至安上电灯的希望。在新兴的世界工业中心圣保罗,保利斯塔大街两侧的旧式宅邸繁华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从雅加达到开罗,这些首都城市将雄伟的林荫大道改造成了高速公路,以满足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用车需求。但是第三世界仍然无法摆脱拖住了富裕国家的那股力量。后石油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最后遗产就是20世纪80年代所谓“失去的十年”,在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①
就世界经济而言,在黄金时代,第三世界根本入不了主流的法眼。1973年,也就是危机逐步向西欧、美国、加拿大和日本蔓延之时,第三世界人口占到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三,商品和服务的产出却仅占到了三分之一。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而推动其后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改革开放也尚未启动。东南亚还远谈不上是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经济因战争和内乱而陷入瘫痪。第三世界与世界经济的主要连接点在于原料出口,其制成品出口仅占到全世界的7%。
第三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的爆炸式增长是由石油美元推动的,这些石油美元曾给戈登·理查德森和阿瑟·伯恩斯等央行官员带来了极大烦恼。随着石油输出国将其快速增长的收入注入银行体系,世界各大金融中心的银行家开始为这些低息存款寻找高收益的用途。他们的母国对资金的需求非常有限:滞胀经济之下,居民对汽车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的需求疲软,企业则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债券而非银行贷款融资。另一方面,来自第三世界的贷款需求却相当旺盛。
银行家们兴致高昂。所在政府也大力支持,希望这笔钱能够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进而树立起反对共产主义的壁垒。1972年,银行和债券投资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未偿还贷款总额仅为170亿美元。到1978年,这一数字增长至1280亿美元,1981年则达到了2090亿美元。世界银行和发达国家的境外援助机构提供的官方贷款也大幅提升。到1982年,发展中国家的境外债务达到4620亿美元,是1972年的5倍。尽管有一小部分贷款是提供给私人的,但近五分之四都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借款。②
处于收入金字塔底层的那些最贫穷的国家,比如印度和塞拉利昂,并不能享受来自商业银行的贷款,因为他们的主权信贷评级无法满足商业银行的要求。这些国家只能依赖发达国家政府所支持的贷款方,比如非洲开发银行和日本境外经济合作基金。商业银行的贷款主要流向了墨西哥、巴西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有着强大的政府规划部门——按照普雷维什的理论,由政府主导工业化进程能够加速提高社会生产率。政府规划部门被认为具有专业知识,能够对贷款用途做出最优决策。出于偿债方面的考量,部分贷款投入到了能够产生确定现金流的领域,比如国有纺织公司的新机器、国有航空公司的飞机、为新的工业园区服务的公路和配套设施等。但也有很多贷款对用途没有限制,可以用于购买军事装备、修建政府大楼或者满足借款国领导人的任何其他需要。
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洲、北美和日本的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为了取得竞争优势,他们争相提供优厚的贷款条件,贷款利率一降再降。长达数年的期限给了借款人从容腾挪的时间,他们大可以先大胆地使用贷款,在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并提高税收后,再考虑偿还问题。银行在放贷之初就会收取高额费用,以便迅速提高利润,并且每次贷款延期或转增新贷款时都会收取额外费用。这一切乍看起来非常安全:拿钱的国家外债相对较少,经济增长迅速,而且有政府为债务背书,违约风险看似得到了有效控制。正像花旗集团董事长沃尔特·里斯顿(Walter Wriston)在有人对他们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激进贷款策略表示担忧时所说的:“国家不会破产。”
银行监管机构对事态存有疑虑。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于1977年4月发声警告:“目前贷款机构在审批额度时更倾向于积极,而不是审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都应当加强对境外贷款的管控,更需要警惕贷款过度集中在单一国家。”银行的应对方法是聘请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组建新的风险管理部门。他们认为,更好地了解阿根廷政治或韩国央行就能够降低贷款风险。他们没有选择削减贷款。
事实是,削减贷款这件事他们承受不起。1977—1979年,美国最大的银行利润增长了50%,这主要得益于发展中国家的业务,该领域的贷款占贷款总额的六分之一以上。日本银行的国内业务利润下降,境外贷款是他们的治病良方。英国的大银行情况相仿,到了1978年,其利润有三分之一都来自境外。之前没有国际借贷经验的机构也在蠢蠢欲动:纽约、东京和伦敦的大银行划拨贷款,然后让亚特兰大、乌得勒支或米兰的银行拆分之后投到境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度联席会议——通常每年秋天在华盛顿举行——已经从技术官员的专业研讨会变成了喧闹的交际场,银行家们竞相向财政部长提供更多的贷款机会。免费的香槟、装满蟹爪和羊排的盘子,以及穿梭在人群中演奏的小提琴手,都为交易做好了准备。③
贷款在一些国家被用到了正途,但在另一些国家并非如此。关于贷款如何运用最能促进经济发展,政府官员的决策很难像普雷维什理论中显示的那样无私。这些国家多数没有有效的民主制度,由强势领导人统治,国库被当作个人的存钱罐,司法或媒体的批评皆被禁止,更不用说调查了。漂亮的经济统计数据——1973—1980年发展中国家每年4.6%的强劲经济增长率——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多境外贷款专供特权阶层享乐,而非用于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或改善农民的生产状态。也有些贷款支持的项目出发点很好,但受援国政府缺乏达成最终目标的能力,比如建造了学校却没有足够的师资,建造了诊所却缺少药品等医疗资源。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境外资金的流入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免于经济紧缩。即使直接拿到贷款的是关系户,但是资金总会外溢,为司机、服务员和建筑工人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自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贷款帮助这些国家降低了婴儿死亡率,提高了识字率,普及了小学教育。1979年,第三世界的寿命预期已达到58岁,比1960年时增加了10岁。城市贫民也能买得起收音机了,更富裕的家庭则添置了电视机,非洲的首都城市街道上汽车拥挤,车主被称作waBenzi——这是肯尼亚人发明的新词,专指那些善于经营关系、喜欢炫耀进口德国轿车的社会精英。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甜蜜期突然终结。随着7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率的飙升,伦敦和纽约的银行不再发放固定利率贷款,转而采用浮动利率制,贷款利率根据金融市场情况进行调整。1979年10月之后,美联储的新货币规则持续推高利率——美国财政部发行的一年期债券利率在1978年为8%,到了1981年则飙升至17%——借款人的利息支出不断上升。本国知情人士比外国银行家更能发现危险的信号,他们将大量资金换成外币,存进了迈阿密或日内瓦的银行。这些本该用于投资的资金,逃离本国之后大部分流入了富裕国家的银行——正是为他们国家提供贷款的那些。结果借款国政府不断偿还本金、支付利息,却无法获得足够的经济收益。④
1981年,伴随着美元的不断升值,借款国压力与日俱增。借款国需要出口更多的咖啡、小麦或棕榈油,才能赚到与以前相同数量的美元。秘鲁是最极端的案例之一,该国1970年出口收入中有九分之一用于偿还贷款本息。到198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接近二分之一,能够用于进口机器、发电设备和其他可能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原材料的外汇少之又少。就是此时,如同沃尔克后来写道的那样:“债务危机乘着加速列车驶来。”⑤
1981年,包括中非共和国、巴基斯坦在内的八个最贫穷的国家需要推迟偿还世界银行和其他官方组织的贷款,还有三个国家——玻利维亚、牙买加和苏丹——无法按期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不得不重新协商还款进度。此时,世界各地银行的应对方式是收紧贷款条件,并要求还款,而不是用新的贷款续接到期贷款。借款国此时无力偿还。“国际资本的组合变化和高利率,让部分发展中国家处于流动性紧缩的状态。”世界银行轻描淡写地宣布。然而,在1982年8月12日,形势急转直下。⑥
噩耗是一通电话传来的。墨西哥财政部长杰西斯·席尔瓦·赫尔佐格(Jesus Silva Herzog)致电美国财政部长唐纳德·里根,告诉他墨西哥无法按期在下周一偿还3亿美元的借款。而且,对下一年度里每月20亿美元的还款额,他的国家也将无力支付。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雅克·德·拉罗西埃(Jacques de Larosière),也收到了同样的告急通知。⑦
席尔瓦·赫尔佐格对这三个人都很了解。他毕业于耶鲁大学经济学系,长期担任政府官员,多年来一直在墨西哥城从事重要的经济工作。他在1982年3月刚刚成为财政部长,就职时就已经看到危机迫在眉睫。墨西哥的主要外汇来源是国有石油公司的出口,其当年的收入远远低于去年预测的水平,与此同时累积的外债却增长到了800多亿美元。2月,墨西哥比索在汇率稳定多年后急剧贬值,于是在国内市场上赚取比索的企业几乎不可能偿还以美元为主的境外债务。没过几周,墨西哥国内最大的私人公司正式宣布无力按时偿还23亿美元的境外贷款。6月,根据两国间的一项长期协议,席尔瓦·赫尔佐格要求美联储提供一笔7亿美元的贷款。这笔钱是为了表明美国对墨西哥的支持,但它几乎不够支撑墨西哥一周的需求。沃尔克对美联储的人说:“这只是装点门面的资金,用来表明国际金融市场仍与墨西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席尔瓦·赫尔佐格在8月12日再次打来电话,得知银行拒绝给现有贷款延期或提供新的贷款。付款日逐步逼近。⑧
这些电话触发了一轮动荡的交涉。数百家银行向墨西哥政府提供的贷款尚未结清。而且人人皆知,墨西哥只是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世界银行评论道,第三世界“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截至1982年底,拉丁美洲国家共有外国债务3270亿美元,其他大型经济体,比如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波兰,也欠下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尽管巴西政府的官员开玩笑说,“巴西不是墨西哥”,但对于国际金融市场来说,发展中国家看起来差别并不太大。同样的借款人,几个月前还备受银行家们追捧,现在却人人避而远之。无论给出怎样的利率,他们都无法借到商业贷款,哪怕期限只有几个月;相反,银行要求他们立刻还款。延期还款是处理过度负债最为常见的方式,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条路已经被堵死了,他们的财务状况捉襟见肘。截至1982年底,约有40个国家拖欠了贷款。⑨
尽管沃尔特·沃斯顿说的没错,国家不会破产,但许多国家在未来的许多年里都未能付清外债。暂停偿付外债在19世纪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都很常见。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各方都不愿再走上这条老路。对于借款国来说,一旦贷款违约,就意味着在经济上被迫与世界隔绝。外国投资将会停止,想要进口食品和原材料也会相当困难。如果债务人是国有企业,其他国家的法院可能会没收其在境外的资产,包括办公大楼和港口船只。国民生活水平将大幅下降,失业率也将飙升。最后,除了再次借款政府别无选择,只能与银行家们坐下来讨价还价。⑩
发展中国家的大批违约对银行来说同样难堪。还款一旦出现延迟,银行就不得不将这部分资金计入“呆账”或者“坏账”,正式确认资金的损失。美国九大银行持有的发展中国家贷款金额高达其资本金的3倍之多,德国的银行也在东欧各国投入了大量资金。哪怕这些贷款中只有一小部分被计入坏账,银行都将面临破产危机。为了避免这样的风险,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本该通过分散投资组合来保护自己。但即便银行监管机构要求他们保持审慎,还是有一批政府官员敦促他们扩大境外信贷,以支持外交目标。一项研究结果称:“有证据表明,银行监管机构受到了政治压力,要求他们不去干涉对第三世界的贷款。”许多机构的贷款过度扩张,以至于即使只有一国出现还款危机,都会引发致命的后果。⑪
发达国家的政府也难逃劫数。很多政府通过存款保险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如果大银行倒闭,他们就不得不动用财政收入来偿付存款。但大银行倒闭引发的潜在风险远不止于偿付存款。1982年,世界经济尚处于脆弱之中;通货膨胀终于得到遏制,但在许多发达国家,失业率仍居高不下,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如果银行无力向希望扩大生产的企业提供贷款,以及为打算买房、换车的家庭提供信贷,经济就很难复苏。而且,由于银行之间不断进行拆借,一家银行的倒闭很可能会拖垮其他银行,至少会削弱这些银行贷款能力。美国银监机构担心伊利诺伊州大陆银行——该国第七大银行,在多年的放任经营之后,已经濒临崩溃。可以想象,银行甚至不得不停止向长期借款人提供信贷,因为他们的每一笔可用资金都要用来处理让他们陷入困境的第三世界贷款。
全世界都陷入了僵局。每家银行都想要回贷款,有些借款人想要优先还给其中的某家。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利用其稀缺的美元来偿还某个银行的债务,即使债务可以打折,剩余的可支配资金也会减少。 因此,零敲碎打地解决债务危机是不现实的。银行和借款人都无法脱身。然而,银行和借款人也都不能彻底倒下,否则,危机就可能会蔓延到西欧、北美和日本。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看似成了难解的死结。
第一步是避免全线崩盘。在席尔瓦·赫尔佐格电话通知还款延期之后,国际清算银行——一家促进世界银行监管机构进行合作的瑞士组织,召集各国央行提供了一笔紧急贷款,美国财政部也筹集资金,以帮助墨西哥再应付几个星期的还款。8月20日,美联储组织来自多国的银行行长在纽约召开会议,敦促他们同意“中止”墨西哥贷款的偿付。所谓“中止”的含义,就是各家银行自愿同意墨西哥暂停还款。银行自愿做出决定这点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墨西哥没有拖延或者违约,银行也就不必计提坏账,可以继续维持稳健的表象了。紧急贷款和“中止”计划的初衷在于争取时间达成长期协议,保证墨西哥政府能够在债务下运转,且不给贷款银行造成系统性风险。⑫
1982年的最后几个月是持续的谈判,银行家和财政大臣无休无眠,奔波于墨西哥城、华盛顿、巴塞尔、伦敦和纽约的谈判桌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办理后发现,竟然有多达1400家银行是墨西哥的债权人。一旦墨西哥彻底违约,里斯顿执掌的花旗银行将损失超过一半的投资,甚至有可能面临破产。另一方面,一些小银行无意于延长墨西哥的贷款期限,更不用说提供新的贷款了。他们有理由担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国政府会把大银行的利益摆在首位,小银行很可能成为牺牲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本是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设立的,其初衷是帮助无法对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国家维持汇率。一旦有国家出现困难,他们的财政部长就会立即赶赴IMF位于美联储和财政部之间的大楼。众所周知,IMF可以授权一国暂时调整汇率,并且为其提供贷款,用于重整本国经济。在1973年发达国家转向浮动汇率制之后,很多小国将本国货币盯住美元或法郎,一旦国际汇率市场的变化危及该国经济,他们就可以向IMF申请救助。最为严峻的一次考验发生在1976年,IMF向英国出借39亿美元,以稳住摇摇欲坠的英镑汇率。通常IMF都是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打交道,重组商业贷款并非他们的常规业务。
IMF的贷款是有代价的。在借出每一分钱之前,IMF都会派出大队专家为该国制定经济改革计划。如果该国政府不同意IMF的条件,就拿不到贷款。即便同意了他们的条件,贷款也只会分批发放,一旦贷款国未能按计划推动改革,贷款就会被随时切断。尽管IMF的经济学家大多以非政客的技术官员自居,但它却是名副其实的政治组织,他们向贷款国提出的条件反映了美国和欧洲的观点。IMF主席一般是欧洲人,比如雅克·德·拉罗西埃,自1978年起担任执行主席,在此之前是法国财政部的高级官员。来自22个国家的代表担任IMF董事,对于贷款议案有最终的决策权,但是真正能决定生死的往往是拥有最多票数的美国。在墨西哥危机发生之时,IMF也处在资金短缺之中,而且里根政府反对拉罗西埃关于增加各国政府向IMF的注资的提议。⑬
11月16日,拉罗西埃公布了IMF救助墨西哥的计划。该机构自身将会出借39亿美元,只要墨西哥政府答应其提出的经济改革计划:大幅降低财政赤字、减少补贴、提高税率,以及严格控制货币供给。但是其中有个小问题。拉罗西埃坚持要求,墨西哥不能将IMF提供的贷款用于偿付商业银行的贷款。商业银行必须同意联合向墨西哥提供一笔50亿美金的新贷款,否则IMF就不会介入救助——与其说是救助,这更像是套牢。在政府的压力之下,商业银行勉强屈从,都同意为墨西哥的联合新贷款出力。里根政府转而同意增加对IMF的注资,为达成协议添加了保障。一切就绪之后,墨西哥争取到了一年的缓冲期——监管机构对银行的保证是,至少在未来一年中,对墨西哥政府的贷款完全不必计入坏账。各国银行立即瓜分了一笔2亿美金的贷款手续费,给他们的财务报表锦上添花。而墨西哥在1983年支付的贷款利息则计入了银行的收益,虽然这笔钱本身就是银行自己借出去的。⑭
就在墨西哥的贷款协议签字盖章之时,巴西政府发出通知,他们也需要IMF帮助重组债务。巴西出现危机让各国金融人士大感吃惊,因为此前并没有明显的问题暴露出来。经济学家约翰·马金(John Makin)回忆道:“就在1982年9月,巴西还是各国银行家眼中的香饽饽。”但是很快,事实证明巴西的问题远比墨西哥还要严重。银行很快又被套牢在巴西的债务里,联合提供了一笔为期3年的49亿美元的贷款。巴西控制通胀失败后,计划很快流产,此时银行拒绝再注入任何资金了。整个1983年和1984年,巴西都处在违约的边缘。⑮
排在巴西之后的是阿根廷,军政府给国家带来了一大堆烂摊子。与其他借款国不同,阿根廷在20世纪70年代没能实现经济繁荣,大部分借款都被用到了采购武器上,而不是用于修筑公路和管道。1974—1982年,其国民收入仅仅增长了微不足道的2%。通货膨胀率在一个月内就能上涨16%。居民消费连续3年下降,私营经济几乎全部破产。4月,为了转移公众对糟糕的经济形势的关注,阿根廷军政府决定出兵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他英国在南大西洋上的属地,打响了所谓的领土保卫战。战争的结果是阿根廷完败。此时,军政府的将军们突然开始淡泊名利了,急于甩开手中的大权。但是政府已经欠下了高达38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而且在战争导致的国际制裁下,阿根廷的还款已经一拖再拖。1983年底,阿根廷只对半数的贷款有偿付能力,急需国际银行家们同意延期还款。⑯
这些大债务人中,任何一家违约,都有可能导致大批境外银行的倒闭。而且除了上述三国之外,还有很多小国面临同样严重的债务问题:秘鲁和厄瓜多尔,波兰和菲律宾,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这些负债累累的国家来到IMF,承诺进行经济改革,同时申请新的贷款。相应的,IMF向银行施压,要求他们推迟还款期限,或者提供新的贷款。一到两年之后,这些国家又回来进行新一轮的谈判,要求新一期的贷款。商业银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在1981年底总额为2320亿美金,到了1986年底就变成了4270亿美金。鉴于银行对这些贷款收取高额的手续费,利率也高达两位数,贷款重组被视为相当有利可图的业务。
这有点像是在赌博。银行的收益看似很高,其实不过是在玩数字游戏。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完全健康,尤其是在美国和日本,因为银行监管机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大银行不将那些永远偿还不上的贷款计入坏账——1982—1985年,美国银行的坏账率还不到1%。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他们躲过了一场金融灾难。随着1985年后本国经济逐渐恢复,第三世界贷款在大银行的业务份额中占比越来越小,很多小银行已经彻底摆脱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商业银行似乎已经远离危机的深渊。⑰
在发达国家,大银行奢华的办公室中蔓延的焦虑情绪和写在各国财政部长脸上的担忧,对于大街上人们的情绪毫无影响。系统性风险——可能将整个银行体系击垮的危机——对于公众来说没什么影响,只要银行仍然提供贷款,自动取款机中还能提出现金。
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传播到了富裕国家。工业城市首先受到冲击。20世纪70年代末期,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订单让大工厂持续盈利。但到了80年代,债务国的还款希望全都寄托在了赚取贸易顺差上,这是唯一能够缓解巨额外汇需求的方式。设备订单和商品进口开始枯竭,或者被当地财政部门直接锁定,方式是限制进口商兑换美元或日元。同时,在外汇市场的有利变化下,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开始大批量向富裕国家出口。美国受到的冲击尤其大,因为外汇市场的交易员做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美元价值不断攀升,结果是进口商品价格越来越低,出口商品价格越来越高。根据一项测算,仅1982年一年,美国向拉丁美洲的出口就减少了90亿美元,相应减少了美国国内25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对于发达国家的工人来说,债务危机还远远不是他们所面对的最大打击,但无疑给他们已经在降低的生活标准添加了新的压力。⑱
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来说,出口的繁荣并没能驱散危机的阴霾。增加的出口和不断延期的重组贷款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免于彻底的债务违约,但是普通人只感受到了经济的紧缩。工资大幅削减,原本已经捉襟见肘的生活水平还在持续降低;原本每天消费2美元的人,现在要靠1美元度日了。仅在1983年,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人均收入就下降了5%,贫困率不断上升。大量烂尾的大桥和工厂表明经济发展已经趋于停滞。加之境外投资枯竭,那些终于在70年代经济形势较好时找到正式工作的工人,不论是扫地的还是开卡车的,都被迫重返街头——或是在公园门口擦皮鞋,或是在有交通灯的路口给经停的汽车司机表演杂耍,赚上几个微不足道的小钱。一瓶干红葡萄酒就是身份的象征,因为这能说明主人有钱、有关系买到禁运的进口品。IMF的改革措施没能让任何人感受到事情在向好的方向变化。对于IMF的经济学家来说,减少补贴是缩减政府赤字的一种方式,但对于穷人来说,这只意味着面包的价格又要涨了。⑲
随着经济的萎缩,新贷款用于偿还旧贷款,债务负担反而越来越重。1981年,非洲的境外债务还不到其国民总收入的三分之一;5年之后,境外债务就增长到国民总收入的一半。1986年底,如有可能让拉丁美洲国家完全停止进口并且把所有出口收入都用于还款,那么他们也要用3.5年的时间才能还清所有贷款。反过来说,债务国的资金流出大于资金流入,缩紧投资是唯一的选择。投资的下降带来了实际的后果:将粮食从农田运输到市场的道路建设减少了,为偏远地区送电的输电线路减少了,教育下一代的新学校的修建也减少了。⑳
虽然曾被认为是通向经济增长的要诀之一,这次的通货紧缩却是一个彻底的失败选择,况且这次失败导致了舆论环境的变化。1985年,发达国家的官员们开始提议将管理债务危机的职责从IMF剥离,毕竟他们的主业是用短期贷款解决货币危机。他们建议由世界银行接管该项工作,因为它本来就是为了支持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设立的。1985年10月,新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提出了一项替代性的解决方案,称之为“持续发展计划”。贝克的观点正是拉美和非洲本国的经济学家3年来一直呼吁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债务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展经济。尽管细节还没有敲定,贝克建议世界银行和各国商业银行向15个情况最严峻的国家提供更多贷款,条件是他们采取“全面的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㉑
贝克的计划无疾而终——大银行最不愿意接受的就是借钱给本来已经陷入困境的国家,但是他的演讲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思路和里根政府一直以来的意识形态倾向一致。按照他们的观点,引发债务危机的不是银行不谨慎的贷款,不是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也不是1979年后利率的节节攀升,而是借款国自身的行为。华盛顿现在声称,这些国家的政府机构过于庞大臃肿,对市场的干预过多,扼杀了私人经济的创新,经济繁荣也因此被扼杀。大政府是问题的核心,小政府是解决的方案。贝克给“经济增长”开出的药方和里根政府为美国所做的相仿:减少政府开支,降低边际税率,推动自由贸易,接受境外投资,以及私有化。
在一个饱受债务问题困扰的世界里,贝克的观点受众很广。IMF和世界银行宣扬的自由市场政策,似乎有希望给债务国带来长久期盼的经济增长,扭转他们长期以来过度的政府指导和计划投资的观念。债务国中很多人都得出了同一结论,那就是劳尔·普雷维什长期以来倡导的国家推动工业化加上进口壁垒的组合在发展经济方面已经失败了。专家一致认为,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占主导地位的新观念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债务危机。㉒
然而这些专家的想法已被发达国家中关于政府职责的意识形态之战所左右,并没有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更多是源于大量的偷税漏税和政府的无能,而非税率过高或政府介入过多。如果私有化只是把国家垄断企业变成私人垄断企业,这对经济发展来说没有一点意义;如果打开国门后,境外投资者要不断与索贿成风的腐败官员周旋,开放本身也起不到什么效果。在识字率低到惊人,以致工人的生产效率难以提升的国家,仅是撤回政府对市场干预,并不能让教育部门给更多付不起私立学校学费的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这些问题都被“华盛顿共识”的拥趸忽视掉了,结果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再次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在克服债务危机的挑战中,只有一个国家脱颖而出,那就是韩国。1985年底,韩国的境外债务总额接近47亿美金,考虑到它的经济规模,韩国深陷债务泥沼的程度比墨西哥还要深。韩国人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来自华盛顿的建议。自由市场并不合理。五年发展计划设计好了哪些产业将要崛起,哪些产业将被淘汰。政府决定了哪些公司有权向国家银行借款。进口壁垒保护国家认为关键的行业。政府严格限制汽车销售,有计划地提高其他商品的价格,引导韩国家庭增加储蓄——这些储蓄将被用于商业贷款,支持本国投资,让本国逐渐摆脱对境外资金的依赖。和供给学派的主张恰恰相反,韩国人提高税收以保障财政预算盈余,而且不断利用税收和支出的政策工具对经济表现进行“微调”。放松管制、私有化,以及对外开放,都不在他们的政治宣传口号之中。相反,政府把大量资金和精力投入到了改善教育环境上。尽管韩国人没有遵从西方世界的新古典经济学智慧,他们强劲的经济表现却有目共睹,在由军事独裁政府向喧闹的民主选举过渡的过程中,境外债务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㉓
只有少数一些小国或者地区——新加坡、台湾、香港——能够模仿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核心就是引导本地居民推迟消费,将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储蓄。几乎所有其他的债务国整个80年代都在拖延,寄希望于华盛顿的自由市场计划结出胜利的果实。1987年,那些已经连续5年继续给债务国贷款的商业银行,终于不得不开始将第三世界的债务计入坏账。即便已经对部分债务进行了豁免,“国际债务危机在延续了7年之后,仍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佩德罗·巴勃罗·库琴斯基(Pedro Pablo Kuczynski),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以及秘鲁的内阁大臣在1988年写道。大部分债务国的生产率增长都十分缓慢,就业机会也相当有限。
他们的经济困境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债务国的军事独裁者无法在经济建设上交出满意的答卷,逐渐被驱逐出了权力中心,墨西哥的集权政府不得不接受选举的结果。然而这些新当选的民主政府在经济领域并没做出比他们的专制前任更好的成绩。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要等到1997年,墨西哥的人均生活水平才能恢复到1982年债务危机开始前的水平。对于菲律宾人来说,这个时限要到2002年,秘鲁人则要等到2005年。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在经济危机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都未能再现生活水平稳定提高的繁荣景象。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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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新世界的曙光
1973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比任何人预计的都要长。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人们开始意识到,造成经济问题的原因在于世界各国的生产率增长速度都在下降。简单来说,结果就是工人创造财富的速度没有过去快了,能够分享的经济收益自然也就减少了。
经济学家有很多衡量生产率的标准,其中最广为应用的就是劳动生产率,即每个劳动力在一小时内的产出数量。1959—1973年,12个最富裕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年化增长速度高达4.6%,创造了足以提高全社会生活水平的财富,为福利国家的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1974年石油危机发生之后,生产率增速开始滑坡。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上述12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速仅有2%,比黄金时代下降了一半。日本的生产率平均增速从8.5%跌落到了3%,瑞典则从4.6%下降到了1.2%。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智利、马耳他和韩国),全世界的经济体都未能幸免。①
其他的生产率衡量标准将更多因素纳入了考量,其中包括工人技艺水平提高、先进生产设备的配置、生产技术改良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情况。但即便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产率增速还是远远低于之前。分析美国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令人震惊的结论。在1960年至1973年的13年间,美国的多重要素生产率——一种综合考虑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标准——增长了34%。而在1973年至1986年的13年间,该指标仅仅增长了7%,前后对比惊人。没有效率的提高,企业收益的增长自然微乎其微。②
生产率增长的萎靡导致工资降低和经济的普遍不景气,其因果联系是很好理解的。但是生产率的增速为什么会下降,以及如何才能改善这种状态,却没有明显的答案。
相关的理论层出不穷。20世纪50年代,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工业转移,大大促进了生产率的整体增长,但在70年代这一红利已不再突出,因为留在农业中的劳动人口已经不多了。另一种解释是,50年代生育高峰后,在70年代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的年轻人尚不具备熟练的技能;随着时间推移,年轻工人的能力提升,也许生产率也会同步改善。又或者,由于存在大量年轻、低薪的劳动力供给,企业对于投资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的兴趣减弱了。不断上升的油价也有可能是罪魁祸首,因为生产率提升得最快的几大产业都受到了油价冲击,比如化工业和纺织业。如果企业适应了新的能源价格格局,安装更加节能的生产设备,生产率增长或许就会恢复。③
随之而来的还有商业利润率的全球性衰减。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英国、美国以及联邦德国都出现了利润率的连续下降,尤其是在制造行业。日本公司也重蹈覆辙,主要原因是60年代投资造成的成本负担越来越重。法国的商业利润率在1973年后也有大幅下滑。由于利润的降低,以及工人对于商业利润的分配要求越来越高,企业能够用于技术投资的资金更加短缺了。企业使用旧设备的时间越长,生产率的提升速度越慢。
让事情雪上加霜的是,关于环保的生产标准越来越多。在战前,干净的水源和清洁的空气不是人们优先考虑的东西。政府几乎完全不约束污染排放,如果工厂或发电站受到了附近居民的反对,企业往往只需将烟囱建得更高、把排水管修得更长,把污染送到更远的地方就能缓解本地矛盾。很多国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台了一系列的环保法案,终结了惯常的做法,要求新工厂必须限制排污,已经建成的工厂也要遵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环保政策减少了环境污染带来的疾病、不便和财产破坏,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的统计数据衡量不了的方式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原本可以用来提高生产率的商业资本,花在了安装电厂洗涤器和污水过滤系统上。排除通胀因素后,1972—1978年美国私人企业的环保支出翻了一番。在随后针对环保新规的政治拉锯战中,经济学家关于谨慎制定环保标准、减轻经济损失的意见基本上被完全忽视了。④
生产率增长的放缓不仅体现在工业领域,农业和服务业也未能幸免。发达国家的农业产出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提高。在大量购买化肥、杀虫剂和杂交种子的情况下,小麦和大豆的平均亩产量每年都能提高约2%。到了70年代,亩产的增速明显下降了,80年代中则几乎没有增长。那些曾经让法国的甜菜种植和加拿大小麦农场欣欣向荣的技术进步已经无法重现了。与此同时,服务业却在蓬勃发展,因为消费者已经购置了车辆、家具和各式电器,收入可以更多地用于购买服务而非商品了。不同于工厂,美甲沙龙、律师事务所和旅行社不能通过安装新的生产设备来提高生产率。一种解释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涌入服务业,整个经济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就不可避免地减缓了。⑤
然而上述解释均不足以说明为什么经济形态和经济政策千差万别的国家都遭遇了生产率增速下降的瓶颈。学者们越是深入挖掘数据,就越是困惑。这些数据没有显示的是,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各国可以探索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基思·约瑟夫爵士,议员,衣着考究的商业主管,引导撒切尔夫人走上自由市场道路的男人,以言辞犀利闻名于世。他是在1974年6月的保守党会议上得到这个名声的。不到4个月前,因为经济的严重下滑,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在大选中击败保守党,赢得险胜。工党的少数派政府并不稳定,重新投票似乎不可避免。大多数政客在这种场合下,都会抓住机会攻击对手,争取观望中的选民,为大选造势。约瑟夫却出人意表,他不仅批评了对手的过失,同时也对保守党自身的问题进行了反省。“30年间,我们始终致力于推动增长,”他断言,“增长固然可喜,但事实是,我们无法知道如何才能加快增长的速度。”⑥
约瑟夫爵士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导致黄金时代终结的那股力量,我们没有明确的办法与之对抗。发达国家不再像曾经那样蓬勃发展了,这一点无可争辩。贯穿整个70年代,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惯常使用的政策工具——调整短期利率、增减政府支出、提供补贴或减少税收——都没能成功地控制通胀、创造就业,或者提高生活水平。通货膨胀在80年代终于得到了遏制,但失业率始终高居不下,收入增速也大大下降。排除通胀因素,1973年以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还不到之前的一半。而日本在强势政府的推动下指导制造业向境外出售成品,同时在国内实施进口保护,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但是到了90年代早期,工厂生产能力过剩,零售业和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日本进入了长达20年的滞胀时期,甚至比西欧和北美所经历的更为严重。⑦
1966年,肯尼迪总统的高级顾问、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曾宣称“新经济学”可以保证充分就业、低通胀率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时间过去了还不到10年,他的理论看起来就很可笑了。联邦德国财政部长卡尔·席勒倍加推崇的“魔法四方”——保持经济各方面均衡的理想状态,已经完全脱离了实际——不仅在联邦德国,而是在所有地方。无论政府和中央银行做了多大的努力,削减或提高福利,严守货币规则或每月调一次利率,降低最高税率或维持税收稳定,就是没办法再次让人们相信今天的生活很好,而且明天会更好。1991年,爱丽丝·里夫林(Alice Rivlin),吉米·卡特担任总统期间的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几乎不可能确知,如果过去采取哪一种经济措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批评过去很容易,但即便是后见之明,也很难说清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这一说法几乎在全世界都适用。⑧
没有政客愿意承认,但真相就是,没有什么措施能够帮助世界经济恢复繁荣。政策性工具往往能够起到短期效果:税收返还和下调利率能够迅速给衰颓的经济注入活力。同样,放松银行贷款也能掀起消费热潮,给人们带来一时欢悦,正如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经历的那样。
但是,经济刺激的作用终将消退,经济的长期增长与高生产率密切相关。在所有的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后期生产率的增速都明显下降,原因与经济政策关系不大。战后初期那种劳动力向高生产率行业大批转移的条件无法复制:农民和佃农早已搬到城市定居,妇女加入劳动队伍的大潮也已终止。有些公共领域的支出能够直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比如修建高速公路和现代港口,但是该建的大多已经建成。尽管现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比他们的父辈接受过更多的教育,但是平均受教育年限快速增长的年代也已经过去,发达国家几乎扫除了文盲。未来的福祉和进步更多依赖于创新和新技术的应用。
在鼓励创新方面,政府不仅仅是普通的旁观者。科研资金提高了创新的可能。教育和移民政策让更多的科技人才投入到拓展知识边界的工作中。激励竞争的政策让创业企业更有发展的空间,也促进了新设备、新软件和新观念的传播。但是,创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生产率产生影响,是政府无法控制的。将一个新发明应用到商业或服务中,可能要花费数年的尝试,经历多次失败。比如,移动电话在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普及,但很多相关的核心技术早在2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有一些创新,只能在互补性的发明出现之后,才能发挥经济上的效用。彩色电视机最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美国销售了,但是问津者寥寥,直到十年之后色彩编程得到了广泛运用。即便是成熟的技术,也需要时间才能慢慢普及——高效锅炉只有在旧锅炉被替换后才能提高能源的效率。⑨
生产率增长和科技创新的循环周期似乎都很长。以美国为例,科技对经济的影响在20世纪初期很小,20世纪20年代到1973年之间则很强劲,1973—1995年联系减弱,1995—2003年较强,此后又开始变弱。在触发某项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之前,昂贵的研究可能要在零收益的状态下进行数年。微处理器的发明就是如此,1971年11月问世之后,这一小片硅在20年间没对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直到经理人开始思考如何将产品强大又廉价的计算能力付诸应用,从而重塑商业模式。经历多年酝酿,某项技术的突然出现很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生产率激增。电信成本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大幅下降,但是直到90年代末期互联网的商业化,发达国家生产率才实现全面飙升——这种增长的态势不到十年就又中止了。⑩
二战后世界经济处在周期的上升阶段,经历了近四个之一个世纪的生产率强劲增长。此后的发展就有些乏善可陈了。有些发达国家似乎找到了对抗全球趋势的公式——法国和意大利在70年代后期,日本在80年代后半叶——但是他们的经济仅在生产率增长衰退前有过短暂的复苏,此后就是就业机会减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这些年的科技创新也有很多,但对经济的贡献相对有限。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指出的那样:“自1970年以来,生产率进步的领域似乎越来越窄,总是集中在与娱乐、通信和信息处理等相关的人类活动上。对于人类所关心的其他方面——食物、住所、交通、健康,以及工作环境——改进的步伐明显减慢。”戈登的研究仅关注美国,但他的结论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适用。⑪
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可以造福大众的新发明,20世纪最后20年的发明创造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巨型工业园区越来越庞大,但此时已经没有必要把数千工人安排在一处了。庞大的规模不可避免地导致军事化管理,而且还要面临为数千名员工提供餐饮和住宿的麻烦。随着通信和交通便利性的提升,电脑技术的进步能够迅速传递信息,将大生产单元分割成零散单位也成为可能,每个部分将根据不同地区在劳动力供给、交通、政策等方面的优势进行选址布局,也可以将一些工作外包给其他公司。无论是生产汽车还是审批贷款,工作都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内进行分配。研发部门设在工程师和科学家密集的城市,而流水线工作——比如屠宰肉牛或将航空公司的数据从纸质机票转入电子系统中——都被转移到了工资和租金更加低廉的小城镇。
这种区域分工背后的经济逻辑很容易理解。但这种变化往往会带来伤害。工厂搬迁后,工人发现数年来积累的经验在其他行业派不上用场,于是只能接受低薪工作或者干脆失业。失去支柱产业的地区,经济收入和税收锐减,支持公共服务和设施的资金来源枯竭,这又让该地陷入了衰退的循环。进行业务重组的企业发现,最大限度地利用新技术也绝非易事。很多公司高管都是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学到这一课的。周五在俄亥俄州关闭一家工厂,下周一在亚拉巴马州重开一家,绝对会遇到无数麻烦,不论新计算机、通信设备和交通线路多么有用,想要进行无缝衔接是不可能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产业转移打破了国家的界限,后来所谓的全球化就此揭开序幕。确实,20世纪50年代以来曾有过一些跨国供给协议,那是欧洲六国全力打破钢铁和煤炭贸易壁垒时的尝试。6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签订了贸易协议,使得在一国生产汽车部件、另一国组装整车成为可能,少数的日本电子企业在香港招工,以解决本土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问题。但是,仅在多式联运和廉价通信充分发展之后,生产商和零售商跨越大洋布局生产线和供应链、金融及航空企业将数据业务外包到国外才成为可能。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全球化的发展是存在学习曲线的,而探索试错则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⑫
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东亚迅猛发展的“老虎”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他们似乎摆脱了困扰欧洲、北美和日本的生产率放缓问题,但他们也将发现,增长的势头无法永葆。在经历了50年的爆炸性增长,人均收入达到与意大利和西班牙相当的水平之后,韩国和台湾的生产率增长在21世纪初急剧减缓。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新增投资创造了数亿个新的就业岗位,带动了大量农民向城市高生产率产业迁移,但经过36年的繁荣,中国的生产力奇迹在2012年趋于平淡。⑬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企业在面临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以及全球化的首次悸动的同时,还要应付艰难的经济环境——通货膨胀率和利率都很高,汇率和能源价格波动剧烈,利润率远低于过去的水平。对企业经理人来说,风险无处不在,他们的应对措施是推迟回报不确定的长期投资。在发达国家中,曾经在1960—1973年以平均每年5.6%的速度增长的商业投资,在接下来的20年中增长速度还不到每年4%。投资增长缓慢的结果是,钢厂继续使用陈旧的高炉,保险公司用高速打印机打出各式表格,再由书记员整理好收在档案柜中,而不是直接使用电脑归档。技术创新往往通过新的设备和工具融入商业世界。1973年之后的几十年中,企业在每个技术拐点都推迟对新设备的投资,所以工人生产率的提升速度还不到之前几十年中的一半。而人们不再感受到生活在变好也就可以理解了。⑭
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每个国家,生产率的下降使得家庭收入停滞不前,或者以几年前尚无法接受的缓慢速度增长。这是新常态,是一种令人不快的趋势,无论是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还是政府的强硬手腕都无力改变。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收入增长放缓就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放缓。当然,家庭规模有缩小的趋势,所以人均收入比以往有所提升,而且每个人都能从普世的物质进步中受益:智能手机和家用电脑随处可见;高清晰度的宽屏彩电取代了盒子一样的老式电视;曾经无法治愈的疾病现在能通过先进的设备进行诊断和治疗。然而,疲软的经济增长削弱了福利国家的财政能力,失业救济金不再那么慷慨,养老金被完全冻结或取消,学费也开始上涨。平息人们怒火的一种方法是放松信贷,好让不再负担得起奢侈品的人们可以借钱消费。在美国和欧洲,这种尝试在2008年以失败告终。⑮
在大多数情况下,富裕国家本就不多的收入增长被少数人据为己有。收入不平等之所以加剧,一方面是因为技术更新对于某些领域的工人更为有利;另一方面在于资本可以在世界各地流动以寻求更高回报,而劳动力则不可避免地与特定职业和特定地区捆绑。然而,经济运行的规律如此强大,那些对资本主义深有疑虑的政府也难以对其进行调节。西班牙和日本政府出手干预,确保有正规工作的全职工人的工资能够上涨,但这掩盖了一个事实:大量工人的工作既不正规,也不是全职,他们只能靠短期合同和临时工作糊口,面对父辈从未经历过的不安全感。
随着各国生产率增长的放缓,普通公众的愤怒情绪日积月累。因为政府没能实现它所承诺的繁荣,最终这种愤怒通过令人不安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仇视移民,认为是他们导致了工作的稀缺;强烈反对税收,哪怕是用于维修道路和公共设施;无情批判曾经引以为豪的公共服务,比如学校和健康计划。更严重的是,生活水平难以改善,大量对实现不满的选民转而支持与主流观念相左的极端政治派系,比如:支持魁北克和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政党;法国、匈牙利和英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还有富有的非政治人士,比如美国计算机巨头罗斯·佩罗(Ross Perot),他在1992年总统大选中赢得了近五分之一的民众选票,以及媒体大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他统治着意大利的报纸和电视业,连续9年担任意大利总理。20世纪70年代热议的“不可治理性”在21世纪重新成为焦点,因为政客们在描绘美好未来时需要依靠它来提高观点的可信度。
1973年之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很容易被解读成战后社会契约的失序。例如,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将20世纪最后几十年称为“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认为它是“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固有矛盾的展开——一场二战后包办婚姻的逐渐瓦解”。但是对于日本、北美和西欧经济信心的普遍丧失反映了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制定能够应对人口变化和技术创新的社会契约具有巨大难度。⑯
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带来和平与繁荣的制度安排,往往被总结为限制资本的力量以造福劳工。这只是故事的一面,而非全部。资本与劳工的相互妥协对双方都有好处。即便是当时最狂热的反资本主义者也明白,只有雇主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并提高工资,才能使社会福利得以维系。而市场竞争让雇主难以兑现承诺,因为兑现它们会降低利润,甚至让企业破产。因此,战后的社会契约必须对整个经济体内的市场竞争做出限制——在某些行业进行国家垄断;对企业的营业时间、地点、资质和价格进行严格监管;通过信贷管控、进口限制和投资壁垒赋予政府对市场强大的调控能力。限制竞争让企业能够获得足够的利润,以保障工资稳步增长,并实现终身雇用。
这种安排让很多人得到了实惠——但这仅维持了一段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成年的年轻人未能参与战后社会契约的制定,却在承担着相应的社会代价。在许多国家,这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因为早些时候的立法让工作成了铁饭碗,企业不愿意再雇用他们可能永远无法解雇的工人。由于大量工人有资格在62岁甚至更早退休,美国和英国的企业养老金计划很难执行,最终干脆完全不对新员工开放。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低收入美国夫妇,他们在工作期间向社会保障退休计划缴纳的税款能够获得平均5.3%的年回报率。但他们出生于1965年的孙辈,则只能得到不到3.3%的平均年回报率。事实证明,之前缔结的社会契约是强制孙辈给祖辈送礼物。孙辈对此热情不高自然不足为奇。⑰
黄金时代是一个非凡的时代,赶上黄金时代的一代人拥有绝佳的机会。但正如经济学家约翰·费尔纳德(John Fernald)在研究美国生产率数据后观察到的那样:“这种增长异乎寻常。”这在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同样适用。经济奇迹确实存在,但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地点,经济增长都是缓慢的,生活水平在周期中逐渐提高,有突然爆发的经济高点,也有工人流落街头的经济衰退。无论是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比如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所支持的主张,还是国家主义改革,比如弗朗索瓦·密特朗所采取的措施,都被证明无法改造现实。在日本和韩国,大规模的国家指导投资带来了爆炸式的经济增长并让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一度成为世界各地人们钦佩的对象——但这也只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有效。这些经济体最终也滑落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无法持续创造奇迹。⑱
就像18世纪的科学家试图用瓶子来捕获电力一样,他们的现代接班人也想任意捕获和分配经济活力。事实是,加速经济增长和维持繁荣的力量并不能简单地通过开关来启动,也很难由颁布某法案直接触发。黄金时代的开始毫无征兆,终结也突如其来。虽然某个政府行为或某项技术创新可能给整整一代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但是两者间的联系在当时往往并不明晰——而且,不同时间或不同情况下的类似政策或创新可能根本无法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为了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而出台的政策,有可能会得到与预期截然相反的效果。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性改革就是例证,此政策将公共和私人资源引入陷入困境的夕阳行业,比如造船业和炼钢业,而不是帮助工人在新经济形势下做更好的准备。降低对资本的征税、削弱工会、限制企业兼并、鼓励或阻挠成立大型银行——这些措施在某个时间点可能会提高经济效率,但在另一时间点则可能带来负面效果。明智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措施将推动经济走上高速增长的轨道——这种希望恒久不变,但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可循。在对80段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进行研究后,3名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这些时段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共同之处。“有很多经济高速增长期与政治变革或经济改革并没有关联,”他们写道,“而且大多数经济改革都不会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⑲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其后果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持续产生影响。房地产泡沫在90年代给日本家庭的经济状况造成了毁灭性打击;1980—1994年有成百上千家美国银行倒闭;2008年次贷危机在欧洲和美国引发了残酷的高失业率,甚至影响到了欧盟的生死存亡——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相应的政治举措,这些措施的目的恰恰在于让经济增长快于生产率进步所允许的水平。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得很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它超越了任何合理的预期。我们短时间内不会再看到相似的情况了。”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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